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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并且 
迷了路。他们偶然遇到一位看上去很聪慧的当地人，于 
是就请求他指点路径，以回到通向目的地的正确道路上 
去。“啊,”这位当地人思忖了一会儿后答道，“如果那里 
真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我是不会从这里出发的。” 

-无名氏 


当你排除了不可能的东西时，不管剩下的东西如 何不大 
可能， 它们必然就是真理。 


亚瑟•柯南 •道尔 《四签名》 



中译本序 


姜辉博士翻译的《新市场社会主义》 一 书即将与读者见面, 
这是理论界的又一喜事。该书对于从多视角了解国外市场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模式无疑大有帮助，对于反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肯定也是不无启益。姜辉博 
士参加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管理项目”“市场社会主 
义研究”和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 
研究”，我们课題组对这一领域涉猎已有多年,有了初步了解，这 
本译著正是作为其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奉献给读者的,我也想 
借此机会谈谈“市场社会主义”话题。 

(-)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也是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它是对将近—个世纪以来倡导 
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谞。 

这种探索是在与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 
辩论中引发的。 

当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就 
开始责难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有效进行经济运行，认为马克思 
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危机，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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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作具体设计，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计算，如何配置 
社会生产资源等问題。19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汉姆 * H . 戈 
森就臆断社会主义国家中央经济当局很难合理组织经济活动。 
此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时断言，社会主义消灭财产私有制将 
同时消灭合理的经济计算与资源的最优配置。法国经济学家 
阿*谢费尔、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 * 卡塞尔等都曾 认为： 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价格如果不考虑使用价值的情况而单纯以劳动成本 
来估计，就不可能达到资源的合理 R 置; 如果不存在生产要素市 
场，就不能正确估价生产要素，因而不能正确指导生产。对社会 
主义经济的否定性论调在20世纪初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荷 
兰经济学家皮尔逊在其 19 Q 2 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題》 
一文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市场、没有交换，从而无法 
衡量产品价值，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种论点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被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_冯*米塞斯进一步加以 
发挥,后者在】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 
中攻击社会主义没有货币价格*没有经济计算，一切都将在黑夜 
中摸索，因此/‘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破产％ 1935年，自由 
主义经济学的头面人物哈耶克把皮尔逊、米塞斯等人的文章翻 
译编辑成册，连同自己的《问题的性质和历史》一起，汇集出版了 

英文版《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成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 
立的宣言书。 

在这期间，与上述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也在探索中发展和成 
熟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 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如瓦尔 
拉、维塞尔、帕累托等在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題的 
探索上，有意无意地对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贡献。瓦尔拉是一 
般均衡理论的首创者，他在论文集《应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进 



一 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组织和维持自 
由经济竞争，建立完全竞争机制，从而使一般均衡价格得以实 
现。维塞尔在其《自然价值》中认为 f 即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也 
需要经济计算，存在“估算价值理论”，必须运用与资本主义相同 
的经济衡量标准和本质上一致的计算原理。帕累托则在 《社会 
主义》等著作中得出结 论:社 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创造并实现“最 
优福利状态”的条件，达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他甚至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比自由主义经济更容易实现最优化产出量，更为 
有效。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学家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 
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是在探讨“经济行为的一般逻辑”时自 
动带来的副产品，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一样受到 
他们所揭示的同样的经济规律的约束。然而，他们的学说却为 
此后的论战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 
础。1908年，帕累托的弟子巴罗内发表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 
家的生产部》，发展了柏累托的上述思想，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 
经济达到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并初步提出运用“试错法 '求解 
均衡方程式，达到计箅价格与最低生产成本相等,从而实现资源 
的最优配置。20年后，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泰勒针对米塞斯 
等人文聿引发的辩论，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了以 《社 会主义国家 
的生产指导》为题的会长演说，进一步发展了巴罗内的试错法思 
想，提出釆用“反复试验法”的计划形式来决定生产要素的均衡 
价格，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五个步骤。 
此外，英国学者迪金生也发表文章批驳米塞斯的观点，提出社会 
主义可以运用理论经济学说明竞争机制形成价格，引导生产方 
向。 

这样，当哈耶克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立的文集出版以 



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一方就有足够的思想资料去建构一种系 
统清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作为对否定派的反驳。这 
个任务是由当时侨居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 * 兰格完成的。 
兰格在1936^193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 
这一时期理论争论中社会主义肯定派一方观点的集大成者。兰 
格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央计划局通过模拟竞争市场 
机能，采用分散决定的方法，即依靠市场竞争中供求的均衡作用 
来调整价格和产量的方法，进行资源配置的系统设想，形成了著 
名的 “兰格 模式' 兰格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诞 
生。 


㈡ 

当人们谈论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会提到 《新帕 尔格雷 
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定 
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 >，在这 
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 
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在众多的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布鲁斯的定义应该算是最具权成 
的。然而仔细考察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产生的各 
类模式，却发现这种定义并不符合具体实际。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依其产生 
的不同类型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 
是： （ 1 >上面所说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 
市场的“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 主义； （2)60 — 70年代随着苏东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 




“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模 式有: 布鲁斯 
“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嘈克“以市场机 
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 
式，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 式等； （3>80年代以 
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录，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 
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 (4)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左 
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在这四个阶段 
中，以“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又可以 
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二阶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 
期”。我们这种“两时期四阶段”划分法不仅充分考虑到不同阶 
段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特征，注意到这些模式所描 
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式、中央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等方 
面存在的实质性差异，而且把市场社会主义与本世纪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起落跌荡的历史联系起来，尤其是，从这种市场社会主 
.义的历史阶段划分中还可以领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运行、 
改革的历程，以及在整个国际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制度冲撞与整 
合的情景，因为市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潮，而且，甚 
至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思潮。 

很明显，前期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无论是兰格模式，还是 
布鲁斯模式或锡克模式，甚至后来的科尔奈模式，都是在传统的 
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的框架内运用市场，使计划模拟 
市场或市场与计划并存。而近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从其产 
生的时代背景到其基本特征，均与前期形态有很大不同。在英 
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80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机制在“实验” 
中未能很好协调。此外，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 t 其发 



挥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90年代重构各种新模式时， 
不仅苏东剧变之后中央计划经济被彻底抛弃，而且有接踵而来 
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瀚。与这种背景相一致，当代市场社会主 
义者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强调只在市场无法奏效的地方才运 
用政府干预，在所有制问题上也很少有人主张国有经济,而是采 
用劳动合作组织形式“雇用资本”，突出分配平等要求，或福利共 
享。这类市场社会主义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因 
此，布魯斯在定义中使用笼统的“公有制”与“市场”概念，显然无 
法具体、准确地界定不同时期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我们认为，以60年代东欧改革为主的前期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 
特征 是:探 索革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替代模式，寻找传统 
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运用市场配置资源争取效率的 
有机结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就其社会主 
义性质而 言是： 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为基础，运用市场去实现社 
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经济民主、分配平等、选择自由、消除剥削 
等等。 


(三） 

9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掀起新一轮的市场社会主义辩论 
热潮，而且无论是从参与的人数看还是从建构新模式的数量看 
都属盛况空前，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这是苏东剧变之 
后，左翼理论家在反思苏联模式,重构社会主义未来前录时表现 
出来的巨大热情。有论者甚至断言，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 
主义是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方向。英国学者皮尔森的 
《新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产生的、值得—读的新作。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研 
究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发表的著 
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1986)，《超越福利国家?》 


(1991) 和这部《新市场社会主义》 （1995) 以及一系列理论文聿。 

《新市场社会主义》全书分三部分共八章以及导言和结论。 
第一部分从讨论苏东剧变后聒噪一时的“社会主义死亡”论开 
始。工人阶级的队伍缩小了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淡化了 
吗？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衰退了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的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危机？作者运用新穎广泛的资料认真分析 
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政治 
与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深入考察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 
境况和面临的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作者的结论 是:尽 管传统 
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在许多方面都面临严峻挑 
战，但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能真正证明“社会主义死亡”论的正确 
性; 使资本主义不具吸引力不具合理性的那些基本问題始终存 
在;在迎接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的各种尝试中，最勇敢、理论上 
最连贯的尝试是目前西方出现的新型市场社会主义。这就把话 
题转到新市场社会主义中。 

第二部分仅有一章的篇幅，讨论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模式的大致轮磨。皮尔森这祥概括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原 
则 ”:“ 市场社会主义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 
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 劳动) 的做法结合起 来的一 种经济和社会 
制度。”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包括社会所有制、企业家问题、 
企业结构与管理、收人分配，以及国家的作用等方面 & 但是，新 
旧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对这些基本构成的认同是大有差异的 } 
即使在新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中也是大不相同的。皮 



尔森不像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那样根据自己认同的诸种构成 
要素的性质，去建构和倡导某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尽力揭 


示各个不同论者在同一构成要素中的不同主张,甚至相互矛盾 


的观点。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市场？市场社会主义能 
否达到或达到怎么样的经济效率、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在对 
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问題的推述中，皮尔森同样竭尽全力 
揭示其中的不同观点，甚至相互之间的矛盾。也许正因为如此, 
它才更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也才更加值得一读。 

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头戏，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可 
行性的评价。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由是市场 
产生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无效率以及它的反民主、反自由和 
反 社会; 右翼则大肆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歪曲和篡改了市场秩序, 
从而瓦解市场公正，剥夺成功者的财富，维护穷人的依附感，强 
化集团利益特权以及侵犯个人自由，等等。皮尔森还评述了市 
场社会主义在“社会所有制”问题上的致命弱点，以及工人管理 
型(合作社企业)经济的适用性问题。关于民主和国家问题，皮 
尔森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扩大工人参与性民主、扼制 
私人资本权力和淡化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因此，“市场社会主 
义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政治理论，要比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理 
论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最后的第八章是讨论如何向市场社 
会主义过渡(它的政治支持)的问题。 

(四） 

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或者说，什么样的国家最有可 
能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约 



翰.罗默在其阐述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社会主义的未来》 
(1994,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中分析了如下几种情况： 
(1) 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如果能转向市场社会 
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仅机会成本最少，而且可以避免经 
济和社会产生的许多不平等和动乱。 U ) 独裁的发展中国家如 
果左翼政党掌权，社会具备沿着市场社会主义路线发展的民众 
意向等基础 。 (3) 劳动阶级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的民主资本 
主义国家，左翼政党可以凭借市场社会主义舞台贏得未来选举， 
向着社会財亩再分配的方向前进,或是改造效率低下的国有经 
济部门。<4)发达民主的资本主义要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是最 

不可能的。 

在《新市场社会主义》中，皮尔森在分析像英国这样的“福利 
国家”的情况后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不能作为左異重新确定战略 
的基础。这种结论与罗默分析的第四种情况是-致的。当然， 
市场社会主义不适合于这类国家,并不等于它在其他诸多环境 
没有前景。况且，各种经济社会制度，包括市场社会主义，都是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一 个国家的形势和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在发 
展变化之中，在今天不会选择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没准明天遇 
上什么危机,又会想起市场社会主义来。而像皮尔森《新市场社 
会主义》这样从多种视角来评论市场社会主义，甚至多少带有否 
定性结论的著作，对于推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无疑也会 

很有帮助。 

目前，中国正在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菩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规 
定、经济运行机制特点、强调稍神文明建设而不是依赖所谓的 
‘‘理性选择”基本假设、提供社会政治制度保瘅等方面，与国外市 


场社会主义有着重大区别 o 然而无庸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 
理论和模式及其“实验”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料和经验教 
训。如果进一步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 
结合这种广泛的含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 
市场社会主义6今天，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如若深人地研究国外市场社会主义，读一读像 《新市 场社会 
主义》 这类思路和视野开阔的评论著作,相信不会没有收获。 

因此，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认 
为，无论要从多视角了解市场社会主义，还是想深入思考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題，皮尔森的《新市场社会主义》都是值得一 
读的。 


中 团社会 科学院余文烈 

1999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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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的第三个千禳年到来之际，资本主义看来在全球范 
围内贏得了胜利。而似乎作为插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干脆 
将其大约划在1789年和1989年这200年之间，看来悄无声息地 
走到了尽头。共产主义，这种曾经主宰了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 
的社会制度，现在也是力量耗尽。这种判断很容易找到自己的 
理由,而证明这种判断的变化也确实比比皆是。但是不论如何， 
我们仍然可以反驳说，这样的描述是一福非常片面、视觉单一的 
图画。从斯德哥尔摩或从索韦托(南非东北部城镇。——译者 
注 ) 或从上海等地分别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看来具有完全不同的 
形式。而且，资本主义不仅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且它在不同 
政治体制下对市场结果的制约形式和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等方 
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将社会主义等同 
于集权计划，人们从目前的组织变化情况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 
结论。这种区分很有诱惑力，且初看起来也令人信眼，但我们认 
为这种区分难以成立。尽管社会主义的定义并不明晰,但很显 
然，人们不能把它等同于一种特殊形式的集权经济组织。资本 
主义也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市场统治。的确，虽然市场和准市场 
越来越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它们决不会成为惟一的配置资源形 
式，它们仍像以往那样被广泛积极地调整。卡尔•伯兰尼 (Kari 
Pobnyi ) 作出的如下论断是颇有道理 的:谁 创造了市场,谁也同 


时创造了试图取消市场后果的力量。 

上述这些评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成 
功，也不是想掩盖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令人遗«的记录(尽管任何 
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较为完整的分析都需要实际的限定性条件)。 
但不论如何，这决不是任何历史的终结，尽管我们面对着 一种极 
为自信的反对意见。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些资本主义统治形 
式由于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交互作用，已被改头换面了。而那 
种关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已完全“屈膝”于新自由主义的 
看法也 不能真 正令人信服。的确，依许多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 
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新自由主义现在看起来不像是一种占尽优 
势的正统 t 而像是对那种早期原始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所抱有的 
错误信仰进行的临时‘‘调整”。与此同时，在现实的全球经济范 
围内，对于每一位新冒险家式的资本家来说，看来至少存在着两 
种新的调节手段。 

中国在新型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近些 
年来它的经济快速增长，也由于其幅员辽闲，或许在21世纪它 
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特别 
是市场和国家相结合的模式——将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不可能采取本书所概括和讨论的那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也不希望它成为美国模式的最新翻版。但我们应该 希望: 
在探索符合21世纪新生活形式要求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新形式 

I 

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克里斯托弗 * 皮尔森 

1999年5月，于英国诺丁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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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市场 XA . Praeworek ^ l ^ i ); 政策出版社 （Mity Pteas >, 本书 
中的赫尔德模式,来自该出版社出版的《民主模式 >( D . HeW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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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英格兰足球运动员诺曼*亨特肯定不是第一个提出 
“要先发制人”这种有效的政治忠告的人。然而这种说法仍不失 
为一种明智的忠告。因此我想在这里预先提出一两点解释，以 
说明什么是、什么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 

首先，关于我对“社会主义”一词的用法问題。在某些人# 
来，在目前情况下讨论社会主义问題，从最好的意义上讲是一种 
拟古的做法，而从最坏的意义上讲简直是恣意任性。社会主义 
或者属于只适用于玻坏的思想范畴，或者是关于政治傲慢的历 
史记录，它曾经一 直被琴 忍地误解着，而现在则彻底地精疲力揭 
了。甚至“在左翼方面”(这是最委婉的说法），社会主义也被看 
作是最好应同其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我至少对后面这种看法 
颇为同情。社会主义变成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其含义是如此 
地被耗尽，其朋友和敌人是如此地《用它，以至于我们最好还是 
寻找其他方式来描述那种曾经在它的名义下所进行的社会工程 
和实践。但是，假如将来有一天真的放弃了“社会主义”这一用 
语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当代历史学家们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可思 
议地死亡”这种说法。正如我在本书开头几聿里所表明的那样， 
“社会主义死亡”被广泛地错误渲染和理解了。任何放弃社会主 
义的做法都不会出自这种假 设:能 够存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只是 
一部失败的累积史 &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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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睿智的批判家们在社会主义的标題下构建了他们的主张。 
在评价这个传统时，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应该牢记什么，应该忘却 
什么，同时也应明 白：任 何对往事干脆“一笔勾销”的企图都可能 
会转移我们对这些前辈仍然可信的真知灼见的注意力。用当前 
颇能为人接受的语言重写社会主义目标的企图也是十分危险 
的。在我看来，设法在诸如民主或自由(这些术语本身也在很大 
程度上被澉用和误解了)等术语的标题下对社会主义思想中全 
部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改写，这种做法一定是大错特错的。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在本书后半部分坚持认为的那样，对于 
“左冥”人士的当代政治目标来说，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话语中 
的关键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 

我还认为有必要作一点说明的是，本书对经济思想和范式 
作了极为广泛的讨论。然而同我的专业知识相比，我对经济思 
想和范畴的了解奄无疑问是十分有限的(或者连这一点也谈不 
上）。但我之所以还这样做 t 部分原因是出于理论讨论的需要。 
经济组织问埋对本书的讨论是如此重要 t 以至无法回避它们。 
尤其对于那些关于市场形式的社会主义讨论来说 f 情况更是这 
样。与此同时,对源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和经验进行经济 
性讨论也是很重要的。近些年来,经济学对政治学的影响越来 
越大,其影响主要(尽管不是全部)是通过发展理性的精辟阐释。 
但这种情况不是单向进行的，在经济分析的中心区域当然也有 
政治概念的空间。更明确地讲，那就是 :市场 真的太重要了，它 
决不是经济学家们所独享的！ 

最后我强调的一点是，这本书是对有关《社会主义死亡”的 
争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这种争论的反应所作的批判性研 
究^>尽管我在书中指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一些明显 


疏漏，但是我对其中错误观点的关注远胜于对遗漏东西的关注。 
我试图尽可能客观地表述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大体上说，我 
不想去填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疏漏，也不想在书中构建自己 
的替代“蓝图”。任何一种对当代问题和当代可能性进行讨论的 
社会主义理论，如杲它不谈性别问題、种族问題或环境退化问 
题，那么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可思议的。讨论这些问题又会引 
起许多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将对所有形式的市场理论构成严 
重和广泛的挑战。很遗憾，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评价不在本书的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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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的脚步刚刚跨人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对于许多 
评论家来说，看起来就已经到了宣布“社会主义死亡”的时候了。 
大约 100 年前，洛德•哈考特 (Lorf Haitxairt ) 关于“我们现在都是 
社会主义者”的断言曾经预示了集体主义时代的到来，而100年 
后的今天，政治评论家们则争先恐后地为“社会主义时代正走向 
终结” ( Jenkins ，： l 987, P .335) 提供形形色色的证据。举两个典型 
的例子 :戴维 •马 昆德 （David Maiquand ) 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之间展开的史诗般的斗争结 束了； 资本主义成了贏家”。拉 
尔夫•达伦道夫 (Lalf Dahrendorf ) 则执拗而简单地宣布“社会主义 
已经死亡” （ Marquand ，1991; Dahrendorf , 1990, p + 38)。 当然，“社 
会主义死亡”这句口号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在20世纪 
3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就有人曾经这样广泛地预言，而且那些保 
守的政治雄辩家们更是一直对此老生常谈(间或适时警吿一下 
要提防沉寂的但仍具危险性的红色糜鬼)。 90 年代初的情况有 
所不同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死亡证据的那些社会变化随处可见 t 
甚至在(以往的)政治左翼中间也能找到这种证据，其中赞同“社 
会主义死亡”观点的也大有人在。 80 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 
(Fmncb Fukuyama ) 因为拋出极端渲染的“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而 
声誉鹊起，他断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化是人类管理的最 
后形式 Fukuyama , 1989, p , 4 )。 然而关于系统性变革之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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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早就存在了，并且不局限于政治右翼。80年代初，左翼 
人士安徳烈•高兹 (Andie Goiz ) 在一篇被广泛援引的文章中就这 
样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已经过时 
了' 90年代初 t 布莱安 •特纳 （Biyan Tuner ) 撰写了《有组织的 
社会主义的终结》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毫无运问地进人到了 
2 后社会主义” （ Gorz ，1982， p * 12注8; Turner ， 1990, p . 134)。这些 
理论家有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枯竭的记录在1989年东欧变革 
时期达到了顶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场期待已久的巨变 
终于到来的时候，它却是一种“民主的、实质上反社会主义的巨 
变”。据说“那些到来的思想是陈旧的、为人熟知的、已被充分检 
验的东西。（是已经过时的新思想 r(Sdboume, 1990, p . 274 ; 
Garton Ash f 1990 > P .154 ) o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在东方轰然倾覆, 
在西方则在无声的啜泣中消失。 


社会主 义:最 终衰亡了吗? 


最束缚我们的政治判断的莫过于公认为正确的看法这不散 

的阴魂，看来“社会主义死亡”这一断言已经令人吃惊地轻易成 

为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共识。1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将深究这种 

断言，特别是运用发达西方国家提供的材料和经验。我 的意图 

并不是拒绝接受这种新正统说法据以确立的那些巨大的社会变 

化，而是真正想冲淡一下围绕“社会主义死亡”所作出的那种划 

时代抽象概栝的浓重气息,这将主要通过分析一些支持这种断 

言的经验证据来进行。我还将竭力再具体些分析一下已经死亡 

的东西到底是 什么。 “社会主义死亡"是意味着东欧国家苏联模 

式的终结，还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衰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呢? 
2 



在何种意义上能说发达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从社会主义 
退却了回来”呢？仅仅是社会主义组织机构受到了挑战，还是长 
期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那些核心思想(可能最重要的是平等和 
共有）在时代意义上说已经陈旧过时了呢？ 

提前一点讲，我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真正说明那种颇有争 
议的所谓“社会主义死亡”的庆典是能够经得起检验的。然而, 
这种渲染夸大的论断是基于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作出的，这些变 
化合起来足以对西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信仰和既定纲 
领构成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信仰及其可能赖以实 
现的组织机构面临着根本性 变革，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 
看到，目前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信誉 
扫地，而且人们确实最常把市场表面上的普遍存在(于“全球”经 
济中)视为这些困难的根源。在回答这种“迎面而来”的特别挑 
战的过程中，最勇敢的尝试之一来自于一种新形式市场社会主 
义的倡导者。市场社会主义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主要见 
于一些著名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中。近些年来，一些西方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又使市场社会主义复活起来。 
这些人主张，在一种极为不同的组织形式下，市场社会主义代表 
了一条社会主义摆脱目前所处战略困境的可行出路。在理论上 
和实践上的双重退却占支配地位的时期，这是一种最为深思熟 
虑的，也是最 富冒险 性的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重新塑 
造社会主义政治的尝试。本书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对这种富有创 
造性的设想进行详细分析。在第二部分，我将概括一下现代市 
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在第三部分，我将对这些基本理 
论要素进行洋细而严谨的分析。在结论部分，我将根据自己所 
做的分析，重新思考一下现代社会主义政治所面临的一些普遍 



性的问埋。 


注 釋 


1当然,麦克尔 •诺维 克 (Michael Norak) 在90年代再也不能宜称 44 我们这 
个时 代烯未 虽现出来的事 实耽是 社会主义的死亡”了 1 (1 明2, P . 


187)。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死亡了吗？ 

令吟吟#吟•令吟*令■吟<^*^**>寸吟* 



第一章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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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死亡”这个话题促使庞杂多样的著述纷纷问世。 
我在本书中将从三个广泛且相互关联的问题着手对这一话题进 
行讨论和评价。第一，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日趋瓦 
解，这主要表现在工人运动的政治属性和产业基础正在 41 萎缩凋 
零”。这个过程的主要征象体现在工会会员人数的减少，以及整 
个80年代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的不幸失利。第二， 与前一 点密切 
相关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衰退。苏联和东欧国家“计划”经 
济的失败对西方的计划倡导者具有巨大的“示范效用”，而全球 
经济的重组看来会使福利国家和西方社会民主觉在传统上所依 
赖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成为赘余。第三，还有人认 
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也在各个方面消解着。无论是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还是作为“劳工主义的危机 '无 论是 
被消费主义的喧嚣或新社会运动的勃起所取代，还是逢遭后现 
代主义的侵蚀，总之人们发现，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吸 
引力在消退。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还将考察一下那些在1989 
年东欧剧变中亲见亲历社会主义崩溃的人对这一事件作出的反 
应，并对社会主义在目前的地位作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下面 
我就从考察社会主义在产业工人阶级中间的传统社会基础正在 
“萎缩"这一话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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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别工人阶级吗？” 

社会主义的俱导者们，即便是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 
漫长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最终实现的人，都坚持认为社会主 
义的到来会符合(几 乎) 每个人的利益。然而，至迟从工业资本 
主义产生以来，不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良者还是革命者，他们 
几乎一致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要取决于工人阶级(一般是 


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和产业动员情况。同时，改良者和革 
命者也都期望工业的发展能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纲领创造 
一个多数选民层。正是基于这种信念，马克思主义者才相信社 
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社会民主主义者才期望议会民主的 
多数原则将最终为自己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带来稳定的多数。但 
是近些年来，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核心要素却越来越選到人们 
的怀疑。 


与主张社会主义衰亡的其他理由一样，关于社会主义的社 
会基础趋于瓦解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它至迟可以追溯到 
20世纪初，当时伯恩斯坦对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进行了 
谴责 。可是伯恩斯坦的理论对中间阶层和农业阶层的强调在当 
时还是比较含混，而在实践中，西欧社会民主党却在20世纪前 
半期及以后 一 直处于持续发展之中 （ Bernstein , 1909， pp .48 —49, 
t03 i Praewwaki , 1985, pp , 16—19; Floda , 1987； Madcie 和 Rose ， 
1990。只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评论家们才广泛地看到“工 
人阶级前进的脚步停止了” （ Hohsb ^ wm ， 1981; Piven , 1991; 
Lemke 和 Marks , 1992;虽然 Pfeewoiski 和 S^ge 在 1986年的著 
作中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这种忧虑的关键之处是相信在社会和经济发生迅猛变化的 
环境中，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前提的“传统”工人阶级看起来在数 
量上正在逐渐减少。正如诸多关于社会阶级的显著特征的争论 
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工人阶级作出怎样的界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雇佣劳动者在整个劳 
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增长，因而目前靠出卖劳动力挣得工 
资或薪金以谋生的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构成了绝大多数。 
如在欧盟内部，目前这个数宇足以超过80%，而在美国,这个数 
字达到了 90%以上 ( Eumstat ， 1990, p .59>。 如果人们承认这种 
处于雇员地位的多数人至少应是实现社会主义集体 ( 阶级)利益 
的潜在力量的话，那么“工人阶级边缘化”也就不成其为问題了。 
难题也许在于如何动员社会主义的这种潜在的阶级多数，但这 
就与“多数不再存在”的说法截然不同了。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 
讲，这正是 “正统 ”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所坚持的立场(见 Wood , 
1986; Mandel ,1978; Panilch , 1986, 1990)。 

近些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虽然这种“技术无产阶级化”过程 
在整个20世纪确实在持续发展，但是这种日益增多的人 口甚至 
不能成为对促进社会主义感兴趣的阶级的潜在基础。的确，尽 
管无产阶级化的广泛过程一直持续进行着，但在整个发达工业 
社会， 能够构 成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并在实践中支持社会民主党 
的范围狭小的工人阶级，从长期来看人数在不断减少。尽管人 
们对这种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精确范围的划定还争论不休，但在 
大多数评论家看来，其核心部分还是那种全日雇佣的体力劳动 
者(经常是男性)。他们处于传统的(经常是高度集中的)产业部 
门，生活在发展已久的城区工业地区（见 Poulantzas f 1975; 
Hobsbawm, 1981; Przeworski 和 Sprage, 1986; Hall 和 Jacques, 



1989) 0 

一 般来说，这样定义的核心工人阶级在绝大多数发达工业 
社会已变成正在撗减的少数(尽管他们确实还存在） & 在英国, 
这种锐减十分突出，体力工人人数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约占全 
部劳动人口的3/4,而到了 1981年,这个比例低于1/2。 （ Price 和 
Bain , 1988, pp . 162—164) 在美国，这个数字由1950年的40% 
降至1980年的1/3还少 ,（ Lash 和 Uny , 1987, p .120) 即便是在 
典型的社会民主国家瑞典，体力工人的人数占全部劳动人口的 
比例也由战后最初几年的50%略强降至1970年的 47%( Es P ing - 
Andereen , 1985, p .52)。 在同一时期，由于农业就业人口的先持 
续边缘化，就业领域从冶炼制造业(许多传统蓝领工人工作的部 
门）向服务业(经常是白领）工作转变 3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 
转变明显加快了，到1990年，在欧共体内部，在服务业领域就业 
的工人人数(60%)几乎是在工业领域就业人数(32.5%)的两 
J 0 倍。在美国，服务领域就业人数比例更高，约占70%(欧共体委 
员会,1991>。在整个80年代，英国在制造业领域就业的工人人 
数减少了 V 4 还多，而且那些被广泛认为是工人运动先锋的工 
人人数减少得更多 & 例如在采煤业，从业人数从1971年的 
423 000人降至1劣 3 年 I 7 000人(《就业报》，1971年2月，1994年 

7月）。在美国，从1950年到1970年，造业的从业工人人数减 
少了 一半。 

伴随从业领域发生的这些区段的变化的，是工作方法的变 

化和劳动力构成的变化。首先，在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各 

成员国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着女性劳动力不断增多的趋势。到 

1988年 ，欧 共体内部的劳动人口中妇女占了近40%,在一些国 

家(如瑞典)甚至更近于50%。在欧共体，约有3/4的就业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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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领域工作。虽然多数妇女从事全日制付薪工作，但也有 
1 M 的女工和1/3的已婚妇女从事非全日性工作（ Eurostat , 
1989 a ; Rein , 1985)。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全日性工作人数在 
不断增加。这个趋势在最近20年来的发展尤为明显 （ OECD ， 
1985) o 当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女性工人与男性工人相比对 
阶级利益的要求反应较冷淡，尽管也许是典型的家庭劳动分工 
使妇女较难有效地参加政治和工会组织。可是，具有工会会员 
身份的人——霍布斯鲍姆 （ Hobsbawm ) 将其描 述为“ 阶级意识的 
……最基本的标志”——在妇女工人、非全日性工人和非体力从 

业人口中的确很少，而且所有这类人的数置一直还在增长着 
( Hobsbawn ， 1981 T p * 15; Blanchflower 和 Freeman , 1992, 即. 56 — 
60) 0 


产业和经济变化的其他一些方面表面上也削弱了实际阶级 
动员的基础。虽然经济重组创造了许多庞大的多国公司或跨国 
公司，但是数量不断增多的服务领域内的企业的规模比起传统 
制造业领域内的企业规模一般要小，工人通常也不太容易联合 
起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神变化过程加快了。因为在一 
系列工业化国家，工厂的平均规模变小，从业地点也由传统的城 
市工业地区向半农业地区转移 （ Lush 和 Urry , 1987, pp . 84 一 
160)。在许多经济大国 ，工会 会员人数在近十年里确实减少了。 
例如在英国，工会会员从1979年的1340万降至1994年的900 
万，而在美国，从1 9 70年到 ]9 87年，工会会员的密度几乎减少 n 
了一半（《社会趋势》，1991年第期， p , 183; BlancWlower 和 
Fteeman T 1992, p . 59; Viaser , 1992, p . 19; 《就业报》， 1994 年 6 
月）。 

最后，还有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正备发生的结构变化也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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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种“普遍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 
( Hobsbawm , 〗981, p .7)。 尽管本位主义一直是工人运动存在的 
问題，但霍布斯鲍姆在其有影响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问题的文 
章中指出，自从二战以来这个问鼷才变得尖锐起来。随着妇女 
和移民的不断流入，工人阶级内部已经较多样化。巨大的社会 
和人口流动已经侵蚀了既有的共同体利益。产业结构的变化和 
公共领域的增加已使工人内部的分歧和冲突十分普適。对于大 
多数工人来说，劳工行动的目标已经不是资本所有者，而是政 
府、“公众”或只不过是其他工人 （ Hobsbawn ， 1981)。海曼（％- 
_， 】992， p . l 50—15 S ) 认为，可以根据不断加速的工人阶级分 
化过程将80年代的困难概括为以下 几点： 

L 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化。表现为工会会员人数减 
少，工人对集体决定的政策和集体纪律的响应能力降低。 

2 . 工人阶级内部两极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会会员和 
非工会会员的区分相对应）。许多著作者将此描述为“中心-外 
围”或“内部人-外部人”关系。 

3 . 根据雇主、职业、经济部门或产业领域来划分的、在集体 
认同感和集体事业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排他主义。 

4 . “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分裂。这表现为工会内部和工 
会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领导人和中央联邦权威的削弱。 

这种广义界定的工人阶级的内部利益多样性还可以从其他 

方面来概括。一些人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 T 不断丰富的 

物质生活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消费方式。这样，住宅持有的多样 

性、私人小汽车的增加、闲暇时间和机会的增加、工作地点和居 

住地点距离的扩大——所有这些都瓦解了集体的消费方式，而 

集体消费方式却往往有助于加强传统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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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Lash 和 Urry ，1987)。 有些人还关注双重劳动市场的存在。 

那些在主要部门全日稳定就业的工人的利益和机会，与在第二 U 
劳动市场中处于边缘化和断续就业的工人比起来是截然不同 
的。还有一些人在这种新的劳动分工中看到了“三分之二，三分 
之一”社会的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少数一批人(有时被描述为 
“下层阶 级”) 实际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困于贫穷和半经常性失 
业之中，依赖国家的支持，他们与“可尊敬的”多数 < 包括定期就 
业的工人）日渐分离开来 （ Wilson ， 1987; Field , 1989; Therbom , 


1989 a)o 


一 些人越来越把这些变化当作是工人阶级作为政治改造实 
践之社会基础的行为能力减弱。在高兹的打破常规的公式中， 
“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危机” （ Go % 1982, 
P * 66)。 他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已不再是具有特权的 
少数，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这样的工人阶级，总体来看他们 
不能支配生产资料，他们的直接利益也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 
相符合” （ Go % 1982, P . 69, 15)。赖斯和尤里的较为慎重、 
经验证据较为充分的判断是“无组织的资本主义”近期的结构 
变化已经引起了 “工人阶级能力的 衰退' 这样，“不仅仅是工 
人阶级的规模，而且它的 1 核心’也在无组织的资本主义中缩 
小了。空间上的分散意味着联系和组织网络的崩溃，结果是阶 
级资源的极大削减”。因而，“整个产业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设 
想改造社会的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 （ U 4 和 Uny ， 1987, pp , 
11， 3 U ) o 马昆德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 t “传统工人阶级…… 
几乎销声匿迹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工程也随之而去。 
的确 


在社会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手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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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上讲，目前在最为发达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已经 
成为障碍，而不再是源泉。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工人阶 
级的]绝大多数已经被吸收转变为庞大的、几乎没有边界的 
中间阶级。其余的……则沦为下层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 
全资格的公民之外。 ( Manquand , 1993, p .55) 

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1 : 

死亡了和被埋葬了吗？ 

上述社会变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前进的社 
会基础已经消失”的说法是正确的呢？不言而喻，我们（可能是 
IS 暂 时地) 生活在社会和经济迅猛变化的时代 t 在这种环塊中，我 
们更难断定哪种变化是有意义的，以及这神意义究竟蕴含在哪 
里。尽 管什么 也没有 真正改 变的说法绝对是迂腐可笑的，但我 
们从早些时候的大规模社会改造的设计中（“后工业社 会，’ ，意 
识形态终结”等等)得到的有益经验提醒我们，要对那种过于扩 
张的社会学想象谨慎小心。 

我们在作出评价时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社会变化的结 
果，而是它的出发点 D 认为我们挥手作别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 
代”，显然是想当然的。的确，如果没有更多的实在的限定性条 
件，人们很难把经合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看作是“社会主义 
的' 还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 ：即便 是那些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 
来说具有相当理想的阶级结构的社会和时期，它们也不是以步 
调一致地向社会主义推进为特征的。 

如果转向更为具体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过分关注英国和 

美国 非常特殊的经验的倾向始终存在着（可能对于英美作者来 
M 




说是正常的 k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例外情况”一直是各种社 
会科学文献的共同主题。不管人们如何理解美国新右翼的兴起 
和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人们在最近的时期很难看到旧时曾经 
对社会主义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在逆转 （ Sctfnbart ， 1976; Pier ¬ 
son , 1990; Mann ,1993) 0 英国给人的直接印象也许不是那么特 
殊。的确，英国曾经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发展的典型和 
独特的阶级政治的典型，人们认为是其阶级发展导致独恃的阶 
级政治。然而，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况一样，英国具有的“第一 
个工业化国家”的地位也使它的阶级发展史与众不同，将其作为 
“典型”例证确实会令人误解。例如，英国农业领域的雇佣人数 
比欧洲大陆国家要少，时间也短它在20世纪初体力工人占绝 
对优势的情况也是与众不同的。1911年，英国劳动力的75%是 
体力工人，不足10%的人受雇于农业领域。这一时期，在大多 
数可比的欧洲国家，体力工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35% 〈德国） 到 
41%(丹麦）。近在1939年，德国工人的 1 M 从业于农业领域 
( F . sping - Andereen , 1985, p .52; Lash 和 Urry , 1987, pp . 141, 144) 。 

在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农业部门迅速减少也只 
是战后的事情。在法国和美国，体力工人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 J 4 
40 % (Bell 和 Criddle , 1988, p , 34; Lash 和 Vrrv t 1987, p . 119; 
MitchelU 975 t P .15 S )。 因而，体力工人构成劳动力多数的情况 
在任何地方都是真正的例外。相应地，体力工人减少的情况也 
决不是像草草地浏览一下英美数据所得到的印象那样严重。在 
英国，体力工人的比例几乎降低了一半，但是即便在1990年，几 
乎一半多的男性工人仍然从事体力工作相对于全部劳动力而 
言，体力工人也超过了 40%(《社会趋势》， 21，1991， p .74 ) d 

井不是20世纪发生的所有的阶级结构变化都十分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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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 3 和体力工人人数减少现象相伴随的，是 
小资产阶级人数的长期性缩减，尽管在整个80年代个体经营者 


数量在增加。这个阶级曾经对社会主义力量持坚决敌视的态度 
( Eurostat , 1986 b ; Mann ， 1993;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见 Es - 
ping - Andersen ，1985, j >.53)。 下面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即服 
务领域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中间阶级”或白领工人的增加，或必 
然会使那种保守的/支持市场的政治态度得到发展。例如，美国 


服务领域内的诸多快速增长一般是非技术性的、不熟练的或非 
全日的工作，其中许多都是所谓的“麦当劳式无产者 ’’（ Wood , 
1989， p * 17； Esping — Andersen ，1992, p + 146) 与此同时，各个 

国家扩大了的服务领域在市场部分或在非市场部分(一般是国 

家部分)的比例构成也是有彳艮大差别的。例如在美国，受雇于市 

场部分服务领域的工人数量是非市场部分工人的三倍（54% : 

17%) 0 相反在欧洲,市场部分服务领域的工人数量只比非市场 

部分的工人数量多 50%( 37 %:24%)( E _ tot ， 1990)。从事服 

务业的工人不论是在公共部门（主要是在福利国家)还是在私人 

部门，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和方向）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根据工会运动的衰退情况来展开广泛类似的讨 

论。工会是否能够或怎样才能持续有效地开展活动，是我们在 

下面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工会会员人 数问题 ，我 

们会发现实际情况仍然不是像英国和美国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 

严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1970年以后的时期，只有英国和 

美国的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了，尽管它们的情况较为特殊。但是 

在80年代，只有荷兰和意大利工会成员的缩减情况才可与英美 

国家相比。而在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法国和日本除外），工会 

会员人数在70年代是稳定增长，在80年代处于停滞状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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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和丹麦,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了 70 年代达到的“饱和”水平, 
分别是96%和95% (见表 1.1)。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下降的很 
大部分是由于持续大规模失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见 Visa - 
er ,1992, pA 9 )J 

表 1.1 非农业工人中工会成员数占全部资 瞢雇员 


人数的比例（哚 ）19 W 7 


国家 

1970 

1979 

1986/7 

1970-1967 年的变化 

丹 

麦 

66 

昶 

95 

+ 29 

芬 


56 

84 

85 

+ 29 

瑞 

典 

79 

89 

96 

+ 17 

比利时 

66 

77 

76 

+ 10 

爱尔兰 

44 

49 

51 

+ 7 

西 

德 

37 

42 

43 

+ 6 

澳大利亚 

52 

58 

56 

+ 5 

加拿大 

32 

36 

36 

+ 4 

瑞 

士 

31 

34 

33 

+ 2 

挪 

威 

59 

60 

61 

+ 2 

意大利 

39 

51 

45 

+ 6 

英 

国 

51 

58 

50 

- 1 

新西兰 

43 

46 

41 

-2 

奥地利 

64 

59 

61 

-3 

荷 


39 

43 

35 

-4 

法 

国 

22 

20 

17 

-5 

曰 

本 

35 

32 

2 S 

-7 

美 

国 

31 

25 

17 

- 14 

非加权平均(美国除外） 

48 

54 

53 

+ 6 


资料来源：布兰奇弗洛和弗里曼 ( BtanchflowiCT 和 Freeman , 1992, p *5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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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一些结论看起来是合理的。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 
经济中，体力工人的比例饫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实际的下降趋势。 
这在英国由来已久且发展最为严重。除英国外(部分斯堪的纳 
维亚国家 50 年代的情况除外），没有别的国家体力工人人数构 
成过劳动人口中的稳定多数。尽管他们的数量在喊少,但几乎 
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体力工人一直是切实存在的少数。在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雇主和个体经营者的人数也在下降。 
就业人数增长的主要范围在白领雇员之中，特别是在服务部门。 

16 目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挣工资者形成了劳动人口中的绝对多 
数。总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那种有绝 大多数 体力工 
人可以动员起来支持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几乎根本就没 
有存 在过; (2) 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体力工人的数董在减少 t 
但它们实际上一直是劳动人口的 少数; （3) 工会成员人数确实从 
TO 年代的高峰期降了下来,但是这种下降趋势在世界各地是不 
同的，在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这样，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前途仅仅依椟于体力工人构成绝 
大多数的情况，那么事态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前景来说肯定是致 
命性的（虽然近些年来“事情已经发生急遽变化”的提法有些降 
温，但体力工人构成绝大多数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可是那 
些反对“社会主义死亡”提法的人正是对这一结论持强烈的否定 
态度。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明显的原因证明为什么工人阶级应 
该要由体力工人构成，或由男性或白人构成，或应该在某些传统 
的产业部门就业。认为那些把工人阶级贬降到人数持续下降的 
少数地位的人实际上成了技术决定主义的牺牲品 t 对于无产阶 
级来说，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具有某种特别的技术，而是在剥削性 

的工资劳动合同中存在着的 社会生产关系 （见 Wright ，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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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白领工人在某些意义上讲是“中间阶级”的提法也是完全没 
有理由的。布莱沃曼（&^¥6_)可能是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鼓 
吹者，即认为20世纪白领工作的增加同时也伴随着不熟练工作 
的增加，而且也把工厂纪律移到了办公室 （ Bmverman ， 1974)。 

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20世纪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从蓝领 
工作向白领工作的转化，然而挣工资者或雇员的人数也在持续 
增长（当然，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挣工资者并不是将自己的劳动力 
出卖给资本家雇主)。 

这种立场的困境在于，尽管受雇佣的地位可以形成一个集 
体行动的轴心，可是挣工资者看起来并不像（或其行动起来不 
像)一个有着集体的社会政治利益的阶级。关于生产性和非生 
产性劳动，关于劳动分工中不直接从事生产的职务(也即“为资 
本服务的功能”）较细或较粗的界定，甚至那种由来已久的关于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别，相对来讲都没有把这个问题 
提出来。 4 在此成问题的主要议题也不是一种陈旧的、令人颇费 
脑筋的说法，即高级经理和不熟练的店员拥有“共同的”阶级地 
位的说法。现在的经理确实不再是生活在19世纪的那种所有 J 7 
者了，这个事实也许很重要,但是比较而言 ，（ 髙级)经理的数置 
很少，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和参与所有权， 
自己绝对不是那种完全出卖劳动力的人。对阶级分析及政治后 
果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倒是“严格意义上的”挣工资者内部存 
在的分化现象。与马克斯•韦伯的阶级分析观点大体一致的是， 
这些分化现象部分体现在控制市场资源方面的差别上,但在就 
业条件、消费方式和对待国家干预的态度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在一系列潜在的分化当中(其中一种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最重 
要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就业工人的区别。这种区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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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以很令人曲解的方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大规模公共领域的 
出现并不表明对资本主义的逐渐抛弃6至于能够将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的受雇者区分开来的东西(如对公共开支的态度)是否 
就比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如对收人政策的 敌意) 更重要 一 
些，我们对此也还无法断定。然而不管其明确的政治特征是什 
么，经常是但不仅仅是杜会民主主义所支持的(福利）国家就业 
的扩大，倒是先进资本主义的较为显著和较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实践中 > 这些雇佣劳动者利益多样化的论述并不一定就 
说明阶级特点的衰退。例如，在近期的经济衰退中，体力工人 
(特别是在私人领域)仍然是最容易失业的人。这种事实对所谓 
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社会的提法(这种提法将大部分工人置 
于社会的“舒适多数”之中)提出了反证。的确，正如霍布斯鲍姆 
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历史揭示了从阶级同质性向阶级异质性径 
直转变的任何一种提法，都会使人误人歧途 （ Hohshawm , 1981; 
也见等人的著作 ， 】 989 ; Hjfnan ,1992)。 但是，另一种与 
此对抗的希望，则期待在终将显现出来的社会化过程中所有雇 
佣劳动者能分享最为重要的利益，也是特别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社会主义的选举危机 


对当代资本主义复杂的阶级结构所做的解释纷杂庞多，我 

们对此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幸好，还有一个较为合适的替代 

选择。因为，虽然“社会主义死亡”的见证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 

^阶级构成的变化都无法避免地作出了一些颇为笼统的判断，但 

他们却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一个正在分散的)阶级与社会党和社 

会民主党(正在衰退的)选举运气之间的关系上。这样，他们通 
20 



过集中关注传统意义的阶级与左翼政党获得的选举支持之间不 
断变动的关系，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遴开关于阶级构成的“真 
正”实质这一难题。 

这种评论的核心主张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不 
(再)构成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左異政党的潜在基础：0)社 
会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选举意向的有效指示器 
(阶级分化论题），或者 U ) 工人阶级的缩减使社会主义者失去了 
潜在稳定多数的社会基础（工人阶级“消失”命题）。（见 Crewe ， 
1985,1991 和 1993; Heath 等 ，1985 和 1991。)多 

在英国，人们会经常看到“最纯粹的”的阶绂 投票; 同样也是 
在英国，左翼的选举失败也大多是与“‘纯粹的’工人阶级迅速衰 
退”联系在 一 起 （Butler 和 Stokes ， 1974, p .88; Crewe ， 1984， p . 
199) o 简单地说，阶级分化论題意味着社会阶级已经不再是投 
票意向的安全指示器。在50年代，职业——特别是体力或非体 
力工作的地位区分——是可信的投票意向的十分清楚的指示 
器。在英国，体力工人所投票数中的273多支持工党，而非体力 
工人所投票数中的 4 /5支持保守党。6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发 
现职业性阶级不再是投票活动的有效指示 器了。 最基本的理由 
是，体力工人阶级不再是工党选票的可靠基础，阶级分化在英国 
经常被认为是保守党力量的“体现 '这种 趋势由于工人的内部 
分化而加剧了。旧时的“传统”工人阶级仍然忠诚于工党，“新， 
工人阶级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其他政党。克里维在英国 
J 987 年大选后这 样讲： 


工党现在仅代表工人阶级中的衰退部分——统建住房部 
门、公共部门、苏格兰和北部工业区以及旧有的工业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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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人阶级，不能吸引南部 新地产 和新服务部门中人数 
众多、正在扩张的工人阶级。（保守党）政府采取的政策造 
成了新工人阶级的持续扩张 + 旧时的[工人阶级]在缩减 
……新工人阶级不杈变成主要部分，而且越来越占据优势。 
人数统计和时运都不在工党这边。 （ C _， 1987; 也见 
Cmwe ， 1991 和 1993) 


丹里维和哈斯本茨 （ Dunleavy 和 1985) 作出了类似的 
重新评价，他们认为阶级分化产生了与干预主义国家不断增长 
的作用相联系的新型选民分化。这些新型的选民分化取决于私 
人(商业)部门和公共(非商品化)部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主要 
是在诸如就业、消费(如住房和交通）和收人来源等方面发生的。 
这种部门分化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分化是不同的， 
并且引导投票意向。当私人部门的生产和消费扩张吸纳了工人 
阶级选民时，他们就可能不再支持与公共部门相关的政党，即工 
党。 

在美国也出现了极为类似的现象（当然美国现存的阶级结 

构和公共供应的基准与英国不同，传统选举联盟的参数也差异 

很大）。与英国一样，关注的焦点也是集中于右翼候选人在（总 

统)选举中的持续胜利上。80年代以来的事实说明，自从30年 

代以来曾一直是民主党总体选民优势核心组成部分的工人阶 

级，其忠诚现在更加分化。尽管少数民族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 

直很髙（约有80%的黑人选民支持民主党），然而白人工人阶级 

中对民主党的支持却有彳艮大的下降，他们中的多数在1980年和 

1 9 84年的选举中支持里根。在30年代的重新调整中 ，工 人阶级 

对民主党的支持是很稳定的，但“在50年代的总统竞选中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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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下降 ，在 60 年代有所恢复，接下来又是下滑”（见 Piven , 1991， 
pp .235-241), 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现在形成了新的选举格 
局，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了 44 自然的”选举多数党。实际上，这种 
重新调整的前景只有在忽略了民主党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的持 
续力量时才能维持下去，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总统更是对这种 
格局的冲击。分化的证据(选票分散、选民的极大不稳定和党派 
认同淡化等等）倒更充足了。（进一步的讨论 ，见 Ladd , 1981; 
Schneider , 1981； Beck , 1984; Lowi , 1985； Burnham ，1989; Mdtay ， 
1993)。 

虽然许多人把这种分化趋势当作近期事态发展的主导潮 
流，但并不是没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在英国(这里社会民主主 
义政党的选民异乎寻常地严重流失），安托尼•希思 （Anthony 20 
Heath ) 和他的同事们就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驳意见。他们以实际 
的统计数字为证据，所提反驳意见的要点有：（1)尽管绝对的阶 
级选票(中产阶级是保守党的选民，工人阶级是工党的选民）自 
从60年代以来确实下降了，但是相对阶级选票(鉴于全面政治 
支持的一般变化和阶级规模的变化，政党从现存所有阶级中吸 
引选民的程度）的下降却是“很缓和的” （ Heath 等，1991, p ,78); 

( 2 )尽管“工人阶级……确实按照地区、民族和住地，以及在较 
低程度上按照工会成员身份分化了'但这并不是新近才发生的 
现象 f “克里维和其他一些人指出了业主职业的增加和工人阶级 
中工会成员人数的减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些变化在 
解释工党选票分散方面并不起多大的作用” ( Heath 等 ,1991， PP , 

113 — 11 4 >;(3> 尽管在“中产阶级”中工党的选票出现了公有部 
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分化，但这可以从涵盖范围更广(包括公共 
和私人部门和“其他领域” >的“福利性与创造性职业”的分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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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解释; “一 旦我们根据福利性职业和创造性职业的划分来看 
问题，部门区分就没有太大的统计作用了” （ Heath 等， 1991， p . 
94 )o “公共和私人部门中工人阶级的政治差异是很小的'因而 
希思及其同事"反对那种基于生产领域的利益差别论 ”（199 Up . 


104 )o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关于工人阶级分化的所有争论作出完 


全公正的评判。然而，可能最重要的(如果考虑到争治双方的极 

大分歧，也最显著的 >是，各种观点在阶级结构潜在变化问題上 

却达成了共识。所以，虽然希思 （ Heath 等，1985和 1991) 和戈 

登♦马歌尔 （Gottlon Maroha ! U 989) 各自所做的研究都反对克里 

维的工人阶级分化理论，但是他们都同意工人阶级在缩小这一 

情况。希思 发现; “在 1964 年，工人阶级约占选民总数的 51%, 

但是到了 1987年,这一数字降为 36%”（ Heath 等， 1991, P ,67)。 

马歌尔运用类似的阶级分析模式,但基于极为不同的标准和基 

础，也发现体力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由48%降为35% 

(Maishall 等， 1989， P .101)。 希思部分是为了证明：工党在1964 

年和1987年间的选票流失(约13%)，直接的政洽因素(可能最 

重要的是三党候选人格局的形成)和社会变化因素(包括阶级结 

21 构的变化）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但他估计说，从 1951 年到 1981 

年间阶级结构的变化本应使保守党的选票增加3,8个百分点， 

自由/联盟增加0. 7 %，工党选票要减少 4.5 个百分点 （ Heath 等， 

1991, p . 203)。这给人的印象是，工党的政治损失本是“可以避 

免的”，包括支持“错误的”政策和插手 一些“ 几乎不可避免的”社 

会结构变化(也见 Hamip 和 Sha ^ l 989) P 同样，马歇尔也认为， 

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的社会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如 

新形式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或阶级意识的消失等，都缺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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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是这个阶级的规模的确变小了 （Marshall 等， 19«9， pp . 
98 — 142,196 r - bt )。 这样，即便是阶级分化理论的反对者，也 
赞同工人阶级正在缩小的说法。在美国，关于民主党选票减少 
的论述各式各样，包括强调选举的民族和地区因素的变化$是 
人们也都把这些变化置于蓝领就业工人减少的背景之中\见 
Piven T 1991; Esping - Ander & en ，1985) 来讨论。 

当然，阶级结构变化的政治后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 
英国和美国。的确，对近期左翼政党的选举情况所作的比较分 
析表明，世界各国的情况确实差异很大，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 
的表现一直是异乎寻常地糟。同时，尽管民主党获得的支持有 
所下降，但很难说淸这就应被看作是“支持社会主义”的选票减 
少。例如瓦尔特•科皮 (Walter Korpi ) 推述说，在美国，左翼政党 
的支持选票在 1 W &-1960 年只下降了 1%，而在 1961—1980 年 
下降比例却是0%!同样，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特殊的无产阶 
级结构为这种下降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可是在德国和法国却出 
现了分化的一些迹象(尽管在法国这种迹象很“有限”>。还有， 
很有意义的是，埃斯平-安德森、塞安伯里 （ SailHbuly )* 莱菲提 
( Lafferty ) 都发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分解” ( deoonq » aition ) 已 
经深人到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地带 ( Lash 和 Uny , 
1987, pp * 214―219; Esping - Andersen , 1985, pp , 114—141; 
Sainsbury , 1993; Lafiferty ， l 990)。 同样有趣的是，埃斯平-安德森 
对丹麦、挪威和璜典各国政党初始分解的不同步伐的讨论 ，主要 
集中在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执政佾况以及它们在体力工人和 
其他雇员间形成有效联盟独特的能力上。在盎格鲁-萨克逊世 
界之外,也曾有左翼力置的令人吃惊的退却。法国可能最严重， 
在 199 3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社会党的支持率实际下降了一半， 



这个数宇是 19.2 嗨（《选举研究》）。 

尽管如此，左翼的长期选举衰退情况也经常蓉易被夸大(见 
Merkel , 1992), 实际上，西欧左翼联合选举力置在70年代的得 
票率是40,1%，在 1980—1983 年增加到 42.5%( Lane * Erason ， 
p +1987， p .112 ; PieiBon , 1991 a ， pp ,171—172)。 在 80 年代，虽然 
右翼在英国、美国和西德获得或保持执政地位，但在瑞典、挪威、 
法国、西班牙、葡蔔牙、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左翼仍继续执政 
或恢复执政 (Mackie 和 Rose t 1991>。 在澳大利亚，工党连续五次 
贏得选举胜利。在法国，左翼总统候选人在1981年当选，1988 
年再次当选。但80年代最具戏剧性的选举胜利可能属于西班 
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在1982年的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得 
48.7%的选票之后，又贏得了 1986年和 19® 年的选举,尽管其 
所得票数大大下降(9^，1989, P .29; 《选举研究》)。为了正确 
评价左翼政党的选举成绩，我们应该牢记左中右三翼共同面临 
的那些困难。实际上，所有的主流政党都由于自己的支持力量 
被第三党或选民的否决力量所侵浊而面临着“代表危机”。因而 
在1993年，加拿大保守党的溃退远远超过了法国社会党的失 
败，它的支持票数由1988年的43%降至仅16%(议会议席从 
154席降为2席!）。同样在主流政党处于选举困境的情况下, 
爱尔兰工党(作为第三力量)却在1992年大选中将自己的代表 
数增加一倍，进人了新联合政府。我们也应记住，社会主义政党 
不是经常期望自己获得难以达到的51%的选票。在多元化选 
举制度中 >40%的选票就足以占据议会席位多数，而在比例代表 
制中，结盟和联合的复杂性经常使社会主义政党关注自己的战 

略目标，而不仅仅是使选票数最多化（进一步的评论，见 
Kilsdielt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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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便在当今环境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 
能贏得或继续维持执政地位。伹也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这将会 
变得越来越困难。确实，只有在超出社会民主党的“天然”选民 
传统工人阶级的范围来作出成功的社会吁恳时,这种胜利才有 
可能。例如，如果只以传统工人阶级的选票为基础，西班牙社会 
主义工人党就不可能在1982年获得巨大的选举胜利，实际上， 

在这场历史性的胜利中，这个党只获得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中不幻 
足一半的选票，它是从所有阶级中获得胜利支持的。在1982 
年，它获得了白领工人的1/3多的选票，得所有“企业家”的1/4 
多的选票 （ Share ， 1989+ {^>.111 —112)。这并不是一种新发明， 
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也曾经在某些阶段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义 
为“人民党”（乂011«_660> ; 瑞典社民党也许最成功，它将瑞典 
变成“人民家园”的热望可以追淛到20年代波•阿尔宾*汉森 
( PerAlWnHansson ) 的著述，甚至还可能追濶到19世纪末杰尔 
马•布兰亭 (Hjalmar Brandi ^} 的思想 ( Tilton , 1990)。 

尽管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同样面临着支持率下降和政党 
忠诚淡化等问題，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它不是 " 没有候选资格 
的”。 也许对于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来说非常煩恼的问埋来自 
西班牙、法国和澳大利亚选举经历中出现的一个情况，即当代社 
会民主党只有抛弃那些与传统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相 
联系(甚至最温和的联系)的那些原则 时才能 获得选举胜利^关 
于这种抛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典型做法，常常可以在密特朗起初 
抛弃凯恩斯主义和 1982 年开始紧缩计划中找到。在西班牙的 
经验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安东尼奥•加西亚*桑特斯马塞斯 
(Antonio Garcia Santesmases ) 在 1985 年这样写道:“仅仅在十年的 
时间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从共和主义、中立主义、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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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工人自治主义变为西班牙加人北约的辩护人以及市扬 

经济效率的坚强拥护者”(见 Sha ^，1989, p . l 50) o 西班牙在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出20%的失业 

率 ( SharM 989 f pp.76—77 )。 这种情况也在其他地方再现。馘 

维*丹马克 (David DenemariO 在 1984 年写了一篇关于新西兰第四 

届工党政府的文章，指出“一个如在西方工业世界所见到的一样 

全面的政治经济‘大转弯工党,在历史上一直致力于集体主 

义、国家干预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现在变成了拥护个人主义、 

4 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的‘新右翼 ’”( DenemaA ， 1990, p .62 ) c 

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民主党执政的 “ U 型转弯” 

是因为它们优柔寡断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 背叛' 总的 

来看，这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尽管领导人也和其他人 

一样容易在政治上不知所措，但令人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为 

24 何如此不幸，竟然要一致选举那些最后背叛了自己核心选民的 

人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呢？纵使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刚愎无知，我 

们最好还是在社会党及社会民主觉的领导人认为自己能够开展 

工作的条件中寻找这些倒转的根源。在一方面，可能的情况是， 

要赢得选举的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应该超越处于少数地位 

的工人阶级范围而向全社会吁恳，这样就淡化了他们的社会主 

义政洽日程。当这种必要性可能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它当然就 

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见 Praeworski , 1985； Praewoiski 和 

Spmge, 1986; 下文第 195—205 页)。可能较为新鲜和更加令人 

生畏的是这样一种前 景：目 前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政府得以在 

其中运作的经济秩序，即便是最温和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 

的策略也难以在其中维持下去了。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即便社 

会主义者证明是有候选资格，他们也不能再追求一种甚至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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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社会主义政治目标了。我们将在第二章讨论这种前景。 


注 释。 

I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出来的首先是其自身的掘塞人 
1973c, p,79)。 

1埃斯平-安德森(1992^.148(1.2>指出：“在美国，餐饮业工人平均每小 
时的1资仅是匍造I工 A 的 

3有必要指出的是，杰勒*维塞 (JelleVisser, 1W2) 涉及的时期直到80年 
代末的关于工会成员人数的列表比较显示的人数减少程度要比布兰 
奇弗洛和弗里曼 (Blanchflower 和 Freeman} 所记录的严重。可是，维塞 
的数据也确实肯定了不同国家间的很大差异，也表男了美国待殊的 
绝对低数值和下降的严重程度。 

4同时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即便挣工资者不能为确定”真正的"工人阶 
级提供令人潇意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体力劳动工人当作 
必须选择的替代角色。见埃里克•奥林 * 怀恃 (fticOlin Wright， 1985, 
H>.18M95) 的著作他反对将体力劳动者作为界定工人阶级的标 
准，但他却将美国40%的劳动力(瑞典43%的劳 动力) 看作是“毫不含 
糊的无产者”。 

S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 （AtbmPizewwski) 对这个问題作了更为广泛的论 
述，我们将在本书第八章对此进行分析。他认为靠选举实现社会主 
义是水远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绥在民主秩序中处于少数地位, 
而这种秩序把统治权力 陚予了 选举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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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衰退 


尽管“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许多普遍性用法，但人们是否 
最好将其理解为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经济的理论，目前还无法断 
定。 1 当然，对于诸多社会主义倡导者来说，社会主义的经济生 
活组织(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将来能够 
用于实现某些道德或政治目标的手段。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 
会看到，这种立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者重新评价市场也是十分 
重要的。但不论如何，虽然社会主义者一直把建立一种在道德 
和伦理意义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但 
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尽管不是全部 h 借以实现这种优 
越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主要机制还是重组经济。 

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尽 

管它决不局限于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被认为是产生“危机、残酷竞争和战争”的根源 （ Bukharin 和 Pi ^ o - 

brazhensky , 1969, p .89>。 它将导致资源的滥用以及商品和服务 

的不合理分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导致“过度生产危机 '劳动 

和资本的不充分运用和许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等现象同时发 

生。同时，这种经济组织还被认为是极端反民主的。尽管经济 

生活决策对于每一位社会成员和每一个“社区”来说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但实际决策权却被庞大私人资本所有者集中掌握，那 

种形式上自由平等的政治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为其经济权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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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对于这种不合理和不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者提 2 d 
出的主要克服方法是建立一种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 
经济管理模式在东方(苏联)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实践起来差 
异很大。可是尽管东欧各国的经济(甚至把前南斯拉夫模式排 
除在外)各有千秋，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属于苏联模式,其实质 
是一种中央计划经济，它的极端形式包括对劳动的强制指导和 
对消费品的定额配给（见 Ellmar ， 1989)，在西方，一些工业企 
业被纳人公有制范围之中，而且经常在政治上来突出这种经济 
的“社会化”。尽管如此，多半不过是凯恩斯模式的某种变种而 
已，在这些模式中，国家对一些宏观经济手段进行控制也许会使 
较广泛的经济得到有效的管理，这些模式描述了（间接)控制经 
济生活的较好形式。当然，我们对东方或西方的社会经济被有 
效“计划”的程度应持谨慎态度。许多政府釆取的行动从来就没 
有很多的“计划性'只不过是“即时应对”而已。一些事实证明， 
即便是在苏联，“计划"也经常是对已发生情况的事后矫正 
( Schmidt , 1983; Ellman , 1989, p .17; Rutland , 1985)。 在英国的 

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经验中，在对“计划”抱有一般同情感的同时， 
也对这种计划在实践中究竟包括什么内容抱有十分模糊的看法 
( Maiquand , 1988, pp .42— 43) 0 尽管如此，对经济的政治控制在 
对社会主义有利的辩护中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 

正是这种计划经济形式的可信性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势是: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所釆取的最 
引人注目且又十分不同的两种形式——苏联模式和西方社会民 
主主义模式——看起来同时走到了尽头。苏联模式（以及东欧 
各国衍生的“改革”模式）和凯恩斯主义模式如今都备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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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它们不能（真正地 r 配置商品'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 

官僚手中，而不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东西方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同时衰退看起来有许多原因，我们不能将其完全归咎于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弱点(例如，产业劳动力构成和分布的变 

化或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K 但不论如何，人们已普 

遍感觉到,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的两种主要实践形式在实现自 

27己所承诺的合理民主的经济生活方面，却都以失败而吿终。 

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衰 

退的观点。第一，我将(十分简要地)讨论一下苏联模式的危机。 

关于这个问题在别处的调査研究已很充分，我在这里主要感兴 

趣的问題是东方经济的困境对正在寻求改革的西方经济的“示 

范效应”。第二，我将较为详细地评价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凯恩 

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特别是要考察如下这种观点:不论 

战后所追求的那种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还有多少剩 

余力量，由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它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行了。 

▲ 

一、 计划经济的衰败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以各种方式 
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将比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更有效率、更加 
公正和更具生产能力(见 Marx , 1973 a ; Bms ， 1972; Lenin , I 960; 
Stalin，1955» pp-40~41; Bukhazin Preobra^iensky T 1969, pp . 

119—120), 进一步讲，依照布鲁斯的观点 t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都“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央计划经济这种信念” 

( Bnis ， 1972, p .27) D 不管马克思和列宁期望这种计划将采取 

何种形式的制度，在实践中，那种始创于苏联、尔后强制输出到 
32 



东欧共产主义社会的苏联模式，却打上了斯大林主义高度集中 
的“命令”经济的烙印。这种“传统的”集权的苏联模式具有如下 
特征： 

1. 所有的经济决策实际上都集中于中央（消费和就业领域 
的个人选择除外)。 

2. 计划的等级性质和“从上至下 的”计 划执行结构。 

3. 指令性的而不是指导性计划。 

4. 直接按照实物(而不是货币)来进行经济计算和计划。 

5. 货币在国营部门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6. 计划在权威政治制度中的体现 ( Brus ， 1972, pp .65—71; 

Ellman， 1 娜， 

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89年东欧巨变这段时间（当然25 
南斯拉夫发生得早一些 >，各国都曾经对这种体制进行过重复的 
尝试性改革。这些改革中最有代表性的措施是 :在“ 计划”经济 
中引进更多的市场决策和分权因素以矫正传统模式的许多偃化 
弊端。其中一些改革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例如匈牙利1968年的 
新经济机制 （ Berend , 1989; Komai ， 1986; Xavier , 1989; Swain ， 
1992)。 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这些改革对明确说明市场社 
会主义的意义。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这些改革提供了一种理 
想的计划和市场相混合的经济模式，甚至少有人认为它们有效 
地矫正那种被广泛认为是现存计划经济形式的固有弊端。1989 
年的巨变进一步削弱了 (甚至可以说是淹没了)这种改革进程的 
作用。不仅仅是东欧经济突然走上了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而且 
那些曾经明确拥护这种改革进程的人现在也满腔热情毫无条 
件地拥抱市场原则了（见 Hankiss 对匈牙利情况的讨论，1990; 
Brus ， 1989; Romaic 1990 b ; Kc ^ nai , 1993; Swain , 19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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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模式的失败”已经成为西方政冶评论中的共识, 
但我们在评价计划经济的弊端时还需持谨慎态度。一些将市场 
经济记录和计划经济记录作了严肃比较的人警告我们，不要无 
条件地盲目崇信市场的优越性（见 Bei^son， 1987 和 1989; Ell- 
man, 1989; Nove， 1983 和 1988 )。 然而不管对市场的运作持有何 
种保留意见，他们还是一致认为,看起来正是严重的结构性弊病 
瓦解了现有计划经济模式的运作能力。很少有人对伯格森的下 
述较为温和的观点提出异议，即，社会主义经济的绩效由于西 
方标准的运用而显得毫无特点”，“如果运用西方的标准衡量社 
会主义和中央计划 ， 那么它 们可能产生的主要成果则显得逊常 
低下” （ Berpon ， 1989, p P+ l ， 5 〖）。 我在这里只是简要地说明一 
下计划经济的几项最为突出的固有 缺陷： 

1. 对最终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 
产只是迎合计划，而不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结果形成卖方市 
场，商品长期短缺，排队购物，商品和服务种类极为有限，质量低 

29 劣，强制交换或延迟购物以及强制储蓄。 

2. 不合理的敵励结构。总体来说，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计划 
目标，而不是以尽可能最合算的方式满足需求。经理们竭力去 
接受那种松弛的计划，因为这种计划可以在企业的生产能力限 
度内完成，企业还可以积藏劳动和产品。产品质量很难控制，产 
出以直接的实物数量而不是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衡量。利润分 
配官僚化、软预算约束、有效竞争和发明奖励的缺乏降低了生产 
效率 一 所有这些使逃避风险制度化并缓滞经济增长。 

3 . “比例之患 ” （ th e Cur^eof Scale )。 经济的全盘计划导致比 

例性问题、复杂性问題和信息处理问题的发生，并导致部门之间 

的配置无效率，加剧瓶颈和短缺，强化了经济决策的官僚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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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4.第二和第三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不合理性和无效 
率本身逐渐引发了第二经济(“非法的”和不规范的私人经济活 
动)和第三经济(国营企业之间未被准许的交换活动，目的是为 
了防止官方计划机制失 灵）。 ( Nove , 1983； Komai t 〗980和 
1990 a ; Bergson ，1989; Elknan ，1989) 

埃尔曼对传统计划经济的经验作出了如下 概括： 

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模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国家进行管理 
和控制、依照计划发展的经济类型。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模 
式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实际情况 是：“ 社会主义计划”， 
厚本的意义是由直接计算和直接产品交换替代市场关系的 
合理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情况的发生 
并不说明这种或那祌社会群体对计划的怨恨，也不反映相 
关国家的落后状况，它所反映的只是传统的计划概念在理 
论上的不适当。 ( Ellman t 1989, p,327) 


政治经济的危机 

实际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就抛弃了他们自己曾经追 
求过的中央控制计划经济的任何一项目标，因此，苏联模式的失 
败在我们这里的讨论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过去的 
25年里越来越困扰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那些问题。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要考察一下这些问题的演变， 
并分析它们产生的纲领性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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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一种 

无原则的权宜之计的特殊招牌而已，它缺乏形成一种政治纲领 

所需的任何起重要作用的东西（不管怎样适度考虑这一问题)。 

在其社会主义批评家们看来，在它应该遭受的谴责中，机会主义 

多于实用主义。然而这里还是有可能发掘出许多社会民主主义 

实践的基本原理，这至少是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 

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尽管其在“讲究实用的"盎格鲁 ™ 萨克逊 

传统中是十分地例外 （ Kessebnan , 1982; Keman ， 1993)。在各种 

各样的形式中，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策略是基于这种考虑的， BP :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杲具备有利的社会条件，社会民主主义 

政府能够对经济决策环境和经济产品的分配进行有效的控制, 

以达到逐步进人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有一点值得强调，即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是在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见 Pkzeworski ， 1965, pp * 7 ― 46)。如果回親到 

3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将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分割成“革命”和 

“修正”两翼的(至少就它们的纲领目标而言)是关于手段的争论 

多于目的的分歧。显然，列宁、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引证的是同 

—个传统)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持不同的看法，但他们每 

一个人都期望这种社会要以废除大规模私人资本财产为前提。 

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 

自由运作，所以这种理论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包括社会 呙主主 

义者)就主张，社会主义相反要以某种形式的集中直接计划和投 

资为前提。但是，向这种社会所有化经济转变要付出很大的社 

会、政治和经济代价，甚至可能难以克服，因而社会民主主义者 

就决定要通过自由议会民主的途径进人社会主义 p 这种锖况在 

20年代尤为如此，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发现自己是在处于少数 
36 


地位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支持下进人少数派政府的（见 Emman - 
ud ， 1979; OSe f 1985; I ^ zeworski , 1985; Przewoiski 和 Spiague , 

1986) 0 他们在同促进扩大福利国家有联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幻 
政策的发展中发现了解决社会民主主义两难困境的“方法”，这 
种复杂的经济政策经常被简便和习惯地概括成为 凯恩斯福利国 
家。 4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终于在社会民 
主主义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三、 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其 
作为“对经济生活的一种政治控制机制”的地位 （ Skidelsky f 
1979, p .55)。 其最大的战略优势是承诺对经济生活进行有效 
的政治控制，而避免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担心的那种由于“剥夺剥 
夺者”所带来的珂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代价。对于社会民主主 
义者来说，凯恩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这一 
理念，即资本主义条件下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运作能够保证 
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萨 隹定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供给本 
身能够创造充分需求——只是在充分就业的特定条件下才是正 
确的。但它自己无法保证这种充分就业时的均衡。这种均衡只 
有在市场之外才能实现,即由国家控制那些关键的经济参数，这 
可以由“中央权威机构加以自觉地控制或管理” ( Keynes ，1973>。 
凯恩斯指出，政府的职责在于干预市场以创造和扩大“有效需 
求”、增强消费和投资倾向，以此保证有效的经济活动来使用可 
利用的一切劳动力并由此保护充分就业均衡。为实现这一点， 

一系列间接方法——包括税收政策、公共工程、货币政策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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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控制——都是政府实行干预的手段/ 

凯恩斯倡导的“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为社会民主主义 

难题提供了一种精巧的解决办法，这个难题是，如何既为自己 

扩大了的选民提供改革，同时又保持自己长期的社会主义目标， 

而又不威胁私人资本的支配权。经济控制可以通过政府对重要 

经济参数进行控制的方法来实行,资本所有者可以被引导按照 

提高社会民主党的广大选民的利益的方式从事活动。传统社会 

主义的经济社会所有化目标可以弃之不理，或者推迟到遥远的 

炎将来的某一不确定的(具备有利条件的）阶段。与此同时,社会 

民主主义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货币政策，或通过调整公共消费 

水平来引导消费傾向。它们还可以通过收人转移和社会服务等 

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政策，来矫正仍然继续发挥作用的市场力 
量的无效方面。 

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者内部的右翼和左翼裉据各自对发 
达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对上述纲领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与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翼或“修正主义”人士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围绕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或生产领 
域的剥削来进行的，而是批判资本主义产生的财富和消费的不 
平等现象，及其在国家人力和物力资源使用方面的无效 率/他 
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贏得议会民主的胜利,能够保证纯粹政治权 
力的有效性，以及支配经济生活的消费方面。通过采取明智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政策和扩展福利国家，就可能缓和阶级对 

抗，减轻不平等的程度，从而逐步迈向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社 

会。 

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特别是近来较有影响的“权力资源模 

型”理论的倡导者，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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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持极为不同的见解(见 Koipi ， 1983和1989)。其观点的核心 
主张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行使上的区分。在经济领域，支 
配性的权力资源是控制资本财产，权力的行使途径是雇佣劳动 
合同，主要受益者是资产阶级。但在政治领域，权力是通过民主 
程序依人数多少流动，受益者主要是“数置上占优势的集团”，特 
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与修正主义者不同的是，权力资源模 
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斗争重要 
性的逻辑分析在新形势下仍然有效，但社会主义阶级政治的实 
行可以利用议会民主和国家干预等新手段。在普遍公民权条件 
下选举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成为与私有经济领域中的资本权 
力有效抗衡的力量。如果这种政府的权力得以持久巩固的话 
(这本身可能是重要的 前提〉 ，那么就可能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政 
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之间形成一种实际的均衡，至少 会形⑽ 
成僵持不下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劳资之间的某种(暂时性）妥 
协就可能出现。但社会民主主义者期望劳方的力量最终会得到 
增强，以使投资机制社会所有化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D 


四、“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兴衰” 

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两翼都力图通 
过采取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以广泛地推进他们的政洽战略。毫 
无疑问，这一时期的环境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要比此前和此 
后 (30 年代、70年代末期和80 年代） 的形势都有利 e 也正是从 
这个时期开始，我们才试图去理解究竟什么才是社会民主主义。 
然而，我们应提防把凯恩斯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本身设想 
得太一致了。我们必须要把 44 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的两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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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区分开 :（1) 社会民主主义者所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 
典型 形式; （2) 在特殊“资本积累时期”实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 
典型形式(见 Arietta ， 1979; Harvey , 1989) o 实际上，从二战末 
期到70年代初期(盛 极一財 的“福恃主义”时代 所有的 政党和 
经济主体都在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中追求着各自的利益，以致 
一些 评论家把这一时期描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岁月” 
( Jenkins ，1987)。 然而 t 正如最近一些关于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 
义的著作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干预主义政策具有不 
同的政治意图和后果，是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服务的（见 


Esping - Andetsen , 1990) Q 

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正在衰落的)时运与凯恩斯 

福利国家的历史等同看待，当然不是错误的。但是 t 如果认为社 

会民主主义仅仅意味着经济干预加福利政策，或相应认为干预 

和福利政策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产物，那就不正确了。 

就战后这段时期的历史被简单地描述成为“凯恩斯福利国家的 

兴衰”而言，这种错置的对应可能曾经使一些评论家对50年代 

S 4 和6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成功过于乐观，而对70年代初以 

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前景又过于沮丧。无疑在 实践中 t 日常管 

理上的意见一致问題一定在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的意识中显得 

很突出。尽管如此，值得强调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理论家 经常把 

社会民主主义描绘成不止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而且在原则 

上，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这种战略混合物只是追求社会民 

主主义政治的一种历史 的偶然 环境。在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正 

力图按照与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不同的方案重新塑造他们的政 

治纲领之际，这一限定条件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将会看到，这种 

重新塑造也包括倡导“市场化”形式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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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声明这一重要的限定条件，但我们在对社会民主 
主义纲领的困难(和成功)作出评价时，必须关注战后凯恩斯福 
利国家的经验。简言之，其祗毁者认为基于凯恩斯宏观管理政 
策和福利国家的扩展，社会民主主义表面看来在战后的25年里 
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却有些穷途末路了。在战后初始阶段，甚 
至右異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 
现在形势则反转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 
新自由主义政策了 (见上文边码 22-23). 

在其广泛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这一经历仍在进行着。西 
方的工业化经济在战后进行了重组，牢固地确立了一种新型独 
特的政治经济 制度。 简而言之，这种新秩序有如下特点：（1>为 
达到充分就业而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混合经济，并在自 
由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统一范围内实现国内的经济增长;(2> 采 
取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福利国家政策来处理市场经济产生的机 
能失调问题,保证公共服务的最低 水平; (3> 通过精英层次的谈 
判在基本社会制度方面(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在调和他们之 
间的(合理)竞争性利益方面左翼和右翼在广泛基础上达成一 
致,劳资双方达成了和解 （Bowles 和 Gintis, 1986; Taylor - Gooby , 
1985; Kavanagh ， 1990; Kavanagh 和 Morris, 1989 )。 这些自由民 

主和社会民主制度看来是避免两次大战期间发生的那种经济灾 
难及伴随而来的政治分化的最好方案。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 
说，它们是改善其广大工人阶级核心选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 
有效手段。 

在战后25年的时间里，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保持了 
“西方世界发达工业国家……史无前例的持久繁荣 ’ ，（ Sbon- 
field , 1965, p .61) 0 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经合组织经济的 





平均年增长率为5%,而通货膨胀率在60年代末期以前尽管有 
所上升，但始终保持在4%以下。这一时期的失业率也很低。 
从1950年到1967年，六个主要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 
2.8%,和】933年大萧条髙潮时期13%的失业率形成了鲜明的 
反差，也与1980年后欧共体国家持续10%以上的失业率形成了 
明显对照 （ OECD ，1991; Eumstat 1988)。与此同时，这也是福利 
国家支出急速增加的时期。 I 960 年，经合组织国家社会开支平 
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3%，而到了 7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已 
经升至占已经增加许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1.9%。从1960年 
到1975年，经合组织国家已经紧缩的社会开支的平均年增长率 
超过了 6%( OECD ,1988, pp .10— 正是在这一时期和在这 
种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管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共 
识形成1%并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确认和信赖。 

五、衰退之中的 " 社会民主主义共识” 

上述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可信性在近些年来受到了广泛的 
挑战。有些人士认为，战后实行的两党制虽然名副其实，但它是 
建立在经济增长的真实基础之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的适宜气候 
使得解决分配冲突的积极改良手段成为可行的政策。但是当这 
种手段不适用时，政治冲突也就尖锐起来 < PimlotU 988 ; Deakin ， 
1987; Taylor - Gooby , 1985; Esping - Andersen , 1985)。在一些人 

士中间，还存在一种重新划定 (缩 小)这种共识所确认的持续经 

济增长和相对和平时期的时间范围的倾向，他们认为这一时限 

只是15年多一点，即从1950年到1965年（见 Gamble , 1988; 

Deakh ， 1987; Kavan _ 和 Moiris ， 1989) 0 即便是在其最热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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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信者中，他们也相当广泛地认为，共识政治是以生产出不断增 
长的经济剩余为条件的^经济增长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即引导投36 
资的基础，是支持经济活动以保证充分就业的促进因素及卫生、 

教育、福利和社会服务经费增长所需财力的源头。正是经济增 
长使得劳资双方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使调和得以维持。 
相应地，凯恩斯福利国家最成功的阶段也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 
的史无前例的发展时期。 

不管人们把“结束的开端”放在 这一时 期的哪一点上，到了 
7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的迹象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石油输出 
国组织于 1973 年将石油价格提高四倍，这加速（而不是导致)整 
个西方工业化世界处于严重滑坡状态。可以用一些数字描述 
5CH"60 年代与 1973 年以后的对比情况。从 1965 年到 1973 年， 

经 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 5%。1974 年，这一数宇 
降为2% 。 1975 年,九个经合组织国家经济“萎缩”,年均增长率 
降到零以下。尽管以后自这一低谷有些复苏，1979年又发生了 
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从 1974 年到 1984 年的十年时间里，年 
均增长率只有2%多一点 （ Alber , 1988a, P .187) 0 这些经济困难 
并不限于经济增长缓慢。到 1975 年，经合组织地区的失业人数 
Q 经上升到史无前例的1500万人，在十年里翻了一番 （ OECD , 
I 990 o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加剧，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 
赤字上扬。 七个主要经合组织囯家的“悲惨指数”（通货膨胀率 
加失业率）在整个 60 年代平均只是 5 . 5 %，而到了 1974/1975 年 
则上升到17%。同时投资水平和利润水平下降，可自由支配的 
收人价值停滞下来。整个发达西方的各国政府都不能同时实现 
四项主要经济政策目标——增长、低通胀、充分就业和贸易平衡 
-而这是战后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 （ Go ^ h , 1979, p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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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thorpe ， 1984 ， p.2 )。 

70 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对社 会民主 主义者来说是特别严 
重的挑战。他们对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是以如下預期为 
前提的，即这种经济能够带来低通胀增长，以及在充分就业的条 
件下为扩大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低增长不仅瓦解了他们对充 
37分就业的承诺，而且也对福利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现在它不 
得不用日渐衰竭的税收收人来应付快速增长的需求。这表现为 
“收支差距不断增大”和公众家庭偾务的不断增加。与高通胀相 
伴随的高失业(“滞胀”的到来)看起来使得用政府剌激经济需求 
的办法应付高失业的凯恩斯主义疗法失去了效力（见 Scharpf ， 
1991 ， pp.35— 37 )。 


表2,1经合组鋇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19 W - I 981 年 


经济指标 

I 960— 1973年 

1973— 1981 年 

失业率 

3.2 

5.5 

通货膨胀 

3.9 

10.4 

GNP 增长 

4.9 

2.4 

生产率增长 

3.9 

1.4 


资料来源:布鲁诺和萨赫斯 (Bruno 和 Sachs , 1985， p .2) 0 


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他人)对70年代初的危机的最初反 

应是，它是暂时的干扰导致的，经济增长不久就会恢复。基于这 

种观点，一些人士认为原本正确且秩序良好的国家经济秩序受 

到了一种“外部冲击”或一系列冲击(特别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提 

高四倍的石油价格），使这种秩序暂时失去了平衡。 最 重要的 

是，这些冲击实质上是外来的(来自制度之外）,它如果不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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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复制的(结果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而且确实第二次提高了石 
油 价格） ，那么它就一定是偶然的。保尔•麦克拉肯 （Paul Mck - 
mcken ) 撰写的1977年经合组织报告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观点。 
该报告总结说，70年代初期的衰退源于“一系列不正常的不幸 
干扰的汇集，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在同一规模上重复 "（0 ECD ， 


1977)。 


六、 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危机 


当70年代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愈发明显时，这种十分乐观的 
观点——经济增长的“打嗝”导致了凯恩斯福利国家发展的暂时 
中断——逐渐被严肃的研究代替了。这些研究强调，战后解决 
方法中的内在矛盾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原油价格的增长四倍不 
过是一个促发事件而已，它暴露了在战后25年中形成的政 治经別 
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弊病 t 而且这一弊病至少从60年代末期起 
就开始展现在有观察力的人士面前。这种见解的核心主张是， 

战后经济增长时期的结束并不是外部原0造成的，而是社会民 
主主义一致同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固有的缺陷引起的，特 
别是植根于那种处理基于经济的政治冲突的改良制度中。这种 
质疑在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和新自由主义右翼那里都可以听到。 
尽管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一致认为,70年代社会 
民主主义的困难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经济问题 Q 实际上，它们 
是1945年以后在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名号下建立起来的新型社 
会民主秩序中一直潜藏的经济和政治矛盾不断累积的产物。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后的解决方法代表了一系列 
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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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种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力量和私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他们认为，凯恩斯福利国家的核心是运用国家干预机制处理发 
达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过程。在战后的解决方法中，国家越来 
越负责劳资双方关系的谈判、创造投资机会、承担经济增长的机 
制失调方面的代价。在二战后的25年中,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控 
制危机的形式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当奉行千预主义的 
国家越来越易受其自身长期的危机逻辑(“治理危机的危机”)伤 
害时,最终它还是无法维持下去。“补偿措施”的代价体现在，福 
利国家开始销蚀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经济增长是福利国家得以 
维持下去的惟一基础。凯恩斯福利国家的这种核心矛盾主要表 
现为： 国家负偾的财政危机、衰退的经济增长、国家政策有效性 
的降低，以及相应的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秩序合法性的丧失 （ Of - 
fe ， 1984;至于较充分的论述，见 Piersofi t 1991 a , pp .49 ~61)。 

这一时期对凯恩斯福利国家的衰败更有影响和更为夸张的 

论述是新右翼人士的著作。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 

主义的敌视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弗里德里希 * 哈耶克 

39 {Friedrich Hayek ) 是这一立场的最老练和最坚定的代表人物，他 

从二战末期开始就坚持这一立场 （ Hayek ， 1944)，对战后的解决 

方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正是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才 

给新自由主义理论带来新的 威力。 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下述 

理念：自发产生的市场经济，或哈耶克所谓的 “ catallaxy ” (普遍的 

市场秩序），为获得最理想的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提供了最好的手 

段,并为个人自由提供最可靠的保障。而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 

国家却违背了这种“自然”秩序，甚至在它们最成功的时候，也侵 

犯了公正原则和经济合理性。但是到了 70年代,取代“普遑市 

场秩序"的累积后果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不仅仅是一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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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道德原则的并非最理想的方案，而且对自由民主的持续完整 
性本身构成了威胁。新右翼经济观点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认 
为凯恩斯福利国家具有如下弊端： 

1. 非经 济性。 它取消了必要的市场规范和檄励机制，削弱 
了（资 本) 投资和(劳动力)工作的动力。 

2. 非生产性。它鼓励(非生产性的)公共官僚迅速增加，迫 
使资本和人力资源离开(生产性的)私人经济领域。国家福利供 
给的垄断使公共部门的工人人为地提离工资，引起通货膨胀。 

3. 无效率。国家对福利供给实行垄断，导致具有特殊利益 
的工会组织的形成，使服务的提供缺乏效率。那神取消了市场 
规范的制度倾向于为 (有组 织的)生产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 
(分散的)消费者服务。 

4. 无功效。尽管把许多资源用于福利国家事业，但福利国 
家在消除贫困和剥削方面还是成效甚微。 

到了 年代中期，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倾向弥漫于整个西 
方工业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承受着支出和干预的双重负 
担，看来有衰退到无法控制的可能。新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通过 
建立社会主义解决危机，而新右翼则希望通过消除社会民主主 
义秩序寻找救赎方法，并声称要重新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 
自由秩序。 


七、社会民主主义死亡了吗? 


现在我们从90年代回头看，这些关于70年代社会民主主 
义统治危机的言论大有预示世界末日的色彩。虽然实行干预的 
年代政治不稳定现象增多了 (选举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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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态度变淡、抛弃两党制的倾向但当时并没有真正出现自 
由民主政府垮台的威胁，人们对激进的宪法改革也是兴趣有限。 
的确,没有人建议通过采取激进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措施来解 
决70年代的危机！但是人们广泛认为(不仅是具有必胜信念的 
新右翼），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社会民主主义战略，重新 
复兴自由资本主义。基于该种立场，终结福利国家共识、抛弃社 


团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充分就业的承诺，以及重新实行严格的市 
场秩序，都是抛弃社会民主主义“挽救”自由民主的具体步骤。 
显然，这对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完整性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们 
已经看到，如果以抛弃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为前提的话，则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举复苏将会产生极为不同的反响。因 
而，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70年代中期以来的 
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使得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基础之上 
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成为赘余。 


八、福利国家崩溃了吗？ 

年代的批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共识 :通过 

福利国家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而实行的资源再分配措施，最 

终将被证明是与维系可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不相容的。70年代 

末期，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和新保守主义右翼的实践政治家们又 

取得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将他们两者截然分开的主要分歧之一 

就是右翼对现存福利国家结构的敌意不断增强。1979年，英国 

第一届撤切尔政府贏得选举胜利上台，这时任何其他国家都没 

有像英国那样明确地与战后的管理秩序决裂。在1979年的竞 

选运动中，保守党是以与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枯竭遗产彻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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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姿态出现的。这种决裂包括抛弃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的承 
诺。对于福利国家，则通过把资源集中用于最需要的领域以削 W 
减成本，抑制“保姆国家”对日常市民生活的官僚主义的干预，非 
官方福利机构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鼓励个人通过私人领域为自 
己谋求福利。总之，在抛弃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方面，没有别的国 
家能像英国这样提供了一个轮廓鲜明的试验场。 7 

毫无疑问，英国1979年大选可以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岭' 
在此以前的15年里，工党执政长达年,而这次大选却把保守 
党政府推上了权力宝座，且在整个80年代一直处于执政地位， 
—连贏得四次选举胜利。然而人们在评价它所代表的与民主主 
义共识决裂的政策时，还应持谨慎态度。首先，同传统的社会民 
主主义秩序决裂是发生在1979年保守党上台之前。正如人们 
財常观察到的那样 f 正是 1974-1979 年的工党政府主持了最早 
的福利开支的削减，从而导致了战后尚无先例的失业率的上升。 
其次,1979年后撤切尔政府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经常与其政治上 
的华美约言保持一致。的确，当时失业人数被允 许攀升 到前所 
未闻的水平(宫方公布的数字超过了 300万人） ，一 些大型公共 
企业和设备转归私人领域，竭力出售公共住房，对教育开支进行 
有限的削减。然而在第一届撤切尔政府执政时期，全部社会开 
支竟然大幅度增加了 1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 K 6% 上 
升到24.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经济 
增长所导致的结果 ( Eurostat , 1988 f p . l 35>。 

尽管第二届撤切尔政府许诺“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社会保障制度做一番最根本的考察”，但实际上只是到了 1987 
年第三届撤切尔政府上台时，对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改革进程才 
可说是真正开始 （ DHSS ， 1985; Kavam 妙，1990, p .2 I 7) & 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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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特 ( Glennerster ) 、帕维尔 (Power ) 和特里沃斯 ( Travels ) 在著述 
中把 1988— 1990年这一阶段说成是幵始了“与1944 一 1948年以 
来的英国社会政策最彻底的决裂”， 194 H 948 年是现代英国福 
利国家的创建时期 (1991， p ,389 k 从1988年到1990年,政府实 
行了《社会保障条例》 (1986 年）。这一时期还颁布了 《教 育改革 
条例》 ( 1988年)、《住房条例》（1988年)和《国民保健和大众医疗 
42 条例》 (1990 年 ），1989 年发表了白皮书《医疗法规》后，还实行了 


国家医疗保健的全盘改革。将这些改革付诸实施的有争议的过 


程目前还主导着政策局势，教育、卫生和津贴(可能是最重要的) 

等这呰福利国家的主要项目的新变化表明，一场巨大的变革可 

能即将出现。但在目前，变化只是集中在制度改革(将福利服务 

的使用者和提供者区 分开）以及如何处理仍主要由国家提供资 

金的服务项目方面 & 鉴于以往的经验，人们必然怀疑这是否就 

是国家的彻底撤退，或是否能使公共开支水平得到实际的削减。 

1991 年，距撤切尔夫人第一次选举胜利已有十多年了，社会开 

支仍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7%( E _ tat , 1993, p . l 63>。 （更 

为广泛的讨论，见 Pieraon , 1993 b ) 

美国的情况也极为类似。里根政府在反对福利国家的“依 

赖文化”方面言辞激烈 f 在整个80年代，美国社会中最贫困湘处 

于社会最边缘的人口的生活状况确实进一步恶化，但传统的(昂 

贵)社会保障计划却极难控制。尽管克林顿政府对医疗保健改 

革极为关注，但这只是意味着公共管理费用的增加 ( Katz ， 1986, 

P-274), 在欧洲大陆，也实行了改革和削喊玫策，但即便在保守 

党执政时期，对福利国家的“冲击”也从未侔在美国和英国那样 

强烈,所以人们应该认真看待削减支出和政策转变的可能性问 

题。自1975年以来，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实际的政策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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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情况表明，其实福利国家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近 
年来欧共体国家的社会开支始终髙居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AI - 
ber , 1988 b , p .463; Eurostat , 1993， p . 163) 0 

总之， 70 年代以来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经历并不是像人们在 
这十年里所预期的那样悲观。当然，削减政策确实得以实行，依 
赖国家维持生计的人的生活条件急遽恶化，但这很少是因为“福 
利国家的矛盾”，而多是直接源于较低的经济增长和不录气的经 
济状况。这里并不存在福利政策的全盘逆转，既没有大规模社 
会供给的削减，也没有从福利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总体转移。曼 
弗雷德•斯密特的看法 (Manfred Schniidl ) 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 
右翼截然不同，他认为这十年中“临时应对”是政府政策的固有 
形式。这种看法也许是正确的 ( Schmidt , 1983, pp . l 4 ff )。 

然而这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完整性来说可不是令人满幻 
意的结果，70年代左右两翼关于“福利国家终结•’的共同诊断 
是基于对福利国家本质的错误理解。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 
是在福利措施使工人远离市场规则的条件下），福利国家可能是 
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是那些归结在福利国家名号 
下的诸多社会政策是发迖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或超出资本主 
义)所有管理制度的共同 特征。 保守党和自由主义政府与社会 
民主主义政府一样，对于公共福利管理都有自己的时轚政策。 
正如埃斯平〜安德森所揭示的那样，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变化 
的)并不是福利国家本身的存在(这在以市场组织为基础的社会 
中几乎是必然存在的），也不在于投人公共福利的资源有多少， 

而在于究竟要采取何种类型的福利国家管理政策 （ E ^ ping - 
Andeisen , 1990) & 

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看到的是，对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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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福利国家管理政策较为有利的或至少是可以忍受的条件 
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福利国家保持高水平的社会开支和持续 
的对普遍性项目的公共投人，很可证明是和一种内部转变一致 
的，这种转变是从僵化的、无所不包的和以公民为基础的（社会 
民主主义者所期望的 > 福利国家转为较慷慨地提供保险类津貼， 
并也使贫困的和地位卑微的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 Alter ，1988 a ， 
pp .187—189; 也见 Pany , 1986, pp . 155—240)。从广泛的意义 
上讲,近些年来福利国家的供给政策也更依賴于劳务市场情况 
的变化，更屈从于(不断变化的)经济政策。楫利政策的改变(包 
括普遍抛弃那种将充分就业作为真正政策目标的想法)只是为 
了加强经济的 灵活性 ，特別是在劳务市场。每个角落都在加紧 
考虑控制成本问題。我们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 
看到这种变化，也能够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 (几乎不考虑政治 
制度 类型) 看到这种变化。 

_些评论家们已经领悟到按照从战后福特主义体制向新型! 

后福特主义国际秩序转变的逻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见 Pic _， 

1»4) 0 鲍伯*杰索普 (Bob Jessop ) 就这样认为 :“福 特主义促进了 

充分就业政策的推行和满足需求的福利权利的实现，从而奠定 

44 了劳资双方阶级妥协的基硇，而新型的后福特主义則提出了这 

种充分就业和阶级合作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 Jessop ， 1991, p t 

90)。根据阿伯森 （ Alberteeit ) 的观点，这些变化是更广泛的“国家 

干预主义结构调整”的一部分/‘通过国家对总体社会需求的调 

控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IE 逐渐让位于“以工资水 

平的国际竞争为目标的节俭政策，这种政策主要对'公共领域的 

服务阶层和工人阶级的下层不利” （ Mbeitsen , 1988, p .349)。 为 

了理解这一过程及其政治后果，我们需要分析凯恩斯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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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体的第二个因素，并考察凯恩斯主义的近期遭遇。 


九、凯恩斯主义终结了吗？ 

对于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来说，凯恩斯主义制度可能 
要 比实现 福利国家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人们承认，社会民主主 
义工人选民的经济条件的改善基本上是通过充分就业条件下的 
经济增长实现的,而不是依赖福利国家制度。与贝弗里治 ( Bev ¬ 
eridge ?^) 和埃斯平-安德森 （1985) 的观点不同的社会民主主 
义者竖持认为，如果没有充分就业(以达到税收收人最大化和利 
益要求最小化)这个前提，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是难以维持下去 
的。其他一些人，包括夏普夫（〖991>,也看到实现充分就业是社 
会民主主义事业的首要政治责任。相应地，对于社会民主主义 
事业来说，“凯恩斯主义的衰落”甚至比“福利国家的危机”更具 
危害性。 

当然，有一些人(证据充分地)怀疑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是否 
真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945年后 
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应较少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政策， 
而是由于，例如，美国和美元的领导作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和 
战争中的新技术民用化等因素 （见 Keane 和 Owens , 1986; 
SkideUky , 19 T 79 ), 马休斯 （ Matthew ) 在60年代末期指出，经济 

增长的“黄金岁月”，英国政府实际上采取了 (通货紧缩的)预算 
赢佘政策，而且，当历时已久的战后发展开始停滞时，正是凯恩 
斯主义干预政策可以发挥真正推动作用的时期，可这时却又重 
新提倡传统的“合理财政”说了 （ Matthews ，1968), 依照安德鲁 • 
加姆伯 ( Andi^v Gamble ) 的说法，“凯恩斯主义在尝试实行时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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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它，而当霱要它时却又不尝试实行了 ”(1988, P + 43)。 

但不论如何，把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描述成为广 
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看起来也是有道理的（至少就其意图来 
说 h 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要关注通过政府保证充分的总需求以 
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充分就业，而倡导充分就业是社会民主 


主义政策的基石，而且在整个战后时期，（各种政治面目的)政党 
都声称它们支持政府倡导的充分就业、“混合经济”和增加公共 


开支的政策 （ Webber ， 1986, p. 19; MaiquaiKl ， 1988; Karanagh , 
1990). 尽管这些政策不经常都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如包括 
对住房的公共投资和扩大公共部门就业范围等,但它们确实包 
含着下面这一信念，即財政政策和公共开支应该用来促进充分 
就业。 60 年代初以后，看来调整宏观经济参数的古典 的** 间接” 


凯恩斯主义方法变得越来越没有功效，这预示着英国人马昆德 
所说的凯恩斯主义“调整”时期的来临，政府越来越卷入日常的 
(有组 织的) 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动之间的市场安排的调停问题 
( Marquand , 1988)。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 (劳 资)联合制度延续 


已久，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面较为稳固 ( Schapf ， 1991)。尽管这 
种国家、资本和劳工精英的利益可于其中谈判的联合制度的发 


展与加强总需求控制的原初的凯恩斯主义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但它仍然被“运用国家力童促进经济增长和最大程度的就业水 
平”的愿望所推动。 


一 些评论家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统治早在 60 年代中期就开 

始衰落了，联合主义制度重要性的加强就是这种衰落的 症兆。 

的确， 60 年代末以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困难已较明显，到 70 

年代中期，即便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特别典型的是英国首相吉 

姆，卡拉汉在 1976 年英国工党代表大会的讲话)看起来也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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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 信念: 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凯恩斯主义都能为经济宏观管 
理提供一种适宜的政策。 8 英国新工党政府于1975年通过谈判 
所签订的不幸的“社会合同”看来无法与战后处于最佳状态时的 
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联合制度相比，它不过是想把已经受到 
削弱的联合交易维持下去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这种趋势在 
70年代末期继续发展着，在 1978-1979 年的“怨愤之冬”达到了 
顶点，于是工党被赶下执政权力宝座长达十余年之久 （ Deakin , 
1987, pp .2~3 )o 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发誓要与凯恩斯社会民 
主主义的枯竭遗产央裂。它承诺要实现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 
但这要通过拋弃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和充分就业的承诺、通过 
采取货币主义和供给方面的改革来实现 a 当然，新上台的保守 
党政府面临着消除战后形成的共识体制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工 
会组织的力童，而且撤切尔体制的非永久性在十年以后要比 
1981年的最初时期显得明确得多。然而，其社会民主主义对手 
除了提供自己在70年代中期就已被迫抛弃的那种共识政治之 
外已是黔驴计穷,这种认识无疑加强了保守党政府的权威。 

在欧洲其他国家，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不像英国这样迅速和 
广泛。夏普夫 ( 1991 ) 对英国、奥地利、徳国和瑣典经验所倣的比 
较分析表困，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应对70年代和80年代初 
的经济困难方面最不成功。在瑞典，特别是在奥地利，社会民主 
主义力置能够预测到70年代初的经济震荡，能差不多维持充分 
就业。在奥地利，没有引起令人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的上升。 
夏普夫主要依据欧洲劳工运动的制度差异来解释上述各国的不 
同，特别是根据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拥有的管理能力不同进行解 
释^奥地利实行的“联合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与英国实行的“单 
纯的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相比，使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具管理 


能力 <1991， P .166>。 但到了夏普夫所考察的时段的末期 （80 年 
代初期），瑞典和奥地利的凯恩斯主义所拥有的制度优势已经受 
到严重侵蚀，看起来凯恩斯主义在各个地方都面临着同样的命 
运 （ Scharpf ， 1991 ， pp ,238 _ 255)。 

是什么东西加剧了这种凯恩斯主义危机呢？最简单地讲, 
到了 70年代中期，成功推行古典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背景条件已 
经不存在了。最明显的表现可能就是“滞胀”的 发生。 战后凯恩 
斯主义对需求的控制是基于以下假设,即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 
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作用' 如杲失业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就 
可以通过政府增加需求的措施加以抑制，同时通货膨胀率上升 
47 幅度较小、可以被人们接受。如果通货膨胀上升到不可接受的 
水平，那么就可以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同时失业率略有上升^ 
虽然这种有计划的“交替”政策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令人 
不快的阻碍后果,但是它确实賜予了政府一件(尽管笨 钝的) 控 
制经济活跃程度的工具。“滞胀”——央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 
上升——看起来终止了这种平衡运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两者在70年代中期都上扬到战后的最高水平。 

导致滞胀发生的原因无疑是很复杂的，但一些评论家认为 

(不仅仅是新右翼人士），“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制 

度内在弊病的外在表现。其中有两种互相强化的观点影响较 

大。第一，有些人坚持认为，由于政府致力于充分就业政策，这 

使(有组织的 ) 工人获得很大权力，从而最终使这种政策无法维 

持下去。这是最常见的新右異观点塞缪尔•布里坦 （ s_el 

Brittan ) 就这样认为 ，在 最后的分析中，政府必须在以下两者之 

间进行选择:或者允许通货膨胀率无限制地上升，或者在需要的 

范围内抛弃充分就业，以使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集体权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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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 ( Britton ， 1975, p *143) 0 但有一些左翼人士也提出了类似 
的见解。二战期间凯勒基 （ Kalecki ) 认为，充分就业的制度化至 
少大大强化了像工会这样的阻碍力量。还有一些左翼人士认 
为，它导致的“充分就业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用社会主 
义的充分就业取而代之的可行性 ( Kalecki ，1971), 

第二种弊病清藏于自由民主的宪法结构中，人们认为它使 
追求充分就业带来的难题更加严重。自由民主政府(特别是社 
会民主主义政府与工会联系密切，政府致力于充分就业)面临着 
增加公共幵支的巨大压力，而且缺乏严格的预箅限制作为相应 
的規范。这就容易产生罗斯 0 W ) 和彼特 ( Peter ) 所说的“片面 
的凯恩斯主义” (经济 衰退时期的赤字预算不是用经济繁荣增长 
时期的预算赢余来进行平衡)。通过维持(临时性)的預算赤宇， 

政府的悚慨施与使其获得了眼前的选举胜利，却将代价推迟给 
将来的政府(及/或后代)。这对于经济的长期稳定来说具有累招 
积的破坏后果。如鼓励通货膨胀，排挤私人领域的投资和使国 
内工业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等等。如果对政府行为(和政府开 
支) 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法约束的话,政治家、官僚和理性的选民 
将会推出一种最终无法维持下去的经济政策。 

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发展趋势表明:与其说是凯恩斯 
“错了”，不如说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极不完全。部 
分反映出凯恩斯本人的失察。斯基德尔斯基 （ Skidekky ) 认为， 

如果凯恩斯承认充分就业会导致工人谈判力量的加强_看来他 
相信工会主义者无论是出于社会尊重的原因还是集体自利的原 
因，都会自我克制不会完全运用这种权力。看来他也相信政策 
制定者也将尽力做到不受群众民主压力的影响，以保证自己(如 
果不是在政治上，也是在財政上> 以谨慎的方式行事 （ Skidel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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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o 人们也看到其他类似的弱点削弱了凯恩斯社会民主主 
义实践的前提^依据马昆德的观点，“虽然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 
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但是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理论”。如 
果缺乏这种理论，“无论是运用其经济政策的政治涵义还是政治 
假设的经济涵义，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和官员都不能 
迖成一致” （ Mainland , 1988, P .58)。 因而，即便他们认识到只 
有通过实行某种收人政策才能实现低通胀的充分就业,他们也 
不具备推进制度改革的意志和能力，然而只有这种改革才能使 
他们的政策得以维持下去。还有,政府看起来越来越对日常的 
宏观经济决策后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缺乏将自己的决定实 
施于资方或劳方的有效权力 。 马昆德认为，在英国，凯恩斯社会 
民主主义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和宪法上的，即没有能够建立 
起足以满足20世纪末期管理需求的“发展成熟的国家”。 

对于福利国家的“转变”来说，英国的经验不能被视作“典 
型' 如果它们能够表明一些情况的话，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那样，它是凯恩斯主义规则发生逆转的“最坏的案例”。70年 
代，在运气较好的一些国家，特别是瑞典和奥地利，也存在着同 
时实现充分就业和低通胀的困难。但正是这些欧洲国家劳工运 
动（不论是政府还是工会方面)的自我约束，才使它们在70年代 
的成功成为可能。依据夏普夫的观点，这种制度性的自我约束， 
49 甚至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实行的把收入从劳方向资方的再分 
配政策，是在有利的环境下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但即便 
是在这些最有利的环境中，凯恩斯主义面临的问題也不是被彻 
底解决了，而是被延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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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变化的国际环境 


实际上，在对这些普遍存在的困难的解释中,人们不仅从国 
内环境中寻找病根，而且越来越多地从凯恩斯主义的不断变化 
的国际环境中探求原因。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破坏了各 
国推行凯恩斯制度的条件。各国政府、国内劳工运动和国内资 
本的力量——正是在它们之间达成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协 
议——被现代世界经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一些限制的取消所削 
弱。即便是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内困境也经常被理解为国 
际进程的局部表现。冒着过于简单化的危险,人们可以说凯恩 
斯主义及其典型的福利国家形式已经越来越与新的国际政治经 
济环境不相容了。 

虽然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且人们对此看法各异,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确认出某种对凯恩斯主义有显著影响的总 
体趋势。尽管人们把凯恩斯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国内的政治经 
济学，但它只有在某种特定的国际环境中才能有玫地发挥作用。 
在战后的成功时期，这种国际秩序是围绕美国经济的主导作用 
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确立的^这就是克汉恩 （ Kaohane ) 所说 
的“植人的自由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内的国家干預主义 
是在完全自由的世界贸易的环境中运作的，由美国的霸主地位 
来保证 （ Keohane T 1984), 从70年代初开始，这种秩序通到破 

坏，这是由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及其汇率 
稳定性的丧失。与此同时，其他的经济变化也使工业和金融制 
度越来越独立于现有政府的权威之外。跨国公司的数量和权力 
都迅速增长。这些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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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它们的运营預算经常超过个别国家的預算，其活动可以不受 
50任何民族国家的监督，而且各个民族国家还越来越得吸引这些 
跨国公司以获得国内投资。同时金融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国际 
化，国际信用市场也发展起来并超出了各囯中央银行的控制范 
围 (Schaipf, 1991， P .241 )。 随着信息技术新发展的来临，资本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瞬时转移 & 的确，当资本在世界经济范围内 
做经常性的飓风般运动时，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外逃”的传统 
恐惧看起来变得越来越陈旧了。“不利于本国货币的投机”已不 
是实施某种激进的社会主义纲领时才担忧的事情，它已经成为 
日常经济生活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预计国内的冲突和 
利益分配将越来越被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所左右，单个国家越来 
越失去控制权。 

囯际政治经济的这些变化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后 
杲 :第一 ，它们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讨价还价地位，而劳动跟不 
上资本新确立的国际流动。第二，它们瓦解了国家干预的权威 
和能力。这些发展无疑给那种以一 国范园内 的“驯服私人资本” 
为前提的政策带来了尖锐的问题，并可能被证明对传统的凯恩 
斯福利国家战略造成极度破坏。 ：70 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的进一 
步开放使得在一国范围内实行增加流通货币以恢复经济的政策 
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国内的货币政策丧失了对利率的主权” 
时，政府通过財政政策和赤字预算控制经济的能力要承受更重 
的压力 （ Schaipf , 1991, p .245) 0 而在高利率的国际条件下，这 

种政策可能被证明是代价昂贵。凯恩斯主义曾经是各国政府在 

本国经济领域内所釆取的主要战略，但到了 70年代中期，甚至 

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也不能享有超出国际经济环境之外相 

对独立地实行纯粹的国内经济政策的权利。英国政府在70年 
60 


代中期所醒悟的、密特朗政府在198〗年以后所发现的就是， 
“‘一国实行凯恩斯主义’是不可能的” （ Harrington , 1987, p . 
140) 0 夏普夫认为，这个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达到了“凯恩斯主义 
监护的尽头” ( I 991, p ,238)。 

十一、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被超越了吗？ 

那种 对“飢 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 
进行划时代超越的普遍性观点如何令人信服呢？的确，全球政 
治经济的变化便得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战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大 
大减少了，特别是国际市场和金融机构中一些限制的取消削弱 
了国家干预的能力，促使所有的经济更加开放，也使国内资本， 
特别是国内劳工运动更加受国际竞争规則和条件的制约，在 
取消限制的国际经济中，那种在特定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维持长 
期的社团主义安推(包括“社会福利工资”的制度化)的前景似乎 
变得更加黯淡。当然，民族国家的能力和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的 
潜力被削弱的情况可能被夸大了。在发展最成熟的福利国家 
中，国家仍然是最强大和最具支配力量的经济角色，大多数可征 
税活动(特别是在社团领域之外)仍然是国家范围内的事情（因 
为我们都必须在某个地点生活、购物和工作)。与此同时，尽管 
福利国家的发展实际上停顿下来，但(到目前 为止) 现存社会的 
开支(历史高水平 > 还没有发生彻底变化，而且，就福利国家干预 
还保持效力而言，我们还期望它能在更具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得 
以加强（见 Thetbom ，1989 b ; Bam 1987和1992)。尽管民族国家 
的权力遭到削弱，但在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一些超国家 
机构也发展起来<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和东盟等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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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进行经济协罱和社会政策干预。 

但是,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来说，这些变化的累积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政府仍有机会干预经 
济和实行提供公共福利的政策，可是看起来这些干预措施必然 
受限于高度流动的国际资本的利益，至少也要与其保持同步。 
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干预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与传统的社会民主 
主义期望(以充分就业和福利权利为前提的公民 M 福利 国家〉 保 
持一致 ( Offe t 1987)。正是这一点和其他事情一样决定了现代 
52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困境。变化了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供给 
的重新强调，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者缺乏一个连贯的政治纲领。 
在他们执政的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发现自己在羞羞答 
答地追随自己的反对者的政策，实践着资本的利益 < 尽力摆出一 
副慈善的面孔），陷人别无选择的境地。 

在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抛弃了经济社会化这一传统 
的社会主义目标，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绡领目标联姻。但在变 
化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凯恩斯主义看来再不可能实现社会民 
主主义者所追求的政治利益。一些同情者们多少有些不情愿地 
(和多少有些乐观地)作出如下结论，即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在具 
备了新纲领的情况下才能复苏(如果会复苏的 话)。 这种新纲领 
不再以控制需求和间接左右投资功能为前提(关于两种相反的 
观点，见 Esping - Ande ^ on ，1985 ; Shaipf , 1991)。我们将在本书 
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讨论。 

注 释 

1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声称科学社会主义优越于它的道德教化先驱 

的理沦，但长期以来人们还是认为，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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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充潇道德诉求，其他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也同样包含着一种相 
当自觉的伦理要求（见 Kamenka , 19(19; Lukes , 1985; Dennis 和 Habey , 
1988; Shav ^ I 993)。 的确，许多社会主义的批评家都坚持认为，社会主 
义首先是一种有关实现“社会公正”的遒德理论，它甚至缺乏一种连 
贯的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 Hayek ， 1982; Lonja ^ y ，198« ) 。 

2这个地区的经济被改造得相互间如此一致，以至一种东欧的或甚至 
苏联模式的集中计划经济的提法几十年来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所有 
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具有某种基本制度特 征:公 开宣称国家所有制优 
越于其他所有制形式 i 国营部门由等级制官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组 
织; 通过指令性中央计划指标实现集中的生产计划；生产资料集中供 
应，以及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外贸的垄断1990, pp .59〜60)。 

3也见布鲁斯1973、1975、1980、1985、1987、19明和】990年的著述;布鲁 
斯和拉斯基1989年的著作 ( Bms 和 Lwki . 1989 a 和 1989 b )。 

4这里是性质的简略表述。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经由凯恩 
斯获得“觊恩斯的”方法，正如瑞典的经验受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影响 
便是证据，也不是每一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同时得出这种方法，更 
不是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经验的评论家都承认“凯恩斯福利国家”这一 
提法的有用性。关于一种重要的不同意见.见舍伯恩 O ^ ibon 0 l 986 
年的著作。 

5关于凯恩斯主义及其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的楢彩论述，见蕙普夫 
的著作 （ Schflipf , 1991 ， pp . 17—37)。 

«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最明确阐述，至少在英国传统中仍然是克罗斯兰 
(CrosUnd ， 〗 964 ) 的著作。 

7 E 如本书第一章所分析的那样，英国的经验不能被当作“典型”，更不 
能作为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驱％实际上，福利国家及其“瓦 

解”的经历在整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是极为不同的(见 Alber , 19 S 8 a 
和1娜 b > 0 

»卡拉汉在工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是 :“我 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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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要通过滅少税收和大幅度螬加政府开支，就能够度过萧条和 
增加就业。我极为坦率地吿诉你们，这种选择不再存在了。如果它 
真的还要存在的话，鱿必须向经济躯体内注入大剂量的通货膨胀药 
剂，这样，更高的失业率就会随之 出现： 由舍伯恩摄引 （1986. P .37 U 
9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在历史上，经常是那些实行“开放”经疥的 (小〉 国 
家，其福利国家发展得最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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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历史终结”时期社会主义的 ^ 

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危机 


"意识形态”是一个模糊不淸、难以捉換的概念，同样，1 土会 
主义意识形态危机”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十分宽泛和捉摸不定 
的探究领域。 1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轻易回避这个问題。社会 
主义者自我理解和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依据的中心主张是, 
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系列连贯清晰的价值和信仰。同样，社会主 
义的批评家们也认为，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的 
危机从深层加重了社会主义的其他诸多难題（见 Fukuyama , 
1989)。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及诸多往昔的社会主义支 持者) 
都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瓦解的长期过程在东欧1989年巨变事件 
中有了一个明确的结局。依诸多评论家们看来，这种转变是社 
会主义思想最终普遍崩溃的戏剧性和权威性证明。 

人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两种极为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方 
面来理解这一所谓的崩溃过程。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 
被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价值和信念，它们被用来证明和动 
员那种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如平等、共有和 
公平)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主 
义遗产中的积极因素^与其相反的是第二种 、在 今天或许还处 
于支配地位的那种意识形态概念，即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为权力 
服务的含义” U. Thompson* 1990, p.7). 在该种意义上说，意识 

65 


形态是一种具有强烈贬义色彩的歪 曲不实 的反映，它试图掩盖 
那种打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旗号而进行的权力运营和统治。从 
其最颓废的形式来看，这种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已经没落成为一 
种特殊的例行程序。在这种程序中，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 
54 含义被冲淡，与其倡导者的玩世不恭态度相伴随的只是对其计 
划目标的漠不关心。 

所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就包含以上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在许多人看来，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和思想在今天已变 
得毫无意义、无法实现、陈旧过时了，结果，社会主义就越来越被 
人们理解为第二种貶义概念上的意识形态，它不过是求助于那 
些已经没有人(包括它自己的代言人> 相信的价值来遮掩“权力 
意志”的运作。当然，意识形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 
们所设想的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特别复杂的 t 人们对此是争 
论不休。但不论如何人们广泛地认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的 
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如工人阶级人数的减少和凯恩斯 
主义的衰退） t 加剧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反之亦 然/社 
会主义思想”的危机也进一步削弱了极可能支持社会主义目标 
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 

我们还是不能从社会主义的最瀲烈的诋毁者所提供的最坏 

情况出发来继续讨论问题,它们根本不能为我们提供社会主义 

思想在目前所处境况的准确证据。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即便 

是在社会主义的“黄金岁月”(不论人们将其划在何时何地），社 

会主义思想都遭到反对者轮番的谴责和讥讽。可是近些年来，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到的是持续不断的攻击，有时竟会从意料 

不到的角落杀出一支人马。这种攻击在1989年的东欧事件中 

达到顶点, 一 些人竟然把这一事件当作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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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历史清算。 


一、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从历史上看，正是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最为 
系统的辩护。尽管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大体处于第二 
位，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各种紛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批判的 
阵地 ( J . TlKMnpflon ，1990) o 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 
传统也“陷人危机泥潭”的普遍观点也颇有分童 （ Gouldner ， 
1^80; Goix , 1982; Cohen ， 1983; Laclau 和 Mouffe ，1985; Mclen - 
n ^ i , 1989; Mouz ^ Ls , 1990； Wright , 1993 ) c 我们必须谨慎看待 
送种“危机”的论点。它们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科拉科夫斯基 
( Kolakowski ) 所作的颇有影响的研究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崩溃” 55 
的起点定在本世纪20年代，但其“内部”祧战事件的出现不妨追 
溯到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关于“ 修正主义的辩论” （ Kola - 
kow $ ki , 1978; Bernstein t 1909; Pieison , 1986) o 如果我们将马克 
思主义经典编纂的起点定在 1891 年爱尔福特纲领的传播，那么 
此后的八年时间无疑是正统时期，但此后便是百年危机了！这 
并不是完全草率的看法^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知识权威 
处于鼎盛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置不仅存在于正统理论 
中，也同样存在于它的异议中 3 的确，这种非正统现点不但没有 
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力量，反而使其得到了加 
强。在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地位的争论中，存在着许多 
明确的观点上的差异。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严肃考察，可以合理地追瘌到 
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批判理论家们的著作（见 H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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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Habermas, 1972)□ 

虽然这种历史上的长期辩论结下了累累硕果，但自从 70 年 
代初以来，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特别严竣的挑战，这种挑战远远早 
于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剧变。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具有重 
要的影岣(我们要在下文讨论），与此同时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的口号下艰难跋涉的国家，早己被西方(学术上的）马克 
思主义者抛弃了，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所推行的根本不是社会主 
义模式 J 对于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权威的 
削弱主要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前提遭到持续攻击， 
以及一些“后马克思主义”替代方案的出现 o 

简单地讲，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由于“ 经典”形式的马克思 

主义推论中掺杂着一系列几乎不成立的认识论假设，因而它必 

然会被逐渐削弱。他们提出的反建议就是，只有把这些削弱它 

的因素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 

传统中仍然有价值的东西。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 

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3 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种被误导 

的信念，即“历史哲学”所提供的可能性。历史决定论历史 

发展的倾向性规律是一种内在固有的秘密——和一些更为具体 

的企盼(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带来社会主义的 

利益），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东西。现在看 

来，这种乐观主义没有丝毫根据,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是十分有害 

56的。第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存在着一种从唯物主义 

分析的其他(和逻辑上优先的)方面“推导”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现 

象的倾向。它以现代经验难以证明的方式特许了“阶级”和"劳 

动”等范畴的解释权力。第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倾向 

于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当作本体而不是功能。这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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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人们对现存国家和民主实践中存在的那些偶然性的、历史性 
的和可争论的因素的注 意力； 并促进那种自认为是“本质主义 
的”社会主义变革策略，例如，打碎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民 
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等等6第四，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 
分析力量主要集中于对整个社会范围的甚至世界范围的现象的 
解释，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形式都能够在这种宽泛 
的世界范围内得到最好的解释。不仅那些一国内大量发生的斗 
争几乎无法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得到说明，而且社会中 
存在的地区性(概念性的)辩论，有可能不具有国家范围的和以 
阶级为基础的那种意义，可它们仍然是争取自治斗争的战略场 
所。认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可能性问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几乎 
得不到概念性的阐释，马克思主义过多注重说明社会的整体模 
式。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范围很广的修正主义人物， 
从那些仍然希望尽量保持经典方法的人（如 E . 0. Wright ， 
1993>，到那些最后抛弃几乎所有可被描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事 
物的人(如 Laclau 和 Mouffe , 见下文边码 59— 60 页）。 “后马克 
思主义者”对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存在也怀有不同的态度，在实践 
中这种多样性和灵活性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相距甚远。 
但不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如果不重新建构其阐释 
前提的话,马克思主义将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 
界了。 


二、 劳动“中心性”的下降 

一 些更深层次的难題加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遭遇的认识论 
挑战，这些难题也是传统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在第一章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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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讨论了近些年来在社会基础和选举方面“劳动衰退”的证据 
(仍有争论）。现在我们考察一个相关的观点:“劳动”这一范畴， 
57 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左翼意识形态的特权性概念，现在则失去了 
中心性。这种观点有许多表现形式，它基本上是反映这一经验 
证据，即工人阶级既不能获得多数地位，也不能实现其“历史使 
命” ( Goiz ， 1982; Ptzewoiski 和 Sprague ， 1986 ) D 正如一些理性选 

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也许是基于 
一种 信念: 劳动这一范畴通常并不代表一种共同利益，围绕这种 
共同利益本可以动员集体的政治行为，或者基于一种推测 :在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合理 
兴趣 ( Praovorslci f 1985;见下文边码195_205页）。在向后工业 
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或至少向一种全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转变的 
过程中，劳动作为“社会学中心范畴”的位置已经被取代了 （ Of - 
fe , 1985, pp .129 —150; Habermas , 1990 b)c 在这种条件下，新利 
益群体、新政治认同和新社会运动可能取代那种过去围绕有组 
织的劳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运动。当“集体劳动”的标志和话语 
越来越不能同社会和政治主题的 41 生动经验”相一致时，它们可 
以被用来动员围绕其他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可能最重要的是 
围绕女权主义和生态思想开展的运动 （ Oflfe ， 1985; Laclau 和 
Mouflfe , 1985; Dobson ， 1990; Boyne 和 Rattansi ， 1990) 

三、后现代的挑战 

近些年来，社会主义思想还遭到了后现代主义倡导者发起 

的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挑战。这种后现代主义究竟包含什么内 

容，人们现在还不很清楚。艾哈.哈森 （ IhabHassan ) 认为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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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笨拙不堪的新语症转向废弃的旧词 t 从未获得过概念的尊 
严”。与其倡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一致，它具有无中心恃性。 

即便是最清晰的论述也是散漫无序的(见 Smart ，1993) 0 其核心 
内容之一就是对现代性的实证逻辑持普遍的怀疑主义态度，敌 
视“现实的”社会变化进程，傷导多元性、个人习语和不确定性 
( Hassan , 1985, p . 119; Boyne 和 Rattansi , 1990; Harvey , 1989, 

pp .39—118), 然而，不管后现代主义本身如何“多样化 '其否 
定社会主义思想的那种打破一切偶像的行为基调却是非常明显 
的，我们对此要特别关注。 

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看来充满着现代性的实 
证主义和结构主义逻辑，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强烈反对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经常将社会主义思想当作启蒙运动的产物， 

是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人类事物中的应用。启蒙运动宣56 
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包括一个人类世界，人类可以按照理性 
揭示的规律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造。它宣布用科学代替神话和宗 
教，用理性的自主代替迷信和非理性的 操纵; 用进化和进步代替 
人类存在的轮回宿 命论; 期待理性和哲学按照人类现实的享乐 
生活的需要 （的确 ，也只能按此需要)联姻。更为乐观的启蒙思 
想家“还过度奢望艺术和科学不仅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而 
且还将增强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理解，促进道德进步和制度公 
正 ，甚至 整个人类的幸福” （ Haben 卿，1981, p .9)。 启蒙运动看 

来送来了一个世界计划的幻象， gp “ 通过动员技术、科学和理性 
的力量达到全人类的解放” (Harvey, 1989, p.41 )。 

正是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统治引导着整个社会变化的“元 
叙事” ( meta - narmlive ), 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怀疑主义所集中攻击 
的目标。的确，依据莱奥塔徳 ( LyotanO 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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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简单地妇结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 Lyotard ， 1984, p ,4>。 后现 
代主义者拒斥现代主义和启蒙运动所声称的理性和解放之间的 
联系，他们提出的否定见解是，（西方工具性)理性的实际应用和 
解放之间的关系正是启蒙运动昭示的反面。理性和现代的元叙 
事并不支持自我 实现; 它们没有揭示，而是掩盖了权力的行使 
——所以“理性本身摧毁了它起初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性” 
( Habermas , 1987, pJIO ). 关于人类存在之基本结 构的“ 深层知 
识”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以为这种知识有用,按照“理性支配”的 
结果改革和指导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压迫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 
和实践。 

看来社会主义也深深卷人了这种具有病弊的“现代工程”之 
中，其目标就是按照合理的社会秩序所揭示的要求对整个社会 
逬行改造。即便是它的非马克思主义变种形式，如果称不上是 
一种历史哲学的话，也体现着如此假设，即历史本身偏袒那种向 
更加善良、合理和社会主义的秩序转变。它同样也包含着启蒙 
59思想的假设——元叙事的连贯性/深层知识”的有用性，人类社 
会的可塑性——而这些都是后現代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后现代 
主义者认为，这种结果是极为可怕的。无论社会主义者实行政 
治干预的意图是多么善良，他们根据世界理性的规则改造社会 
的目的经常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社会主义者对现代性的假设 
应用得越是积极和彻底，后果就将被证明是越具压迫性和令人 
反感。 

显然，在政洽右翼那里对这种理性应用的批判由来已久(至 
少可以追溯到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苛责，现代的典型代表是哈 
耶克的著 作〉。 一些左翼批评家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提供了 

“轻松愉快地享受晚期资本主义乐趣的理论基础” （ Buite ，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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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ek , 1982； Callinicos , 1990, p .114)。 其他左翼人士认为后现 
代主义提供了一种更有希望的发展前景 。 他们欢迎与极权的和 
同质性的“幻想”决裂，并认为正是这种幻觉统治着传统左翼。 
他们欢迎后现代主义的非限制性、多元性和为“其他选择”提供 
空间的做法，认为这是尊重现代解放斗争的多元化，是与阶级话 
语特权截然相反的。他们认为不是要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主 
义革命％这种革命的成功遥遥无期。他们提倡开展一系列地区 
性的解放斗争，如争取种族和性別认同或刑罚改革等等，这样才 
会取得真正的进步(见 Boyne 和 Rattansi ，1990) □ 

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左翼面孔"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敏 
感进行联姻的最持久、最雄心勃勃的尝试，可能要数拉克洛和穆 
斐 ( Laclau 和 IVWffe ) 的著作《霱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了 （1985; 也 
见 LacUii , 1990； Moufife ，1992) 0 拉克洛和穆斐是坚决明确地在 
话语分析的领域讨论问题的。虽然他们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右翼 
倾向 ，但也 十分明确地反对左翼的传统观点。他们认为 


现在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它建立在工人 
阶级的本体论中心性之上，建立在革命的作用之上，运用字 
母 4 V ’（革命的意思。——译者）……建立在一种极为统 
―、同质的集体意志的虚幻前景之上。这将使政治的机会 
变得毫无意义 Q (Laclau 和 Mouffe , 1985, p .2) 


他们修订了新葛兰西 Ueo - Gramsdan ) 领导权概念,在“后马克思 
主义范围”内否定带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色彩的主张，特别是生 
产进步的特权性诠释地位和工人阶级的政洽领导作用。他们认 
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斗争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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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斗争之间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一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新型”社 
会运动 得以有 效推进，工人运动或其他运动是否具有“进步的” 
性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支配自己与其他斗争和要求的结合” 
(Laclau 和 Mouffe , 1985, p .&7)。 他们剥夺了经济和工人阶级的 
特权，对各种形式的“本质主义”（“阶级主义'“国家主义”、“阶 
段主义” 、“经 济主义”和“革命行为的基本特征猛烈抨击，这促 
使他们对当代左翼的政治抱负进行瀲进的改造。在这种散捶的 
气氛中，“左翼的任务……不是抛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 
是相反，在激进和多元民主的方向上使其得以加深和拓展” 
(1985， pp 」76— 177;原书印成斜体 字)。 这样，社会主义政治就 
被改造成为一种实现各种形式的解放的无限制的、多方面的民 
主进程。社会主义在一种不仅无限制的而且没有终点的过程中 
越来趑变得民主(1985, pp . 176—193)。 

四、捍卫马克思主义 

I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曾评论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消 

失”的问題，我们发现，虽然存在着许多实际深刻的变化，但尚未 

出现一些激进人士所说的那种大规模的转变。人们对后马克思 

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的争论也是一样激烈。下面我们列举 

四种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观点。 第一，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 

描绘了一幅极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漫画，以作为他们攻击的耙 

子。例如，诺曼 •吉 拉斯 (Norman Gems ) 就进责广大后马克思主 

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 行了“ 俳镑”和随便的贬低，认为这些谬言 

就连最平庸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者也不会认可。只有通过否定马 

克思主义的真正感知力、适应性和一系列理论分析，如用极为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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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机械主义方法来解释 “决定 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 
得以维持下去 ( Geras ， 1990)。第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 
主义的理性主义进行攻击的基础也受到了人们的公开指责。后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必然性上， 

都是一种决定主义，但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 
的理论问题值得怀疑的理性主义解释” （ McLennan , 1989, pp . 
153-154). 第三，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也遭 
到了批判。 一 些人坚持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解放斗争 6 J 
多元化的强调而提倡的阶级政治非中心性的观点，是难以成立 
的。他们坚持认为对解放斗争多元性的认可并不与对阶级政治 


首要性的一贯强调相矛盾 （ Geras ， 1990; Wood ， 1986)。在有组 
织的工人运动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候拋弃阶级政治，就等 
于在极为需要的时刻抛宑了回应新保守主义攻击的最有效的武 
器。另一些人认为，不管当前理论环境中的创新气氛是多么浓 
厚，后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重复着 前一代 反马克思主义作家的 
批评观点，例如最为明显的是卡尔 •波普 的观点 （ McLennan ， 
1989, p .203； Popper , 1961和19«)。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援助 
各种形式的古典多元主义思想，而这些思想就连其最著名的倡 
导者现在也弃置不用了。 5 最后，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也来支持 
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立场，批评家们认为,这与后马克思主义者 
的反基础观点不一致。即便是那些最彻底地脱离马克思主义传 
统的人，如拉克洛和穆斐，也坚持认为，“当然，每一种激进的民 
主纲领都暗含着一种社会主义维度” ( Udau 和 Moufife f 1985, p , 
178). 但是为什么会如此认定，从他们的理论方法中得不出清 
晰的答案。拉克洛在他最新的著作中明确提出这样的问题，“为 
什么偏好某一种未来而不是别的选择?”他认为，“如杲这个问题 


75 



是要求笛卡儿的那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先于任何信念而存 
在），那么它就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主体已 
经具有了某种确定的信念和价值，那么选择的标准……也就 
可以表述出 来了' 他评论道/‘这种对我们信念中某一层面的 
确凿性的认同不过是对我们的偶然性和史实性的认同而已” 
( LacUu , 1990, p .83) 0 对于那些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应该支持 
社会主义纲领”的人来说，这种听起来近乎韦伯主义式的回答是 
否让人满意，我们还不清楚。 

五、捍卫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批评观点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 
应，其中最为系统的反驳意见可能要数哈贝马斯 （ Habeimas ) 的 
辩护性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1987>。 哈贝马斯的目的是要 
表明，对现代性的批判 (从 尼采到福柯)是错误的。他承认，现代 
62 性方案在实践中确实被扭曲了，但坚持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指出 
的弱点和扭曲并不是现代性方案本身所固有的。他们得出的那 
种苛刻结论——应该抛弃现代性方案——则是其批评论据难以 
证明是正确的。的确，哈災马斯认为，即便是对现代性最严厉的 
斥责本身也没有超出它们试图反对的理性话语或意识哲学"的 
范围。例如，在对德里达 ( Dridda ) 的评价中，哈贝马斯坚持认为 
他“承继了形而上学批判的弱点，而这并未动摇第一哲学的含 
义”。对于福柯 ( Foucault )， 哈贝马斯坚持认为他的方法“未能超 
出主体哲学的范围，因为他提出的权力概念也为相反的语义因 
素提供了一个共同标准,这个权力概念是从整套主体哲学中抽 
取出来的” （ Habermas , 1987, 冲」8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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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见中，哈贝马斯所赞同的一点是/‘意 
识哲学的范式已经过时了 ”（1987, Pt 296)。 但是他完全反对这 
种看法得出的结论。哈贝马斯认为，对这个困难的认识与现代 
性哲学话语本身一样历史久远，这个认识可以通过现代性哲学 
的重建来应和，这个认识也是基于矫正其发展历程中在战略点 
上的“错误转弯”而实现的。实质上，这意味着“用在合作规范下 
形成的交际社会中的自由认间模式”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 
模式 （1987, p ,295) 0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后现代主义的倡导 
者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将某种个别形式的（以主体为中 心的) 理 
性的局限当作全部形式的理性的局限了。哈贝马斯的主张是， 
重新确立现代性倡导者提出的传统的但却是带有缺陷的观点， 
这是通过以下途径实 现的； 净化这个传统与<过时的）以主体为 
中心的理性之间的联系,通过诉诸主体间的理性或交际理性来 
补救这个传统。 

六、“‘后……’意味着资本主义永恒”吗? 6 

我们在这里并不希望确切地解决围绕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所产生的诸多神秘的(有时是故作神秘的)辩论问題，但 
我们可以从辩论的术语和内容中获得一些较为深刻的认识。的 
确，在如此基本的层次上开展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广泛地讲是关 
于理性的现代应用)的辩论，本身就表明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传 
统愿望（和保证)普遍失去了信心。对阶级和生产领域的政治作份 
出如此广泛的质疑,也表明人们对劳动和工人政治的未来方向 
难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复杂棘手， 

(又一次)突出地表明了这两“大”现代工程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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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状态。 

这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的辩论也体现了现代杜会主义的 

倡导者目前所面临的严嵝挑战，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 

的终极衰退。首先，我们应该强调把意识形态置于适当的位置。 

社会主 义意识 形态对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具有如此魅力，这是非 

常自然的，但是这种魅力从来就没有像那种证明其崩溃的力量 

那样强大持久。至少在西方,对“新耶路撒冷”的偶尔祷求被世 

俗事物 所吞没 ，有时是被一些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为 

取得短期或中期利益而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吞噬。所以，社 

会主义政治远不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其次/‘马克思 

主义危机”的观点确实值得人们高度重视，这大多是因为马克思 

主义在西方左翼间，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兴”阶段享 

有较高的理论权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西方左翼对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弱点的承认由来已久，如果把这些弱 

点首先归于认 识论方 面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 

能用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历史 性衰败 命运。马克思主义曾赋予社 

会主义的那种特殊历史地位的丧失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岌岌 

可危的证明，这也不是十分明确的。尽管一些人因为自己发现 

了历史的天平没有偏向社会主义这边（当然也没有偏向其他任 

何一边）而感到恐慌，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即便社会主义在 

伦理和 道徳的阵地上也可能要争取或捍卫，似乎也不是那样地 

令人不安。的确，在知识分子圈外，只有经常立足于道德基础之 

上，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承诺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履行。 

至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无法得到保证的说法，没有向我们提 

供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价值的信息，而且这与证明它无法 

实现是不同的。甚至社会主义思想是否（至少像在西方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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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 就是如此不受欢迎，人们也是无法断定的。民主的民众有 
很好的理由嘲讽那种认为带他们进人希望之乡眼前吃点苦完全 
必要的政治家(左翼的或右翼 的)。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民众一直 
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如普遍的医疗保健，体面的居民住64 
宅,等等)抱有同情，即便是在一些刚刚脱离了共产主义监护的 
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 （ Talor - Gooby ， 1989; Smith , 1989; Swain , 
1992). 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民众全盘撤回自己对社会主义思 
想（至少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来说）的支持，但是他们对社会 
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践行这一思想的能力却日渐怀疑。最 
后，那种消极的、全盘否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越是彻头彻尾，其 
倡导者就越是难以找到自己的政治防御阵地。如果说后现代主 
义确实缺乏一种政治语用学的话，那么就确实有理由相信丹尼 
尔•辛格的如下怀疑了，那就是，在实践上 ，后 …… H ( post -^- 
erythiiig > 就是意味着“资本主义永恒”。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对待 
所有元叙事的怀疑主义”，而是 “要做 什么事情”的政治性问題。 
如果真的要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也与其他任何人 
一样具有提出建议的资格。当然，这要远远低于将“历史的必然 
规律”实践到底的程度，但它也决不限于新“意识形态终结”的设 
计者们所能允许的那个范围。 

七、1989年的巨变和社会主义的崩溃 

如果说上述一些理由在以前还曾经被考虑过的话，那么现 
在人们则普遍认为，它们已经被1989年巨变所导致的大规模社 
会转变席卷一空了。无论是锐气大伤的左翼还是得意洋洋的右 
翼，他们几乎怀有一种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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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结束了”。对那些倾注半生或更多的时间谴责东欧政权的 
左翼人 士来说 ，令人遗憾的也许不是苏维埃帝国的崩溃[虽然谁 
都料想在左翼中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怀着羞涩而缠绵爱慕 
之情的不单是格里.科亨 （1992)] ，而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 
外的道路抉择。这种抉择不是循沿“第三条道路'而是恢复资 
本主义，同时还伴随着这样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被 
认为是一种可行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替代方 
案了” ( Lukes , 1990, pp ,573— 574) 0 如果把目光转向这场事件 
的大体结局，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死亡” 
的看法。对于东方持续变化过程之可能后果的诸多评论和推 


测，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尽管有些怔据表明1989年以来 


的事态发展并不是像那些自由先驱们所期望的那样我对事 
件发展过程本身的兴趣远远低于我对这些事件对西方社会主义 
65的影响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社会主义者需要于其中 
采取行动的现实环境的变化。例如，在欧盟的东部边缘出现了 
一片相对不发达的新型市场化经济区域、局部裁军过程、大规模 
移民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最重要的是德国的统一，这些都极大地 
改变了社会主义力量及其他力量开展活动的战略环境。但我在 
这里将很少顾及这些战略上的变化，我主要关注的是东方的转 
变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所产生的“示范效 
应' 

一 种显然是极少数人的观点这样认力，不管东欧的转变蕴 


含着什么内容，它们不能被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的倒退。艾莱克 
斯•凯林克思 (Aiex Callinicos ) 在其较为激烈的论述中这样 认为； 

东方集团（指苏东国家。——译者）在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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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这些东西连社会主义的蛻变和扭 
曲形式都算不上，死亡的东西正是杜会主义的对立面（即斯 
大林主义）。 （1991， P .2) 

因为东欧社会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在半个世 
纪的官僚专制统治结束以后，联合生产者经济自治的幽灵 （以及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工具）完好无损地存留下来。这种看来 
其内在逻辑一贯的见解，是要求我们接受那种现在很少有人认 
为可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也要求我们支持一种我认为对 
我们的分析不利的判断，即东欧社会和苏联“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在关于“社会主义究竞意指什么”的辩论中， 
我们就被抛进了争论的中心 。 的确，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 
即普通劳动大众深受压制、工人显然不能控制生产资料的社会 
没有理由被描述成社会主义。虽然这种反对意见具有合理内 
容，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将那种大部分经济资源非正式私人所有 
的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话，（不论在其他方面看来其制度和 
实践是怎样地“非社会主义”） t 那么我们就能作出较清楚的分析 
和判断。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讲,我认为最好还是把东欧和苏 
联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在此范围内，特别是将那种恢复财产 
私有制和资本市场的要求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话，也最好将 
1989年的巨变当作是反社会主义的。这样，1989年事件就是一 
系列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全盘抛弃。然而，如果我们确实把 
苏东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就应该指出一点，即:几 
乎没有哪个西方社会主义者会渴望或者甚至捍卫这些国家(指 
苏东国家。—— 译者) 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方案，也许在极为严格 
的限定条件下这才有可能。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 



义者来说，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极为有限意义上的“社会主 
义”的逆转是令人痛苦和困惑不安的。 

但是1989年经验中的另外一些因素对西方“社会主义思 
想”的完整性来说却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例如在东欧，倡导共产 
主义内部改革的传统 ( ESP 使主要是理论方面的）由来已久，这种 
改革意在将那种苏联监护之下的专制压迫统治改造成为人道民 
主的自治社会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改革”的议程在奥塔 •锡克 
的名著《第三条道路》 (1976) 中经常提倡。这种以民主社会主义 
为目标的渐进内部改革过程也在1989年巨变中逋到了致命的 
—击。改革日程被狂热的反共情绪和对西方社会制度（多党议 
会民主、市场和富有)的渴望所吞没。1989年事件发生后，许多 
改革进程的著名倡导者一变而成为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 
护者(见 Brns , 1990; Komai , 1990 b ) 0 如果霱要的话， W 89 年的 
转变还进一步证明世界经济的全球联系 （ 以及信息媒体和通信 
的全球 化)。 它向西方社会主义者提供证据(也许是不受欢迎的 
证据)证 明:将 民族经济或地区经济与全球(市场)经济的支配作 
用隔绝开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东方的转变 
是 4 ‘一国社会主义”不可行的决定性证据。 

至少从短期来看 1 1989年巨变也助长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政 
治反对派的声势。到80年代末，狂热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美国 
和英国)经过十年时间的经济治理，到头来最好地讲也是绩效平 
平。在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科尔总理的声望也降到历史最低 
点。在国内压力重重的情况下，东欧的转变可被右翼政府看作 
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和西方降服极权恶魔的明证。东欧巨变的领 
导人得到了西方右翼政党的青睐^刚刚释故出来的市场激情、 

67 旧共产主义秩序的僵化无能、前共产主义各国不同程度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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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保守人士声称“整个世界”都在向新自 
由主义转变。尽管其影响还不可估测，但新保守主义右翼却在 
寻找每一个机会重复下面的断 言：“ 社会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退 
却 ，’。 7 


八、“社会主义不可思议的死亡 ”：三 种观点 

当然，关于1989年巨变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影响，还存在着 
一种预示末日般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1989年东欧的转变不 
仅仅是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消逝的标志，而且它也让我 
们相信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工程已化为历史的尘烟消散一空。 
实际上，弗朗西斯•福山在19的年事件发生前所描绘的“历史终 
结”的图式极为夸张地铺叙了这种论调。福山以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相当令人怀疑地来粉妆矫饰，认为20世纪80年代人们亲 
眼见证了“西方确切无疑的胜利”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各种替代 
方案的彻底 失效' 这不仅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而且臻于“历 
史的终点，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终管 
理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在西方的现实生活中，作为 
世界其他地方的向往之所 T 我们生活在最好的社会里，这里是 
“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生活和与经济领域轻松享用录像机和录 
音机的生活的有机结合” （ Fukuyama * 1989, pp .3,4,8)。 显然 t 
人们对福山言词的广泛引用重于对其进行理解。有人认为，《历 
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Fukuyann 1992) 中装扮精巧的论调，却 
对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没有更多的把握（见 McCann , 1993)。 
然而，正是福山的这种极为简单化的论调在 1989— 〗990年声誉 
鹊起，成为皇皇宏论,但它对被人们广泛承认为复杂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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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解释却苍白无力。 

拉尔夫•达伦道夫 （Ftalf Dahrendorf ) 的文章《欧洲革命的反 
思》看起来较为严肃谨慎一些 t 尽管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预测也 
具有浓厚的预示末日的色彩（1990)。鉴于达伦道夫将自己的文 
章说成是“对波普 ( Popper ) 的说教”和文章盛赞“开放社会”的成 
就，因而他将福山自诩的黑格尔历史主义视为“对严肃辩论的讽 
刺” （ p .35> t 看起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在描述1989年巨变对 
东西方社会主义前途的影响方面，达伦道夫仍是诅咒满腹。他 
68 毫不犹豫地坚持 认为/ 结果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任何形式 
的社会主义变种都不可能在从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 
双重腥梦中苏醒过来的世界上复活” （ Pi 38)。 他认为下述这种 
观点是正确的，即苏联通过革命、东欧通过武力强迫而确立的共 
产主义是一种“发展中国家 现象' 这种现象看起来许诺了一条 
“摆脱独裁统治和前工业贫穷的快捷而无痛苦的道路”，而它正 
是在这方面彻底失 败了。 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 # 得到 
的是“独裁和灾难”以及“无效率和压迫的结合，所有这些最终启 
动了我们近些年来所看到的那种自我瓦解进程” ( pp .44 t 46)。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现象 t 而且在最初发 
展阶段过后人们也不会支持社会主义。它迟早会让位于一 
种更加开放、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政治也可能卷入。社 
会主义实际上无法维持下去……在这种意义上说（輛倒 

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 
( p *46) 

如杲说共产主义是其自身失败的牺牲品的话，那么依达伦道夫 
S 4 



看来，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则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社会民主 
主义努力调整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坏方面，但正是在 
这种意义上它使自己成为多余。由于它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条 
件，所以工人阶级人数减少，工人们越来越渴望个人自由流动， 
而不是集体前进。因为福利国家为全体民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保健和福利条件,所以对于那些现在渴望更好的选择、独立和自 
主的人们来说，国家和官僚机器已成为重负。达伦道夫承认，西 
方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融入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而不是经 
常被直接拒斥。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和事业，其能量 
已大量消耗。 

最后，达伦道夫反对下面这种理念，即：东西方的未来可以 
围绕“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被重新设计 ，建立 一种把"资本主义的 
最好 方面” 和“社会主义的最好方面”结合起来的社会制度。在 
某种程度上，达伦道夫的反对反映了他对“制度”逻辑的敌意。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他反对哈耶克），也不 
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开放社会”的真实追求。他还提出 
一个更为尖锐和现实的观点，大意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不幸经历中能够学得或借鉴的东西少 
得可怜 （ pp .53_57)。 总之，达伦道夫的结论直截了 当：“ 共产主69 
义崩 溃了； 社会民主主义元气耗尽” （ p .71)。 

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著名的人种史专家狄莫西•加顿 •艾锡 
(Timothy Gartm Ash ) 对 1989 年巨变所作的政治性评判，他撰写 
的关干革命事件的小品文非常精彩，对西方读者的认识产生了 
极大的（可能非同寻常的）影岣。依照加顿♦艾锡的说法，1989 
年臣变重新肯定 了“我 们已经 拥有了 的那些东西的 价值: 吉老的 
真理和经受检验的模式，自由民主的三大要素，以及作为惟一存 


85 



在的现实欧洲共同家园的欧共体 ” （Gorton Ash , 1990, p .156)。 
他总结 说:“ 那种其时机已来临的思想是古老的、为人熟知的、经 
过了很好检验的思想。（时机已过的是新思想 )”（ 1990:154)。 
在东欧正在崛起的新秩序中，如果存在着一种为所有政党所接 
受的“启示”的话，它 就是： 

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只存在民主。而就民主而言，它们 
意味的就是在现代西欧、北欧和南欧正在实践的多党制和 


议会民主。它们齐 声说： 不存在“社会主义法制”，只存在法 
制。而对于法制而言，它们意味的就是由以宪法为后盾的 
司法独立所保障的法制。它们齐声说（对于左翼而言这可 
能是最重要的声音） ：不存 在“社会主义 经济' 只存在经济。 
至于经济，它意味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的 
市场经济……总体方向确定无疑，目标是走向这样一种 
经济： 增长的引擎就是市场，而生产、分配和交换工具则实 
行广泛的私人所有制。 (1990,151) 

九、社会主义 :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上述三种对东欧巨变的评论在内容(和可信性)上差异很大， 

但是它们存在着一个几乎是一致的判断，即1989年引人注目的事 

件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的最后 解体。 虽然达伦道夫认为社 

会民主主义已经融入现代西方社会而不是经常遭到攻击，但他们 

都确信，从历史上看 ，现 存的自由民主比任何一种存在的或现实 

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形式都优越。尽管在遥远的边缘地区还有一 

些社会主义力量在苟延残喘，但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主义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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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都确切无疑地死去了。 

这一结论能否被证明是正确的呢？当然，人们有理由认为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不再合理了，“社会主义” 
这一术语遭到了严重歪曲，以至它的分析价值和政治价值现在70 
大大降低了（见 Kaldor ， 1991, pp .41 — 42)。然而，由此并不能得 
出这一结论 :西方 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人类道德和政治发展的最 
大成就至于那种关于所有认同社会主义的历史力量现在都已 
枯竭的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就上述三种评论正是包含着如 
此不准确的判断来讲，特别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989年事 
件所产生的影响有些被夸大其词了。 

这样,如果我们想谈一谈“东西方社会主义危机”的话，我们 
就得弄清楚是社会主义的什么东西已经死亡了，什么东西构成 
了它的“危机 '这两 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社会主义者和 
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像政治右翼人士那样去急于逋责苏联及其 
所有行为，但是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左異这里，几乎没有人认为 
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是适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表 
现形式，即使是一种最畸形的形式。的确,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 
主义在历史上的分裂，可以较为确切地追溯到对十月革命的地 
位和革命后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分歧上。而且，即便在马克思主 
义阵营内部，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布 
尔什维克革命的传统(关于这方面的经典争论，见考茨基的著 
作，1920,1964;列宁的著作， I 960; 也可参见皮尔森著作中的评 
论， Pierson ， 1986)。与“共产主义改革”战略相伴随的，在左派这 
边还存在着一种观点，即 :在一 种具有历史可行性的、较有吸引 
力的社会主义形式出现之前，东欧和苏联本来应该经过一段“复 

辟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种环境下，把苏联模式和西方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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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模式都说成是“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形式，就可能会在 
二者之间划上一个颇令人误解的等号。苏联模式已经崩溃了， 
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独特的西方的社会主义所 
面临的体制上和选举上的挑战也是极为严崚的，但是认为社会 
主义的传统制度淑临灭亡，认为社会主义政党不再具有“候选资 


格”，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这些观点(见 PSeteon ，1991 a ； Esping - 
Andersen , 1985; Horn , 1987)。 的确，就是在东欧本身，距 1989 
年事件发生刚刚五年后，在一些全国大选中，前共产党的选票数 
髙居榜首(在立陶宛、波兰和匈 牙利; 见《选举研究》)。 

对1989年事件的各种评论观点尽管不是那么完全一致，但 

是它们都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的衰退和自由民主力童相比，而很 

少将其与仍然十分健壮的资本主义相比 P 这是一种不对称的比 

71 较。因为，虽然西方社会主义的经济还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资 

本主义的，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向东方如此广泛兜售的哈耶克 

模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正如加尔布雷思 （ Galbraith ， 1990, p .7> 

所说的那 样:“ 至于斯密的自由市场……我们西方不存在，也 

不容许它存在，它也存在不下去……对于东欧来说，纯粹而严 

格的资本主义并不比在我们这里多受欢迎' 如果1989年突出 

的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而是东 

方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之间的比较，那么人们就必须 

得承认一点，那就是，—个世纪以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压力下， 

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受到重塑和改造，并作出了妥协。不管近 

些年来新自由主义政党和/或政策在某些地区如何占据优势，社 

会民主主义力量在社会结构中仍然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实践 

中，西方宪法舞台上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几乎一直参与一种 

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妥协的政治（不管其长远利益眼光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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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3 “极左翼”人士也经常以此为理由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谴 
责。然而，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的人承认社会民主主义 
人士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话 (我认 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 
关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比较是无法成立 


的，因为从部分实质内容上看， 现实存在 的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力童的产物。 

这种见解同样可以用来评价狄莫西•加顿•艾锡在1989年 
事件中悟出的启示。他认为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只存在民 
主;不存在“社会主义法制”，只存在 法制; 不存在"社会主义经 
济”，只存在经济。这种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显然加顿 •艾 锡的 
理解远不止于 这些。 实际上他的真正理解是，不存在社会主义 
民主，只有我们西方現 实存在 的自由 民主; 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合 
法性，只有我们西 方现实存在的 自由合 法性; 不存在社会主义经 
济，只有我们西方現 实存在 的自由经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 
别是“社会主义者”对这些思想和制度(人 们只能 在它们现存的 
自由的公式化阐述中找到它们）的诉求是不真实的。仅举一个 
例子，很可能被人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在不存在诸如“社会主义 
经济”这类东西时，人们也可以支持“可以存在和应当存在一种 
社会 主义经 济”的判断。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正是亚历克* 
诺夫颇有影响的著作《可行社会主义的经济》中的核心观点 
(1991)。同样，对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望吹毛求疵,并不一 
定就能够使人们接受这一观点，即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 
践行民主承诺的最好途径^ 

这种讨论使我们最后转向“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问题 。 7 2 
“第三条道路”究竞是什么制度的替代物，人们现在并不是很清 
楚的。一些人认为，它所代表的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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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替代。另一些人认为，它所代表的既是对传统社会 
民主主义的替代也是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替代。我曾经说过, 
作为走出东欧专制政 权死胡 同的“共产主义改革”路线的那种 
“第三条道路”已经失败了。我也曾经指出过，从前那些热衷倡 
导以这种“第三条道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内部改革的一种方法 
的人们，在新的环境下看来是热衷于拥抱传统形式的资本主义 


市场了。但我在这里更为关注的一个普遘问题是 ：是否 由于东 
欧社会主义的消失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困境，对现存自 
由民主进行替代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存在了呢？ 

上述提法大体上讲是很难成立的。如果任何一种对自由民 
主的替代方案都不再存在的话，我们也就不能再设想提髙西方 
民主和经济可信度的途径了，也不能再考虑去动员实现这种变 
革目标的社会力量了。这个世纪人们亲历和目睹了以“整体化” 
社会工程竞争的名义所从事的种族灭绝的极端行为，就是在这 
个世纪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据说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笔最大财 
富就是为人类提供了低风险、“害处最少”的未来前景。但是，这 
种判断是否正确,部分取决于人们从哪个方面看问题以及人们 
期待的是什么。也许只是由于社会主义所遭遇的极大困难，才 
使我们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一直面临的那些问鼷上转移开。毕 
竟，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是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 
荣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在战后25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着这种增 
长和繁荣。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经济 
增长迟缓，大规模失业现象长期存在，公共服务贫乏低下,还存 
在着积重难返长期持续的环境问題。到20世纪末期，使全球资 
本主义变得不具吸引力和不具合理性的那些问题仍旧存在（当 

然 * 由于排除了作为替代的苏联的弱点，便使这些问題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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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为加强集体控制全球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新的 
和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同时，那些极其敌视社会民主主义制度 
和处于新自由主义复兴前哨阵地的经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否 


取得了最大成功，现在也难以断定（见 Schaipf , 1991>。虽然以 
凯恩斯福利国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可能正在消73 
失，但新型跨国机构(包栝欧盟机构）的发展为社会民主主义提 
供了新的立足领域，其制度和实践活动都已准备就绪。 

十、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责任对“社会主义死亡”这 一结论 作出有根据的 
判断,尽管这种判断在目前仍多少具有暂时性。我认为有一点 
很清楚的是，不论由于何种原因（过度关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或苏联的经历，易于将混乱不堪的现在和理想化的过去作比较， 
等等），社会主义己经死亡的结论有些言过其实。正如我们在第 
一章所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力量的社会基础确实遭到了侵蚀， 
但情况绝对不像一些批评家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也肯定没有 
达到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永远排除出政府的那种地 
步。同样，虽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断言（特别是宣称能 
够指导社会和政治变化进程）也大受削弱 t 但社会主义在实践 
中倡导的许多东西（如充分就业和福利的公共 保障） 是否都变 
得不得人心，现在也很难肯定。民众看法转变的关键之处在 
于， 他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以人们可接受的方式和可以承受的社 

会代价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而不是对这些 
目标有反感。 

这使我们转向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遭到侵蚀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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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认为就是在这一领域，社会主义才面临着最大的困难。 
关于传统形式的计划经济(及其衍生物），我同意尼格尔 •斯维 恩 
(Nigel Swain ) 所作的极为感伤的结论 :中央 计划经济“看来并不 
是本质上韓不可行，它与‘社会主义工程’中的许多经济类型十 
分吻合，但它现在无法（也不能）发挥作用了” （ Swain , 1992, p . 
53), 也许将来有一天，一种民主的完全计划经济形式会被人们 
冒险尝试，我们不能预先排除这种可能性（虽然新自由主义认 
为：因为这种计划经济源于认识、论错误而不是制度问題，所以人 
们理所当然将其拒之门外 >( 见 Lavoie 1986)。然而我认为，尽 
管我们仍然坚持要提髙经济干预的程度，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抛 
弃那种把计划作为中心指导力置的经济模式，尽管目前确实 
存在着本书第二章所概括的那些困难，但我认为不需要如此全 
面地抛弃(被普遍认 为是) 凯恩斯主义（的东西）。在实践中，那 
些新执政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为了实现其选民的利 
74 益，在短期内除了利用凯恩斯模式外也是别无选择。至少对于 
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他们在能够对其天然的支持者有利的范 
围内一 直参与管理资本主义的那种微妙的、不太光彩的事务。 
即便是在目前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左翼人士仍然认为，对于难以 
驾驭的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管 
理要比由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来管理好得多。正如夏普夫 
( Schaipf ， 1991， P .274 — 275) 指出的那样，在全球资本主义占尽 
优势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工会伙伴在进行财富再分配 
吋，不得不作出有利于资本的政策，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太多的抉 
择。但是我们相信，在新保守主义掌权的情况下，再分配会更加 

不公平，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长远利益和制度的完整性造成更 
大的损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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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显然我们要更为根本地重新考虑社会主义政 
治实践的可能性问题。虽然我们不应低估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取 
得的成就，但即便我们现在还能重建战后那种政治力量平衡的 
有利环境，“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也不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社 
会主义战略了。而且，如果人们还有理由继续倡导社会主义的 
政治实践的话，或至少还存在替代资本主义政权现存形式的方 
案的话，那只能是承认 ，传统 社会主义信仰中的一些因岽确实是 
已经过时了。这些因素 包括; 认为社会主义是作为弥赛亚的城 
市工人阶级的特殊历史工程,或认为市场的“无政府状态_’可以 
让位于计划经济的精密组织。的确，任何政治支持者如果想利 
用那些对传统社会主义来说仍然是很关键的因素的话,那么他 
们必然会遇到至少以下儿个方面的经验和理论问题 :（I >经济无 
效率; (2) 中央计划的 失败； （3) 缺乏经济 民主; (4) 国家行为的控 
制；( 5 )经济干预的无效，以及 （6) 单一“好社会”的幻想。总之， 
我认为目前需要重新开展对一个古典话翅的讨论，这个话题由 
于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而被搁置一边了，它就 是:社 会所有 
制的本质和形式^ 

在迎接这种挑战的最为持续有力的各种理论尝试中，有一 
种便是目前为西方及在西方倡导的新型市 场社会主义。 这种市 
场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对于社会主义者 来说) 是极端非传统的 
市场经济观点及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能力。它提出要相应喊 
少计划的作用(及对计划的信赖）和国家干預的范围，并对提髙 
诸如平等、公平和共有等传统社会主义价值的条件作了极具特 
色的说明。但与此同时，市场社会主义者(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实 
践)倡导恢复那种非常传统的社会生产资源的集体所有制原则。 
对市扬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作出详细考察，对于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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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现代环境下修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帮肋 极大。 正因为这一 
点，我在本书的其余章节要着重考察市场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模 
式。 


注 释 

1关于这个间®的较为清晰详细的论述，见 J . 汤普森的著作(1990)。 

2 当然，关于这些社会为什么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一系列相 
互争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如见 Callinicoe, 1991 ) 0 
3更为充分的论述，见皮尔森的著作 (fiereoiu 1986, pp .133 — 152) 0 
4当然，这些同样的社会主体也可以对其他形式的“政治认同”有用（如 
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这些政治认同在左真人士看来不是那 
么温良。 

5 例如考察一下罗伯特•达尔和査尔斯*林德布洛姆的思想执迹 (Dahl 
和 UnAIorn, 1953s DaW, 1985; liwfclom, 1977 和 1^2) c 
6 这句引言来自丹尼尔-辛格的著作 (IWI Singer, 1988, p . 2 \ 9 ), 

7 西方关于 1 明 9 年巨变及其影响的诸多理论评述中较有趣的有 
lb*wef{ 1989) , Ptina ( 1990) T Furci ( 1990 K Habennas ( 1990b) T Blackburn 
(1991), Kumar( \ 991 ) 1992), Held{ 1993). 

8 在本书第四和第五章，我们还要讨论计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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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市场社会主义方案 






第四章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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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部分提供的事实可能说明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 


失去力量，但不论如何这些事实却表 明:社 会主义目标与价值的 
重新确立如今必须要在和20年或30年前的情况迥然不同（也 


更为困难)的环境中进行。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种成功的 


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可能必须要建立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制度 
基础之上。对这些变化了的环境的认同，已经对许多西欧社会 
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觉发起持续不断的“纲领性更新”进程大 
有帮助，同时也有益于一些社会和政治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再 
思考鉴于大多数人对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所怀有的深刻的 
幻灭感，以及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许多政党和理论家 
已经被驱使去满怀热情地拥抱市场。对于多数政党来说，转向 


市场完全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选民基础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政 


策，但对于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特别是那些 
关注基本理论而不是热衷于选票的人来说，转变关注的对象看 
来重要得多。的确，有一些人正试图“盗来葙自由主义的意识形 


态外衣”，为市场制度作出一种“原则性的”而非单纯“实用性的” 
辩护，并且谋求“抓住”市场来为复兴的社会主义政治工程服务。 
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在市场 
的标題下重新塑造自己的目标，同时这也为人们展示了一条走 
出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种困境的道路。这也是我要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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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节中进行探讨的问题。在第二部分，我要描绘一下以市场 
80 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大致轮廓。在第三部分，我将分析和评 
价这样的模式能否为社会主义摆脱目前所处的实践和理论困境 
开拓出一条希望之路。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左翼和右翼政治派别传统上 

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是相互矛盾的原则。一般来说，市场是 

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个人经济主权密切相 连的; 而社会主义 

被认为是以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和对经济资源的有计划的共同使 

用为前提的。对于大多数传统主义者来说，市场产生的地方就 

是社会主义终止的地方^这奄无疑问是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 

的占支配地位的理解，然而在实践中，二者却从来不曾这样泾渭 

分明。除了少数几个短命的乌托邦试验外，差不多所有的现实 

社会主义都有过利用市场的经历。即便是那种离度集权的指令 

性经济也曾在劳动和消费品方面求助于市场(尽管对市场作了 

严重的歪曲）。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一种社会主义 

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把市场放在中心位 a 的社会主义形式。 

的确，德国哥德斯堡社会民主党人纲领就提出了“在一切可能的 

地方利用市场，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利用计划” 〈参见 Hodge , 1993; 

Padgett , 1993) 的 O 号。此外，长期以来还存在着许多生产者合 

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运营的经验(尽管经常处于次要地位），它 

们试图在市场环境中实行经济资源的某种社会所有制(见 ( Me - 

shoUt 1978； Lambert T 1963; Jones 和 Svejnar , 1982) 。尽'管占据主 

流地位的劳工运动长期以来对合作社的经验持较强的怀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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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合作社却也被描绘成“经济民主的最古老、最纯粹的形式” 

( Potter , 1891; Lambert , 1963 177) 0 

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弱小的、有时并不明显的理论传统，它十 
分明确地尝试要建立一种从整体上来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 
主义模式。例如，英国的诺埃尔•汤普森 （Noel Thompson ) 就指 
出 ：“在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小部分可以貼上市场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标记 ”（198 S ， p . l 58 h 但是真正明晰的“市场社 
会主义”理论的演化则是20世纪的成果，这时已经产生了能与 
之相对照的现实的计划经济(及其问题）。努提 ( NmM 992) 认为 
最早运用“市场社会主义” （ Marktsozialismus ) 这一概念的人是 
1922年的爱德华 * 海曼 (Eduard Heimann )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 
们还是把市场社会主义的肇端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 SJ 
学家奥斯卡•兰格 (fekar Lange ) 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 
的其他理论家的著作。 

二、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对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 

冯 * 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 的文章的回应。米塞斯的文章是 
在苏联正在形成的年代发表的。它于1935年又被重新发表，并 
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 竭力推崇。米塞 
斯在文章中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合理经济决策的可能性 
(von Mis € s , 1935;最早于1920年在德国出版>。他认为，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自由 
市场，就没有价格 机制; 没有价格机制，也就谈不上经济计算' 
依据他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对合理经济的反动” （1935 t pp . 

99 



110 — 111 K 兰格的具体设计在这里与我们的讨论不太重要，总 
之他所作回应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 
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 
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 定了的 价格，用以反 
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确 
实是可能的。兰格指出，在米塞斯提出批判之前，帕累托 （ Vil - 
fredo Pareto ) 和巴龙 (Erioo Baione ) 就提出了类似的社会主义价格 
问题的 理论解 决方法 （ Lfflige ， 1938, p . 59; Barone , 1935;也见 
Lavoie , 1985; Taylor ， 1929 ; Uiclcinson ， l 933 ; Lemer , 1937和 1944)。 

尽管人们对^后来所谓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评价还没有 
达成普遍共识 * 但有许多分析家都接受了亚伯拉姆 •伯 格森 
(Abram Bei ^ on ) 在其著名的评沦中所持的见解 ( Beigson , 1966和 
1967;也可参见 Leeman ,1977)。 伯格森认为 ，从技术上讲 ，兰格 
的观点成功地回应了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合理性的批判 
理论，可是市场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因素，诸如动力与革新的改 
进，而这些只有真 实的市 场才能够做到 （ Bei ^ on ， 1967)。在80 
年代得以复兴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中，人们对兰格模式提出 
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唐•拉沃耶 <Don Lavoie ) 在令人信服的分析 
中指出，虽然兰格模式作为一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价格确定过 
程的模拟儿乎“无懈可击”，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其中包括米塞 
斯和哈耶克，同样坚决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均衡理论，认为 
处它是静止的和不现实的 （ Lavoie , 1985, p . 168 ; Lavoie ,1981;也参 
见 M U n « U ， l 9 83 ; Shapiro , 】9 独 ； Keizer, 1989)。在现实实践中，市 

场并不只是呈现出均衡价格。的确，正是市场中的非均衡和能 

够从中谋利的可能性 f 才激发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 

动力。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市场是“不可言喻的知识的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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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过程”，而这种功能是社会主义市场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其 
内部不乏管理和企业家创新机制 ( Lavoi e ，1985)。 

我们将在后面回过头来讨论这种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所做 
的重要批判。然而有一点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兰格在提供一 
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时，他主要关注的是(通过一个集权国家) 
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而不是关注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权化。 
他的确也提到 ** 保持消费的自由选择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以及通 


过需求价格表现出来的消费者偏好是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指导标 
准”0^，1 93 &,1>. 72 >,但是他没有试图限制（一党）国家的(特 
别广泛的）的权力，而是努力尝试找到一种模拟市场的手段，以 
求达到对资本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合理计算。在这种意义上说， 
我们最好还是把兰格模式归于“中央计划内的分权过程 '而不 
是促进真正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 ( NutM 992， p .20)。 

事实上，兰格模式得以在其中确立的那种共产党一党统治 
的政治环境,是理解此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演变过程的关 
键所在。许多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都是东欧的经济学家 
(包括波兰的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奈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 

并且他们主要是为了在现存的共产党统治环境中进行内部改 
革。总的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既关注通过运用市场提高 
经济效率，也关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扩展（尽管必要性不那 
么明显 L 的确，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期亚历山大 •杜 布切克 
的短暂改革政府中，奥塔 * 锡克既是经济改革的首要倡导者，同 
时又是政府的代总理。然而，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是 
对严格限定的改革感兴趣，他们只是希望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 

而不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们 
并不希望发动与经济改革相伴行的政治改革。这种政治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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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更多地在实践中瓦解了有效经济改革的 
可能性。即便是在那些被认为是经济改革进行得较为“成功” 
(这种“成功”是极为有限的）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经 
济效率和增长一再因多半未曾变动的政治体制大打折扣（见 
Hankiss ， 1990; Swain ，]992>。 

结果，虽然许多现存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乏技术和理论 
上的严谨，但当西方重新把市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构建基础 
时,其适用性却是极为有限的。诸多关于通过市场取得经济效 
率的见解，或者关于在没有资本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如何确立 
企业管理的澈励结构的观点，在东西方都可以同样应用。然而， 
这些见解和观点在东西方得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却迥然不同。当 
然，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正在寻求一种在某些方面比现代福 
利资本主义更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例如，充分运用全部可用的劳 
动力资源的抱负），但是它与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它 
不是在试图对高度集权指令性经济进行改革这一基础上进行 
的。再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力图提高民主 程度； 的 
确，他们对提高经济民主的可能性的关注胜于对已经提高了的 
经济效率的前景的关注，但这是在现存发展成熟的自由民主制 
度(代议制民主、公民自由和多党制）扩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 
是通过对这种制度的创新或替代来进 行的。 与此同时,在东方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仅仅是与马克思遗产或甚至就在其范围内进 
行辩论 ，而西 方市场社会主义者面对的那些否定市场的观点不 
是依据马克思的超越价值规律的设想,而是依据依赖市场所产 
生的道德上的不良后果，不管市场供应是否短缺。最后，紧接着 
半途而废的改革所发生的1989年巨变，使一些东方的前市场社 
会主义者完全放弃了“尚在中途的”市场社会主义，而去奄无保 



留地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最突 出的是亚诺什 * 科尔奈，见 Ja ¬ 
nos Komai ，1990 b >。 在西方构建起来的那些几乎未曾试验过的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否最终也会按照东方的逻辑发展下去，现 
在还不清楚。总而言之，尽管在东欧旧秩序下产生的经验十分 
重要，然而西方诸多市场社会主义方案必须建立在完全不同的 
观点之上。但不论如何，这确实意味着东欧以及其他地方的市 
场社会主义的失畋不是像一些西方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柳 
极欲认为的那样无可救药。 

三、市场社会主 义:西 方模式 

在本章的其佘部分，我将描述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方案。近 
十年来，这种方案在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攻治理论家中间发展变 
化已久。我将主要介绍和分析下述代表人物的著作，他们 是:罗 
宾*布莱克本 （ R^in Blackburn )^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 索 
尔•埃斯特林 (Saul Estriii )、 朱利安，勒 * 格兰德 (Julian Le Grand )、 
迈克尔•哈灵顿 (Michael Hamilton ) ,戴维 * 米勒 （David Miller ) , 
亚历克•诺夫 （Alec Nove ) ,亚当 * 普热沃尔斯基 （Adam Przewois - 
k >) 、约翰•罗默 (〗ohn Roemer ) 、拉多斯拉夫 * 塞卢奇 (Radoslav Se * 
luchy ) 、，奥塔 * 锡克 (Ota Sik ) 、莱兰 * 斯陶贝尔 （Leland Stauber ) 和 
詹姆斯 * 扬克 （James Yunk er )。 在这些人的著述中，有的提供了 
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致轮麻,有的则构设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和 
政策的典型模式。我的意图并不是详细研究上面每一个人物的 
观点，而是想提供一个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把西方市场社会 
主义模式中那些关键性的、为多数人普遍认可的观点和主张呈 
现出来。尽管如此，这些观点之间也有不同之处。有的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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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只发挥极为有限的指导作用(勒•格 兰德） ，有的则认为国家要 
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诺夫）。有的把市场社会主义看作 
是工人合作社制度(米勒），有的则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仍然采用 
较为传统的经济管理方法(扬克、斯陶贝尔和罗默)。究竞要将 
经济领域的多大部分以及基于什么条件仍然保留在资本主义所 
有制下，他们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差別(特别参见扬克和诺夫观点 
的差 别）。 在我认为重要的地方，我将展示出这些区别，然而我 
的主要目的仍是力图对市场社会主义作出“最恰当的，•论述。至 
于这种方案的优点和缺点，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加以详细评价。 

四、社会主义和市场 

其实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原则很容易阐明。最简单地 
说，市场社会主义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灌续通过市场 
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制 
度。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内含着私人资本之社会和经 
济权力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不是市场本身是人们不能接受的。他 
们提供了一种把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社会所有制结合起来的 
替代模式。对于这些倡导者来说，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取得更 
65大经济 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或自由 
的平等价值、发展民主以及提高社会 公正的 途径。 

五、为什么要倡导社会主义？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或最为基本的间题恐怕是“为 

什么要倡导社会主义 r 尽管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明确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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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 （ Nove ， I991,pp. 1—11; Plant , 1989) 但是“赞成社会主 
义”这个总原则程度不同地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酊 
以 理解。市场社会主义者（有意向的）明确的初始立场并不是要 
捍卫社会主义价值——除了极个别的例子之外，这是属于较为 
正统的 立场; 而是断言这些价值目标可以通过市场得以最好的 
挽救—— 这是一 种较为激进的非正统观点。实际上，我们最好 
还是按照本书第一部分所概括的那神历史和制度环埯来理解当 
代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它本身不是一种“失败主义”，但是它明 
显是一种被(经常是痛苦的)经验所指导的社会主义形式，代表 
了“一种容忍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缺陷的尝试，但同时 
仍然坚持某些核心的杜会主义理念 ”（ MiUer ,[9 S 9, p .9)。 一些 
代表人物试图把市场社会主义推述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最 
佳方案，但它主要还是被辩护成为“可行的”、“实用的”和“妥协 
的”的模式 （ Nove ，1987，198 SU 991; Yunk 抒， 1988 h ，1990 a ; Milfer ， 
1989)。 确实，它最好应被理解为一种“二阶的”概念，表示如何 
在一种能够提供最优经济效率和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充分实 
现某些既有的、为人珍爱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诸如平等、公平、 
自由、自主、“社会公正”、“充分就业”等等。拉多斯拉夫•塞卢奇 
在概述其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著作的序言中援引了凯恩斯的下 
面这段话，人类的政治问题是要把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 ：经济 
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塞卢奇援引凯恩斯的话，见 & - 
lucky, 1979, p.vi )。 市场社会主义者竭力要实现的东西就是这种 

I 

调和。 

与大多数倡导社会主义的人一样，许多市场社会主义方案 
建立在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形式的基础上，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 
要依赖下面这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将“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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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市场必不可少的东西”分离开来。最有代表性的观 点是： 
m “市场绝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 Sehich y ，1979, P a 8 l ) o 然而，市 
场社会主义者的评论都异乎寻常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小心谨 
慎。尽管他们十分喜欢柙击资本主义将市场视为己有，但在谈 
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的市场无效率这一话题时，特别是将其 
与计划经济许诺的经济效率成果相比较时，他们就有些含糊其 
珂了。例如扬克就坚持 认为: “如杲考虑到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这种极髙的经济效率，那么看起来很显然, 
我们所 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应与现在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 
十分接近” （丫1101^，1990，1>.113 ; 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示 ; 也参见 
Sik,1976 ? p,24) 0 

对市场所持的这种暧昧态度显然与较为传统的和较为激进 
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主张不相容。给市场分派设计的上述功用 
也与下述要求难以调和：合理的条件平等，按需求分配产品，共 
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我们不会把别人当作实现我们自己 
。的市场目标的手段）。为了理解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者要抛弃 
掉这么多传统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先要弄清为什么他们会如 
此亲密地拥抱市场。 


六、 为什么要倡导市场? 


我们将在第五章里看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各自支持者都 



场是异化、私人资本特权、为追求利润进行浪费性不合理生产以 
及剥削工人的同义语。正像塞卢奇所说的那 样:“ 传统马克思主 


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市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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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我们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见解，他们 


认为增强自由的市场组织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无法相容。考虑 
到这种传统观点的权威性，我们需要较为详细地分析一下把市 
场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论据。 

七、“别无选择” 


市场社会主义者首要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为消极的前提 
是： 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经济效率的发达社会里， 没有其他选择 
能够代替市场。某些市扬形式是不尽如人意的，所有市场都应 
该加以干预以防止它们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参见 Baidhan 和 Ro - 
emer , 1993 a ). 而传统社会主义者试图在“超越市场”之外的环 
境里解决问题，总的看来他们是非常错误的。迄今为止,这种传 
统观点的最权威、最系统的代表就是马克思的著作。尽管迈克 
尔•哈灵顿 (Michael Harringtoii ) 试图把马克思对市场的态度描绘 
成“模棱两可的'但显然马克思理论在实质上是 认为“ 市场与 
……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互不相容” （ HaHngton ， 和 
Laski ,1989 a , pp .5—6). 所以马克思这样认 为：“ 联合起来的合 
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 
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 一些资 本主义生产难 
以逃脱的劫难”。恩格斯也 指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 
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社 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 
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代” （ Mane , I 974， p .213; Engeh ， 1987, p . 270; 

也参见 Lavoie, 1985, pp . 28—47) 0 

有一些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立场存在的核心问題是:他设计 
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达到了物质充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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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规律(的确，所有这样的经济规律都是基于配置短缺的工具和 
资源的需要而确立起来的）将不再发挥作用。人们经常把注意 
力转向苏联曾经为了实现马克思的目标而陷人的那种困境。在 
苏联,试图超越价值规律的意识形态激情却不时地被重新引进 
市场机制的需要所挫伤，为的是避免发生灾难性的经济崩溃现 
象 （ Nove ，199 J f pp . 12—72) o 奥塔•锡克是具有代表性的东欧改 
革家，他坚持认为“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产品不可能直接地在 
全部工人间进行分配，而必须利用商品关系和货币手段间接地 
进行分配•’ （ Sik ，196 7 , P , 29 ; SiM 9 S 5)。 

拉多斯拉夫 * 塞卢奇特别严肃地 指出： 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 
偎设,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市场也随之废除。这犯了一个严重 
的错误。塞卢奇认为，要废除市场，“就得废除它的一些先决条 
件:劳动的社会分工，短缺和生产者自治”<1979, P , 10)。可是他 
坚持说，在复杂的发达社会里，劳动的社会分工不可能消失，也 
不可能获得达到全世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这样，马克 
思关于通过用命令管理整个经济的办法以废除生产者自治的设 
想必定是有害无益的，这种设想是把整个社会分工当作单个企 
业内部的分工一样对持(“ 一个国家，一个 工厂” 模 式)。 

塞卢奇承认，因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容易导致财富积聚到少 
数人手里，同时将大多数人降到雇佣工人的行列，所以“作为一 
副社会主义的拯治药方，废除市扬的设想看起来似乎就是非常 
合情合理的 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废除 了市场，同 

时也就废除了平等和自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社会劳 

动分工和短缺基础之上的无市场的社会计划经济，将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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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身依附、特权和屈从等纵向人际关系……无市场的 
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将资本主义市场之形式上的、有局 
限性的平等和自由转变成为其实的、普遍的平等和自由。 
如果废除了市场但不破坏它的根基，特别是劳动分工和短 
缺，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基础也就消失了。 （ Seluchy ，1979» p , 
21 ) 

塞卢竒认为 t 尽管马克思本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t 但是“资本主 

义市场的邪恶使他愤懑不已，这远远超过了他对市场优点的好 

感”。结果，“他本来可以设想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以铲除不 

平等，同时保留平等和自由的一般基础。可是相反，他却决定建 

立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luchy , 1979 ， p . 21 ) 。 

现存的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代表了这种替代方法的全部弊 
端，这加强了上述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理论上的判断^埃尔 
斯特和穆恩 ( Moene ) 就直截了当地评 论说： 

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表明 
它是一种粗鄢的、非理性的、浪费的组织生产、分配商品和 
劳务的方法。[正是这种粗鄙]使我们把中央计划视为可能 
的拯治药方。然而，中央计划的非理性又迫使我们回到资 
本主义，并将其视为相对来说也许是危害较少的方法。 
(Elsler 和 MoOTc ，1989 b ， p . l ; 也参见 Sik t 1985, pp -193—198) 

这样，市场社会主义立场的核心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 的:市 
场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它不是处理社会政洽和经济事务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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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而是在当今条件下害处最少的一种组织方法 J 


八、效 率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不只是认为市扬是一种有缺陷的必 
要机制，他们还在许多方面发现了市场的积极品质，特别是将其 
与无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可行性相比较而言的时候, 
89 情况尤为如此。市场最突出的优点可能是它能够使经济效率最 
优化。在埃斯特林、勒 * 格兰德和温特 （ Winter ) 的论述中，市场 
提供了一种“协调分杈化经济奂策的最有效的方法' 它们是 
“处理信息的最佳工具，同时也提供了根据处理结果行事的激励 
机制”。它们“鼓励生产工艺及商品本身的发明创新”，以及“使 
经济权力分散”。市扬“能眵激励人们按照社会的要求行动，这 
并不需要中央指导'因此，“激发竞争，竞争价格是对短缺的真 
实反映，追求个人利益与……追求社会利益和谐一致 ” （Le 
Grand 和 Estrin, 1989, pp * 1,3; Elstdn 和 Winter , 1989, p. 107)。 约 

翰•罗默虽然不这样乐观，但他还是毫不含糊 地说: “在正常条件 

下(包括企业的竞争环境)实现利润最大化会带来有效率的资源 

配置。在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 ，一 个庞大 

的经济却可以成功运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先例，级差工 

资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存在是令人遗憾的，但它是必要的; 

“它是运用劳务市场配置劳动的副产品，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经济 

中还没有发现别的方法比运用劳务市场配置劳动更有效率” 
( Roemer , 1991， pp .564,567) 0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上述立场是自相矛盾的。从传统上 

看，取代市场的非理性和盲目性，同时消除只是为利润而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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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生产的倾向以及周期性的资本和劳动的利用不足，代之 
以更为有效地(合理和有计划地)运用所有的可用资源的方法， 

这是社会主义巨大力量之所在。如米德 ( M 4) 所说的那样，总 
的来看市场社会主义者承认“为了效率而利用市场将导致财富 
和收人分配方面的不合理现象的产生” < Meade ， 1964，第13页）， 

可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考虑到工具和资源的短缺情况，市场仍 
然是引导经济力量的最有效率的机制。现存的市场结果之所以 
令人不满意 ，一 方面是因为这种结果（长期地但不是必要地）与 
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外部的干預以 
“矫正”市场或产品的再分配。 

九、自 由 

如果人们对社会主义者倡导市场是由于它具有提髙效率的 
能力这个原因颇感惊异的话，那么对于他们关于市场能够提升 
自由的主张就更感奇怪了。马克思《资 本论》 的主要目的是揭示 
资本主义市场表面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是如何掩盖潜在的不平等⑷ 
和不自由的事实 （ Maix ,1973 a ) D 实际上，给自由下定义是非常 
棘手的事情，（参见 Berlin ， 1969; MiUer , 1989, pp , 23 — 46 ; Rawls , 
1972; Hayek ,1982; Gray ，1984)。 但是许多讨论都是从“消极自 
由”(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强制)和“积极自由”(最简单的意思是指 
有效选择的能力）的(极不明 确的） 区分幵始的。人们同样简单 
地认为 ，自由 主义者对“消极”自由感兴趣,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则 
非常关注“积极”自由。相反，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自由观显得复 
杂一些，他们反对上面简单的“二分法”。他们特别关注行便自 
由的能力，这种立场有可能将他们的理论同古典自由主义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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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市场所作的辩护理论区分幵来。因此，米勒坚决反对将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明显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新自由主义 
者对自由条件的规定过于狭窄。他指出“新社会主义的核心理 
念 [是]有效选择的平等 ”（1988， p ,52>。 他坚持认为“对自由的 
限制就是一个或多个当事方应对其承担道德责任的那些障碍' 
这将导致下述观点的产生，即 44 诸如失业这样的经济上的缺陷的 
确限制了我的自由，所以最自由的秩序必须消除这些障碍” 
( Miller ，1989， pp .35,45>。 同样，胡佛 ( Ho 晴 r ) 和普兰特 ( Rant ) 也 

反对哈耶克对自由所作的限定,认为“我之所以珍爱自由 t 是因 
为它能够使我朝自己的目标迈进。为了达到这一点，我当然需 
要资源、权力和机会 ” （Hoover 和 Plant ，1989， pp .208— 209)。所 
以自由的价值依赖于有效手段的条件，这些是不受限制的资本 
主义市场无法达到的。的确，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 
资源的再分配,以陚予每个人在市场交易中成为有效和自由的 
主体的那种能力 ” (Hoover 和 Plant , 1989, p *212 )o 

不 论如何，一旦这种资源和机会的再分配能够像所要求的 

那样提供了自由的大体平等的价值，人们就有多种理由相信市 

场是个人行为自由的最好的制度保证。首先，人们看到市场能 

够 使选择 最大化，这对于消费者和出卖劳动力的人来说都是一 

样的。不满意的顾客可以換一下光頋的地方，不满意的雇员也 

可以换一下雇主(尽管较为困难）。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这些 

自由与集权计划经济的情况比起来还是要好得多。在后种情况 

下 ，工 人和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的（几 乎是） 独裁 权力。 按照米 

勒的说法,市场的这种选择自由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为表达自 

由提供了先决条件。再有，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預以提高人们接 

近传播工具的机会，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媒介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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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少数人掌握这种典型现象的发生。另外，也最好由公共机构 
来控制这些媒介，不管这些机构的民主程度如何^ 

最后，塞卢奇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消极自由和积极 
自由都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他将弥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 对市场和自由所作的积极评价进行改造，使其与社会 
主义协调起来。他指出消极自由只有通过市场方能实现： 


惟一为人所知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自懕（非强制）方法就是市 
场手段。因为只有某些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的结合是可能 
的，所以市场手段就成为那种被人们界定为没有强制的消 

极政治自由的必要(尽管不是充分的）经济条件。 ( Seluchy , 
1979，p,】73) 

与此同时，他还推断出市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和积极自由 
之间的必要 联系： 


因为自我管理毫无疑问是积极自由的_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因为没有工作地点的自治也就谈不上自我管理；因为没 
有市场就无法保证工作地点的真正自治 所以辛亨亨， 

枣枣亭申今鳄苧 夸管苧，毕巧亨手。 （ Seluchy ，'1^79_， P \ 

154). 


十、民 主 

新自由主义者经常靠经验把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联系 
在一起。例如塞卢奇就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这个判断:“除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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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普遍的政治自由在何时何地曾存 
在过 D ”（ Friedman , 1962; Seluchy , 1979, p . 136>。但是和以往一样, 

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 t 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对民主至关 
重要。他们提出一系列观点试图表 明:一 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市场代替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将会有 
很大的提高。 

首先，持各种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 t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 
民主过程被私人资本的集中权力扭曲了。这种观点涉及范围很 
广，从资本主义公司对大众媒介的不合理控制到私人投资者将 
社会主义政府置于不可抵抗的经济威胁之下。最激进的市场社 
会主义者干脆主张通过消灭大规模的私人资本財产来扫除有效 
民主的这些障碍。作为合理的政治讨价还价过程的一部分，我 
们可以预料企业和利益集团会继续在政府面前代表自己的利 
益。然而，那种源于集中强制经济权力的不适当影响应该通过 
实现资本的社会所有制而加以消除。按照罗默的说法，市场社 
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将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为民主，因为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是这个阶 
级拥有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选举和其他途径影响和控 
制国家政策” （ Ftoemer ， 1991， p .567)。 

其次，虽然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对那种认为民主控制的国家 

通过制定详细计划能够有效管理经济的观点，但他们还是认为 

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代表制民主制度将形成某种对经济管理 

的总的民主控制形式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政府行使多大的 

控制权，这要取决于它的计划范围的大小。对于一些市场社会 

主义者来说，国家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一个权威机构作出 

自觉的计划，这个机构要对经过选举产生的重大结构性投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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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负责” ( Nove ，1991， p .245)。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建议，国 
家的作用应限制在指导性计划范围内，对独立的企业在经济发 
展的总趋势上作出整体性的指导。罗默设想了这样一种制度： 
国家通过在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利率政策来确定总体的 
社会投资方案。这种利率政策可以成为政党选举纲领的内容，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人们“运用民主政治手段对社会储蓄的利 
用进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控制” （ Roemer ，1991, P .563 h 尽管市场 
社会主义者的制度设计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 f 一旦政府摆 
脱了资本家利益的不合理影响，它作为公共利益的监护人和总 
体经济管理的监督人的行为，可以较真实地体现符合基本原理奶 
的民主观点。 

第三，（至少有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赞同这种批判性意 
见:在 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在工厂门前停住了脚步”。现存 
企业内部的经济决策，即便是公有制企业，很明显都是等级制和 
集权性的。例如达尔 ( Dahl ) 就指 出:“ 如果民主在管理国家方面 
是合理的，那么它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也是合理的 ” U 985， P . 
111)。按照乔舒亚•科亨 (Joshua Cohen ) 的说法，“把自我管理扩 
展到传统的不民主的工作领域，对形成积极个性和发展共同利 
益意识都很有意义，从而对于形成民主更为充分的国家作用极 
大 ”( I 98 S ， P .29)。 可贵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这样一种观 
点，这种观点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源可以追溯到罗莎.卢森堡 
( 1%1 ) ， 即: 没有一个庞大的发展了的社会能够支付得起抛弃代 
议制民主的代价。当然，还有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社 
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在局部范围内达到较为直接的民主的途径 4 
同时并不抛弃必要的代议制形式的制度框架^这将通过互相作 
用的合作企业系统内的工人自我管理来实现(参见 MiUerJ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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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uchy ,1979), 在实践中，许多合作社内部都选择了代表制和 
直接民主相棍合的形式，而且经常从外部雇用管理人员。工人 
合作社提供了这样一种组织 形式: 直接民主的许多必要条件和 
标准(小范围，永久性包括全体民众成员，没有立法和行政职能 
的分工)可与国家层面（和越来越超越国家层面)上的代议制民 
主的“必要条件”相互协调。 

然而并不是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都赞同这种创造性的建 
议。一些人担心，如果过多抛弃传统的管理结构，经济效率将 
被降低。还有一些人认为，工厂民主将导致工团主义和某种工 
人“集体资本主义”的危害产生，这两者共同反对整体的公共 
利益 （ Potter , 1891; Roetner , 1991)。即使是这种建议的支持者 
也担心这会导致那种把政党政治引入工厂民主的后果发生（参 
见 Seluchy , 1979, p . 179—189) 0 然而那些合作社原則的积极 
倡导者却坚持认为，这是把真正的经济控制权从私人资本所有 

者手中或从指令性经济的计划组织那里转移到工人手里的重要 
途径。 


94 十一、社会公正 

最后，我们再分析一下市场公正问題。无论是社会主义的 
倡导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经常认为达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 
工程的确定目标，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也经常把不公正推绘 
成资本主义的最突出的弊病。当然，公正的实质是什么，什么 
才算得上是公正的分配，对这些问题是仁智各异，争论不休。 
哈耶克的一个著名观点 就是： “社会公正”的概念既“毫无意 

义”又为害极大。 (1982) 实际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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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的“公正”问题提出一些有节制的主张。例如，约翰•罗 
默就持这样的 观点： “这种现点是不正确的……认为任何市场 
制度，无论有无资本家存在，都能够公正地配置资源和收人” 
( ， p . 566) 0在他的论述中，市场之所以被认可,并不是因为 
它导致的分配的合理性，而只是在于它带来有益的结果 (主 要是 
效率的结果 

对于那些较为强调市场分配公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来 
说，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之间的区别又有了特别重要 
的意义。戴维■米勒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 
社会，市场对利益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与人们的绩效和努力无 
关。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因为依米勒看来,随着资本私人所有制的废除，个人和企业获得 
的不同量报瞓大致反映了他们拥有资源的不同市场能力（或满 
足需要的能力)。市场的这种不平等回报是对较髙效率、努力工 
作、企业经营技能以及自然能力的(所值)报酬。虽然也存在意 
外收人，但这归于(确实是任 意的) 运气，而这种好运是分散的和 
偶然的，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具有累积性。 

类似的观点也被用于论述消除剥削问題^在各式各样的论 
述中(恃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表面 
上的平等交换实际上掩盖了资本所有者对 工人剩 余价值的强制 
掠夺。资本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处于剥削工人的地位，是因为他 
们在市场上拥有制度性的特权。随着资本私人所有制的消灭， 
对雇佣工人进行制度性剥削的条件也就消失了 (尽管这当然丝 
毫没有改变国内无工资收人的工人的地位)。这样，按照米勒的 
说法，没有了资本私人所有制的市场交换如果在均衡价格上进 
行，它就不可能是剥削性的，个人拥有的财产取 决于： “( a ) 自然 


情况——资源的可用性，资源的自然性质，人的爱好和天赋， 
等等。 （ b > 个人情况——作出的选择，具有的技能，作出的努 
力” （ Miller , 1989, p . 194 )o 

当这些标准不尽如人意时，市场社会主义就可能产生剥削。 
例如，一个成功的合作企业在某个市场中能够获得垄断权力。 
但是这种剥削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长期的制度性剥 
削。而且，一旦偏离均衡条件的情况发生，国家可以进行“矫 
正' 确实，市扬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创造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 
方面要发挥切实的作用。这样，米勒建议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应该通过一项分配政策，以保证每个人拥有充足的资源来 
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要优先于非基本需求的 
满足' 这并不是 


消灭市场的观点，而是规范市场的一种措施，以便使初次分 
配较为公正，同时也绐那些不能在劳动市场上挣得足够收 

入的人提供特别补助 . .旦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得以推 

行，人们就能够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换来满足他们的绝大多 
数需求。 （ Miller ，19 S 9， P p . 148—149) 

即使这样，某些需求，例如医疗提供，最好还是在市场之外来保 
证满足。最后，尽管这种将没有私人资本的市场和国家千预联 
系起来的混合体制还不可能达到非常公正和公平的后果，但它 
还是现实世界中达到切实平等的最好方法，而这是计划经济不 
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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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市场社会主 义:基 本结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 
“继续运用市场机制作为提供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手段，同时 
实行资本的社会所有制” （ Miller ,1989， p , 10)。在本章的最后部 
分，我将描绘出实现这个简要程式的制度设计的大致轮廓。在 
接下来的评述性部分，我将分析那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⑷ 
可行性和可取性的观点。 


社会所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 
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即便是市场社会主 
义的最保守的代表人物(例如扬克和斯陶贝尔等人)也认为废除 
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主张与他们下面的 


这个观点一致，即市场资本主义的邪恶并不在于市场，而在于资 
本私人所有制(带来的后果）。而且，如果这个主张有什么意义 
的话，是它能够使其倡导者把自己的模式称为是“社会主义的' 
下面我们将会着到，即便是向最为温和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转 
变，上述主张也会对其政治可行性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 


然而,代替资本私人所有制的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称作 
“公有'“合作制” /‘集体的”或“社会的”），其实质并不是十分清 
楚的。那些把“社会所有制”看成是“为社会所有”的评论家们坚 
持认为，与个人和企业相对的社会是不可能行使大多数所有权 


的。最后，他们怀疑社会所有制将意味着集权的 


家所有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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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包括后者的所有弊端。实际上，对于社会所有制的含义，市 
疡社会主义者作了不同的诠释。例如诺夫訧区别了三种社会所 
有制形式 （1991, P .213>: 

1. 国 有企业，集中控制和管理…… 集权国有企业。 

2 , 公有(或社会所有）企业 ，有 完全的独立性，经理向工人 
负责社会化企业 P 

3-由工人所有或（和）管理的企业……[包括] 合作社企 

业。 

实际上，在一点上诺夫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非常不同。 

他仍然把集权国有企业放在其分类的首位，虽然罗默也喜欢把 

市场社会主义描绘成为“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企业 为公共 

97所有，国家对经济的‘关键部分’有很大控制权” （ Roemer ， 1991， 

p .562;1992 a ) 0 由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和现存社 

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极不情愿将经济活 

动的主要部分(除了一些自然垄断和社会服务业等 例外〉 从市场 

的控制下分离出来。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对传统形式的以国 

有化和扩大公有范围为特征的国家所有制不持同情态度。总体 

上他们更愿意奉行分权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可是有一点不淸楚 

的是，那种为工人所有的企业是否能提供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社 

会主义的 所有制 形式。 正如埃斯特林所观察到的那样，当现存 

的合作社代表着浩森资本主义海洋中的“社会主义孤岛”时，工 

人所有的合作社经济将是“工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 1989 ^. 185)0 

塞卢奇利用在关于法人资本主义兴起的讨论中常可发现的 

那种所 有权和控制权 的矛盾冲突,在被公认是有缺陷的南斯拉 

夫模式的经验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不论它是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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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还是国家的/它归根结底是由资本所有者统治劳动' 


为了消除任何一种对劳动的外部统治，工人们自己需要成 
为资本的主人……这样，生产资料所有杈应该与国家分 
离，通过自我管理的方法将其置于工人们的直接控制之下。 
[然而]这并非必须意味着社会生产资料要直接由生产者¥ 
冬拥有。虽然它们在总体上说仍泠社会但由运用士 
ifl 的工人进行寧 f ]。（ Seluchy ,1979， p .〗 U ) 

在埃斯特林的论述中，南斯拉夫模式理论提供了解决社会所有 
制问题的一种略微不同的方法。实质上，所有权在工人和国家 
之间 分割： 

工人们被赋予资本的使用权，可以增值资本和调配资本。 
他们从中赢得收入。然而他们并 f 拥有它们，也 f 允许卖 
掉或抛弃它们。资本股票为社会^体所有，只是 i 某些特 
定的工人集体进行管理。 ( Estrin , 1989， p . l 73)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看起来对所有制间题没有这么多的困难。 
他们寄希望于私人企业普遘以合作的方式组成的制度形式，以 
及一种依靠国家(最终贷方)和企业之间的中介金黻机构来监督 
中央政府的过度经济权力的结构<参见 MiUer , 1989, p , 10—11 ) 0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解释，也尽管消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拥有对 
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无可怀疑的重要性，但是作为替代资 
本私人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的适当形式仍是非常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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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 


虽然市场社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提倡消灭大规模的私人资 
本，但他们几乎都设想了在市场社会主义里要保留一小部分资 
本主义。在这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倡议是某种形式的“混合经 
济' 这种设计不应被简单地认为是为了安排农业小规模所有 
和个人服务行业的事情而作出的一种权宜的妥协，这个结论可 
能是基于公民自由方面的考虑。鉴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意欲废除 
的是法人企业资本，因而最好还是在自愿的成年人之间保留一 
些小规模的私人资本主义行为，而不是采取某神形式的国家的 
监控和处理来防范它们 （ No V e ， 1991 ， pp.204—205 )。 然而更重要 
的，还是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设想的真正企 业家式 的资本 
家所具有的那 种积极 作用。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实际存在的社 
会主义)的经济无效率进行谴责的最常见的观点之一就是它们 
不能支持创新。实际上，奥地利学派在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 
模式所作的回应至少在某些方面也承认，兰格的国家社会主义 
模 式或许能够模 仿静态 的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参见 u w ie ， 
1985 ) o 然而,这种模式不能为市场中的积极发明和革新提供激 
励〔或信息)。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正是预期的所有 
权收入才诱使私人投资者承担发明创新的风险。而在社会主义 
社会，没有人具有这种革新的动力,结果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这种批评。虽然他 

们坚持认为现有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大规模投资既不是“英雄的” 

成绩也不是企业家才能的结晶，但他们确实承认马克思和熊彼 

特 （ 19 76 ) 所预期的“企业家的死亡"有些夸大其词^他们强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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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主要集中在非挣得性收人，即资本 99 
主义中的食利因素这一问题上，同时他们承认资本家所从事的 
一些工作（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协调)也代表了重要经济功能的发 
挥，这在任何所有制形式下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或多或少地 
带些遗憾地承认,必须鼓励其正的企业家精神(他或她引进了一 
种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一项新的生产方法)。在劳动是收人的 
惟一源泉的经济社会中，企业家从事着尤为坷贵的工作，他们也 
必须得到相应的激励和回报。在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 
模式中，“对私人企业家的努力所给予的物质激励与现存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激励一样多” （ Yunker ，1988， p .76)。 然而，尽管容忍 
或甚至鼓励私人企业和企业家式的资本家的存在，大多数市场 
社会主义者还是提出了要把这些企业(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 
模，或者其创立者死亡或退休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的问題(参 
见只0^，1991,0.566)。他们的意图是要把真正企业家罕有的 
才能的(可能是慷慨的)酬报与私人资本所有者的非挣得性收人 
区分开来。 


企业结构和管理 


尽管消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差不多为所有的市场社会 
主义者提供了共识,但他们在企业结构和管理这一问题上却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从米勒和埃斯特林 （1985 tP .6) 的论述中，我 
们可以看到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者对待企业管理的四 
种不同类型的态度： 

K 自由主又的立场 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每个人对生产 
资料的平等权利,至于人们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则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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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2. 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如果国家能够运用税收和规范 
力量矫正诸如收人差距等问题，那么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形式 
是社会主义可以接受的因素。 

3. 共同决定的立场企业中资本和劳动的各自权利应该 
重新理解为劳动-资本合作的关系，双方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取 
得各自的利润^ 

100 4. 工人合作社的立场市场社会主义企业一般应采取工 

人合作社的形式，资本从外部提供，这些资本只有获得利息的 
权利。 

米勒和埃斯特林把工人合作社描绘成为“从社会主义观点 
看来是最适宜的形式”，在米勒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纯粹”形式的 
概括中，“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应被组织成为工人合作社 ” （Milfer 
和 Estrin , 1985, p ,6 iMiUer , 1989, p ，10) 0 还有许多市场社会主义 
者把工人自我管理当作最好的形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市场 
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达尔在其《经济民主序言》 
中这样 写道： 


在关于私人所有权利的种种推断论述中，没有一种论述能 
够成功地说明企业私人所有制的合理性……结果，民众 
及其代表被授权通过民主程序决定经济企业的所有权和控 
制权，以求实现……请如民主、公平、效率以及理想人格的 
培养等价值。这种对最小的个人资源所赋予的权利对于一 
种好的生活来说可能是必要的。 （ Dahl ，1985， p .83) 

在经济市场和一个维护法律的国家所限定的范围内，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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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建立自我管理型企业来实现。这是“经济企业由集体 
所有并由其内部工人民主管理的制度” ( DahU 985. P .91)。 

让我们再看一看塞卢奇的观点 & 他的立场与达尔接近，但 
他的观点是建立在他所发现的“马克思关于人的经济解放的观 
点和政治解放的观点”之间的矛盾的基袖上： 

马兖思的学 if + $社会主义概念，包括一个基于特权与瑕 
从之间紙1^(_等_级_)关系的单一社会工厂。可是他的 參亨丰 
的社会主义概念却是基于横向平等关系的自我管理“ A 
自由联合体和社会共同体。 （SeluchjsigTOfP.xi。 强调部分 
本书作者所示） 


我们已经看到，塞卢奇反对马克思关于废除市场的经济现点。 

在论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设想时，他俱导一种“劳动自我管 
理”模式,在这里“劳动是收人的惟一源泉,生产资料由那些使用 
它们的人所有和进行社会性管理 ”（1979, pp . 179—180)。依据 
塞卢奇和达尔两人的观点，企业内部的民主化是实行市场社会 
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消灭法人企业资本 
所带来的分配结果。然而，这些“劳动自我管理”模式的倡导者 
在资本所有权、工人/所有者的地位、企业管理的内部结构以及 7 W 
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利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些问题 
将在本书第六章进行讨论)。 

尽管有许多评论家追随乔恩•埃尔斯特的观点，认为“市场 
社会主义(只 是) 一种劳动合作制度”，但也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市 
场社会主义应最好由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组成。 3 较为保守的 
市场社会主义者,例如扬克和斯陶贝尔，则偏爱“没有资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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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仍然保留现存资本主义企业中劳 
动和管理之间的等级关系尽管斯陶贝尔也倡导一些市场社会 
主义的制度性安排，可他却表示偏爱自己所称的“充分市场模 
式 '即“完全模仿竞争私人资本主义的特征，只是由公有制代替 
私有制，运用税收政策消除大规模私人和家庭財产以及其他一 
些极度经济 不平等 现象” （ Stauber ，1987， P .187)。 虽然他对西德 
和瑞典经验中的那种共同作决定的方法表示赞同，但却对实行 
“过多”工人控制所具有的效率表示怀疑。他对南斯拉夫经验的 
评论 也是着重强调工人自我管理的弊端 （1987, PP . 300 — 311 >。 
与 此同时，在扬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现存的大规 
模公有化企业的管理者同样享有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拥有 
的那种处置权”，包括控制“生产的水平、价格、市场费用和广告 
费用……雇用与解雇工人以及税后利润分配，等等” （ Yunker , 
1988, pp .7>。 除了这种对工人有效自我管理能力所持的保守 
的怀疑态度之外，还有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条 
件下,经济成果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企业的工人，而是属于整个 
社会。约翰 * 罗默模式就包含这一立场。罗默对工人控制“颇为 
怀疑”，担心它将“妨碍利润最大化目标以及与之相伴的效率的 
实现”(尽管他也认为工人控制与半独立的经理阶级的过分权力 
相比是“危害较小”的； Roemer , 1991， p .567)。 他进一步指出，在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并不拥有自己于其中工作的企业，尽管 
他们要继续从这些企业中得到(有差别的)工资，但是任何一个 
企业的利润都应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在资本所有者(即每个人)之 
间进行分配 （199 I ，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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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 


101 


罗默的论述促使我们认真考虑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更 
重要的方面——收人分配。社会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 
制度时至少特别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收 
人不是自己挣得的，而是（或)从真正的所有者——创造利润的 
工人那里剥削 来的； 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利润分配不 
当，收人分配的最终结果差异悬殊，令人无法接受。这违背了社 
会主义的分配公正原则，破坏了使社会利益真正、普遍共有所必 
需的条件。第三，收人只与< 付酬) 劳动相联系，而与人的需求无 
关。市场社会主义者部分接受了上述批判意见。 一 般地说，他 
们的立场源于塞卢奇所描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則' 
即 、被雇 用的)劳动是收人的惟一源泉”（1979,卜179)。 

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都非常愿意接受那种源于市场上不 
断变化的劳动价值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收人差异。按照诺夫的 
说法，“收人差异(一种劳动市场)是替代(不可接受的)指令劳动 
的惟一已知的方法 ”（199]， p .231)。 总的来说，收入的绝对平等 
(塞卢奇称其为“原始平等主义”)经常被指责为“乌托邦”，由于 
缺乏富足的条件，它必然导致对劳动资源的非经济使用，而且就 
劳动的专制性分派而言代价太高难以接受。但在市场社会主义 
条件下，现存的收人差异会被大大减小。首先，大规模财富得以 
形成的资本私人所有制这一源泉已被废除。第二，至少在合作 
社内部，工资收人的分配将由所有工人（民主）决定。尽管为了 
吸引技艺熟练的工人而不采取平等分配工资的做法，但是工资 
童的差别应賊至3:1或4:1的比例。市场社会主义者经常援用 


127 



西班牙北部蒙德拉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经骏，作为合作制能够 
减小工资差异的部分证椐 （ T ^ iomas 和 Logan ，1982; Nove ,1991; 
Estrin , 1989), 第三，由于废除了资本私人所有，这种工资差别 
反映的只是_买力的差别，而不是经济决策权力的大小。第四， 
在整个社会层次上的工资差异可以由国家进行干预，国家可以 
实行相应的工资政策，可以通过在市场之外提供非常重要的必 
需 品和公共利益（例如医疗和教育>的措施作为补偿 （ Nove , 
1991)。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这种折衷立场在塞卢奇那里得到了 
⑽非常简洁的概括广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纲领都依赖按劳分 
配这一原则。虽然这一原则与按需分配的理想比起来魅力较 


小，但它同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原則比起来却仍然具有较强的 
吸引力” （ Seluchy ，1979, p . 155)。 

鉴于这些广泛的共识因素，各种市场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对收 
人分配方案的设计訧各有千秋了。显然大多数人在市场社会主 
义条件下为私人资本收入的存在留下了空问，但这只适用于仍然 
为私人掌握的小型企业或者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同时也适用于那 
些主要由自己筹集生产资金的合作企业 c 当然，市场社会主义社 
会的绝大多数资本一般来说是社会所有的 p 人们普遍认为，在社 
会主义市场中，合作企业(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企业) 应 
该由外部来提供资本，企业要按照固定的利率从社会资本的监 
管机构或组织(国家、公共投资机构或公共持股公司、等等)借贷 
资金 D 借贷资金的企业要负责资本的保值和支付利息。 

由于资本为社会所有，所以它就不能成为任何人收人的组 

成部分。在某些模式中(例如米勒模式， 19 W 〉， 企业的纯利润在 

支付借贷利息后，“形成一个利润库，人们的收人就从中付给％ 

在米勒的合作经济中，每个企业都由其内部工人进行民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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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诸多事宜中他们必须决定在合作社内部如何进行收人分 
配”（1989,^10>。在其他模式中，企业的利润成为“社会红利收 
人” ( YunkeM 990 b ， P . l ]8) 的基础。它或者用于支付“所有社会 
成员的全部工资、比例工资和增薪部 * rt ( Yunker ), 或“形成在所 
有家庭之间差不多平等[分配]的保障收人'因为“这一部分国 
民收入……厲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人” （ Roemer , 1991, p * 
563). 在罗馱的模式中仍然存在着对(社会的)资本的回报,但 
它差不多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分配的。 

最后，可能还存在着源于家庭储蓄的收人。一些市场社会 
主义者，特别是詹姆 斯啦克 (1990 a ), 对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 
存在私人储蓄的利息收入深表怀疑 D 而其他的人则持那种较为 
传统的观点，即 :对储 蓄者的延迟消费应给予“报 IT 。 然而很清 
楚，这些私人储蓄应投人到(某种形式的)公共投资中，而不应 
成为“恢复资本主义”的代 用品。 

在罗默的模式中，市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毎一个标准公民 
都应有三个收人来源 :“工 资收入，它随着工人的技能以及劳动 
时间的变化而 变化; 储蓄收入，它在不同的家庭中置的大小也不 
同; 社会红利 t 从原则上说它在每个家庭之间的分配大体相等” 
( Roemer T 1991 , p *563) 0 

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 


最后，我们需要简要地考察一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 
国家性质的设想 & 当然，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 : 
在人们心目中消除社会主义与专制国家和集权国家计划的失败 
联系在一起的那种不光彩印象，说明市场提供的经济效率能够 




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互相充分协调。像扬克那样的市 
场社会主义者确实将他们的变革计划(尽管也很激进)限定在资 
本所有权的非集权社会化的范围之内。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问題同‘市场与计划’的问题毫不相干”。他的主 
要目标就是确立一种为社会所有的“模拟物”，它“完全模仿市场 
资本主义的市场特征 tt (19 S 8， P .72>。 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 
主义……将没有明显的计划或调节意向 ”（1990 tP .136>。 然而 
即便是这种“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主义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者们 
的攻击，他们 认为: 一 种社会化的经济不管看起来具有何种程度 
的市场化倾向，如果在实践中经济控制权不是在集权国家的监 
管之下，那么资本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就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正 
如一些新自由主义批评家所敏锐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市场社会 
主义的倡导者实际上都赞同国家和某种形式的经济计划（修正 
过的)要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这样，在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社会所有制是 
实 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正如他们的 
敌意不是指向市场而是指向 资本主义的市 场那样，他们的批评 
也不是指向所有形式的计划 f 而是指向那种 集杈的、指令性的和 
无 所不包 的计划体制。在塞卢奇看来 ，一 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应 
该趋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 ft ? 虽然市场是进行合理经济配置和使用短缺资源、商品和服 

务的最有效的工具，但宏观经济（中央）计划则是促使市扬 
调节适应椙利优先的最有效的手段。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 
必不可少的。在我们已知的所有类型的计划中，$亨，吁 
$竽哼 ( 兮号学的>社会计划才与市场和劳动自我管4 ft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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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SeliK ： ky ,1979, p .208; 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示）。 

同样，埃斯特林和温特尽管也发现“与非集权化和效率相关的有 
力论证促使我们赞同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 机制' 可是他 
们仍然强调某种形式的指导性计划的必要性，一种专门关注计 
划的制定和确立的非集权化的，最好是民主的，协商和讨论过 
程” <Estrin 和 Winter, 1989, pp* 115— 116;Brada 和 Eslrin, 1990;Es- 
trin 和 Holmes, 1990h 在埃斯特林和温特看来，指导性计划具有 
的非约東性和协商性质使其与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典型的行政集 
权计划迴然不同。在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政府将拥有 
干预经济、指导投资方式和规模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 “不是 
通过命令体制来实现，而是通过控制利率的途径来实现，不同的 
产业部门可以根据这种利率从国家银行借贷资金” （ Roemer , 
1991 小 563 )。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明确否定不含市场的计划经济的 
可能性，但他们也在某种新形式的“混合经济"中为计划和国家 
所有制留下了重要的位置。锡克的“人道的经济民主”模式就包 
含着“宏观经济计划”的复杂机制 < Sik , 1985, P . 133—229)。在锡 
克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中： 


长期规划和中期计划将决定生活质 量合理 发展的安观结 
构。这将包括增长速度的确定……必要的持续和协调的投 
资发展……关于工资增长、工资差异和利润分享定類的 
计划确定。 (1985, p ,320) 

以上所述是通过“计划经济政策、收人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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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现的 ”（1985, P .321)。 

诺夫的计划目标看起来可能要温和些,但其广泛性毫不逊 
色。 在他 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 式中，中央”将发挥“一些非常重 
要的功 能”： 

首先，重大投资将是它的责任。第二，……计划者要努力 
监督分散的投资……第三，在管理诸如电力、石油、铁路 
等“当然的”中心生产活动，中央将起直接的和主要的作 


用。第四 t 为自主的和自由的产业部门设定基本规范也是 
一项主要任务，在发展失衡的情况下保留干预的杈力。显 
然中央还应该具有 与外贸 有关的功能。中央要制定长期计 
划草案。 （ Neve ， 1991, p ,220—221) 

此外，诺夫还设计了一种“中央国家企业”，由国家所有和管理。 
它可能包括那些“至关重要”的大型企业和公用事业，至少要对 
一些 “银行 和金融"机构进行管理 ( Nave ,199 U PP .213— 214)。正 
如诺夫承认的那样 ，国家 的作用将会很大，它是所有者、计划 
者、社会经济优先权的实施者 ”（1991， p .247>。 

最后 ，在市 场社会主义,和现存的福利国家相关的诸多福利 

商品和服务(在医疗、教育、收人补贴、个人社会服务和住房领 

域)仍然由国家负责。塞卢奇用很长的篇幅论证说，就为医疗和 

教育提供的经费和设施来说，“按劳分配”的原则将让位于“按需 

分配”的原则<1979, p . 163—168)。同样，诺夫也认为，在他的 

44 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一些领域(教育、医疗等)将自然排 

除在市场式的标准之外 ”（1991， p .246>。 米勒坚持说“社会主义 

者在福利提供的形式方面不应拘于教条”，总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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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和医疗事宜（无疑是关键的福利商品）来讲 t 争论 
的天平当然要向支持公共制度方向倾斜，同时要结合充分 
的消费者选择 回素； 在其他方面……看起来最适宜的主 
要是依靠市场，在必要情况下公共权威机构将发择辅助的 
资助作用 （ Miller ， 1989, p .3〗7)。 


朱利安•勒•格兰德在与众不同的论述中指出，国家最好应 
该从一些福利供给领域中退出，但要负责重新分配人们的购买 
福利商品的能力，以支持那些没有多少资产和机会的人 （U 
Giand , 1989) o 在他的“左翼票券”制度下，国家要分配指定用于 
购买福利服务的票券，以不成比例的价值给予那些拥有极少资 
源的人 D 这样消费者将在福利商品市场上从相互竞争的供给者 
那里购买自己的福利商品和服务（受限于一些国家标准和监 
督) Q 这种主张与格兰德自己努力洋细论证的另一个观点相呼 
应 , SP :在现存的福利国家中，正是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从“免 
费”服务的供给中得到了较多的利益 （Goodin and Le Grand » 
1987). 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的最有效的方法不一定就是提供 
免费服务，而是直接地重新分配初次收人。显然，格兰德的方案 
代表那种增加市场的福利提供能力的见解，但是到目前为止它 
只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般规则。 

结 论 


显然，我们可以通过西欧和北美的一些理论家了解到当代 
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的观点至少部分地回应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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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一部分所列举的社会主义正在面临的种种难題。因此.市 
场社会主义者关心现存社会主义模式的无效率、高度集中计划 
的不可行性、国家干预的不受欢迎和有限的能力以及扩大经济 
民主的机会等等。总之，他们试图重新定向我们对市场的思维, 
以使市场在复兴的社会主义政治创新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因 
素。在第三部分，我将考察一下这种新型的修正主义将被证明 
是如何必要。在第五章我开始讨论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根 
本不相容的种种反对观点。 


注 释 

1具有代表性的讨论,参见吉莱斯比 (Gillespie) 和帕特逊 （Paterson) 的著 
作 0993) 。 

2关于新自由主义者赞同市场是一种有缺陷的但却是“害处最少”的机 
制的观点，参见 Lavoie(l985) & 

3埃尔斯恃声称“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和处于少数地位的合作社和睦共 
处'这极大地修疋了他自己的结论 (Ela 财和 Moene, 19S9b. 第26页）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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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市场社会主义评价 



第五章市场社会主义 ：一个 

“自相矛盾的概念”? 


111 


人们对第二部分所槪述的模式提出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否 
定意 见是: 社会主义和市场是根本不能相互协调的。从传统上 
看，这种反对意见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的共同立足 
点。 这样，市场社会主义者就同时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诘 责:那 
些认为市场是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有害制度的人，就 
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社会主义 的”; 而那些认为“真正的” 
市场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无法协调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右翼，又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两方面 
的批评都意 味着：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见 
de 3^,1990; MandeU 986)。 在这一部分，我将考察一下这两 
种否定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一、 反对市场社会主义之一 :来自 
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 


有一点看来很明 显:即 便我们不会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者 
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立场，我们也不能期望自己会毫 
不含糊地确立起关于社会主义(不论这种社会主义是“传统的” 
还是其他的)的实质性的和确切无疑的建议。在本聿中，我将列 

137 



举一些传统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本性的主要观点。这些即便不 
是全部 ，它们 也依序散见于不同时期和不 同背景 下的社会主义 
者的著作中。我认为可以通过这些观点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 
112 主义者提出的最为深刻的反对市场的意见。当然，我这样做并 
非意味 着:把 这些意见合起来就构成一种对市场社会主义者之 
市场工程的纲领性替代方案。然而，这种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 
观点至今仍然是对市场的局限性所作的最为系统和最有见地的 
说明。如果我们考虑到目前有一些人为市场所编造的种种普遍 
性神话，即便假设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批判市场的观点从来不曾 
存在过，我们今天也不得不自己提出这样的批判 t 即便我们将这 
种“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积极意义都排除掉，它对于评判那种 
既倡导社会主义同时也倡导市场的构想也是大有用途的。相应 
地，下面的讨论就是围绕着涵盖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七种近似 
公理的命题而展开的。 


命题^ 

市 场产生不平等 市场会造成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严重不平 

等，这有悖于人类追求平等的愿望（哪怕是非常温和的愿 
望）。 


尽管我坚决反对任何一种确认社会主义固定标准的尝试，但有 

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 ：对平 等的追求是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内容。的确，贝尔基 ( Beiki ) 把平等主义描绘成是“社会主义 

的经典原则 ”（1975， p .25)。 遗憾的是（至少是为了便于分析的 

缘故），平等原则也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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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同和倡导，其中甚至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人们争论最 
激烈的问题并不是平等本身的适意性,而是应该追求什么样的 
平等(诸如条件平等 、机会 平等和 受尊重 的平等，等等）以及这种 
平等(和其他一些被倡导的原则，诸如需求、应得和个人自由）可 
能产生的一些合理的不平等。 1 传统社会主义营垒中的观点五 
花八门，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或许他们存在着这样一种共 
识: 平等是具体的、实际的，远不止于一种纯粹抽象的原则，所以 
在某些方面讲，条件均等是社会主义者的理论重心。但不论如 
何，对绝对的条件平等的追求是罕见的例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 
将其视为空想(最好地讲），甚至经常认为它是一种反面乌托邦 
(如杲考虑到用以维持它的制度设计与此同时，平等原则也 
受到其他一些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制约，诸如对 〈不 平等）需求 
的公平(但不平等的）回应。但不论如何人们广泛认为，正是使 
财富(地位和机会）的分配相差悬殊的市场产生了不能为社会主/以 
义者所接受的各式各样的不平等。 

虽然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现是复杂的和有限定的，但是一 
些市场社会主义的变体理论看来并不接受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这 
种立场。 例如雷蒙德，普兰特 （Raymond PIant)( 比较含糊地）认 
为，虽然一些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比新自由主义者持有更为 
积极的自由观，但他们仍然把这种自由视为“出发点的而不是结 
果状态原则 、PUm，1989) c 根据这种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理 
论，市场之所以还需要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使市场的出发点更 
为公正和自由，但它不会顾及市场交换和交易的结果。这种构 
想存在着许多难题，部分是因为:从一方面看来，无限循环发生 
的问题可能是可 被接受的不平等的结果状态 ，但从另一不同的 
方面来看，它又可能是另一种新的交易中 不可接受的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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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问题。 还有一点很明确的是，是否考虑“结果状态”，是人们 
用以区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标准之一。尽管人们 
(基于考虑自由、效率或甚至公平)可能偏爱这种激进的市场社 
会主义方法，但它是否应该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我们这里还无 
法断定，如果我们不想严重扭曲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正常理解的 
话。 

至于不太“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是否赞同传统社会主义 
的平等观，这不是很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市 
场社会主义者会反对下面这种立场 :现存 的通过资本主义市场 
进行的财富和机会的分配过程，必然存在着为社会主义者所不 
能接受的那种形式和程度的不平等。他们的理由 是:在 市场社 
会主义条件下，随着大规模私人资本的废除，不平等会迅速降至 
能被人所接受的、保证整个社会福利最优化的程度。现存合作 
企业的经验表明，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虽然这种不平 
等不是由于私人资本占有上的差异但它可以被大大降低，而 
且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限制。鉴于传统社会主义者对条 
件平等的要求是有限定的，那么这种温和的市场社会主义见解 
就可能极为适合批判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口味了。然而 
在合作市场经济中，不平等的程度是否能被大大降低，这是绝对 
无法断定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成功的合作社或甚至一个 
颇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个人的情况(诸如诺齐克 [ Nodck ] 所举的关 
于篮球健将的例子）。这神企业或个人所要求的价码会冲击收 
^ 人的级差比例为 3 :1 或的界限^对这类市场情况的限制和 
规范一定需要国家的具体干预（可是把国家干预降至最低程度 
却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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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二 


市场产生不公平 市场对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它不仅对人们的需求无动于衷，而且对人们的绩效和努力 
也漠然视之。在财富和机会的配置上存在着系统的阶级偏 
见。 

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这种批评的反应是 :是资 本主义市场不 
公平，不是市场本身不 公平; 而且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社会主义 
者对不公平现象的传统批判，首先考虑的是私人资本和劳动之 
间不公平的交換结果。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也是全部集中于资本 
主义劳动合同中发生的不平等交换现象。由此人们一定会这样 
假设: 消灭了私人资本，就能消除掉市场经济产生不公平现象的 
主要根源（当然这不能完全消灭其他的和也许可能更为严重的 
剥削劳动的基础）。消灭私人资本也必然对商品和机会的阶级 
间的分配产生实际的影响，这里所说的阶级是围绕是否具有私 
人资本所有权来界定的。但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上述解释并没有 
完全回答传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提出的批判。因为传统社会主 
义者还有一个批评观点，那就 是:市 场对人们的需求不能灵敏反 
应，也不能成功地回报人们的绩效和努力。 

戴维•米勒对这两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对于前一点，他较为 
合理地指出 :确认 什么东西才算得上是“基本的人类需要”，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基 
本的人类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可是还有一些人正享受着自己 
独特的非基本需求)。他还恰当地指出，建立一个配置商品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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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场机构以满足这些需求也是极为困难的(参见曼德尔的建议， 

Mandel ，1986, pp 」4 一 25 和 Martell , 1992, p . 159) 0 然而戴维*米 
勒的论述尚未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潜在核心。如果用较为 
激烈的话表达这个核心内容，那就是:因为市场只对具有市场能 
力（“支付能力”）的资源要素作出反应，而不是对需求作出反应， 


所以百万富翁就可以到法国南部去打发温暖的冬日，而靠领取 
补助金生活的人因为缺钱取暖而死于体温过低。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米勒对这个问题曾 

作出过一个回答。那就是，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通 

过一项能够保障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资源以满足基本需求的分 

配政策。这些资源要优先于那些用于满足非基本需求的其他资 

源' 与此同时，某些基本需求（例如医疗和教育)应该在市场之 

外得到满足 （ Miller ， 1989, pp . 148 — 149)。我认为，米勒的建议 

(如果十分合理的话)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作出的切实妥 

协。但也就是这一点，使人们对米勒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市 

场”性质产生怀疑。只有那些强烈倡导高度集中计划的人，才会 

间意米勒的建议，对“日常个人商品——食物、衣服和住房等等” 

采取非市场供应方法。而且米勒的建议被人们认为是设想建构 

—种和现存的（即使是激进的)福利国家极为类似的组织。在这 

柴福利国家中，一些福利供应是实物性的(特别是医疗和教育）， 

而 W —驻福利项目，请如补助金和收人补贴，是以货币形式再分 

配给受惠者，以保证他们能够在市场上购得商品以满足其基本 

m 求。至于这种再分配达到什么程度，在什么范围内所有的基 

本耑求都能优先于现存的资产所有者的需求而得到满足，都应 

由国家来决定(或多或少地通过民主方式>。米勒坚持认为，“建 

立了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能够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换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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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大部分需求' 然而这种建议又是以尚待证明的假设为 
证据来论述问题，社会主义者如何 事先做 到充分公平的苒分配 
以实现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呢？上述所有这些都意味着 ：和市 
场社会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市场社会都需要一 
个釆取强有力干预措施的国家，而且这种国家干预要比我们目 
前所看到的福利国家的干预更为广泛。 

米勒还提及传统社会主义者声言市场对利益的分配与人们 
的绩效和努力无关。米勒同意，这种论点也许对于反对资本主 
义市场有效 t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来说，它就大错特错了。这是 
因为，如果消灭了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个人和企业获得的有差别 
的收人将会反映出他们的资源的市场竞争能力（或满足需求的 
能力）。这种市场上的不均等收人是对高效率、辛勤工作、企业 
家才能以及个人天赋的回报。虽然人们也可能由于幸运在市场 
上获得意外之財，但这种好运是分散和偶然的，远不是像在资本 
主义社会那样具有累积性。 

看来，消灭资本私有制的假设又一次架空了传统社会主义 116 
者关于市场带来不公平分配这一重要论点。的确，传统社会主 
义者最尖锐的批判一直是针对“食利者”资本家之“非挣得”收人 
与财富的真正生产者之毫无生活保障和穷困 潦倒。 但是废除私 
人资本所有这一假设并没有使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如下观点失去 
说服力，即那种市场分配在任何必要的道德意义上说都是“值 
得”的言论是错误的。显然，传统社会主义者是要反驳米勒关于 
(道德上值得的)价值与市场价格相应这一等式。例如，难道麦 
当娜的演出价值一定是几百倍高于那些进行日常劳动的家庭主 
妇的工作价值吗？约翰 •克里 斯特曼 (John Christman ) 认为，如果 
考虑到实际市场中存在的运气和不平衡现象，米勒关于商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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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其生产者应得之间的假设的联系是站不住脚的。还有，米 
勒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要素都应获得与其所 
创价值相等的回报”这一观点也颇受怀疑。森 （ Sen ) 批驳说，这 
种关于市场的“个人生产观”是“很成问題”的，因为生产过程必 
然是社会性的，要计算最终产品中任何一个生产要素最低限度 
的贡献“实际上是个幻想” （ Miller , 1989, P .172; Sen , 1985, p , 
16)。这种边际计算对于生产资源配置来说可能是合适有用的 
工具，但它不能成为对道德所值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即便人 
们接受了米勒公平代价的前提，却还仍然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问 
题。米勒承认，他的观点对一些人来说(例如罗尔斯，或另一位 
市场社会主义者约翰 * 罗畎)确实不能接受。这些人根本就不赞 
同对源于不同天陚能力的回报是值得的这一观点 （ Rawls , 1973; 
Roeme r ，1982 和1991)。最后，也如米勒承认的那样，他的理论是 
以“市场趋向竞争均衡状态”（1989，心172)这一假设为前提的。 
但传统社会主义者及其对手奥地利学派从不同的立场共同指 
出，这正是我们不能对市场作出假设的事情。至于米勒对这种 
批评意见的答复，我们最好在下面作出论述。 

命题三 


市场产生不公正 从传统意义上说，没有财富(或没有资 
本)的工人的致命弱点是经常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受剥 

削地出卖给雇主。那种使市场运作起来的利润的源泉是工 
人的无偿劳动。 


爪 显然，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者来说，市场造成剥削的秘密潜藏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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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中。各种形式的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都认为，表面看起来非常平等的劳资市场交換，实际 
上掩盖了资本所有者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资本 
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剥削工人，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中占据制度性 
的特权地位;所以，消灭了资本私有制（只要替代它的不是国家 
资本主义 h 也就消灭了工人在制度上遭受剥削的条件(尽管这 
没有改善工人在国内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减轻工人失业的压 
力）。米勒认为 （1989， P .〗15 —116)，即便市场社会主义还存在 
着剥削，它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长期的制度 
性剥削环境。而且那种破坏均衡条件的事情（如垄断)一旦发 
生，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通过国家干预来矫正。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卷人目前关于“什么才是剥削”这样复 
杂的问題的争论（当然对这个问題社会主义者应该给予合理的 
关注），我只是关注以下三点 L 第一，消灭了资本私人所有制，无 
疑也就消灭了传统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的基 
本前提。然而这又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由 
谁控制那些已经社会化了的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资本要素？左 
翼和右翼都有人声称，社会所有制（特别是在国家控制 之下） 所 
产生的剥削工人的机会要比资本主义市场通行的做法还多。第 
二,我们可以对米勒提出的非剥削标准(基于竞争均衡状态的非 
强制交换>之充分必要性提出疑问。例如有一些社会主义者指 
出，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换即便发生在均衡 
价格基础之上，且能眵满足米勒提出的公平交换的其他条件，它 
也极具剥削性。如果恰当地回答这样的质疑要依靠进一步控制 
“公平交换”得以进行的那些参数和条件，那么显然就是把重心 
放在公平市场交换的非市场条件上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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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进行讨论。第三个问题是，米勒提出的关于非剥削市场 
形成的条件是否能够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况下实现^人们当然 
ns 可以想象个人（和企业？）可以在不受各种市场力量限制的情况 
下进行交换，但是如果超出新古典经济学教义的范围，我们很 
难设想这种假设的交换关系能够在现实经济中维持多久。在过 
去的150年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遭遇并不 
见佳，特别是它的资本 主义剥 削过程理论。然而，很少有人去批 
评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竞争趋向垄断的论断。这一论断形成了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奥地利新自由主义者和传统经济学 (它 认为 
垄断的形式是市场失畋的长期形式）的共同基础，如果我们承 
认巾场不公正的重要表现是由于剥削的存在，那么对米勒的观 
点构成真正桃战的并不是能否设想一个不含剥削的市场，而是 
能再设想出这种市场得以在其中运作的历史和组织环境。当 
然，人们有可能认为米勒提出的非剥削性交换标准不能被当作 
是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存在的经验关系，它只能被看作是 
用来评判现实存在的任何一种交换形式之缺陷的基准。但不论 
如何，如果真的采取了这种标准的话，那么很显然，人们就必须 
着重:关注如何在市场之外确立市场交换的限制性条件了。 


命题四 


市场卢生无效率 从各方面来看，市场对商品和机会的盲 

目配置就是经济无效率。短缺资源的过度开发，商品的过 

度生产，市场主体的过度消费,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周期性利 

用不足，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的 
无效率。 


146 


长期以来，市场无效率的断言在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 
的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他们认为用以取代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 
义经济一定是计划经济。最近，这种观点被一些人重新加以阐 


释，用来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MandeK 1986和1988; 
Elson , 1988; Devine , 1988;早期悍卫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社会主 
义替代方案的论述，见 Dobb ， 1955)。在戴维恩 （ Devine ) 的系统 
阐释中，“计划经济能够自觉地塑造经济行为 ，与 个人和集体确 
定的需求相一致，而且能够治愈市场经济染患的流行性不稳定 


之疾 ”（1988， p .5)。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在于“它以自 
觉计划决策的事先调节代替市场机制的盲目和无政府的事后调 


节 ” 。 ( Devine ，1988， P .18 t&M 0’ Ndll ，1988)。 而正是传统计划 
经济的这种“巨大力量”，市场社会主义者宣称要把它抛弃掉。 

当然，这种反对意见的力量主要来源于关于计划经济可行 
性的主张。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承认， 在相当适宜的条件下 (社 
会需求明晰、没有信息流失、计 划系统 合理运转），计划生产可能 
要优越于市场调节。但他们认为现实的经济生活远远满足不了 
这些最优化条件，所以人们就一般地倾向于偏爱市场。并非因 
为市场能够提供非常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分配，只不过因为市场 
的无效率性较 少于集中计划。根据“现实"计划 经济的 历史记 
录，计划的捍卫者们必須提供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更有力的证据, 
以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主义”抗衡（关于计划模式可行性 
的几种论证，见 Mandel ，1986; Elson ,1988; Devine , 1988) 。然而， 
尽管我们对捍卫计划经济的理论有保留意见，承认支持传统社 
会主义者反对市场的理论的关键力 量也还 是很重要的。我们在 
讨论市场产生不平等和不公正时膚提到过资源配置失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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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市场对短缺资源的滥用又将会使经济决 


策普遍政治化(见 Pierson J 991 a , p + 218) 0 任何 一 位亲身经历最 
近十年英国经济滑坡的人，都看到了两次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可 
能长期性的大规模失业。他们毋需提醒就能认识到，市场并非 
总能够保证资本和劳动的最优运用这一来，左翼对市场所保 
证的有效率的任何一种认同可能都要大大修正。 


更重要的是，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市场只能在给定 
的规范框架内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了那些最无政府主义 
的新自由主义者外，这已经成为各种经济理论流派的共识。问 
題的关键在于这个规范框架的范围大小。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 


说，它当然越小 越好; 而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为自己 
的有调节的市场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标准。他们希望看到，即便 
V 20 是社会主义市场也要受到各种规范制度的调节。所以在市场社 
会主义者的著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下面这些 承诺： 实现充分就 
业，保证最低额的工资，改革收人和价格政策以及实行广泛的政 
府经济计划等 （ Nove , 1983, pp . 172—173,207—208, 227； Miller , 


l 989 ， pp. 29 5—298:Estrin 和 Winter , 1989,pp, 100—138) 0 毫无疑 

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国家干预市场持同情态度，认为通过这 

种干预可以矫正由于种族和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这些正 

是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完全合理的政策。但不论如何，我们可 

以提出两点质疑：（1)在何种程度上这样的设计可以恰当地称之 

为市场社会主义（如果考虑到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在某种程 

度上包括市场），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是 (2) 这种设计是否真正能 

够提供一种 替代奉 行干拽主义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方 

案。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来的失败景象是寻求市场化改革 

的原因之一。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市场社会主义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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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调节和计划框架可能要比凯恩斯福利国家战略的干预范 
围还要广泛，而后者正是由于组织机构过于庞大而不得不被抛 
弃。如杲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作用不容易被降低的 
话，那么市场社会主义者就需要认真考虑：国家干预如何更负 
责、更民主和更有效。 


命题五 

市场反民主 当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宣称市场是民主生活不 
可缺少的条件时，其批评家却认为市场是非常反民主的制 
度。只有把民主的实践限定在受正式政治影晌程度较小的 
领域——且容许市场内部私人资本独裁权力的存在——关 
于市场经济内部的民主幻想才得以持续下去。 

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显然很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能够回应 
“市场是绝对反民主的”这一观点的挑战。因为他们否定集中计 
划是经济民主化的有效手段，所以他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这 
一观点:市场制度，如杲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能够实现经 
济生活的民主化。这对于评判那种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 
种替代自由民主制的可行方案的断言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自由民主制的一个明确特征 是:承 认在政治领域(这里可以合理 
地运行民主程序）和经济领域(这里却不能）之间存在着制度差 m 
别。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反对这种区分。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仍然持这种见解 :不是 市场不民主， 

而是 资本主 义市场不民主 e 在论证这个观点时有两个基本要 
素 ; 第一，在经济权力集中在相关的私人资本家手中时，控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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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人将会对民主选举的政府施加不适当的影响。这样，在自 
由民主制名称下理应民主控制的政治生活，却被资本权力所篡 
夺 <Lindbkm，19f77，pp,n2—184> D 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 
义市场的第二个论 据是: “民主在工厂门前停下了脚 步”。 因而 
经济企业内部的决策，即便是在公有制领域，也是等级制和专制 
性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声称他们能够在改革的市场体制内克 
服上述两种弊病。第一，源于集中性和强制性经济杈力的不合 
理影响可以随着资本所有权的普遍 tt 会化而消失。第二，经济 
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的问題可以通过以工人合作社代替资本主义 
企业这种同样强硬的战略来加以解决。虽然这种企业内部的民 
主采取何种形式还不太具体，也不一定意味着废除(现在是经过 
选举的>管理权力，但是它把企业的生产控制权赋予全体工人的 
总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暂且不提资本社会化和实行工人合作社模式在实 
践中可能遇到的巨大障碍和困难的话，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市场 
社会主义模式能抵消传统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条件下民主之不 
可能性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原则上，资本社会化和合作经 
济方案与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市场非民主因素的几个 
重要主张是一致的。私人资本的不正当权力必然要被废除，资 
本不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内部全体工人控制的企业也倾向 
于将自己托付给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选择那种使资本主 
义管理的无限制权力得以强化的制度。 

可是，虽然这神模式为经济决策提供了比新自由主义所承 
诺的更为广泛的民主，但它显然还是一种 有限的 民主化 形式。 
市场社会主义承诺了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但没有考虑企业之 

722 间的民主，企业还同样要在市场上 竞争； 它承诺賦予所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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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以经济权利，但没有考虑到在所有发达社会中日益增多 
的（由于各种原因)被排除在受雇人口之外 的人; 它倡导对嫩覌 
经济决策实行较大的民主控制，但不期望对整个经济进行民主 
控制。对于那些把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合理民主管理视 
为民主实现之核心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对市场社会主义将企 
业内部的直接民主(措施)和国家层面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未加 
改革的)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做法感到失望。还有，市场社会 
主义模式确实给热衷于更多直接民主形式的人以某些鼓舞，工 
人合作社也确实为满足至少几项重要的标准提供了制度环境 t 
但是这里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协调平衡”问題，因为 :在整 个社会 
层面，仍然采用代议制方式进行管理。而在企业内部，某些形式 
的权威和决策可能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 (尽管 他们有责任心 h 
与此同时，相对来说本书少有涉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之中存在 
的民主管理不同层次之间的冲突，但很显然，在民主选举的政府 
和民主自我管理的合作社之间一定存在着冲突。正如一些评论 
家所承认的那样，这种紧张关系在配置短缺资源方面表现得尤 
为突出。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关于不同层次的民主之间的关系 
的理论还不完善和成熟。 


命題六 


市场反自由尽 管市场的桿卫者把自由视为市场的巨大力 
量之一 ，但市场的反对者却认为，市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 
是消极自由）实际上只是把处置权陚予拥有现存权力和资 
源的人。对于那些由于市场关系而处于依附地位的人来 
说，行 使自由的能力 实际上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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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传统社会主义的市场批评家看来，在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捍 
卫自由未免有些滑稽。确实，每个人都有在豪华的餐馆 进餐的 
自由，或者都有出版一份全国性报纸的自由。没有人会被禁止 
做这些事情^可是，只有那些拥有实际资本的人才有必要的资 
123 源做这些事。在实际生活中，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除了 
保证强者欺压弱者外，谈不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实际上，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抱有 


极大的同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有 
局限性的自由定义(界定 为没有强制） 方面傾注了巨大精力。他 
们认为对自由的完整诠释应该包 括行使 自甴 的能力 ，关于自由 
的观点要为“资源再分配提供支持，以赋予个人成为市场交易中 
有效的和自由的主体的能力” （ Hoover 和 Plant , 1989， p .212)。 不 
过，随着这种资源再分配的实现，市场运作会极为有效地使每个 
经济主体获得自由，因为市场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充分的 
反应，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加 强一种 
“发展了的个人主义”感 ( Miller , 1989, pp .： Z 13_219)。 

有必要强调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论述的自由与新自由主 

义者论述的自由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前者还为那种对市场行为 

更为广泛的干预过程辩护^然而,即便考虑到实现更大程度的 

资源平等分配和消灭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传统社会主义者还有 

很多理由对市场能够保证的那种自由持怀疑态度。第一,他们 

认识到“在现实世界里”，市场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新古典主义和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所假设的那种平等的使用权和处置权。任何 

一 种缺少(一再要求的)平等的再分配都将会把有效的市场权力 

转移到那些拥有特权的经济主体手中。第二，如果考虑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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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偏好的左右、生产者势均力敌的权力和市场提供的有限数 
量的选择(对于那些具有特殊的和反常的需求的人来说，情况尤 
为如 此）， 消费者并非真正拥有主权。第三，市场中的消费主权 
提供的是一种极为贫乏的人类自由概念。对于一些传统社会主 
义者来说，它陚予了消费自由不应有的重要地位,却以付出其他 
宝贵的自由为代价。还有一些传统社会主义者追随早期马克思 
的论述，认为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自由不过是那些被 
异化的、自私自利的和分化的个人的自由。依这些传统社会主 
义者看来，“真正的人类解放”是以克服“市场”为先决条件的 
( Marx ,1975; 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见 Rei 3 on ，1986)。 还有人认 
为，尽管市场被提升为作出选择的“价值中立 ”手段 ，但实际上它 
作为一种制度,却倾向于偏爱某种特殊的实际结果^无疑，市场 
正是对那些最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和合作行为非常不利 & 至/况 
于那种较为一般性的观点，即市场会强化与社会主义目标不一 
致的自由和个人主义，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命题七 

市 场“反 社会” 市场经济的分化的个人主义和“所有人反 
对所有人的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充分实现我们固有的社会 
自我的可能性。人类本质中的团结、互助和合作的品质以 
及社会本身的可能性完全被这样一种制度排斥了，在这种 
制度中，我们相互把对方作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视对方 
为实现自我目标的障碍。由于依附市场，我们可能实现的 
最好的社会组织也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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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者来说 f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 观点。 在社会 
关系以市场为前提的地方，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的社 
会性和集体性根基必然会遭到侵蚀(例如见 Devine , 1988^- 
teU ,1992>. 传统社会主义者一直否认这意味着压抑个性，他们 
的锋芒所针对的是市场社会中分化 和诗化 的个人主义。他们经 
常争辩说，从市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真 正的” 个性得以发展 
的先决条件。但他们一贯主张，克服了市场，就能带来共同道德 
的“发现'人们也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前提达成广泛和明 
智的共识。 

市场社会主义者面对这种传统观点深感不安 3 雷蒙德 * 普 
兰特 (Raymond Plant ) 就曾明确 指出广 最激进形式的市场社会主 
义在接受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评方面会走得很远， 
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是以 g 的状态和向好的方面设想为基础” 
( I 989 , p .63)。 虽然普兰特 自己的 主张非常审慎，但显然他还 
是过分看重了市场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的多样化，而 
且市场社会主义者从整体上看显然对这样一种观点持模棱两可 

的态度，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与之相应的“社会主 
义道德”。 

在把传统社会主义观点和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调和起来 

的尝试中，戴维.米勒做得最为熟练。同样，他的第一个目标就 

是论证社会主义者曾经归咎于市场的那些异化特征实际上都是 

资本主 义市场造成的。这种提法至少部分回答了传统社会主义 

125 的批评，因为这里大多数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是 指向任何形式 

的市场的。米勒从马克思对市场异化结果的批判中分离出三个 

方面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由于交 

换价值的介人而遭到歪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釆取了分离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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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对的 形式; 整个经济制度脱离了人们的理论和实际控制” 
(Mill CT ,1989,p.207 )。 米勒自己对这些问題的回答是，马克思期 
望的那种共产主义条件下发展了的个性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 
真正实现。但这如何能够避免衍生出来的异化问题呢？米勒的 
答案是:如果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是一种理智的和集体选择的结 
果，那么市场的大部分异化特性也就随之消散了。例如，在市场 
中， 特定的 结果都不是计划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超出了人们 
的控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市场（连同其不可预料的结 
果)作为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例如使产出或选择最充分）的最有 
效手段。作为发展了的个人，我们有能力在下面这种具有双重 
特性的社会关系中生 活:一 方面是竞争，一方面是合作（米勒以 
朋友间的网球比赛作类比 h “在市扬社会主义社会……工作 
看起来可能仅仅是工具性的……但是在根本上它被看作是共 
同参与的。因为每个人都明白交换制度会带来有益的结果” 
(Miller,1989,pp.220—223) 0 因为运用市场过程本身就是共同 
体的一种自觉和有意的选择，所以其结果不会超出人的（非异 
化)控制。 


米勒的见解确实很有创意。他很可以认为他的倡议与那些 
关注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的人可能期望的公有经济形式最为接 
近。但是我怀疑他的观点是否容易同传统社会主义协调起来^ 
首先，还确实存在着一些靠“选择市场”不能克服的异化因素。 
例如，没有什么理由相 信:选 择了竞争性市场就会 减弱稍 细的劳 
动分工造成的异化。第二，不论人们如何不满意,马克思的异化 
观点(米勒对此非常关注)很难同其通过“选择”来进行的解决方 
法调和起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异化可能要在某种更为 
激进的意义上加以克服一一就是说，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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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造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制度；消除传统形式的竞争、劳动分工 
和交换。我想最好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或空想的），而不是 
坚持它可以用米勒描述的方法加以修改。 

通过呀 传统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可 
以得出下面这一确切 结论: 在某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市场社会主 
义模式的典型特征与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核心主张难以相容。 
但在我们考虑这一判断的后果之前，我先要考察一下自由主义 
和新自由主义右翼批评家对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挑战。 

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之 二:来 自右翼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核心，及其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进行 

非难的基本理由，就是对市场绝对权力的普遍诉求^无论在东 

方还是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用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取 

代市场的尝试所造成的有害后果，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显而易 

见的“世界历史性”崩溃。同样，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基本上是建立在市场的最优能力与计划和国家干预普遍无能之 

间的对比之上。对于那种公开倡导市场的杜会主义形式来说, 

右翼的许多传统的批评和攻击意见看来与它毫不相干。与社会 

主义本身相比，市场社会主义易遭攻击的范围要小得多。可是， 

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批判，却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缺陷根 

本不逊色于它的传统先辈。市场社会主义(错误地）以市场为幌 

子伪装自己，这样它就比“真正的社会主义”更具危害性（也更缺 

乏连贯性 )（de Jasay ，1990， PP .33_35)。 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讨 

论(再三重复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否 

定论据，而是集中探究那些用来逋 责市场化形式 社会主义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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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具体的理由。 


市场： 真与伪 

在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诸多观点中有时存在这样一种说 
法，即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提倡一定不是真心诚意的，它部分反 
映了东欧的 经验： 实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只是试图在不松懈 J 27 
一党统治的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即便社会主义者的诚 
意已被认可，新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下面这种反对意见(在某些 
方面摹仿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 t 市场逻辑根本不能同(任何)社 
会主义政治实践的要求相容。尽管同其传统先辈相比，市场社 
会主义者对市场结果宽容得多，但他们仍然歪曲和篡改了市场 
秩序，而这最终会否定市场的全部优点。 

哈耶克的 Catallaxy : 普遍的市场秩序 

我们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中（特别是1982年和 
1990年的著作)可以看到关于上述立场的最权威和最完善的论 
述。无疑，哈耶克抨击的目标主要是以中央计划经济为前提的 
社会主义。虽然他也提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观点，但这些 
主要是兰格及其合作者倡导的模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模式 
实际上属于“中央计划内的分权化”范围，不是实行一种真正以 
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形式。甚至有一些(很不明确的>证据表 
明，在市场被允许发挥更广泛作用的地方，哈耶克对市场的苛责 
要温和得多(见 Lavoie , 1985 ) 0 但不论如何，哈耶克对传统社会 

主义的主要谴责理由显然也同样适用于更为市场化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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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核心理由在于他对市场秩序本质的 
理解 t 他认为，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 “ Catallaxy (普遍 
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上”。 “ CatalUxy ” 这个新词是用来描述“市场 
所产生的那种特殊的自发秩序，它是通过人们在所有权、债权和 
契约法则的制约下从事活动而形成的” （ Hayek ，1982,4. 2， p . 
109)。有趣的是,哈耶克 承认： 

如果社会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 


的分析果真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被迫保证收入分配要 


遵循某些道德原则，而且只有在賦予中央权威以指导可用 

资源的运用之权力时，这样的分配才有可能，而这要以废 

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为先决条件。 ( Hayek , 1990, 卜 
6 ) 

/2 S 但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只有通过竞争市场上 
的产品分配，才能使人们知晓他们应朝什么方向努力以求对总 
的成果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除此以夕卜，还没有发现别的方法” 
(1990, P . 7)。哈耶克接 着说： 

一边是由竞争市场产生的、自发延伸了的人类秩序的倡导 

者，另一边是基于对有效资源的集体控制而要求通过中央 

权威对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自觉安排的人们 Q 这两者 

之间的冲突源干后者的实质性错误 t 即他们无从了解这些 

资■源是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和利用它们 . 而通过遵循潜 

藏在竟争市场后面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 …… 与中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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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经济能够获得和利用的知识和财富相比，我们将能够 
获得和积累更多的知识和财富。而坚持中央指导性经济的 
人却声称他们是严格按照“理性”行事的。 ( I 990, p .7) 


与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性认识论错误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 
具体的纲领性错误。第一，社会主义者运用国家权力试图“改 
进”市场交换所产生的自发秩序。但在哈耶克看来，对市场的这 
些干预 将永远 达不到最佳的结果， 并永远 缩减总的社会福利。 
第二，社会主义者建立福利国家，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其明显 
意图是賦予劳工运动中的同盟者以特权，这违背了哈耶克所坚 
持的法律必须受制于“普遍适用的公平实施”规则。第三 ，社会 
主义者干预市场及其结果以求达到 社会的 公平，但哈耶克坚持 
认为 ，公 正只是一神严格的程 序性的 东西，它只意味着合理施行 
那些普遍适用的总体规则，而不顾及它的特别结果。最好地讲, 
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公平幻想毫无 意义; 最坏地说，它是有害的， 
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它意味着瓦解市场公平，剥夺成 
功者的财富，维持穷人的依附感，加强集团利益的特权以及侵犯 
个人自由。 


Catallaxy 和市场社会主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满 
足哈耶克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评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他们也否 
定中央计划经济的连贯性和效率,并且接受了许多关于市场具 
有不可缺少的认识论功能的观点。这是不是表明市场社会主义 
可以避开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提出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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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苛责呢？当一些左翼批评家讥讽市场社会主义已经突成了 
“哈耶克思想的注释"时 t 新自由主义评论家却认为市场社会主 
义对市场的钟情被他们自己不断强调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推翮 
T ( Tomlinson , 1990 ; de Jasa >, 1990; Gmy ,1992) 0 依哈耶克本人 

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该情愿以通过市场分配商品的做法取 
代中央计划,还是该把市场运用到特定的（即便是极为广泛的) 
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以求获得最有效结果或使消费选择最优 
化,都是不够的。 Catallaxy (市场普遍 秩序） 的核心要求并不是把 
市场运用到这种或那种环境，而是整个道德秩序都应该以自由 
选择的个人之间进行的市场般的交換为前提。 


三、社会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的 
“阿棊里斯之踵” 


我们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为了使自己免遭更为保守的左 

翼的攻击，他们声称自己所践行的是一种社 会主义 的纲领，因为 

他们强调要实行生产资料的 社会所有制。 的确,市场社会主义 

可以被概括地描述成为“社会所有制加市场'(如果有区别的 

话）正是这种承诺把他们同传统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区分开来， 

同时也为自己作为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提供了证据。相反, 

新自由主义者差不多一致认为，私人所有权，或用哈耶克偏爱的 

话说- “各自所有权 ’’(several properly ) ，是一个自由、公平和正 

义的社会不可缺少的核心制度。哈耶克认为，“人们可以运用他 

们的知识和智慧去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彼此间互不抵牾。 

而这一点只有在各自自由行为的领域界限被明确划定时才能实 

现'而且一定存在着一种规则使“受保护的个人领地边界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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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为可能，这样就把我的 （ meum ) 和你的 （ tuum ) 区分开来' 

这是“所有已知的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 （ Hayek , 1982, voLl ， p . 

107)。尽管私人所有权采取的明确形式可以变化，但哈耶克明 
确指出 ：“如 果不承认私人所有权，公正就不存在 ”（1990， P .34)。 

相反,市场社会主义者却要求实现社会所有制，新自由主义者 
确认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认识论以及道德方面最 130 
有破坏性之弱点的根源。 


作为自由和自治之基础的私人所有权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要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核心理论观点(市 
场社会主义者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 ：私 人所有权主要（和不公 
正地)是一种服务于特殊利益的制度，特别是服务于那些对累积 
资本具有处置权的人们的利益 （见 Ha y ek ，1990 t pp .77 — 78 k 但 
是，尽管颇具哲学思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谴责社会主义经 
济“无效率”，可是他们至少不会笼统地认为市场秩序的巨大力 
量仅仅在于它取得经济利益的能力。的确，依许多新自由主义 
者看来，市场经济的生产率只是其有益的 副产品 ，人们之所以倡 
导这种制度，大部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以各自 
所有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 基本价 值在于它对获取个人自由和 
个人自治方面的作用。因此，哈耶克和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 * 格 
雷 (John Gray ) 都赞同下述观点，即扩展的市场秩序不能从某种 
“享乐主义的”或功利主义的伦理方面加以说明 f 如果这样的话 t 
“我们就仅仅通过可以预见的、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愿望的事 
物来作出自己的道德评价了” ( H 吁 ek ,】990， pj )。 因此，市场 
的道德合法性恰恰在于它作 为个人 自治的重要前提之一所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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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Gmy,1992 ， P .19 )。 按照格雷的说 法，“ 自由 
市场能使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自己的目的和生活计 
划行事，不必依附任何其他个人或屈从于任何集体决策程序” 
(1 明 2 ， |>.19 )。 

p 

哈耶克和格雷的见解都属于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正统观 
点。这种正统认为私人所有权对人类个性的发展至关重要（参 
见 Reeve , 1986, pp. 136^143; Waldixm , 1988 )。 哈耶克这 样讲: 
“能够拥有自己的东西，不管多么少，它却是……独特个性赖 
以形成的基础，也是追求独特的个人目标所要求的环境” 
(Hayek f 1990 f p,63). 格雷认为，“正是从其作为保护和提高人 
们自治的促进工具的作用中，市场才最终获得了道德上的证据” 
(1992 ， P .19 )。 这样，否定市场社会主义的最为 原始的 观点就 
是 :人类 个性的发展以及个人自由和自洽的获得只有在私人所 
有权的范围内才有保证。 

“社会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所有制”作为一种介于私 
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第三种财产所有形式的真实存在 
深表 怀疑夕 一些最强硬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所有制”的 
提法本身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掩饰"。之所以设计出这一概 
念，只是为了隐藏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在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 
制之间作出 (惟 一有效的)选择这种客观情况。依德亚赛 < dej a - 
咐)看来，社会所有制”这一概念之所以被搬出来，是因为“国 
家所有制”的记录非常精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 社会所 有制， 
. 显然就是国家所有制哈耶克基本上也坚 





持同样的立场，他认 为 # 社会所有制”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一种温 
和的、非强制的和令人乐于接受的财产管理形式，可是在实践中 
它只是意味着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强制控制。从实质上看，所有 
权只存在于对确定的财产行使处置权的法律实体中。这些财产 
权利可以由个人、企业或国家行使，但决不可能由“社会”来行 
使。“社会”享有的这类所有权权利在实践中只能由国家来“代 
表它”行使。看来市场社会主义陷人了不能克服的两难困 境:它 
(在劳动、消费和商品生产等方面)积极倡导市场，以避免国家主 
义和曾经困扰传统社会主义的无 效率; 但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 
因为市场社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资本市场，所以他们从倡导市 
场中可能获得的所有成绩又都被损毁了。可是市场社会主义者 
之所以不想采取这一最后的决定性步骤，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新 
自由主义者也这样认为 h 正是由于缺乏资本市场，他们的纲领 
才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所有制的认识论和激励问题 

不情愿接受资本市场的做法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 
义”。同样，它也使市场社会主义容易受到那些削弱较传统的社 
会主义形式的许多其他弊端的侵害。苜先，由于没有资本财产 
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就暴露在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的 
批评之下。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冯•米塞斯 （ von Mb ) 的 
著作 ，那就是: 社会主义缺少那种有效运用有限资源所必需的激 
励结构 /只有 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以及私人所有者自己承受投 
资收益(或损失)的后果，才能诱导出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企业家 
行为。按照阿尔弗雷德_舒勒 (Alfred Schuller 〉 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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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权威的经济潜能的实质、范围和使用成本完全取决 
于所有权制度。如果在处置权和责任之间不存在充分的个 
人关联，那么就会有持续的动机以下述方式分割权威，即对 
资源价值的决策后果并不是由负责决策的人来充分承担。 
相反， 处置权越是为个人独有和与个人联系密切，它们就越 
是能够按照处置和责任相统一的原则被自由地加以运用， 

获得和运用企业家权利的动因也就更为强烈。 （1988, p . 

» « « 

62) 


依格雷看来,更为基本的是“认识论上的理由”才真正使“所 
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市场社会主义”不具合理性 （1992, 
47)。我们在拉沃耶的论述中看到，市场代表的是一种“不可言 
喻的知识的发现和传递过程” < Uvoie ，1985 h 在这一过程中，相 
互竞争的私人资本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财产所有权收人是 
携带信息的货币流动”，“用单一社会所有者的独白取代相互作 
用的私人所有者之间的对话过程，只能会消灭产生……价格 
信息的平等交换过程 "( Lavoie ，1990, p . 78)。格雷也持相同的观 
点： 


在缺乏市场价格的条件下，计划者将不可避免地缺少合理 
配置资源所需的关于相对短缺的知识。这是对中央计划的 
根本否定。现在出现的问 题是： ……在缺少资本市场的条 
件下，国家投资银行如何知晓怎样做才能对它们能够处置 
的投资资本逬行最有成效的使用呢？ （1992,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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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认为，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 
案，潜在的政策是根本性的……必须要有一个资本市场存 
在，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资本的私人或各自所有制的存在”。但 
这一结论对市场社会主义纲领又是致命性的。因为，如果恢复 
了资本市场，“我们至少又在重新创造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 
要素的道路上走了 一 半”（(^，1992, pp .46— 47)。至少依格雷 
看来，只要还没有获得“真实的东西'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停下脚 
步。 


社会所有制和合作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缺陷在其倡导者所偏爱的工人合 
作社这种企业形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合作经济是那些 
“不敢直称名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代替形式。因为在合作经 
济中所有权权利并不属于每个合作者本人(因为这一点它可能 
是“工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它们必须由“社会的代 
表”，也就是说，由国家来行使。所有权可能转移给一些互相“竞 
争的”国家投资银行，但这样做根本不能消除由于国家掌握所有 
的资本所有权而对自由和效率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第二，缺 
少真正的资本帘场意味着国家投资银行“根本无从了解合理的 
资源配置所需的关于相对短缺方面的知识” （ Gray ，1992， p .46)。 
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经济将会缺乏资本配置的多重空间，而这 
一点对于合理的经济决策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人不 
能持有资本会导致各种反常的经济动机的产生。缺乏资本收益 
这种经济动因，将会妨碍新企业的形成，从整体上看压抑了企业 
家的创造精神。和在中央计划条件下的情况一样，合作经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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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的资源配置也倾向于“偏爱有牟固地位的生产集团，出现很 
严重的逃避风险现象和故意掩盖投资不当行为” （ Gray , 1992, P , 
47)。在合作企业内部，对工人来说存在着一些反常动机，怂恿 
他们低于标准投资，不去成功地利用新的市场机会，限制就业的 
扩大以及浪费企业的生产资本。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和再分配 

最后，由于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致力于某种形式的“社会公 

正”和某种財富再分配措施 f 因而新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提出了一 

些反对意见。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已经看到 t 出于个人自由和经 

济效率方面的考虑，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容忍 某种程度的不 

平等的存在，但他们也相信 t 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再分配实行某 

种程度 的干预，也由于对社会公正的追求而具有正当理由。对 

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批评是哈耶克谴责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 

他争论说 :“在 自由人社会中[原文如此] t 社会公正的概念从严 

格意义上说是空泛的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这样的自由社会 

中，没有任何人的意志能够决定不同的人的相应收人，或妨碍 

他们部分地依赖偶然事件” （ Hayek , 1982, vol *2, pp .68 _ 69) 3 普 

遍市场秩序的规则和程序是,而且也应该是公平的,但是特殊的 

市场交易 结果及 其可能产生的分配方式是不具道德内容的。尽 

^ 管国家提高税收有其合理的目的，但它们不包括通过从一些公 

民到另一些公民的强制性资产再分配来促进平等(或任何其他 

分配方案)。同样，格雷也认为，再分配没有什么合理的道德基 

础。分配原则经常涉及一些个人或团体与另一些个人或团体之 

间的关系。“每种分配主义形式的错误[在于]其固定在没有道 
166 



德地位的关系性 质上” （ Gmy , 1992, p ,40) o 政治道德——个人 
福利——的惟一真正前提是要求我们满足所有公民 <可 满足) 的 
基本需求 ，而不是去关注收人 的相应 分配。依格雷看来,这可能 
会合理地说明极为广泛的国家行为(例如，加强有能力的福利国 
家和资助歌剧），但无力解释那种实行政府干预以支持某种特殊 
的商品和资源分配模式的做法。 

结 论 


显然，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概括的现代形式的市场社会主 
义面临着来自右翼和左翼两方面的具体的、系统性的挑战。一 
些批评家将市场社会主义谴责为无连贯性、无效率、不公平、不 
民主和反自由，而且根据市场社会主义者自己作出的反应，人们 
不得不说其中的一些批评意见颇有分量。但是它们不是像一些 
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对市场社会主义工程极为不利。因此，只 
有我们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观点是“正确的'可行的和穷尽了社 
会主义的所有“真正”内容，左翼的批评对市场社会主义方案来 
说才可能是致命性的。因为这些批评意见中没有任何一项特别 
具有说服力，所以，那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由于同这神正统的要 
求不相容而必须被抛弃的观点看来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如果 
我 fn 相信市场秩序真的像哈耶克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那种情况 
一样，那么新自由主义右翼的批评看来很重要。然而虽然哈耶 
克的挑战很有分量，且一些人认为它为批评市场社会主义提供 
了恰当论裾，但是这种挑战不会无可争辩地贏得胜利。当我们 
从普遍市场秩序领域转向现实市场社会时，情况尤为如此。哈 
耶克市场秩序中的许多看来合理的前提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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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 为市场社会主义被其倡导者首先视为一种实用的或可行 

135 的战略，所以我们应该首先根据现实可能性对其作出判断。最 

后，尽管来自左右两翼的联合挑战实际具体，但决不是两种倾 

向 中所有的观存 在反对市场社会主义方面同时具有效力。如果 

这样谴责市场社会主义 ，即： 既要求它抛弃社会所有制又同时要 

求它将所有经济资产国有化，既要求它追求社会公正同时又要 

求它抛弃社会公正，这样做看来就是违背常理了。（当然，为了 

跨越社会主义和市场之间的埯沟，市场社会主义最后当然有可 

能去拥抱两者的最坏方面.而不是最好方面。） 

有趣的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来自左右 

两翼的批评却一致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同一领域最有问题。这 

样他们就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地放在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和合作经 

济的本质上。我将在本书第六章里对市场社会主义手段中的这 

些重要因素进行详细讨论。与此同时，虽然左右两翼的批评家 

对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的本质有所涉及（非常传统地提 

及） ，但是他们(以及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本身)都没有对市场社 

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实质和民主化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 5 然 

而很明显，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要成为行动的指南，那么就要求对 

(岡家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所进行的再思考，应和对其经济制度 

的设计和改进了的市场等问题作出的考虑一样多。我在本书第 

七章对这些尚未充分考虑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題进行分 

析。最后，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有力论据(据说它 

能抵消其许多理论上的不完善和不连贯之处）就是它的可行性。 

在最后一章，我将考察所说的这种可行性，这不仅要对市场社会 

主义是否能够提供一种连贯的和可行的模式作出判断，而且更 

重要的，还要对它能否在现实情况(本书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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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为处于变化环境中的中左政治力量提供一个可行的政 
治纲领作出判断。简而言之，是否有人想做这件事情？而且，假 
若有人去做了，它能否成功呢？ 


注 释 

1关于“平等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论述文献福多，我在这里不能 

一_涉及。可参见 Baker ( 1987); t > workin ( 1981 );Milled 1993 )c 

2 对这一困难領域作出的有益介绍，见 Reeve(1987>,Ro™er(1982 和 
1985 )^ 

3参见 von Mises (1951)， Nuti (1992, p .22) 中援引。 

4对这个问題的近期争论，见 Roland 和 Sdtkal (1993)。 

5米勒 ( MmerJ 989) 是一个 值得尊敬的例 外 3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 
中所看到的 那样,尽管他对市场 社会主 义条件 下的民 主的论 述也存 
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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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劳动管琿的政治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在许多方面看来最 
为显著的地方，就是希望保留市场经济的许多配置手段功用，同 
时将这种经济同经常与其联系在一起的私有资本的统治分离开 
来。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 《虽然 远不是全部），生产者合 
作社和/或劳动管理型经济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组织形式,采取这 
种组织形式，能够使社会主义远离庞大的国家，并可以同被重新 
确立的市场经济的规则连接起来。 1 从单个企业层面来看，生产 
者合作社由其内部工人自我管理，这些工人已不再是雇员，而是 

I 

成为“企业的成员”。这种组织形式被认为是能够将市场的许多 
优点，诸如效率、革新、消费者选择、分权、多元主义等等，同那种 
与私人资本的统治剥削权力分离开来的财产制度结合起来。从 
宏观经济层次上来看，劳动管理型经济在没有私人资本统治监 
护的条件下，能够保证市场的效率和分权。本章将要考察的内 
容就是生产者合作社和劳动管理型经济在市场社会主义计划中 
实现这种重要功能的能力，及其必然产生的关于“社会所有制” 
性质的难题。 


一 、合作社传统 

合作社运动有着漫长的和令人瞩目的历史，盛衰交替 t 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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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现代形式的合作社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和30年代，英 W 7 
国著名的罗伯特•欧文和其他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傅 
立叶、布切兹和布兰克，在他们的著述和言论中都有源可及 
( Potter ，1891; Cole , 1953; Umbert , 1963)。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合 
作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一代较为现实的男女，其中最有 


名气的要属罗奇代尔合作社先驱者 （Rochdale FHoneera ) ( Cole , 


1945; Pollaid ,1967； Oakesshott , 1978) o 有一些积极分子认为，合 
作社原则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代表着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有效替代形式，只是在社会主义(不幸地)蜕变成为工联主义、集 
体讨价还价和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的时候，这种替代形式才失 
败了(见当然，曾经确实存在过工人 
阶级互助主义的重要历史传统，它们在某些环境中完全被国家 
干预破坏了。在英国，通过采取法定福利供给措施使友好社会 
边缘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GHbert , 1966; Pieson ，1991 a )。 但 
是,如果把生产者合作社当作20世纪劳工运动的一神可供选择 
的道路，便是一种幻想了。虽然有些时候 消费者 合作社据说已 
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尽管不可能是_种群众 运动） ，但生 
产者 合作社却常常代表着产业活动的极小部分 ( Estriii 和 Pewv - 


tm ,1987) 0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领域中(尽管存在一段时间的法 
西斯压制的插曲），生产者合作社长期以来占有重要的地位^它 
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具有特殊的宪法地位。1951年，意大利已 
经有2000多个生产合作社存在，雇用了55 000多名工人 （ Zevi ， 
I 982 , P .241 )。 到 1970 年，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著名的蒙德 
拉贡联合体已经合并了不止40个产业合作社，拥有8500名工 
人 ( H . UKHnas ，1982， P .131)。 但在这些国家，这代表的仍然只是 
经济活动的极小比例。在规模庞大的英美国家经济中,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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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作用仍然处于很远的边缘位置。据德雷克*琼斯 ( De - 
rek Jones ) 的记载，到1968年，英国只有30家长期稳固的生产者 
合作社，雇佣工人不足4000人 （Derek Jones , 1982 a ， p . 181; 1983, 
P .36)。 在庞大的美国经济中 J 也估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大约 
有不到500家生产者合作社，而且大多集申在特定的产业部门 
和地区 （ Jones ，1982 b ， p .54)。 

近20年来，生产者合作社的数量有显著的增加(尽管是从 
极为适中的基线上发展起来的）。据巴特莱特和他的同事们 
(Bartlett 和 Pridham , 199] ; Bartlett , Cable , Estrin , Jones 和 Smithy 

1992) 提供的材料说，到 80 年代中期，生产者合作社的数置在意 
138 大利已经达到20000家，在西班牙是6000家，在葡萄牙超过 
2000家。据托马斯估算，到1990年，英国的生产者合作社已经 
发展到包括1400多家企业、约有〗0 000名工人的规模 （ A . Tho * 
mas ，1990; 也见 Hobbs 和 Jefferis ，1990)。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意大利的生产者合作社领域的就业人员超过了 30万人。在整 
个 SO 年代，合作社领域的增长率也是令人瞩目的。在这个时期 
里，许多传统的产业部门面临着严重的萎缩,同时许多左興政党 
和组织(工会、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处境艰难，在这种 
情况下，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却又重新激起了学术界和政界的 
兴趣。然而，除意大利局部地区例外，在大多数经济合作和发展 
组织成员国的经济中，这种迅速扩展的趋势仍然使生产者合作 
社占很小的比例(例如，甚至到了 1990年，英国的生产者合作社 
人员占全国就业劳动力的 0.001 %还 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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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管理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虽然合作企业和劳动管理型经济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处于边 
缘地位，但它们确实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 
到 19 世纪(关于它们早期发展阶段的论述，见 Jones , 1968; Pot ¬ 
ter ， 1891 ; Fay ， 1908)。 在当代的讨论中，亚罗斯拉夫•范尼克 
(Jamslav Vanek ) 、本杰明•沃德 （Benjamin ward ) ， 以及在低得多的 
程度上，詹姆斯♦米德 （James Meade )、 布兰柯 * 霍瓦特 （Blanko 
Horvat ) 和艾弗塞*多马 〈Evsey Domar ) 等人的理论著作具有权威 
性。 3 当然这些著作都非常抽象，如果不具备经济学正式术语的 
背景知识，一般读者是很难理解的。关于赞同和反对劳动管理 
型经济的广泛的 理论观 点可以用许多非技术的用语来概括(可 
能有失准确)。由于多种原因，讨论劳动管理的现实经验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虽然合作工厂的近期发展为人们进行比较性和经 
验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真正的现实例证还是很难找到 
(特别是在我们对那种在任何时期都能延续的企业范例感兴趣 
的时 候)。 更为困难的是，我们从资 本主义条件下 的那些为数很 
少的合作工厂的经济活动中所发现的证据，很难用于说明它们 
在那种合作形式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可能的运作情况如何。因 
而，对于资本主义环境中完全非典型企业形式的合作社(常常是 
在非典型的条件下由非典型的劳动者建立的)能够适用的东西， 
不 一定就能适用于那种在劳动管理型经济中作为“一般性”工厂 
形式的合作社。可能的情况是 ，合作工厂 在规模庞大的资本主 
义经济(舍作社在这种敌对*的经济和法律环境面前相形见绌)中 
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能容易解体），可能遇到许多在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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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 济中将不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 Horval ，1982, pp .456~461; 
Elster ,1988) o 甚至可以说，处于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合作社的实 
际弱点不一定与评判市场化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形式的可取性 
有多少联系。 

鉴于以上这些考虑 ，一 个十分不利的因素是 ； 不存在一个 
“真 实的” 劳动管理型经济模式，以供人们从中分析得出市场化 
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化经济中 
确实曾经存在过合作社，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深深卷人到国家统 
制型经济中，拫本不能为说明社会化市场经济中合作社的运作 
情况提供多少启示 J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经验空白已被前南 
斯拉夫经济的例证填补了。众所周知，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 
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脱离出来，就是通过宣布建立一种新型 
的“工人”自我管理的政治经济体制来实现的。 （ Broekmeyer ， 
1970; Comisso , 1979; Djordjevic 等，1982; Estrin ， 1983; Lydall ， 1984; 
Ben -Ner 和 Neubeiger ，1990; Dyker ^ 1990; Prout , 1985) 0 至少从形 
式上说，南斯拉夫的经验为关于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假说提供了 
试验场。我们可以有理由把1950年后的南斯拉夫看作是与真 
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最为接近的经济形式。然而在现实中， 
南斯拉夫是否为劳动管理型经济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试验场所， 
这还很难说清。用波宁和普特曼的话说， 


如果把南斯拉夫当作一种独立的、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竞 

争的工人管理塱经济模式，那就是一种误解。实际情况是, 

工人控制是在计划者和市场规律都缺乏的社会主义经济环 

境中开展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是那种视工人自我管 

理和工人收入保障为神圣的意识形态的抵押品。 （ Boain 和 
174 


Putteiman ，1987, p , 112) 


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关于共产主义联盟的政治考虑和维持国 
家联邦结构的复杂任务，也经常削弱工人的自我管理和市场逻 
辑。而且，南斯拉夫体制也一直处于不断的改革中。本纳和纽 
伯格指出，从二战末期至 1990—1991 年南斯拉夫正式解体这段 
时间，南斯拉夫国内存在着不少于六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或许只 
是在1%5—1974年，南斯拉夫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才可以被描述 
成为一种“市场自我管理”的形式 （ Ben - Ner 和 INeuber ^ er t 1990； 140 

Eslrin , 1983, pp *58 — 77; Flakdei^kit 1989, pp *3 — 17; Ptout t 1985 )o 

鉴于南斯拉夫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惟一模式(但有 
很大的缺陷） t 所以它引起了人们的许多关注。 5 尽管大多数评 
论家(批评者和赞扬者兼而有之)面对的是一种极为混乱的经济 
和政治现实，但他们都倾向于从南斯拉夫的实际经验中推演出 
非常特殊的典型理想模式，即南斯拉夫型经济模式。这种倾向 
的典型代表是本杰明 * 沃德的评述劳动管理型企业的著名著作， 
他的观点被后来的许多评论家广泛接受。他把这种模式称为 
“伊利里亚企业 ” (the fmn 〖 n Diyria )( Ward , 1958) D 伊利里亚当然 
是想象中的理想之地，但与斯洛文尼亚东北部的一个半岛同名， 
它曾经是南斯拉夫的领土。沃德的著作理论性较强，但能对那 
些倡导南斯拉夫式工人自我管理经济的人有很大的启示。那些 
同情劳动管理型经济观点的人，如霍瓦特和范尼克，都在有缺陷 
的南斯拉夫经验中看到了自我管理型经济可能性的征兆，并把 
这种经济在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南斯拉夫经济和政治局势的独 
特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型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弱点 （ Vanek+ 

1972; Horval , 198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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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背景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要对工人自我管理型经济 
的可行性和可取性作出明确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论如 
何，现有经验的许多证据能便我们对作为未来市场社会主义之 
核心因素的生产者合作社的可行性作出一个暂时的判断。我相 
信，它能够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一 
个基本问题上去，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所有制的实质。 

三、劳动管理型经济概况 

当然*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叙述工人所有制企业 
和劳动管理型经济的 特征/ 在这一节里 t 我将提供一个我认为 
是最能被广泛接受的劳动管理型经济模式的概括性叙述，并从 
随后的严谨的分析中得出一些十分重要的与这种模式有偏差的 
结论。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企业作出评价，基本上是 
增进我们对较为一般的工人自我管理体制的理解的一个途径。 

J 4 ! 最简单地说，劳动管理型经济是 这样一 神模式，即“生产资 

料社会所有并由利用它们的那些人进行管理”，它是一种“劳动 
雇佣资本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 （ Selwk yt 1979, p , 179; 
E s irin ,1983 jP ,12) 0 依据米德的槪括，劳动管理型经济是这样 
的： 


工人们联合起来形成集体或合作团体以经营 企业； 他们根 

据投入和产出，以自己能够获得的最好市场价格租用资 

本、买进原材料和出售企业产品，他们自己承担意料不到 

的盈亏风脸，并在集体内分配从而产生的盈余 (1988 a , 
p -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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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管理型企业的“纯粹”形式中，“最终决策权……由工人 
们自己掌握，这是以权利平等为基础，不分职业、技能级别，或投 
人资本多少”，在这里“不会有一位非企业工人在企业决策中有 
直接的发 言权* V ‘也不会有一位工人被取消企业决策的平等发 
言权” （ Bonin 和 PUttemian ,1987， p ， l )。 这样，所有的劳动管理型 
企业成员，也只有他们，应该在企业管理中（尽管日常事务管理 
也可能由职业经理负责)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企业内部的分配 
不需要是人人平等的(尽管应该是集体赞同的和“公正的”）。虽 
然工人们仍然需要自己自由选择工作和工作场所，伹已经不存 
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了 （ Vanek ， 1970; Steinberr , 1983; Hor - 
val ,1982) 0 在斯科特*阿诺尔德 (Scott Arnold ) 的论述中，这种体 
制与市场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方面的 区别: “第一，工人们集体 
控制生产资料。第二，工人的劳动力不是出卖给企业以换取工 
资的商品。因为工人已成为剩余索取人，他们是为了得到企业 
收人的份额而劳动，而不是为了一份工资” (^ 0 1^992，卩.9>。 

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倡导者认为，这种体制具有传统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许多优点，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中存 
在的许多严重的道德和政治缺陷。剥削，如果理解为“控制他人 
劳动(加之)攫取非劳动收人'被消灭了;异化，在那里首先认同 
为工人们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给雇主，也可以大大减少 （HorvaU 
1982， p .90)。 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和个人自主的机会，这些都 
遭到法人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的严格限制,却能够由于劳动管理 
型经济之新型参与机构的建立而大太拓展 （ Pateman ， 1970; DahJ ， 
1985; Cohen ，1988)。 財富和收人的不平等程度将被大大降低 D 
与此同时，鉴于组织机构合理，劳动管理形式还能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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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市场经济的纯经济效率。倡导者还认为民主参与能够大大 
提高工厂的工作动力和精神状态。劳动管理型经济还能够消除 
由于经理/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传统性敌对而造成的损失,它能 
够节省由于监督抑制怠工的需要而付出的精力，减少停工和罢 
工的次数。它将在工厂中鼓励更大的灵活性和创新，加强技术 
和组织信息在企业内部的自由流动。由于在劳动管理型企业中 
平均的劳动持续期可能延长，还能够增强培训和强化综合性的 
和企业专门性的人力资本的动机 （ Varok ， 1970; Pateman r 1970; 
Jwies 和 Svejnar , 1985; Eslrin , Jonesh 和 Svejnar , 1987; Elster 和 

Moene ^ 1989 a ) o 

四、否定劳动管理型经济的观点 

当然，工人自我管理的倡议还远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遇赞成。 
在本节中，我考察一下那些否定劳动管理型经济之可行性和/或 
可取性的观点（主要是理论上的）。现在,我将不讨论那些专门 
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管理企业所面临的困境的论述 (例 如， 
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合作社提供 贷款; 合作企业也雇用工人，有 
“蜕变”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的倾向） J 我将主要集中讨论那 
些反对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劳动管理形式（即实行某种 
形式的“社会所有制”）的观点。 

诸多这种讨论的共同起点一般见于本杰明 * 沃德 （1958 和 

I % 7 )和亚罗斯拉夫 * 范尼克<1970和 1972) 的著作。虽然两个 

人在工人自我管理的前景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都是在广泛 

类似的劳动管理型经济模式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而且这种模 

式也为后来的一系列争论限定了范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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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认为，劳动自我管理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 就是: 
企业的经济目标不再是 (像资 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追求利润最大 
化，而是追求每个工人的收人最大化。通过考察这种企业的简 
单模式和基于传统新古典主义的假设，沃德认为，从短期 来看, 
在一种劳动管理型经济中追求每个工人收人的最大化将会产生 
一种反常的后果。简而言之,一个合作工厂(与其资本主义同行 
相对照）要对其产品价格的上涨(下降)作出反应，减少(增加) 
产量和(如果可能的话)就业。沃德还指出，劳动管理型企业将 
对財政政策的变化作出反常的反应，并将比垄断条件下相应的 
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要少。 从长远来看， 自我管理经济也应达 
到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通过新企业自 
由进出的均衡效果来实现的。然而 t 如果这些考虑都与预期的 
现实经济运行有关的话，那么很明显,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为 企业自由进人(退出 > 而确立的制度机制。 

尽管人们对沃德的假设（以及对一些“修正过的”伊利里亚 
经济的衍生模式)非常关注，但是它关于劳动管理的真正特征的 
论述还是很模糊的/ —些人认为，沃德预言的那些反常后果也 
许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可是它们是一系列不真实的假设。或 
者 ，一 旦采用一种非简单化的模式，这些假设也就难以成立了 
(Pfoute 和 RoseBelde t 1986; Mygind ， 1986; Miyazaki 和 Neary ， 1983; 
Fleurbaey ,1993) D 其他一些人，如布兰柯 * 翟瓦特，则坚持认为, 
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劳动管理型经济中企业实际运作的有限经 
验证据表明，它们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方式根本不是沃徳所描述 
的那种情况，而是与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的情况极为相似 ( Homa ， 
1982^,339-344). 可以这样讲,沃德的整个见解过于简单和 
抽象,不能对一种真正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可能性构成强有力的 



否定。可是，还有其他一些较为具体的否定意见，或从经济理论 
中得出，或从合作社经济的实际经验中得出，它们很有可能给劳 
动自我管理的倡导者带来棘手的难题。 

许多批评意见都集中在自我管理的经济可行性问題上，其 

中或许最为持久的和经常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合作企业将缺乏 

有效管理和约束工人的机制。 9 有人认为，经选举产生的管理机 

构经常缺乏约束其“选举人”的权威。在一个工人控制的工厂 

中，没有人拥有指导生产的权力，也没有人具有执行工作纪律的 

动机。工人相互监督也许在较小的团体内能够发挥作用 t 但是 

即便这样，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见 DenBetz ，1967; Chipiin 和 

Coyne, 1977; Potter, 1891 ) 0 批评家们还看到，与资本主义企业相 

比，合作企业在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方面组织不力。这种批评部 

144 分是指所谓的民主决策缓慢无效率，以及对市场条件的迅速变 

化无力作出迅捷杲断的反应(纵然如此，如果给予充足的时间, 

工人们也许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它也部分是指工人缺乏应付 

复杂的和经常变化的市场环境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能力。柑评家 

们还坚持认为 t 工人管理型经济的内在结构形式极大地妨碍了 

技 术革新和最优发展。企业家的作用经常是以自发的个人主义 

表现出来的，革新的动力及其伴随的风险主要是建立在对相应 

资金回报的期望之上(见 Fannie 和 McCarthy ，1986>。 即使一个 

工人管理型企业以企业家的经营方式运作，可能发生的悄况也 

许是，工人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 大化) 这一反常机制也使 

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技术发明 （ Biewer ，1988)。 而且，考虑到工人 

在一个特定企业中的利害关系 （ Bp 使是在工人们自己不提供资 

本的企业里），工人们可能越来越逃避风险，这正与资本主义企 

业家相反(他们能够通过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同样，新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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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集体性企业(工人之间还要相互认定)要比新建一个资本主 
义企业(可能单独建立）付出更多的代价。最后，不管沃德如何 
设想，合作企业在实践中是恃别不情愿解雇工人的。的确，这有 
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力量所在，它们能够通过 
降低收人而不是减少就业人数的方法度过经济萧条时期 & 然 
而,一些批评家有时却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劳动合作企业的弱点， 

它们不进行长期的自我消耗就难以生存下去。劳动管理型经济 
的上述缺点合起来，就会造成宏观经济层次上的资餱配置棍乱， 
不能将资金和劳动力运用到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经济效 
率和增长也相应降低。 

另一类批评意见与工人自我管理的政治特性相关。最为基 
本的观点是，市场社会主义缺乏任何一种可信的政治支持。约 
翰 •格雷 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社会缺乏任何一种政治力 
童的支持……在苏联集团内部……它也 * 到嘲笑否定” 
(1992 jP ,53) 0 然而还存在一些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更具理 
论性的否定意见，其中许多是枇驳所谓的自我管理体制的优点 
的。例如,斯科特•阿诺尔德就对广泛声称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消 
除剥削的观点进行批驳。他认为，在工人合作经济中 ，一 个特定 
企业的工人收人是由全体人员民主决策决定的。就中期而言 ，145 
将会发生这祥一种倾向 : 较不熟练的工人联合起来形成多数，使 
熟练工人的收人降至低于能够反映其对企业“真正”贡献的收入 
水平，同时他们却获得比自己的“贡献”水平要髙的收入。这样 
在企业内部，较不熟练的工人就剥削熟练的工人。而且，在这样 
的工人合作社经济中，在消除私人资本的情况下，这些较为熟练 
的工人别无选择，只能使自己屈从于那些从事价值较低的劳动 
的人的剥削 ( Arnold , 1992) 。 


181 





约翰 * 格雷提出了相似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合作社经常 

被其倡导者说成是能够使工人摆脱私人资本的支配，然而实际 

经验证明，普通工人却极不情愿选择合作社形式。按照格雷的 

说法/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大多数工人喜欢自我管理的工人合作 

社而不喜欢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他们能够作出抉择的话，他们 

不会选择退出资本主义企业而加人合作社”（1992, p ,49)。 戴 

维•米勒和乔•埃尔斯特都试图这样解释这种不情愿现象，认为 

这是制度造成的成见作怪，是因为较小的合作领地被汪洋大海 

般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包围的结果 （ Miller ， 1981; Ebler ， 1989)。 

格雷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他断定，实际上工人们在资本主义 

社会里能比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李有更大的自由，这 

也包括工人合作社的市场社会主义 ( Gray ， 1988和1992)。工人 

们很容易对合作社抱有敌意。看起来只能通过取消工人向雇主 

出卖劳动力的权利才能建立起合作社，即废除传统的工资劳动 

形式。然而这种废除并不能以所谓的能够使工人获得更多的自 

由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格雷指出，随着资本的社会化，工人们 

虽然不再面对多个资本所有者，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的资 

本提供者(以国家或其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资本分 R 将会越来 

越变成 政治性 决议，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越来越难以获得生产 

资滕。由于禁止选择其他形式，工人们将被“囚禁在他们的工人 

合作社内部，可能要屈从于中央政府的剥削性干預”，用斯科特* 

阿诺尔德的话说，是受联合起来的不熟练的工人的剥削 < Cmy ， 

1992, p . 51; Arnold , 1992；也见 Arnold , 1987 a , 1987 b , 19的在 

M 5 现存的法人资本主义企业形式下，工人们的确面临着对其自由 

的种种限制，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仍然)是比其他任何可 

实行的方案(其中包括市场社会 主义) 更能够提高工人自由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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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Gray ，1988， P ,109>。 

人们进而对市场社会主义能够促进(更具参与性质的）民主 
这一核心主张也提出了挑战 D 这种反对意见是在两个层次上提 
出的。第一，虽然合作社形式看起来能够提高企业内的民主，但 
在实践中这种期望却往往变成失望，因为自我管理“要被必然出 
现的管理精英所削弱，也经常遭到权威的干预……被中央政 
府的干预所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在那种企 
业层次上的民主预期必定要变成失望的同时，实行市场社会主 
义的结果也将给现实存在的民主，即国家层次上的代议制民主， 
带来损害。我们知道，例如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著作中，民主 
是以现存的私人自愿交换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反对者的观 
点是，在实践中，令人难以捉摸的‘‘社会所有制”范畴将意味着实 
际的国家所有制，整个20世纪的经验证据也表明，经济权力集 
中在国家手里的做法将助长更为集权的管理形式。 

对工人自我管理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反对意见汇集起 
来，集中在如何处理颇有争议的所有制和资本分配问題上。显 
然，诸多这样的问題基本上都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运作经营的 
合作社必须面对的。例如，在募集外部资金问题上，合作社，这 
里自我管理已经預先排除了企业外部持有股票的可能性，与资 
本主义竞争者比起来将发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为集体所有 
并由内部成员提供资金的合作社(对于私人成员来说不具有企 
业资本转让权利）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即难以协调“旧的”和“新 
的”成员之间的意见冲突，也难以处理工人的擻励机制问埋，因 
为工人不能指望从自己投人到企业中的资本那里获得回报 ( Fu - 
rubotn 和 Pejovich ，1970; Pejovich + l 990) o 无论如何，这种内部投 

资对于工人成员个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财产风脸。正如米德指出 



的那样，“財产所有者可以将其财产分成小部分投人到许多不同 
的企业中去以分散他们的风险，而一个工人却不容易将自己的 
努力分散投人到许多不同的工作上去 ”（1988 a ， P .181)。 那些将 
自己的工作和资金固定投人到一家企业的工人如遇这家企业破 
M 7 产，自己就不得不遭受灾难，因而他们就特别想逃避风险。 

上述许多问题也许不能简单地适用于沃德和范尼克所界定 

的市场社会主义类型。在他们界定的类型中，生产资料是归整 

个社会 所有的 < Wari ， 1967, p .7). 尽管范尼克确实是合作形式 

的热情倡导者，但是他非常相信把集体所有制和自我提供资本 

结合起来的做法具有许多弊端，因而他坚持认为劳动管理型经 

济应该是一种全部企业都完全由外部提供资本的经济。在一种 

“混合经济”中，自我提供资本所付出的成本代价看起来使工人 

管理的企业不具成功的机会(这也的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处于 

混合经济环境中的合作社经常是长期性资本供应不足)。当然, 

这神竞争上的不利不适用于合作社是惟一合法的或至少是有法 

律特权 的企业形式的地方。然而，就是这种采取夕卜部提供资本 

形式的劳动管理型经济也仍然有頑固的反对者。米伦科维奇 

( Milenkoviteh ) 就是一例，她援引了新古典主义的原则， B 卩“如果 

利润的领受者不同时是亏损的承担者，那么风险承担也不会带 

来效率 ” （ 1984, p.87 )。 她坚持认为，在资本完全由外部提供的 

条件下，企业会倾向于将资本过于集中使用。无论是采取高风 

险投资战略,还是通过超额发放工资的做法减少投资,工人们根 

本 不去关 心资本的真正亏损。奇普林和科因 （Chipliri 和 Coyne , 

19? 7 ) 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认为工人们在不拥有企业的情况下 

进行该企业的经营，他们会倾向于以牺牲资本的“社会所有者” 

的利益为代价通过超额增加工资的做法减少投资。当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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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工人管理型企业的“自由”财源，因而可预料企业要支付 
反映短缺情况的资本租金，没有能力(继续)偿付这种花费的企 


业就将宣告破产。然而这将导致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 一个问 
题应和了冯+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之整体不合理性的 论述: 如果 
没有资本市场，我们怎么会知道反映短缺情况的租金是由什么 
东西构成呢？如果始终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既定框架内讨论劳动 
管理问题的话，人们就很难说清(至少对我来说如此)上述主张 
到底能够表明什么。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已经看到，如果我们始 
终在新古典主义假设的领域内兜囿子的话，一些评论家就感到 
米塞斯对兰格的反对也是不成功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更具破 
坏性的观 点是: 在实践中,“社会所有制”将意味着实际上由国家 
所有(和控制）。人们可能(仅仅是可能)会想象出一种国家银行 
体制，由它根据市场上的资本利率向独立的工人所有企业出借 
资本。但是如果资本所有者(也就是“社会”)的权利要得到很好 
保护的话，这些银行必然会积极卷人工人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 
的确，对企业偾务银行若无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我们没法对那 
神银行只贷出资本而不对企业经营感兴趣的金融制度作正常的 
评论。 可是，如果(甚至多数)国家银行是企业资本的惟一来源 
的话，就存在着经济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手里的真正危险。（这 
是市场社会主义声称要克服 的一项 首要弊端)。在这种条件下， 
人们很容易设想引进政治压力，负责防止企业的自由进出（特别 
是防止 破产） ，防止以完全市扬价格向企业征收资本使用费，软 
化预算约束，甚至可能维护大型既定合作社的利益。批评家们 
认为，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在前南斯拉夫的经验中都能看到。 
它表明:这不是劳动管理的反常现象，而是其固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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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动管理型经济评价 


现在人们很难对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发展前景作出明确的结 
论。一些论述这样怀 疑：关 于劳动管理型经济的一些理论设计 
(不 论是沃德的“伊利里亚企业”还是范尼克的“一般理论”)得出 
的结论，尽管看起来十分有趣并分析“得力”，可是它们却没有告 
^们多少有关这种经济形式的可行性证据。 （ EW 和 
Moene , 1989 a ; Milenkovitch , 1984; Bonin 和 Fukuyama ，1986) o — 

些批评家坚持认为这神理论设计本身就会把人引人歧途。从理 
论上讲，劳动管理型企业要比资本主义企业更为资本密集，并且 
为了经营成功也更容易分流劳动力。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条 
件下的合作社却是经常性资本不足 f 甚至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 
也不愿意将劳动力分流出去。当然，这极为可能反映的是在资 
本主义经济中的少数合作社与大型的劳动管理企业经济之间的 
行为差异。但是仍有一种怀疑观点认为，劳动管理型经济在实 
践中可能与这些新古典主义的设想截然不同。至少有一些评论 
家们相 信:“ （自我管理企业的)假设越现实，它与自己的资本主 
义‘同胞兄弟 1 比起来也就越有效率” （ Mygind ，1986, p .74)。 虽 
然现实运行的经验越来越多，但它们还是极为有限，况且多数都 
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存在的少数合作社的经验。至 
⑽于那种在实行了资本社会所有制的普遍性劳动管理型经济中的 
企业行为，现在还是难以说清的。同时，关于劳动管理的宏现 
经济效果的论述大部分局限于颇有争议的前南斯拉夫经验。但 
不论如何，我认为还是能够合理地得出一些关于劳动管理的有 
限制的结论。 

186 




首先，大多数关干工人自己没有管理企业能力的那种启示 
录般的判断实际上很难自圆其说。确实，有许多合作社在其成 
立后不到几年就夭折了，但是这种命运也是许多非常正统的未 
成熟的资本主义小企业所面临的，况且有一些证据表明合作社 
的存活率如果谈不上较高的话，也不比资本主义小企业的存活 
率低 ( Eslrin 和 pen > tin ，19 S 7, p . l 67)。 合作社也确实会有内部分 
歧和欺诈现象出现，但是近十年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法人企 
业，特别是在金融失控的情况下，也发生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 
欺诈、盗窃和内部分裂现象。在劳动管理型经济条件下控制金 
融混乱，也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要依靠公司法、审査实际经 
营活动和政策，而不是依赖激励性的资产所有权。实际上，工 
人阶级合作主义的漫长历史记录也能极大鼓舞那些倡导扩展自 
我管理的人，尽管这个历史中也难以避免地穿插着一些不诚实 
的事件。 

在发达西方经济里不断增多的合作社经验中也可以看到支 
持劳动管理倡导者的证据。格林勃格在对美 
国西北部胶合板工厂的研究中发现，合作社要比其资本主义同 
行更有效率。布莱德雷和盖尔 （ Bradley 和 Gelb ，1986) 在他们对 
蒙德拉贡企业的调査中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合作社联合体在 
工资、利润和就业方面都比周围的资本主义企业做得好。巴特 
莱特 ( Bartlett ，1992) 和他的同事在意大利中北部对合作企业和 
资本主义企业所作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合作社不仅具有更为平 
等的工资结构、更为稳定的就业结构和较好的产业关系，而且还 
比其资本主义同行有更髙的生产效率。埃斯特林、琼斯和斯维 
耶纳 （Ekrinjones 和 Svejnar ,1987 和 1989) 在西方的一些生产合 
作社中发现了工人参与制对生产率产生了积极作用的证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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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Jones ，1985)。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使劳动管理的倡 
导者欢欣鼓舞。例如，两位伯尔曼 （ Be _, 1989) 对美国胶合板 
生产合作社的记录就比格林勃格的论述要含混得多。在英国， 
150 霍波斯和杰弗利斯 （ Hobbs 和 Mferi s ，1990) 也对近十年来合作 
社领域的规模和扩展能力提出了异议^>但不论如何，我认为我 
们拥有了充分的关于单独和联合的合作企业能够成功的例证以 
否定那种认为劳动管理企业必然不稳定的观点。 

然而对于自我管理的倡导者们来说，还存在着一些实质性 
的问題，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处理的政治支持问题。许多人都接 
受一种 m 点，即在企业雇员中间存在着(有时很含混) 一 种要求 
更多自主的愿望。那些较有头脑的自我管理经济的支持者们也 
承认，向劳动管理型经济转变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可行 
的或者一种特别合理的政治目标。依照埃尔斯特“适应性偏好” 
的逻辑，情况也许是 t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员根本不会表达对 
劳动管理的爰好。向劳动管理型经济逐渐过渡也是不太可能的 
事情，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作社的 
处境极为不利，尽管到了 20世纪末期，人们还绝对不会认为 
多数人的意志应该搁置一边而听从一位能够知晓多数人的“真 
正”利益的开明精英人物。政治支持问题和过渡政治将在本书 
第八章中进行讨论。 

在劳动管理型经济结构中还一定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经济 
问题 D 其中一些是技术性问题，这最好留待经济专家们去解决 
(尽管人们现在难以确定经济学家们而不是政治理论家们在这 
—领域是否能够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面对关于劳动管理型 
经济的一系列理论预期，其中许多论述看起来还需要经验证据， 
由于已经讨论过的多种原因，这种经验相对来说还比较缺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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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非常不确定。在某些意义上说，劳动管理经济的许多间题，渚 
如生产率、就业、增长、积累和通货膨胀等等，都还处在疑惑之 
中。尽管这些考虑都十分重要，可是我们已经反复看到的是，反 
对劳动管理型经济的核心观点却是关于所有制问翅。当然 t 实 
际上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在他们社会化经济的边缘为私人 
资本主义所有制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空间，而且大多数人还为国 
家保留了重要的经济作用，如果国家不是扮演所有者角色的话， 
它也是指导性的计划者和最后手段的提供者。然而很明显的一 
点是，捍卫一种明确的社会所有制，既不是私人性质的也不是国 
家性质的，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实现自己提出的激进的和社会 
主义的理论方案来说则是特别重要的。与此同时，关于实现社 
会所有制的后果问题也是批评家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重点，而 
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反对意见在讨论劳动管理型经济和工人 
合作社时尤为激烈。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者能够捍卫住自己的立 
场的话，显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对社会所有作出一个令人信 
服的可行界定。 

六、社会所有 制:南 斯拉夫及其他 

为探求社会所有制的连贯定义，人们可能首先自然而然地 
转向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理论传统。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自 
己所作定义的核心部分毕竞有这样的论述，即他们已经建立起 
一种以新的所有权形式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权。实际上, 
南斯拉夫的经验材料只能用来建立一种非社会所有制的财产形 
式。据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全体共有的制度，全体共有制度是一 
种全部社会财富在任何时候毫无例外都属于所有公民的所有制 


形式。这样定义可以免遭一些批评家(从亚里斯多德到德姆塞 
茨)所提出的严厉苛责，即所有的人共有容易导致无人管理 ( A - 
ristotle , 1946, p*44; Demsetz ， 1967)(^ 社会所有并不等同于国 
家所有。国家所有制(特别是在较为落后的 社会河 以被看作是 
向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过渡的重要阶段 （ Kaidelj ， 
1979, p. 47>,但它始终只是代表处于发展中的“低级”社会主义 
形式，只是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才有必要， 
并容易蜕化成为(例如在苏联)这样一种新型统治 :一个 全权的 
官僚机构统治着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这些劳动者仍然是“在物 
质上依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屈从的…工人阶级” （ Djar - 
djevic , 1966, pp.79 — 80) 

如果回过头来看一看对“社会所有权究竟是什么 "（ 而不是 

解释它不是什么)所做的较为明确的界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南 

斯拉夫自我管理理论实际 上于事 无补。著名的理论家爱德华 • 

卡德尔 (Edvanl Kardelj ) 极为赞同地援引了马克思的几段论述， 

这些论述是马克思试图说明那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形式 

与想象中的“原始共产主义”尚未分异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差别^ 

如在《资 本论》 中，马克思坚持认为那种代替资本主义占有形式 

】52 的政 权“不 是重建生产者的私人所有权，而是陚予他个人所有 

权，这种个人所有权是……以合作和共同占有土地和劳动者自 

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 （ Marx , 1973 a )。 然而这种“以合作为基 

础的个人所有权”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形式，还是彳艮不清楚的^南 

斯拉夫的一些评论家们认为（因为追随马克思，所以他们这样认 

为） t 社会所有权并不局限 于“一 种法律制度”(这看起来似乎能 

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而是“一 ■种社会-经济关系 ICam - 

vic f 1974, pp .3—5) c 按照卡德尔的观点/‘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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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在不停地变化”;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 “ 静态的社会现 
象 ”(1979， P .47)。 我们所发现的这呰关于社会所有权的为数不 
多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否定性的。在乔尔 
杰维奇的论述中，社会所有权“不是一种财产权，而是一种生产 
资料的非财产化形式” ( DMjevi C ,1966， P .87)。 在南斯拉夫联 
邦宪法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 强调： 


因为岑_今李 ; f _，所以没有人—— 

不论 i iikkkki ,¥是¥动_組•织’或者工人个人—— 
在任何财产-法律基础上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或控制、处置 
社会生产和劳动资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 
法》 ，由 Caiesvic 援引，1974;强调部分有侈 改)。 

在卡德尔的论述中,“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意味着——在这个术语 
的积极意义上讲一没有人的和每个人的，也就是集体的和个 
人的所有制”(《^，1979，『.49)。所以并不奇怪，乔尔杰维奇 
含糊其词地将社会所有权推述为“语义含 混的概 念”,米伦科维 
奇则较为尖刻地把它说 成是“ 空泛的”东西 ( DSor ^ c , 1966. p . 
83; Afilenkovttch r 1971, p *266) 0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来说十 
分遗憾的是 * 他们本应不再对社会所有制形式作出更多的论述 
了。索尔•埃斯特林 ( EatriiuWS ?) 则极为广泛地赞同作为南斯 
拉夫社 会所有制概念 之支柱 的那些意愿，他把社会所有制推述 
成为这样一种 制度: “资本股票由社会集体所有，但它仅仅是由 
单独 的工人团体进行管理 工人 被賦予使用、扩大和调整资本 
的权利。他们以此挣得 收人。 然而，他 们不能 拥有它，也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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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出售或使其耗竭” ( Estrin ， 1989, p . I 73>。 尽管这种所有权 
划分的原则和意图使人一目了然，但埃斯特林对所有权制度形 
式的苦心论述以及这些形式对整个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还 
是不甚明了。另一 方面，他遭到了德亚赛的尖锐批评，说他是在 
企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实践中，“社会所有制”只不过是 
153 “国有化”罢了 。 (de Jasay,1990, pp.19 —20 )。 起初看来,这个批 
评意见被埃斯特林的其他主张所否定了。因为在埃斯特林的摸 
式中，他赋予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控股公司(其主要任务是管 
理社会资本 r 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了平衡起见，他认为这些控 
股公司应在“私人所有制”条件下运作 （ Estrin ， 1989, pp .186- 
190)o 使事情更为模糊不清的是，埃斯特林还提出了一个观点， 
即“因为国家承担着创建控股公司的任务，所以它可以选择自己 
保留所有权 ” （ 1989,p,192 )。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在所有权问題上也是同样含混 

不清。约翰 * 罗默有时傾向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公司为 

公共所有，国家对经济的‘至关重要部分’拥有很大的控制 

权” （ Roemer ， 1991， p . 562)。在另外的场合 ( Roevner ^ 1992 a ， 

270—271), 他似乎又軎欢以证券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其 

中每一个公民都在国家大企业的利润中享有个人的 （尽 管是不 

可分割的）份额。鉴于戴维 •米勒 精心设计了一种由外部提供 

资本的合作社经济，他承认新投资资本和一些相互竞争的基金 

滬存在的重要性，“所以一个合作社可以从一家试图以不适当 

的严格方式决定贷款条件的投资机构转移开” （ Miller ， 1991， 

P * 412)。可是米勒不能确定 的是： 资本最好应该“由一系列 

私人银行提供，还是通过完善的公共基金体制来提供”呢？最 

后，他这样认为，如果考虑到会有适当的制度和法律控制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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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银行无论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都是无关紧要的了” 
(1991 ， p. 412 )。 

对与“社会所有制”相连的各种含义所作的上述简要回顾表 
明： 即便从最好的方面讲，“社会所有制”也是“语义上模糊不 
清”、理论上不甚完善的东西。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更希望 
深人一步，认为“社会所有权”在实质上是连不到一起的提法，在 
制度上也难以稳固。但是我认为，在作出这样不利的结论之前， 
有充分的原因应该停留一下。因为在所有权的确认和法律化方 
面还存在着一系列更为基本的问题，尤其是与现存私人所有权 
形式相比较而言，情况尤为如此——所有这些都告诉 我们: 要在 
并非完全不利的条件下考察社会所有权。 


七、私有制的主张 


我们都知道，日常的语言和法律术语与学术话语之间存在 
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別在讨论私人所有权问題时显得更加突 
出。那种看起来丝毫不成问題的私人所有权信仰——最主要的 
一点是 :我的 东西就是我的，我可以任意处置——已深深植裉于 
公众的情感之中。维护现状的人经常运用高明的手腕玩弄民众 
的这种感悄，声称即便是极为温和的改革都代表着对整个既有 
財产秩序的威胁,并巧妙地将谦逊的家庭主人的固定财产与庞 
大的联合资本的利益等同起来。13可是，看起来经常与民众对所 
有权的认识相联系的确定性却与法律和学术话语中的所有权主 
张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法庭上的许多日常事 
宜，例如在遗嘱认证和家庭法中，都涉及对相互对抗和冲突的所 
有权的裁定。在更为抽象的层次上讲，法理学和许多经典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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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政治理论中都充溢着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实质和地位问题的 
观点冲突。 （ Reeve ， 1991; Macpheison , 1977 b ; Ryan t 1982 和 
1984) o 

只要对上述理论性论述稍作一番简要考察，就足以使人们 
极为严肃地怀疑那些关于私人所有权的许多基本主张。实际 
上，即便在私人所有权的桿卫者中间，他们现在也一致认识到， 
那种曾被人们长期渴望的关于私人占有財产的合理性（以初次 
占有和继承为基础)也毫不例外地丧失殆尽了。因而劳伦斯•贝 
克 (Lawrence Becker ) 在题为《財产权利 >(1977) 的文章中提出了 
取得私人財产的最大可能性问題。然而在论证过程中,他具体 
反驳了那种源于初次占有或“加人个人劳动” one f $ la - 
boor ) 的关于所有权利的经典理由，并坚持认为，在实践中，他自 
己所说的“最大化的”所有权范围(以“应得”劳动理论为基础)也 
需要严格 限定： 


可让与和可传递权利……应该被具体地修正以相应缩减 
终身所有权……对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石化燃料、纯净 
水、矿藏>的所有权也应根据收入权、转移权和有跃的传递 
权加以限制，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实际占有应该置于其正的 
公共控制之下……知果认为保留民主政治体制是道义上 
不可或缺的话，那么就应该釆取新的措施以限制积累。（因 
为现有的措施）并不能阻止巨大财畜的积累……它会使 
政洽权力充分发屣，足以瓦解民主理念。 （ Becker ,1977 t 
pp,116—117) 


这就是贝克在提出私人所有权主张的最大可能范围问埋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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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令人印象颇深的“限定”。 

在更为广泛的讨论中，杰里米*瓦尔德隆 （Jeremy Waldron , 755 
1988) 在題为《私人财产权利》 W 的著述中提出了自己的论辩主 
张。虽然瓦尔德隆为个人拥有私人财产的观点辩护，反对集体 
或公共财产，但他据以论证的理论基础却对现存的私人财产范 
围具有过瀲的影响。他对下述一脉相承的观疾（从洛克到诺齐 
克）持否定态度，这种观点认为，个人的财产权利来自于那种 
源于“他们偶尔所为或对他们偶尔发生的事情”的“特殊权 
利” (1988, p . 3> o 他认为，洛克以“加人个人劳动”为基础 
为私人财产所作的辩护是“无条理的”，而诺齐克提出的历史 
权利的主张也是“站不住脚的” (1988, pp . 252 , 278)。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洛克的理论中 能够站 得住脚的却是“普遍的生 
存权”，这种权利对任何一种私人财产的合法制度都具有强有 
力的福利性 限制。实 际上，瓦尔德隆是通过遵循一种自黑格尔 
那里发展而来的观点来为私人所有权的一般性主张进行辩护 
的。这种观点认为，拥有財产对于个人的个性和道德的充分发 
展来说至关重要。私人财产的拥有有助于培养诸如“个人自决、 

相互承认、意志坚定等优良品质，有益于确立合理的节俭意识和 
责任心 ”<1988, pp . 377—378, 4)。 因为私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 
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瓦尔德隆坚持认为，这一种权利不仅 
仅在于陚予个人取得财产的自由（如果他或她如此幸运的话）， 

而且为个人提供了获得社会资源的合法要求。15瓦尔德隆援引 
了黑格尔的下面这句名言：“每个人必须拥有 财产' 接下来他 
写道：“正如以权利为基础的言论自由的主张使人们确立了保 
证每个人都能自由讲话的义务一样，以基本权利为基础的私人 
所有权的主张使人们确立了保证每个人都能成为財产所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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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1988， p .4)。 

因而对于瓦尔德隆来说，捍卫私人所有权决不是维持现状。 
每个人的 私人财产权利，加之生存权的宏大背景，证明了以下各 
种变革措施的合理性:大輻度烕少现存財产所有者的一些权利， 
对现有资产进行实际的再分配，国家在保证福利和再分 K 方面 
要发挥广泛的作用，对继承权作进一步的限制，对法人资 本的一 
些利益要求进行正面反击，至少保证某些形式的公民基本收人。 
当然，瓦尔德隆的立场与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后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形式的非私人所有制。但是，瓦尔德 
隆的观点确实消除了传统私人所有权理论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许 
156 多责难，将一些反驳的论题由财产权转到现实的或实用的问 
题。 


詹姆斯 • 格鲁内鲍姆 （James Giunebaum) 的《私人所有权》 

(1987) —书也贯穿着同样的思想，并给社会所有权的倡导者提 

供了更多的慰藉^格鲁内鲍姆的目标是确立这样的结论，即“多 

种可能的所有制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具有合理性 ”（1987 tP .1)。 

其战略是从他枧为至少是“看似合理的道德的第一原则”——自 

治原则 （the Principle of Automany ) -出发，进而详细论述了实 

现这一原则所要求的那种所有权概念，也就是说，建立自治所有 

权形式 U ^ ip . noh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讲，自治原则包括: 

“每个人都有决定和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同时尊重他人的 

自治，并且拥有自主行事的必要手段，又不侵犯他人的这种权 

利 ”（1987， P 」43)。 在格鲁内鲍姆的判断中，自治原则要 求一种 

“混合的所有权范畴'“它既排除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私人拥 

有，也排除对个人自我和劳动的社会所有 ”（19 S 7， p ,〗70) P 对个 

人自治的尊重，要求个人具有使用和管理自己劳动的权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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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的劳动中挣得任何收人的权利，具有将自己劳动的部分 
赠予他人或与他人交换的权利，这必然要有一个“自由劳动市 
场”存在 (1987， pp . 171—172)。在这种意义上说,对自我和劳动 
的所有权就将是“私人的' 但不论如何,这些私人权利必须受 
一 个事实的局限，即“自治原则要求个人帮助确实需要帮助的其 
他人”，并且要求首先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格鲁内 
鲍姆批评说，所有赞成初始私人占有的观点都是“回避正题和语 
无伦次”，同时坚持 认为： 

自治原则要求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支 配进行 所有权規范， 
这要尊重每个人决定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杈利和拥有实行自 

治所需要的福利的权利 . 由此可以说，那种不允许每 

个人参与如何使用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决策的所有权形式是 
与自治原则不相容的。 （ Gninebaum ,1987， p ,174) 

他总结说 ，自 治原则从道德上要求对土地和其他资源所拥有的 
权利最终应该属于社会的全体成员 ”（1987， p . l 73>。 

格鲁内鲍姆将这个原则范畴描述为处于“私人所有制的资 
本主义和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之间 ”（1987， p . l 97)。 可是从 
他的论述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自我和劳动的“私人 ，'所 有制 
实际上只排除那些否定劳动市场存在的社会主义形式。虽然格 
鲁内鲍姆没有更多地引证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但看起来很明 
显的是，那种将劳动(和其他商品的)市场与保唪社会最低收人 
加上资本社会所有制结合起来的经济形式，与他的“自治所有 
权”模式所要求的那种制度设计非常接近。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来说或许最令人振奋的观点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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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 ) 的文章《经济民主序言》 c ? 在这篇文 
章中,达尔对在法人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制度化的私人所有制 
主张发起了针锋相对的挑战。达尔认为，在他所在的美国，私人 
财产所有权曾经一度成为杰菲逊的土地民主共和主义的支柱 
(至 少对于白人男性来说是这样但是到了 19世纪末，这些权 
利却成功地(“令人惊异”地)转变成为“法人资本主义革命新秩 
序”的不加限制的所有权主张。达尔怀疑说 ，对 私人財产应该 
有某种合理的限制……对现存的法人形式企业的私人所有权 
主张也应进行合理的说明”（1985, p .72,77)。 达尔对洛克、诺齐 
克、 J . S . 穆勒< Mill ) 和贝克关于私人财产所有权优先的主张进 
行了逐一驳斥，他总结道： 

任何一种……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合理主张都不会为无限 
制地取得私人财产辩护。如果可以作些辩护的话，它们也 
是为了证明取得最少资源的权利之合法性，当这些资源对 

生活、自由、追求幸福、民主程序和基本权利来说十分必要 
时，情况尤为如此。 （1985， p .83) 

“我们不能'他明确表示说,“跳过取得自己身上的衣眼和口袋 

里的现金等财产的权利而径直去追求在 IBM 公司取得股金的 

基本道德权利，进而追求这种持股依法转让的标准的所有权利” 
( l 985, p .75 )o 


八、结 论 

显然，留心关注一下关于所有权的详细说明中存在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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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我们就会发现社会所有制原则缺乏强有力的支持。但在 
实际上，当我们将这种不确定性引-入看起来是十分单调的关于 
私人所有权和社会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时,就会得到一些令人感 
兴趣的结论。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倡导的那种"混合所有权 M 
看起来就不是那样古怪了。正如一些较有头脑的市场社会主义乃5 
的批评家们所承认的那样，在现实社会中那种不受限制的私人 
所有制“几乎成为有限的个别例外”了（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关所有权的权利（使用权、收 
人权、转让权和控制权等等)在不同主体间分散的典型例证(尽 
管不是按照市场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进行的）。还有，那些 
较有思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在为市场制度辩护时，他 
们倾向于着重论证诸如个人自由或自治等价值的提升，而把经 
济效率与增长看作是—种独立合理的财产制度偶然带来的利益 
( Gray ， 1992； Hayek , 1982)。我们也已看到，人们对自由、自治、 

私人財产所有权和现存市场形式之间的联系争论激烈，这样就 
可能要求那些从经济效率和>前程的保证方面得出的广泛的实用 
主义结论（可能是公众为私人財产所有权辩护的最有分量的结 
论)多做一些辩护性工作了。然而，尽管这些结论仍然很有说服 
力， 可是它们都是有严格 条件限制的。 如果为私人財产辩护的 
观点不论如何基本上都是从实用出发的话，那么私人财产就经 
常容易被人们按照一些新的和或许更好的制度设计来重新考虑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所有制不会被立即排除的话，我们就要 
重新看待社会所有制的批评家们对其提出的主要几项指责，将 
其当作市场社会主义的运作上的问題。最后我想非常简要地关 
注一下其中的三个问題。第一，由于合作企业内部没有资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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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人们所料想的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激励问埋在不导致“资本 
主义复辟”的情况下能不能被克服呢？第二，社会所有制能不能 
按照资本合理配置的方式组织起来呢？第三，“社会所有制”能 
不能是一种别的组织形式 t 而不是“国家所有制”呢？ 

第一个问题的实质是 ; 如果工人在自己工作的企业中没有 
资本份额，那么就会发生妨碍经济资源合理分配的激励问题。 
实际上，回应这种反对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单个工人在企业 
中拥有自己的股份。蒙德拉贡的合作者其实就是采取了这种做 
法。当工人加人合作社时，他要投人一笔初始资本6除了领取 
工资外，他每年还获得资本红利存人自己的账户。但是这笔资 
金只有在工人离开合作社时才能取出（关于一般性模式，见 
159 Elie _,1990)。 虽然这种权利远不是奥诺雷 ( H _ d 所说的充 

分自由所有制(积累的资本不能转让），但显然这是对禁止资本 
收人原则作出的妥协 (Honors 1961)。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人们 
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折衷方案，那么 
这种看法就真的是一种定义上的^招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发 
达西方国家流行的一些资本主义制度设计 + 我们就能理解这一 
点。 因为所有权(以及与此类似的平等的形式和程度)取决于一 
个连续的统一体，所以，一旦某种形式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发生 t 
就把市场社会主义当作法人资本主义的代理形式的看法,是奄 
无意义的。 

其他两个问題，资本合理配置问題和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 

有制之间的区别问题，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前一个问題基本上 

是这样的 : 只有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资源配置场所,资本资源才 

能被合理便用。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社会所有 

制容易使国家单一所有制旧态复萌，所以资源合理配置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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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太可能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 法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 
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一些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简单。首先， 
显而易见的是，在市场社会主义处于劣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 
家在配置资本的过程中已经发挥着切实的作用。这种作用部分 
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制定财政政策、地区政策和劳动市场政 
策，制定公众消费政策，充当资本商品的庞大购买者。通过其中 
央银行机构，国家可以对资本配置起更为直接的决定作用,支配 
金融政策,控制利率和私人银行领域。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不 
希望将所有的金融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中。市场社会主义者一般 
关注的是禁止在雇用劳动力的企业中持有股份，而他们当中的 
大多数人都承认*不管推行什么形式的金融政策，私人储蓠(按 
照固定的或变动的利率付给利息)对整个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 
发展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 
多既存资本財产并不是直接由私人投资者所有，而是由各种养 
恤基金或众多 / h 储蓴者 的集资管理机构进行控制。这表明，市 
场社会主义经济所运用的金融手段(包括一系列限制持有股票 
的金融合作形式>并不一定要与绝大多数小资产所有者所面对 
的有效选择完全不同。 

尽管上述这些限定和理由都存在，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批 *50 
评家们 来说， 还有一点仍然值得强调的是，一旦禁止了私人资 
本市场，市场社会主义就不能提供多个资本资源场所，而缺少了 
它们，合理的资本配置就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其实又是以一 
种看法为依据的，即社会所有制在实践中就是资本所有权集中 
于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许多有力的历史证据支持了这种断 
言，特别是南斯拉夫的不幸经验。批评家们还从许多传统社会 
主义的辩论中援引证据。在这些论著中 * 国家经常是以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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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接的社会力量的面目出现的，进步力量掌握了它，它就会成 
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我们 
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混合所有权——其中某些权力 
和利益属于国家，其他权利则厲于市民社会成员——并不是像 
某些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稀竒古怪。第二，国家在实际社会生 
活中也不是像一些宪法律师和信奉霍布斯和韦伯的社会理论家 
们所想象的那样统一完整(见 Mann , 1993)。实际上，南斯拉夫 
的经验不仅仅表现出联邦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的无情干预，它 
也同样淸楚地表现出一些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力童对国家/联邦 
政府的意志及其制定的投资政策的(有时成 功的) 類覆。在不同 
管理层次上的类似冲突也是其他和发展得更为成熟的联邦体制 
存在的普遘现象(例如在美国）。甚至英国这样的统一的贵族政 
治体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整个80年代，英国政府是通过 
撤销许多地方政府机构的做法来实际回应挑战的)。这说明，与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相符合的那种社会所有制也许是可能的，但 
是帮助确立这种社会所有制的国家必须要遵循民主的和宪政的 
方向进行改革。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改革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我将在第七章进行较为充分的评论。 

注 释 

1 参见诸如米勒 ( Miller , 1989)、 塞卢奇 ( Sebcty ， 1979)、 埃尔斯特和穆恩( 
Hater 和 Moene ，1989 a ) 等人的著作^同时很有必要指出的是,其他一 

些市场社会主义者 則对按 照自我管理的方式重组企业的设想深表怀 
疑(罗默 Roemer , 1992 a ? 场克 Vunker , 19^0 a) o 

2关于英国合作社的《模，见埃斯特林 ( ErtriiO 和 （6 洛丁 ( Pterodn ) 的著 
作(1987)。 

202 



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范尼克 ( Vanek ,1970,1972 和 1975); 沃德 ( Ward , 
1958和 1967); 米德 （ Meade ， 198如和 1988 b ); 多马 （ Dotnar ， 1966和 
1989);* 瓦特 ( Honrm , 1975,1976和 1982) ;德雷兹 （ Diezc ， 1976)。其次 
是史蒂芬 (Stephen ,1982); 斯泰 因赫尔 ( SteinhetT , 1983); 埃斯待林 ( Ea * 
din ，1983); 波宁和普特曼 ( Bonin 和 Pu _ ian ， 1987)。关于许多问班的 
非技术性论述见范宁和奥马哈尼 ( Faming 和 （ VMahony ,19 S 3); 范宁和 
麦卡锡 (Fanning 和 McCarthy » 1986) »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社的一般讨论，见波宁和普特曼1987年的著 
作 （ B (^ n 和 Puttcnnan , 1987156_161)。关于东欧在引入国家社会 
主义以前的合作社运动的论述，见巴劳伊德1明0年的著述 （ Baw ¬ 
dier ， 1980>。 

当然,匈牙利体制也可以被认为是“理实”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 
选择模式，但在实际上，至少从原则上讲，匈牙利体制与工人管理 S 
经济相距甚远(见， Sw » in f 1992) 0 

这里有必要重复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換受工人自 
我管理型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秩序之核心恃征的观点。 

见霍瓦特 ( Horvat , 1982); 范宁和麦卡播 （Fanning 和 McCarthy 1 1986) ; 
埃尔斯特< EUter , 1988). 然面在这里我将主要关注那些能同样适用 
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和劳动管理型经济中的合作社的批评意 
见 0 

关于对诸多修正过的伊利里亚模式的评论，见麦金雄 （ Mygind ，1986) 
和斯泰因赫尔 ( Steinherr ， 1983> 的著作。 

比阿特面斯‘韦伯 (Beatrice W « bb ) 对工人自我管理的严重无秩序作出 
了頗为 W 夷的挖苦 评论: “设想一下根据如下制度管理一条铁路:搬 
运工人选举站长，站长选举铁路段长，所有的雇炅选举董亊会！所有 
注意到这神模式内部联系的人都能够理解致,这种管理形式根本不 
适应于具有离度组织性的工业” ( B . Potler ,189 Kp . l 53 h 
i 当普 热沃尔斯基和约翰•斯普拉格和 Spi « ge ，]9 S 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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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提出一个相同的见解(尽管较为抽象），即在过渡成本 ® r 前，社会 
主义要得到民主支持是不可能的。 

11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批评家们的判断一定就是正磯的。«如，我们 
对世界地下运输鹪度作一粗略比较就会发*，人们对公共财产的态 
度要受限于巨大的文化差异 & 

12乔尔杰维奇总结说 r 国有化……工人阶级雄续存在，经常在失去自主 
的意义上存在，特别是失去……组织自我管理的历史性权利。这种 
代表工人利益的 4 权利’被国家剥夺了，同时产生了各种旧形式和新 
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的异化与神话 "( EMievic , 1966, 82). 

b 最为 m 和的所有权改笨建议都曾经激起那 ft 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 
想象，认为他们自己被寄生的霸占者剥夺了享受家窳幸福的权利。 

14瓦尔德 fife 的讨论长达近500页。对于薄些时间较 R 的人们来说，瓦尔 
德隆不得不在第三至第五页对自 a 的主要现点和缩论作了概括。 

15关于不网类逛权利的经典论述，见豪菲尔德 ( HohfekOW 基本法律撅 
念 ><1919) —书。关于社会主义和个人所有权的讨论，见克诺汉 

年和198»年的著作、科亨 ( Coheti )1990 年的著作。 

16瓦尔德廠也明_地讨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但他的反应有点含期 
其词。 

17当然，这种论并不能 H 止格雷继续将市场社会主义贬斥为“一种不 
可行的荒谬理论 ”(1 效2, p .54). 

IS 对这神播施的极为简单的反对童见，是说它在整个经济活动領域根 
本就不可行。我认为，如果不去尝试的话,怎么会知速它可行或不可 
行呢！ 我在这里只关注这样一个理论问 JR : 这种安样是否应诙被理 
解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呢？ 





第七章市场社会主义条件 

下的民主和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 
一 种可行的社会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取得同传统发达资本主义 
经济一样的经济玫率。与此同时，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也试图 
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以避免过去那些作为东西方社会主义 
体制衰败之特征的国家干预监护形式。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声 
称，实现这两个目标也将带来民主的巨大扩展。在本聿，我们将 
考察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尽管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都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但是他 
们对这一进程的关注却少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而且提不出较为 
系统的观点。但不论如何，他们关于这个问題的零碎讨论至少 
在三个方面试图证明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提高民主的质和量。第 
一 ，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工人合作社经济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实 
现更具 参与性 的民主形式的机会。第二，作为补充性论断，在市 
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通过消灭私人资本所有权的畴形政 
治影岣，可以大大改善代议制民主过程。第三，期望通过采取某 
种形式的激进改造措施实行社会所有制,同时将大部分经济澜 
节和革新事项交由市场机制，必然会缩减集权国家的过分权力。 
下面我就依次讨论上述每个断言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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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参与式民主的合作经济 


实际上，对作为一种民主化形式的劳动管理作出最令人信 
服的阐述的,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本身，而是那些更为直接关 
注民主的广度和深度的人。自从80年代初以来(及其以前），在 
西方政治理论家中间，就重新对民主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 
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其基本口号就是“参与这些理论 
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平庸和虚伪极为不满，对“人民民主”在 


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十分关注，也经常被尚有缺憾但頗具创意 
的新社会运动的经验所簌舞，他们推动的这股广泛的当代民主 
思潮被如下信念所 擻励: 民主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在西 
方实现，尔后被世界的其他每个地方所渴求）,实际上，民主只是 
部分内容得到了兑现的一种承诺。在20世纪末，这些思想家有 
理由对更为直接的或参与形式的民主取代代议制的程度持谨惧 
态度，但不论如何，他们一般都是以下述信念为出发点，即在一 
种“混合”民主体制中(多层民主空间.包括代议制形式和直接形 
式两个方面），参与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广泛簌励。古尔痗 
( Gould ) 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提倡“在一切可能的时候实行 
参与性决策，在其他情况下实行代议制形式” （ Gould ，1988， P . 
5)。与此同时，许多思想家们坚持认为，现在是经济生活亟霈民 
主化，看来也正是经济领域为一种新型的和更具参与性的民主 
生活的发展捱供了最为广泛的机会 J 

在近期这种对经济领域民主参与问題之关注的演变过程 
中，凯罗•柏特曼 (Carole Pateman ) 的《参与和民主理论》 (1970) 是 
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作者明确论述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经验以 


及西方工业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反对那种她认为已经成为当代 
美国政治科学正统的、理解过于狭隘的“实用性的”民主。帕特 
曼认为，这种正统的创立者们只有通过建立一种极为神秘的(不 
可行的 r 古典民主”模式，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与其形成鲜明反差 
的精英主义方案当作最好的“现实”民主加以渲染。依帕特曼看 
来，如果人们读_些关于民主思想的其正经典著作（包括卢梭、 
密尔和 G . D . H + 科尔的著作），他们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这 
些著作也中肯地强调了民主之教育性和参与性的必要在此基 
础上， 帕特曼呼吁将民主扩展到经济决策领域，既作为其本身 
的目的，也作为提髙个人政治作用和政治能力意识的手段，促使 
他们更为充分地参与广泛的国家政治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积极倡导那种“将参与意识作为核心的现代可行的民主理论" 

(1970， p . 111)。 

近些年来，对帕特曼在70年代初所详细论述的经济民主化 
作出最淸晰阐释的人是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 )， 他是当时对 
流行的多元主义正统作出最令人信服的说明的理论家之一，他 
的思想至少使一些政治理论家的长期传统声望和开明意识得以 
弘扬。 3 达尔在1985年发表的題为《经济民主 序言》 的文聿，对 
工厂民主，或用他自己偏爱的术语，自治企业，作了生动而广泛 
的总体论述。达尔的讨论是从先详细说明人们拥有民主管理权 
利的总条件人手。 4 他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存在这样的 
联合体，其成员“至少需要达成某些集体决议，且这些决议对集 
体的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这种民主管理形式就能被证明是正 
当的。他坚持认为,在这种有约束力的集体决议有必要作出的 
地方，它们必须要由“受决议约束的人——也就是说，联合体成 
员——来制定' 他接着又列出一些进一步具体的“民主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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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它们应该适用于这种联合 体：自 由原则 ，“联合体中的每个 
成年人都有权利对他或她自己的利益作出最后决定”； 强弱平等 
原则 ，规定“每个人的利益都有权被平等考虑”， 所 有的人“都有 
大致平等的资格决定哪些事情需要或不需要作出具有约束力的 
集体决 定”； 以及“基本的公平 原则” ，“一 般地说 ，短 缺或珍贵资 
源应该公平分配％达尔认为，如果接受了上述前提，就为 " 联合 
体的所有成年成员确立了 ……一 种通过民主程序实行自我管 
理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依照达尔看来，这些标准经常(和正确地)被用来评判国家 
的民主管理。但他坚持认为，经济企业也可以被看作是能够对 
其内部所有成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议的联合体。这样， 
经济企业的成员和国家的公民一样，具有通过民主过程自我管 
理的权利。他提出的颇为鼓动人心的结论是，如果民主在管理 
164 国家方面被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它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也一 
定是有理由的；说它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没有理由，这也意味 
着它在管理国家方面没有理由 ”（1985， p + lll )。 

达尔并没有对企业民主运作的制度设计进行充分详细的叙 
述，他当然不认为所有的自我管理企业都将成为实行直接民主 
的组织 ，以 及所有成员都将参与 每一项 决策。他明确期望建立 
—种“混合”体制，其中民众拥有主权，但他们只参与宏观玫策问 
题的决定。除了规模极小的企业外，其他所有企业看来都是由 
其雇员“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或理事会，它以典型常規的方式被 
授权选举和撤销高级执行人员 

达尔对实行更具参与性的工厂民主将可能带来的种种经 

济和政洽利益持谨慎态度，他坚持认为经济企业的自我管理在 

任何条件下只是一 神权利 ，人们不能根据其有价值 的结果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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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次上增强公民的政治作用)来进行判断。然而，达尔的 
确相信“一种由其内部所有工作成员集体所有和民主管理的经 
济企业制度”标志着民主原则的极大延伸 U 985， P ,9 i )。 

凯洛尔•古尔德 (Carol Gould ) 的著作《民主再思考》 （1988) 也 
发展了与之类似的观点(从参与民主原则到自我管理形式)。古 
尔德对民主的“再思考”是以一对关系密切的前提为基础的：平 
等的积极自由（或“对自我发展的条件拥有平等权利”）和互惠 
(要求在集体决策中/‘每个参与者不仅容许他人表迖他们的观 
点以及作出他们的判断，而且在形成他或她自己的判断时，也要 
认真考虑他人的观点、1988, pp .8&_90)。 这构成了古尔德总 
体“民主原则”的基础,规定“每个人在与他人参加共同活动时， 
都有平等权利参与同这一活动相关的决策，这种确定的参与权 
利不仅仅适用于政治领域，间样也适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 
(1988， P .84)。 在集体经济生产领域，“这种当事人的平等权利 
……实际上就是工人自我管理的权利”<1988 ，卜 M 3)。在这种 
工人自我管理条件下， 


企业的工人有权共同决定生产的计划和组织或服务的供应 
问题，有权共同决定企业的收入知何分配。[虽然]人们可 
以期望他们将各种职能授权给他们自己任命的经理和管理 
人员，但最终权威和决策权仍然属于所有在企业内部工作 
的成员。 ( I 988 t pp , 144—145) 

同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更为一致的是，达尔和古尔德都坚 
持认为这些工人自我管理企业都应该在 (被 改革了的)市场经济 
环境中运作。达尔对他所倡导的民主秩序是应被称为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模棱两可(显然不太关心 K 1985, pp . ISO - 
152) o 但不论如何，他强 sr ‘为了实现民主价值和获得相当程度 
的效率，都要求大多数企业——不论其所有制形式如何——都 
要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使它们的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因而， 
“与民主和效率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惟一普逢形式，应 
该是相对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 M (1989， p .328)。 在古尔德 
看来 ，自我 管理的企业应该在如下环境中运作，“市场成为商品 
交换的中心 t (尽管）这里排除了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市场” 
( Gould , 1988, p +251)。 与市场社会主义者一致的观点还有，古 
尔德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传统上错误归结于市场的那些弊端是 
属于其他地方的。因为“并不是这样的市场产生了有害的后果, 
而是财产的社会关系使然。一些人控制其他人的生产活动会导 
致支配和剥削的产生 ”（1988， p .252)。 如果取消了劳动力市场， 
对资本所有权进行合理限制，这些问题一般也就不会出现了 
( 1988 ^. 178 — 185)0 

二、作为民主之扩展的自我管理 


达尔和古尔德提出的详细的制度性建议对于我们这里的讨 

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能否陚予工人自我管理以切 实可行 

的制度形式是一个重要的问題)反之，我在这里将要考察的问 

题是: 达尔和古尔德展示的那种模 式在原则上是 否能够实现市 

场社会主义的一个论断，即工人自我管理将构成民主的极大扩 

展。简单地说，我将这样提议 :如果 我们承认企业能够合理地构 

成 一种政 治共同体的话（这是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所不赞同 

的），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支持这种论断，即：如果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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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工人 自我管理将会导致民主的极大扩展 J 

我们可以根据意大利民主理论家诺贝托，鲍比欧 （Noberto 
Bobbio ) 持有的立场来发展上述提议（特别见 Bobhie ，1987 a 和 
1987 b ) 0 人们非常恰当地认为，鲍比欧是对民主扩展的可能性 166 
作出最谨慎和最敏锐的批评的人物之一。他长期以来为 代议制 
民主制度辩护，反驳左翼批评家的观点。他恃别对那种支持扩 
展更为直接的民主形式的主张深表怀疑，强烈批评下面这种热 
切愿望，即将“生产者的自我管理”视为在国家层面上替代“古典 
议会制国家”的方案 (1987 b ， pp .83 — 84)。然而工人自我管理议 
程却是令人吃惊地符合鲍比欧本人所论述的合理民主化形式。 
他的观点是，在当代条件下，“民主进步的标志……并不是由 
有权投票的人数来确定的，而是政治领域之外行使投票权的范 
围大小所确定的” (“投 票”是参与政治过程的较一般性权利的缩 
略表达)。在当代，民主化较少体现于对民主 新形式 的发现，而 
更多在于在新 场所实 现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传统的)民主权 
利。它要 求从“ 国家的民主化转向社会的民主化％民主并不是 
一种应该被运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的原则,但是在大量世 
袭的和等级制权力汇集的地方，民主是必要的。在所有的复杂 
社会,这些权力得以汇集的两个重要场所就是“大企业和公共管 
理部门”。因而鲍比欧得出结 论说/ 民主化进程”就应该集中于 
这些地区。他认为，在这些地方，民主化进程“甚至尚未开始触 
及其皮毛” （1987 a , pp . 55— 57 ) 。 

如杲初看起来这会令人感到惊讶的话，那么我们再经考虑 
就会发现，诺贝托*鲍比欧的著作中对达尔一古尔德论題的潜在 
支持可能不是如此显著，他们三个人代表着极为不同的社会民 
主 观念。 但他们都倡导在全社会层面继续保持代议制政府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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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的环境下，在较为“公共的”社会机构里实行民主化。我 
们在鲍比欧的著作中看到的对这一立场的潜在支持还有助于突 
出如此事实，即“扩展参与”并不一定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参 
与在很大程度上讲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即 
便是只要求其选民每隔四五年投一次票的代议制民主也是参与 
性的。古尔德和达尔也明确认为，更多的参与机会是非常需要 
的，也确实是民主扩展的必要因素。自我管理企业的组织原则 
中有一些途径(如通过经常性集会，所有成员有权对集体决策作 
出贡献，直接参与政策的执行等等)能够提供那种在现行自由民 
167 主国家层面不存在的直接民主参与形式。但是，工人自我管理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强参与程度，而不是取消代议制。 

当然还存在着一种历史久远且颇受人们尊重的现点，人们 
一 般认为是卢梭的见解，那就是,只有直接民主才是其正的民 
主。如果这种观点可被接受的话，那么包含部分代议制度的工 
人自我管理(以及其他99%的声称是民主的组织 制度） 的民主 
真实性也就要遭否定了 J 然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也意 味着: 
工人自我管理组织也不太容易受到那些时常用来反对 ** 纯粹”直 
接民主倡导者的传统言论(如繁琐程序和有限規模、缺少专家、 
缺少时间、缺少公民兴趣 等等) 的攻击。 

但是，对于那些支持企业自我管理作为“混合”体制(包含或 

多或少的代议制民主空间）中应予重视的一种参与形式的人来 

说，还存在许多问题。可能最简单的反对意见是，处于这种更具 

参与性的模式中的政治将根本无法运作。这种意见可以追溯到 

米歌尔斯 ( Micbek ) 论述德国社会民主问題的著名著作（1962)。 

约翰•格雷 (John Gray ) 以典型的论辩方式,根据南斯拉夫的经验 

推断,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工人合作社里，“自我管理的制度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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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会被必然出现的管理精英所削弱，以及经常被权威干预…… 
被中央政府所削减 ”（1992， P .49)。 达尔反对这样的结论，他虽 
然承认“必要的组织规则将会导致向少数人垄断的方向发展”, 
但他把自己的模式同南斯拉夫的经验分离开来，指出“米歎尔斯 
的 4 铁的规律’既不是铁的也不是 规律' 他认为，“同管理国家 


的民主结构相比，管理工厂的民主结构也同样能够完全满足民 


主程序标准。作出这样的预期判断不是没有理由 @ w ( I > ahl , 
1985， P .134)。 这个问題可能只有通过实践经验才能得到明确 
解决(尽管像格雷这样的批评家坚持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所需 
的全部经验)。然而，由于现在缺少在达尔所期望的那种有利条 
件下扩大工人自我管理的证据，所以我们对其发展前景所持的 
态度并不像达尔那样乐观。 

即便是在那些非常同情和支持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的人 
中间，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促进工人参与的动力持有某些保留 
看法。这里可能最常见的问题是时下的政治经济。参与要花费 
一定的时间，而且对于好的民主公民或好的工人-公民来说，参 
与成本是很高的。但由于增强的政治参与一般被理解为 是一种 
权利而非义务，所以这种情况不必作为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題出 
现 3 但是，这里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一且实际参与率降至某个最 
低点以下，决策活动实际上就成了相对少数的公民的事情。如 
果参与决策公民的人员构成情况与全体公民的构成情况大体一 
致的话，可能这也不会成为有太大危害性的问題。然而，如果这 
些积极分子的社会构成与总体公民的构成情况不一致的话，决 
策权实际上就可能落人不具代表性的少数人手中。的确，在现 
存的政治运动中以及南斯拉夫的自治经验里有充分的证据说 
明*积极分子可能不具代表性，而且他们倾向于过多代表那些拥 



有较多现存资源(资金、组织和信息资源等)的人,以及向现存的 
决策过程投人较多的人。当代女权主义民主文化 〈虽然 它也支 
持更具参与性的 模式) 中有一点提得很好，那就是:正是妇女掌 
握着最少的先存资源，但承受着最大的时间压力（见 Phillips , 
1991 ) 0 如果不彻底改变她们所从事的附属性社会实践活动(在 
育要、提供非正式的社会护理工作、就业机会等等方面)，公开参 
与模式对于妇女来说，其实际可用性可能是极不平等的。然而 
使真正的平等参与成为可能的那些变化使民主程序向工厂的扩 
展看起来像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改革。 

这里还有一个虽然也很重要但不太迫切的问題，它源于这 
一 信念;参与将要求普通公民道德非常地高尚。古人们会非常 
鄙视那种优先忙碌自己的私事而不是为城邦的良好管理作贡献 
的人。然而我们对此可能(也有理由)不敢深信。我们当中即便 
是把自己的职业生活或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投人到政治过程 
中的人，也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一种合理的民主政治秩序当 
然不会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对其公民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使他 
们预先排除掉自己想做的全部其他多种事情。它也不会使参与 
成本变为阻碍，以至于只有最坚定的积极分子才不退却。这样 
看问题决不是允许人们消极行事，因为这只是为了将实际决策 
权交付到大多数自我选择的积极分子手中。这里 所需要 的是这 
棚 样一种制度:它不仅使参与成为可能，而且能够保证一个有适当 
责任感的公民在正常条件下能够满足参与要求（关于“半髙尚” 
的人的政治权利，见 Wal 2 ser ,1970 )o 

这些争论有时被合并起来作为反对更多参与性民主形式自 

身的理由。有人认为那种包括最小程度参与的代议制政府是一 

种手段，它能够保证那些被假定为淡漠的大多数人不被少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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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者欺骗(见 Sartori ，1987)。 但是为了避免少数积极分子在 
蜕变了的民主中支配多数人，就要任由国家层次上的管理精英 
去处理政治事务，这种想法实在令人吃惊。它看起来不过是这 
样一种拙劣荒谬的 建议: 为了避免鸡貊的强扰，而让我们自己被 
狮子吞噬。 7 用一个不很恰当的类比:不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多少个“小希恃勒' 他们都不会让我们渇求真实的事情！不 
论如何，这种批评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工人自我管理建议来 
说是苍白无力的。正如达尔和古尔德明确指出的那样 ，参 与并 
不是对代议制的替代，且参与程度也是经常变化的，它与规模、 
技术以及民众的基本意愿等问題有关。我们假定 :那些 希望增 
强参与的人将被吸纳到更具参与性的(可能是规模较小的或劳 
动密集型的)组织中来，而那些希望过安静生活的人(至少就其 
工作而言），可以在大部分决策权由管理机构来行使的企业中工 
作。这些组织上的差异并不排除民众在两种环境中都拥有主 
权。 

参与模式还存在着一个进一步的难理，自由主义者对此特 
别敏感^它就是:参与模式具有导致人们的共识蜕变为因循守 
旧的倾向。实际上这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埋。某 gJS 面上的共 
识(如果没有别的共识是有关民主游戏规则和民众限定的)是民 
主过程不可或缺的。但是至少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一直 
认为(代议制)民主的巨大力量之一就在于它能够容纳不同的合 
理价值和利益。儿乎所有倡导更具参与性政洽的人，都设想了 
就要做的事情取得较为一致的观点的可能性。他们的建 议是: 
通过开明(和开放)的讨论和发扬一些公共精神，同现存代议制 
条件下的可能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敌对的）比起来，公民们 
能够发现更多的可以相亙达成共识的领域(如见 Baifcer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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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zek ,1990) o 人们认为这里存在的危险是，这种政治可能会变 
得过于一致。这不是与传统的过分武断的多数主义问題极为相 
似的问题，而是这样一种 意识： 特别是在小群体中，存在着形成 
(全体一致的)共识的压力，这可能会压制和反对那些非常正确 
的关于合理的目的和手段的不同意见。 8 

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问翅，任何卷人新的或旧的社会运动 
政治的人都将明 白:从 “下一步以后”出现的反对者并不总是受 
欢迎的。然而在工人自我管理条件下，这个问题并不像批评家 
们所说的那样尖锐。第一，虽然关于企业目标问题(例如，决定 
利润最大化方案或引人有较少异化性质的劳动过程)可能存在 
着内部意见分歧，但有一些基本的政策限定将在企业外部制定 
(如果企业利润没有达到至少的足够额度，企业就应宣布破产或 
解散)。第二，虽然一些基本的玫治信念<如关于生态对生产的 
限制的认识，或对雇佣过程中存在的强烈歧视问题的认识)可能 
对企业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然而在国家政治过程中引起最激烈 
争论的许多抽象的意识形态因岽，却对日常的企业决策没有很 
大的影响。人们确实意识到，当公民们积极参与同他们的生活 
条件密切相关的真实决策过程时(这样他们面对着真实的选择 
和真正的资源限 制〉, “意识形态的表演”也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和 
动因了。第三,同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情况比起来，共识在企业 
内部实际上更具积极合理的性质。对于那种不容纳一个长期有 
组织的反对派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不敢说它是民主的 e 然而 
尽管企业内部也可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我们可能认为存在 
一 个长期有组织的反对派却不是企业民主的一个良好特征。企 
业自治必然以不同于国家自由民主的方式作出要求:一旦决议 
合理作出，所有人员都应该致力于它的成功贯彻执行。第四(尽 



管达尔评论说企业是法人资本主义的“必定”成员），我们应该设 
想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更有义务支持就业和促进新企 
业的形成/退出”应该成为那些感到不满意的产业公民的一神 
现实选择，而国家的不满意公民却不能这样做。总之，对“太多 
共识”的担心确实构成了参与民主形式存在的一个真实问題， 
但在我们设想的劳动管理型企业中，其严重程度是十分有限的 ，171 
况且我们还应想 到：自 我管理采取的是直接和代表制相混合的 
民主形式 & 

最后一个问鼷，我认为也是较难处理的 问题: 谁将是工人自 
我管理企业经济中的公民？更直接地讲>那种非常依赖工厂民 
主的制度能否避免一种情况的发生，即给予积极参与正式经济 
活动的人以政治优先权？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疑虑(至 
少可以追溯到比阿特丽斯♦韦伯 [Beatrice Webb ] 的著作）:企业自 
我管理将创造工人的自我领地，而对更广大的消费者和国家经 
济的需求漠不关心。她怀疑:国家及其公民的需要能否靠承诺 
将“管道工具交给管道工人”那样的改革来得到最好的满足？ 

(由 BeilW 援引，1992, P .64)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时代和方案 
中，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已经对费边式的计划和公共管理的必 
要性失去了兴趣的政治理论，因而上述疑虑可能不会对工人自 
我管理构成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如果管道工具(或任何其他工 
业服务)将由独立企业来提供的话(可能与市政当局签定合 同）， 
那么在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最好要由一个合作社而不是一 
个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来提供。另一个保留性意见看来更有道 
理，它在传统上曾经用来反对工团主义。它提出这样的疑 虑:工 
人合作社可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工 人“集 体资本主义％其中那 
些被包括在正式经济中的工人的利益，将会优于那些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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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于各种原因(育要、提供非正式护理、退休、失业、参加全日 
制教育 等等) 而不能成为职业劳动力的工人的利益。市场社会 


主义者可能偏好这样的市场经济，其中企业由自己的工人而不 
是由股票持有人或被指定的人所有和管理 。 但把这样的经济说 
成是工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决不是简单地玩弄 
字词。因为，就琢些置身于企业之外的人来讲，它们与传统的资 
本主义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那种主张将所有人口（除了少数 
剥削者)都纳人正式经济中的社会理论可能对工人的民主代表 


全体 民众的能力非常乐观，但20世纪末期劳动市场的变化情况 
并非 如此。 二战以后，妇女劳动力人数确实增长迅速，但正如安 
妮 •菲利普斯 (Anne Hiillipe ) 观察到的那祥，男人和女人与工作 
有不同的关系，与时间也有不同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种基于增 
加工作参与的民主能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保持中立 ”（199丨， p . 
45;强调部分本书作者 所示; OECD ， 1985)。很显然，还有其他社 
会群体被排斥在工人合作社的边缘。 

实际上 t 这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普遍认识到的问埋。例如约 
翰*罗畎 (John Roemer ) 就坚持认为，在他的市场社会主义蓝图 
中，工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拥有他们于其中工作的企 业:“ 劳动力 
将在劳动市场上雇用”，企业利润“在交税后要在所有成年公民 
中大体平等分配 "（ Roeaner ，1992 b ， p .453)。 尉于其他市场社会 
主义者来说(诸如 Saul Estriti ,1989)， 这个问題的解决必须通过 
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在直接生产者和社会之间划分经 
济资源的控制权。然而这种解决方法又将把我们带回到那种恃 
别困难的 境地: 确定某种适当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正如我们在 
本书第六章所看到的那样 ，这 是一个远未得到明确解决的问埋。 

尽管倡导更多直接民主的人(他们认为企业自我管理方案 



中的民主化成分太少)和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却认为民主化成分 
过多)提出了极为不同的批评观点，我却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 
说工人自我管理方案至少在原则上作出了极大地提髙民主的承 
诺。用鲍比欧的话说，他们希望将一些已经很稳固的民主程序 
引人新领域，用来挑战那种几乎已成为当代工业企业管理之普 
遍特征的“承袭的和等级的权力”。虽然这种模式还存在着许多 
难題，但由于它所设计的民主参与模式并不是仅把工厂当作民 
主参与的惟一场所，而且它还设计了一种直接参与和代表制相 
混合的民主形式，所以上述难题也就得以缓和了。但是后面这 
种设计本身，特别是因为它对代议民主制度的依赖，也带有自己 
的特殊难题。要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抛弃那种未经改革的管理国 
家的自由民主程序来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更为民主的管理方 
式？工厂内更多的民主参与是鼓励人们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 
活(如帕特曼所希望的），还是在纯粹地方性事务中浪费了积极 
公民的精力(如达尔所担心的)？自主企业公民的民主决定应该 
如何与国家(可能是超国家)权威的至离无上的权力协调一致? 
这些问題，即关于在全社会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政府的实质及 
其与工厂民主的关系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认真考察的。 

三、市场社会主义和代议制民主 

当我们考察代议民主制度对于捍卫企业自我管理秩序的重 
要性和将工厂民主与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协调起来的潜在 
困难时，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并不特别关注 
这种较广泛的代议制民主方案的特征。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 
者对待现存自由民主的典型态度只是关注这一个问題,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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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特别是社会所有制的确立，将如何改变那些使制度上基本 
未变的代议制民主得以运作的条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市民 
社会中那种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容易削弱有名无实的 
“主权”国家政府的行为自由。根据许多著名评论家(包括支持 
者和反对者)的见解，这意味着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必须以(相 
比较而言的)社会和经济的平等规范为前提。依照许多当代新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上述倾向表规在有组织的劳工利益对民选 
政府的意志进行挑战的能力上。 9 相反，依左翼人士看来，正是 
资本(不论是否组织起来)的经济利益支配着民主政府所代表的 
公众意志。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议会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 
基本观点。近些年来，这一观点在出人意料的地方获得了支 
持，那就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査尔斯•林德布洛姆 （Ghartes lind - 
blom > 的著作《政治和市场》。在这本书中，作者调整了自己早期 
对代议民主制多元模式的拥护立笏，认为由于企业对工业运作 
(并因此对政府的收人和再当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在 
自由民主政治中拥有“特权地位”，能够对民主选举的政府可否 
做什么具有“否决权 "( Lindblom , 1977,特别见 pp .174— 175)。 

正是这种歪曲甚至颠覆通过代议民主制度表达出来的公众 
意志的私人资本权力，市场社会主义者极力主张要废除它。在 
这种程度上说，市场社会主义承诺的最伟大的变革与其说是革 
新不如(用哈贝马斯 的话) 说是“矫正”，这种 “矫正 ”要求恢复被 
既定的私人经济利益所破坏的民主权威和责任的合理秩序 
( Habenna Sf 1990 b ) o 当然，这样叙述问題并不是贬损这类改革的 
重要性。协调一致的私人经济权力确实对民主政府构成了巨大 
限制(当然依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十分合理的)。对私人资 
本和股份所有制的废除将会以尽可能歎进的方式解决这个问 



题，但正是这种变革的激进性质使人们很难对其进行设计。在 
全球化经济中，那种甚至打算实行资本社会化的政治制度将如 
何防止破坏性极强的投资减缩呢？（这是我们在后面的第八章 
讨论可行的过渡政治时要遇到的一个问 题。) 即便我们设想这样 
的改革能够推行，我们是否能够避免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 （ 1 ) 
经济权力集中在特别庞大、非常成功和/或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 
社手中，使它们拥有不合理的影响国家政府的力童，或 (2) 侵蚀 
工厂民主的独立，增强被授权的国家的干预和监护，这正好与第 
一 种情况相反。 

实际上，或许人们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如 
此注重为自己绢领的经济合理性作辩护，以至于他们未能实现 
3 P 种超越“矫正”逻辑的民主改革议程。约翰•罗默算得上是一 
个例外。在其“市场社会主义蓝图”中，他设想了这样一种改革 
方案 :对经 济过程较为间接的集体控制是通过政党在自己的选 
举纲领屮纳人或多或少的具体投资计划来实现的 。 —旦当选, 
组成的政府在形成投资方面不是依雜必要的计划，而是通过在 
不同的工业领域实施不同的利率 t 以使投资流人預期的地方。 
罗默的确这样认为，通过在五种和20种利率间进行调节，经济 
活动就可以实现其计划者所希望达到的投资构成 ”（1992， P . 
445)。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伹也同样困难的 是:如 何设计 
出这一方案得以实行的条件？甚至更为困难的是 :如何 设想它 
作为_种提高公众责任感的机制来运作呢？如果我们考虑到近 
些年来利率特别不稳定的情况，以及利率水平的决定并不是单 
一民族国家政府的事情，人们很难发现一个政党纲领中的投资 
策略与政府行为之间存在着任何具有约束力的联系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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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越“矫 正”: 协商性 
民主和论证性民主 


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忽视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面，但 
是戴维•米勒的著作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外。在<市场、国家和 
175 社会》中，他用最后的三分之一篇幘探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 
国家、民主和公民权的实质。米勒坚持认为，如果缺乏某种共同 
体意识的话，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就不能在全社会层面运作。 
但是传统社会主义者所幻想的公共观念过于单一、过于倡导克 
己奉献和过于怀旧 t 不能提供一种适合发达工业社会的可行模 
式。实际上/只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够期望 
塑造自己的未来，才能在全体成员中间按照需求分配资源 '以 
及“包括一切社会成员的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实现的惟一 


形式就是民族国家” （ Mille r ,1989, pp ,240,345)。 在这种情况下, 
“全社会范围的共同体的惟一可行形式”就是民族国家内的普遍 
的 公民权 (1989, p . l 6; 也见 Miller ，1988)。 在这种傷议中，公民 


权包括在一个特定民族国家中的成员资格，也包括对宪法具体 

规定的 (" 防卫 '"政 治”和“福利”)权利的享有 ( Mi ller t 1989， pp . 

245—246) o 但是"真正的公民权”还要求一种同我们在自由民 

主条件下所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政治过程和更为积极的公 

民。这里米勒的叙述是基于两种不同政治间的比较而进 行的: 

—种是利益集合政治 (Politics as int 撕 st - 明 i ^ idon ) ， 他将其等 

同于现存自由民主制条件下的大董消极公民和公民投票政治 ; 

一 神是对 话政治 (Politics as a dialogue ) 形式，即这样一种政治实 

践: 公民通过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讨论和协商，力图就所有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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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事情达成合理共识。正如米勒描述的那样 ，“ 协商观念是从 
这一前提出发 的:各 种政治偏好是相互冲突的，民主制度的目标 
必须是解决这些冲突。但它是通过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和非强 
制的讨论而实行的，目的是达成一致同意的结论” （ MiUer ，1993, 
P .75>。 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更多民主参与的倡导者的意 
见一致的是，米勒的协商性民主也注重积极参与，并且要求普通 
公民既要有较强的开展合理讨论的能力，又极为情愿地以公共 


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为取向。对话政治形式并不排除代表制。 


正如米勒自己所表述的那样，他的 g 的并不是“完全废除自由民 
主制的代表制度，而是按照一神不同的调节观念对这些制度进 
行改造 ”（1993， pp .74 — 75)。即便如此，要符合米勒的标准，这 
些经过改造的制度就必须非常不同于我们在现存自由民主制下 
所看到的情形。 

米勒的论述极为独特，他着重详细地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 
条件下在工厂之外实行民主的形式（也见 Cchen t 1988). 他还 
竭力探索一条能够避免关于世界历史的空想和放纵的机会主义 
这舸 种孪生危险的合理的道路。他的论述存在的最大问思是这 
种协商性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及它将如何运作。实际上，米 
勒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关于协商性民主之宪法方案的指导 
性设想。他明确 指出： “为了使公民权切实可行和市场有效运 
作，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式组成，内部有不同分工，且在规模 
上有限制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宪法国家”，其 
中没有霉布斯式的主权，只有管理权力的明晰划分，这要写入一 
个成文宪法 ，以一 个宪法法庭为支撑。简单多数主义要受限于 
适当的法律程序，以及对某些形式的个人自主给予宪法保护。 
米勒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协商性民主的制度性框架方面不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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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但他明确指出:只要存在民主集会，它们就应该符合协商或 
对话决策的总体模式。然而，如果公众参与的实行要和现代社 
会的观念协调起来的话，政治共同体只能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 
组成。这里还须进一步界定以下两点 :（1) 在整个国家层面代表 
制的适当形式，和 (2) 政治制度中不同层次的公众会议之间的关 
系。关 于第一 个问题，米勒建议一神从低层会议到高层会议的 
“半委 托性的”代表制形式，或某种较为激进快捷的抽签决定方 
式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宪法规定下的正式权力划分及 
/或通过调停方法，这要假定公民原本愿意找到最大的公共利益 
并依此解决问题。无论如何，米勒承认在不同的管理层面之间 
存在的冲突可能会很激烈，且在实践中要更多依赖于存在一种 
被广泛 接受的协商解决冲突的文化 （1989， pp . 271—274,198 — 
199)。 

米勒的初衷并不是想要设计一种极为洋尽的 、可行 的市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我们不能期望他详细推述具体的宪法 
条款,诸如怎样协调国家对投资战略的指导和工人合作社的自 
我管 理等。 然而，人们必然担心“充实”这些制度设计将会被证 
明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这里我们将米勒的方案和约輸，德雷泽 
克 (John Diyzek ) 的著作 《论证 性民主 >(1990) 进行一下比较。虽 
然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但德雷泽克和米勒一 
样，都致力于将民主改造成为一种协商过程，其中参与的公民会 
聚一起试图就他们的集体行为找到合理共识。他们基本上是被 
爪 公共利益 所驱动，自 愿遵从“良好辩论的非强制性力量”。 U 但 

是，德雷泽克一心想描述出如何陚予他的论证性民主观念以某 
种制度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德雷泽克探讨了一些“預示的”和“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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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体瑰论证性民主之合理性的论证形式。德雷泽克期望在一 
系列新社会运动的行为中发现这种论证性民主制度，并考察了 
美国公共政策经验中存在的少数“仲裁”和“调节谈判’的例子 
( Diyzek , 1990. pp .40—56) o 但他认为论证模式得以推行的最 
佳场所是国际领域，因为这里(不管结果怎样)没有“拥有一切权 
力的国家或国家类似物”来阻碍论证性谈判进程。他对一些国 
际环境保护问题——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水资源纠纷问题和全世 
界捕鲔控制问题——进行了评论 t 并探讨了通过协商谈判程序 
解决这些问題的潜势。可是这些例子并没有多少说服力。美国 
和加拿大边界加里逊河分流纠纷问理的谈判陷入了 “僵局' 
至于国际对捕嫁的限制，有许多证据表明，推动谈判进程的是 
国家利益而不是什么“良好辩论的非强制力量” （ Dryzek , 
1990， pp * 90 — 108; Poter 和 Welrfi Brown ， 1991 1 pp * 78 — 82) 0 

人们无需成为一个传统的霍布斯主义者或一个对理性选择的顺 
从的皈依者，就会（或许是十分遗憾地）感到德雷泽克的论证 
性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令人乐观。就我们这里感兴趣 
的问題（协商性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方案）来看，这更加 
突出了这一 难題： 一神可行的论证或协商民主及其现实例证缺 
乏强有力的制度性指导方针。在实践中，德雷泽克陚予批判理 
论原则以某种制度形式的强烈愿望只会部分实现。下面我们就 
开始探讨另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題，即向这种协商性民主秩序转 
变的问題。 


五、代议制民主和“可行的”变革？ 

然而 t 上述难埋尚未穷尽变革的可能性。近些年来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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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人士中间又对代议制或自由民主制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 
取而代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3 虽然他们的观点不能轻易与市 


场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协同起来，但由于两者都是基于对我们在 
本书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工程”面临的巨大危机所作的 
思考，因而人们可以将它们结合起来。因此，同新市场社会主 
义一样，对自由民主制的再评价问题，至少从部分上说,也是根 
据东西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衰竭、对社会主义传统话语 
(特别是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信仰、国家作为经济计划 
者和社会改革者角色的普遍失败等问題而进行的探 if 。 与此同 
时，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作出历史性退却的时代，关于权利、 
正当程序和有限政府的话语看来越来越成为捍卫我们曾经候定 
的那些坚不可摧的历史成杲的重要工具。当一种长篇大论的社 


会主义思想不仅 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失去了其内在逻辑性时，多 
元主义和开放看起来一定会更具魅力了。 

这种民主复兴过程的最明确和最深思熟虑的代言人之一是 
戴维•比瑟姆 （ DavidBeetham )。 他 认为： “民主的核心含义就 

是平等的公民对集体决策的公共控制”，“它所能提高和规定的 
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自诒” (1993, p , 61)。在提高这种以自治 
为基础的民主的过程中，“自由民主的矛盾 结合” 中有一些因 
素是很有价值的。其中许多因素都是从自由主义同专制国家的 
斗争中承继下来的历史成果，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承担 
不起将其抛弃掉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对个人自由 
(包括表达、活动和结社等自由）的追求；管理权力的制度性 
分工、正当的程序和 法治； 代议制议会 制度； 宪法制约的国 
家，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那种“没有一个关于好社会 
的终极真理的认识论 前提％ 他 指出： “我们在20世纪末懂得 



的一 件事情 就是： 那种以更完善民主的名义企图消灭这些自由 
特征的做法，最终只是破坏了民主，以民主的名义攻击民主' 
但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在历史上也是对民主扩展的最大限制。 
在公民权普逋化以前的年代，就什么人享有充分公民权的问題 
经常展幵斗争 C 更一般地说，它是关于如何合理划分公共和私 
人领域问題的争论。例如，女权主义者极为关注“私人"家庭领 
域的不平等是如何损害正式政治领域中的平等的，而社会主义 
者认为对经济过程的私人控制结构破坏了对正式政治平等的追 
求。考虑到自由主义同民主之间的这种模糊关系，改革者所面 J 79 
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揭示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推进民主化 
进程，这既是在扩大民众控制的意义上也是在使其实现的条件 
平等化的意义上进行的，同时又不破坏民主本身的条件” （ Be - 
elham , 1993,押 .56 — 57,60) o 

改革者的 一个策 略就是强烈要求更为充分地实现现存自由 
民主制内的民主因素，其目标是使自由民主政府根据它自己的 
宪法主张运作。在英国，对这种宪法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活动 
是围绕八八宪章 （ Andrews , 1991 1 pp .207~21 i 转载）开展的运 
动。这一文献，充满着对法治和捍卫个人权利的诉求，希望在一 
个成文宪法中写人一个包括捍卫公民核心自由，改革司法和众 
议院，明确划分地区、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扩大信息自 
由和改革选举代表制等条款的权利法案。这个宪章里不乏左翼 
人士提出的睿智和深思熟虑的批评意见。但有些人批评该宪章 
只是关注一些传统的自由政治权利，而没有考虑其他的经济和 
社会权利。另一些人担心，如果不直接面对和解决英国社会所 
存在的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分配现象，扩大了的权利也只能是 
以多种方式集中到少数强有力的公司集团手中 < And ^ ws ， 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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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64) □ 保罗 •赫 斯特 (Paul Hid ) 对诸 如八八 宪章运动这样 
的活动取得的成就非常轻视/原因正是它们只把自己束缚在那 
些希望使现存代议制民主更好运作的改革上” （ Hiret , 1993 b ， 
P .14)。 这种批评看起来至少是非常苛刻的，尽管宪章的目标十 
分有限(可能这是为了获得最广泛的支持 ), 但在当时英国宪法 
积淀少得可怜的环境中，使“现存代议制民主更好运作”躭已代 
表着一个巨大进步。我认为，宪聿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并不是它 
所倡议的内容(作为大多数民主改革者的最低纲领，它是无可指 
责的），而是它看来对英国政府的行为影响甚微(尽管对此泼墨 
渲染颇多)。 


另一些人则试图追求带有更激进意图的改革议程。虽然比 

瑟姆本人为代议制辩护，但他也坚持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改 

善它:对政府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保证拥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 

和促使选举出的机构更具真实的代表性。这些改革将使所有的 

ISO 选票具有平等价值，增加普通公民担任政府职务的机会。与此 

同时，他还倡导变革,它能够缩小由于市民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平 

等所导致的对政府影咱力的差异 t “限制集中在个人和强有力公 

司手中的財富的规模，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财富占有传媒、赞 

助或‘聘请’被选出的代表或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从而购买政 

治影响力”。他还提出了一个不太具体的论 断:“ 选举过程可以 

扩展到其他机构，私人的和公共的 t 地方的和邻里的以及国家的 

和跨国的”。至于这种改革对私人所有经济意味着什么，比瑟姆 

对此有些含糊其词。但他承认，同传统的苏联指令经济比起来，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肜式不太容易遭到自由主义者的攻 

击。但不管怎样，如果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倡导者都要 

“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实现自己的纲领的话'那么他就赞 
22 S 



同那种“同私人所有权并存而不是对立的经济民主化战略 '这 
意味着可能要选择类似璀典雇员基金模式那样的方案，而不是 
市场社会主义设想的社会所有制 < Beedtam ， 1993, pp . 64—65, 
69), 

戴维•赫尔德 (David Held ) 则更为广泛和雄心勃勃地尝试建 
构一种以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深刻见解为基础的民主模 
式。在这种模式中，“自治”又成了关键术语。赫尔德也认为在 
现存自由民主制中有许多不可缺少的积极因素，其中包括“客观 
的”公共权力结构,成文宪法和权利法案，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 
但是他陚予了其中许多因素以激进的新内容。例如，他的“权利 
体系”中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公民自由，而且也包括： T 同再生产、 
育嬰、健康和教育等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权利,也包括了保障 
民主自治拥有充分的经济和资本资源的经济权利” ( Held , 1将7， 
P + 285)。 同样，他的“法治”也包含着“对分配问題和社会公正问 
題的极大关注”。它不仅要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 
等，而且也要保障他们拥有实际能力(健康、技能和资源)以充分 
利用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 ”( W 87， pp .85—86)。 

赫尔德认为，从自由主义传_中继承下来的或许是最有价 
值的民主因素就是，强调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必然是任何 
民主秩序的主要特征 ”(1987, P .281) d 迄今为止,人们对国家和 
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描述。 M 这里最重 
要的见解是:应该有一个公共生活领域，它要超越国家及其机构 
的直接控制，并与其隔离开来。任何一种取消这种区分的尝试 
——将公共生活纳人国家的管辖范围之中——最好地讲是不自 
由的，而最坏地说就是专制。正如赫尔德本人所承认的，认为国 
家和市民社会可以在制度上"分离”开来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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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最重要的是应该承认这两个领域都不可或缺，同时也要承认 
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它们之间的相互独立应该由宪法 
加以保障。不论如何，赫尔德坚持认为，只有在现存国家制度和 
现存市民社会制度都得到了激进改造的情况下，民主自治目标 
才能实现。正如他所设想的那样，问埋是双 重的： 


市民社会结构(包括生产财富的私人所有制、严重的性别和 
种族不平等问题)……不能为平等选举、有效参与、合理的 
政治协商和对政治议程的平等控制创造条件，而自由民主 
制国家结构(包括庞大的、经常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对资 
本积累过程的制度性依附、只为自己再次当选而考虑的玫 
洽代表）也不能创造一种组织力董来充分调节各种“市民” 
权力中心。 < 1987 ， pp .282—283) 


这促使赫尔徳将注意力集中在双重 民主化 进程上，其中国家和 
市民社会都要受民主更新过程的支配。我已经介绍了一些关于 
国家方面的改革倡议，至于市民社会方面，有两项改革特别重 
要。第一，要求男人和妇女行使民主自治的机会平等化。实际 
上，这提供了 44 国家和市民社会必须……相互成为对方民主发展 
的条件” ( Held ，1989, P .286> 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虽然这种 
民主参与机会的平等化一定要求市民社会内的基本改革，但很 
显然， 只有在一个经过改革了的，但仍然发挥干預作用的国家的 
某些保护之下，这些改革才能维持下去。 

市民社会的第二项重大改革包括缩减私人资本权力 & 对此 

赫尔德特别重 视:“ 为了创造政治平等的条件，目前的物质资源 

分配制度必须进行重大变革,（同时)对于确立一种开故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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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议程的可能性来说，承认将生产资料所有和控制方面的 W 2 
不平等降到最低程度的必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 ”（1987, PP . 
293-294) o 然而，他小心谨惧地考虑了取代私人企业对经济进 
行控制的各种制度。既然国家和私人所有制都被证明是不太令 
人满意的，赫尔德便对合作社方案特别重视。他确实倡导这种 
“将民主扩展到工作地点和企业内部的有力方案 '并 且承认，不 
管这种方案在实践中有怎样的局限性，“合作社所有制形式 
……同国家所有制或单一的私人所有制比起来，可能更容易与 
民主自治原则协调起来” （ Hel < U 991 b ， p .884; Held , 19 S 7* p , 

294) D 薄尔德关于这些问题的所有论述被概括在他自己的“自 
由社会主义”槙式中。 


目前， 关 于协商性或论证性民主的制 度性设 计以及关于向 
这种体制转变的可能性的论述看来发展得并不充分，以至不能 
为市场社会主义者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模式。相反，诸如比瑟 
姆和赫尔德这样的理论家那种使市场社会主义与“新自由民 
主”靠拢的提法，尽管远不是确切无疑的，倒是很有价值的倡 
议。在确立一种将或多或少的代议制度与奉行干预主义但受宪 
法制约的国家结合起来的混合政策方面，这些理论家则提出了 
许多被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的那种民主化问 
题。与此同时，他们很淸楚，追求民主自治将意味着对所有制 
和生产时富的控制方式进行改造，尽管他们对这种“经济社会 
化”可能采取的形式还不很明确。但这或许为市场社会主义者 
打开了一个缺口。然而 t 如果考虑到比瑟姆和赫尔德持有的保 
留态度，也许只有在那里合 作社经 济结构中和向这种体制转变 
的政治学中存在的其他问鹿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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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赫尔德的自由社会主义或民主自治模式 


指导原則 

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平等地决定自己的生活 条件; 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设 
市 ip 种形成和限制他们可利用的机会的组织结构方面，应该享有平等的 
权利（以及承担相应的义务），只要他们不去利用这种组织结构去否定他 
人的权利。 

主要特征 

国 家 市民社会 

写人成文宪法和权利法案中的自治家庭类 M 和信息来*、文化制度、消 
原则 费群体等的多样化 {根据 DPg (则进 

行管理） 

议会或代表会议结构（围绕分别以 

PR 和 SR 为基硪的两院组识起来）诸如育婴 、健 康中心 、教育 等的社 E 

限务，内部根据 DP 原则组织起来， 
包括用来评判权利解释的专门论坛但是由使用者痛定优先权 
在内的司法制度 (SR> 

自我管理企业（如杲是至关 重要的 
竞争性政党制度(被公共基金和 DP 工业，就实行国有，否则就采取社会 
所改造> 或集体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蕨务，根据 DP 原各种各样的私人企业，以帮助促进 
则在内部组织起来，同时要求调节革新和多样化 
地方使用者的霱求 

总体条件 

信息的公开利用性，以保证所有公共亊务的充分全面决策 

由政府确定总体投资的优先权 F 但在商品和劳动方面实行广泛的市场调节 

减少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不负责任的权力中心 

维护那种能够容纳各种组织形式试驗的制度结构 

集体负责日常任务,将惯常 劳动减 少到最低程度 


DP(Direct IWipalion ) 直接参与由一些特定公民(涉及公开性集会、公民 
投票和被授权的代表)直接参与组织管理。 

^OVopwtiwial RepwsOTtotiotOlt 例扶表制在某种比例代表制基和|上选举 
代表 P 

Sl ( Statistical R ^ etitotion ) 统计代表制以某种统计代表制为基础选举代 
表(即一些人在统计上代表主要社会群体，包括性别和种族在内）。 

资料 来源: 赫尔德的著作 (1987, pp T ：»^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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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淡化社会主义国家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化形式，其最后一项要素就是 
承诺要淡化已经变成庞然大物的国家。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 
扩张和独断的国家是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存在难題和不受欢迎 


的主要根源。当然,这种情况也时常被人们歪曲叙述和过分夸 
张。例如，福利国家就经常遭到批评，被说成是官僚化和干预过 
多，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却是普通公民主要权利的源泉，而这些 
权利正是他们所要的和需要更多一些的，并非越少越好。同样， 
将“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简单地归结为“国家统制的社 
会主义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国家统制在东方和西 
方具有实质上的不同，况且在西方，国家控制存在的问题也不能 
完全归咎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力置。然而在讨论了上述 
这些避免误解的说明后.显然存在的事实是，一些传统社会主义 
形式过于依賴国家,它被证明是官僚化的、非法干预的，对公众 
情感漠不关心，且其无效率性危害尤甚。 


m 


人们也有一些理由相信实行某种市场化形式的社会主义就 
能大大缩减类似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权力。在一种“纯粹 
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将放弃自己作为生产资料的(公共) 
所有者和经疥领域强制计划的直接指导者的经济作用,其作为 
雇主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的作用也将被大大降低,选择的 
范围将得到扩大。相应地，从原则上讲，对最终消费者的社会和 
经济服务需求的反应要加以改善^所有这些同一种限制公共机 
构权力的正式宪法秩序以及对公民的一系列法定权利予以保障 
结合起来，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看来能眵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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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为合理的国家。 

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中，朱利安*勒•格兰德对减少国家 

的直接权力作了最深刻的论述。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看到 

的那样，勒*格兰德这样设想，国家不仅仅要从直接经济管理领 

域撤出，而且也应从大多数传统福利服务的供应(与资助 相对〉 

领域撤出 & 购买力，票券形式的或特定信贷形式的，应该在福利 

申请人(或他们的代表）中间进行分配，用以从非公共生产者那 

里购买服务。国家权力 {中央 的和地方的)应限制在资助服务或 

在必要时代表公众合理地大规模购买脤务上面。它们一般不能 

卷人任何一种眼务的直接生产（见 Le Grand , 1989; U Grand 和 

Bartlett , 1993) 0 但是，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都设想国家要继 

续发挥更多具体的作用。确实，在亚历克 + 诺夫的可行社会主义 

模式中，国家仍然发挥着广泛的作用，以至于一些评论家不赞成 

将他描述成一位市场社会主义者（见 MarteM 992>。 在主张严 

格限制国家卷人经济生产活动的人中，有许多人还是不情愿降 

低国家供应福利的作用。 一 些人的确希望诸如卫生和教育等服 

185 务项目更为切实地远离市场标准(见 Seluchy ，1979>。 因而，重要 

的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所意味的降低国家 

作用的程度。当然,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与旧苏维埃模式有 

实质上的区别，它所实行的干预也可能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福 

利国家不同,但是我们很难断定国家干预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 

下就一定会比在当前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要少。即便是极力主 

张降低国家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的勒*格兰德，也是通过 

坚持国家卷人初次收人具体和预先再分配的必要性，才能够捍 

卫自己的模式 ，公 平的市场社 会主义 形式。此外，人们对新形式 

的社会所有制最终不会变成国家所有制的替身的可信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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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看到，新自由主义批评家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难以确 



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秩序是否存在着实现更大规模地削减 
国家权力的途径呢？ 一种可能性要看左翼人士的另一项创意 
了 t 那就是倡导某种形式的社团民主 （ associative democracy ) 

按照保罗•赫斯特 (Baul HirsO 的解释，社_民主是对本书第一部 
分所描述的中左政治困境的有力回应。实际上赫斯特认为，当 
代社会环境不仅受到集体国家社会主义衰竭的制约，而且也受 
到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失败的影响。同市场社会主义者比起来， 
赫斯特不太相信基于市场增强的作用就能够在当今环境下重建 
一种进步的政治。为了找到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他更愿意回顾 
在社会主义政治隶属于国家权威(现在看起来很具破 坏性） 以前 
的那个时期，并较为明确地希望复兴社团原则，“最被人们忽视 
的19世纪伟大的社会组织学说 "（ Him ,1993 a ，(>.112)。 社团主 
义实质上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当尽可能多的社会事务交由 
自愿性民主自治的社团进行管理时，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将得 
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在其价值体系中，它賦予自由以优先权， 
(但)认为自由只能被大多数人共同有效地追求，如杲他们有能 
力并在社会的支持下同他人一起加入志愿社团从而共同行动的 
话” ( Him ，1993 b , p t 24). 复兴社团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分 
权，以及将尽可能多的社会事务交由公共资助的但必须是自愿 
自治的社团进行管理。在社团主义中， 


一种自治的市民社会跃居首位，而国家变为处于第二位的 
(即使是很必要的）公共权力，以维持社团和平，捍卫个人权 
利，以及提供公共基金机制藉此使社团的部分活动得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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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国家的活动，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其范围将大大缩 
小…公共福利提供并不缩减，但提供的方式不再由国家 
直接管理。 （ Hirst ,1993 a ， p _117) 

在社团民主制度下，“自愿自治社团将越来越逐渐成为对经济和 

社会事务进行民主管理的主要手段……权力将尽可能地在明 

确的权限范围之间进行分配……这些权限范围内部的行政管 

理将降到能够对相关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最低 限度， （ Him , 

1993 b , p ,20) o 国家供应将让位于国家调节。当国家的任务大 

大减少时，人们期望它能够更有效地发挥 剰下的 职能。 

社团主义观点本身值得人们严肃思考，但我在这里只考虑 

这样一个问題 t 它究竟能眵为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淡化了的国 

家的主张提供一些什么东西呢？因为在赫斯特那里社团民主是 

对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方案)的替代，所以或许也就不很奇 

怪的是，社团模式中的那种作用降低了的国家很难被纳人到市 

场社会主义体制争去。社团主义能够为市场社会主义者提供许 

多有益的经验，诸如自愿性协调、市民社会的自主活动、对国家 

的宪法制约、实施辅助性职能等等。然而人们很难将社团主义 

国家视为这样一种理论的合适模式，这种理论承诺在那种被理 

解为在民族国家层面以公民身份运作的社区共同体的基硇上建 

立社会所有制，并使具体的收人再分配制度化。的确，人们很难 

看到最小化的国家实际上等同于社团民主制度下要求实现的简 

化议程。我认为，这种国家体制的可能性只是基于一个理念，即 

市民社会能够自发地创造一个自愿性社团联合体，这些社团能 

够相互宽容(它们中间的资源分配在某种可接受的意义上说是 

公平的），以及愿意以某种经过协商的方式提供保证自愿性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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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满足最低限度的法定福利)所需的资金。这有待于我们 
去考虑向这种秩序的 转变如 何成为可能的问题。 

然而，对这事不必太感遗憾。人们已经把太多的注意力集 187 
中到(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国家的成慑、邪恶和堕落表现上，以 
至忘记了市民社会也不是完全地可爱和光明。可能的情况是， 

即便承认了市民社会的这些彝理想性，我们也还是愿意接受它 
们，而不是把空间留给扩张性国家的更不完鲁。可是,即便是开 
始承诺要解决市民社会中资源和机会的制度性不平等问题的政 
治纲领，人们也很难看到它是如何能够采取上述立场的。拉克 
洛 ( Laclim ) 和穆斐 ( Moutfe ) 在非正式场合曾直言不讳地讲，没有 
一位传统的国家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女权主义斗争中，国家是促 
进经常性反对市民社会的进程的重要手段□和 Moufe , 
1985, pp . l 79 —180)。我相信，我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回到戴维 * 
赫尔德提出的重要观点上来，即对于任何一种具有变革意向的 
政治纲领来说，改革进程必定箨是双重 民主化 ，其中“国家和市 
民社会……相互成为对方民主发展的条件 "（ Held ，1987，|>. 

286)。这里的讨论到现在就应该弄清，这根本不是意味我们应 
该接受那种以目前的方式组成的国家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英 
国，改革潮淹是无法抗拒的，而且这里正如赫斯特頗有远见地强 
调的那样 :“对 中央政府的基本制度实行宪法改革和政治改革， 
是任何形式的 激进政治纲领的前提 1993 b ， P .40)。 但 
是，如果这种激进政治是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很 明显， 
国家将在这种政治中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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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 论 


或许是这个事实，即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具有经济 
学而不是政治科学的背景，能够解释为什么那种将市场社会主 
义当作一种民主化形式的主张相对来说受到了忽视。这是令人 
颇感遗憾的事情，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将市场社 
会主义原则同当代其他倡导民主的观点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很 
有可能确立一种可行的市扬社会主义，使其成为民主化的首要 


发起者。我们在本章的开端，就确认了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 
下民主设计的三种核心主张——扩大参与、控制私人资本权力 
和淡化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其中每一项都不是能够简单明了 
地加以确定的。无疑，工厂参与可能受到限制，资本中性化难以 
设想，控制国家权力也是很有限度的。但不论如何，市场社会 
188 主义作为一种混合民主体制，将那些经过改变了的自由民主因 
素与合理的工厂自我管理结合起来，它至少在原则上承诺了在 
国家和经济双重领域提高民主的可能性。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认 
为，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政治理论，要比作为一种社 
会化的经济理论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 
更为复杂的转型政治问題的话，上述每种佾况都不能更多地代 
表一种进步。我们在最后一章就是要讨论这种转型政治问埋。 

注 择 

1 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主要见 BarM 1 拥 4) ; Dahl( 1985); Bumhwn( 1985); 

Held( 1987) ； Gould( 1988) ； DaW( 勵 ); Dryzek( 1990) ； Philli 旰 O 别 ）; Hdd 

(1993) 。 颇有影响的先驱的著作，见 Patemand^nOhMacphe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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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 Dah!( 1956,1961,1971,1985 和 1989 )。 对达尔的著名思想传记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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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如何使剥削制度化的论述*见 AnioW (1992)。 关于新自由主义者有 
堪民主论的一般现点，龙本令^31^^机 ^ ggon ( 1993 a ) o 

6关于这种观点的经典论述，见 f 疼的 ^^60^3968); 对反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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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为，人们如 此愚蠢 ，他们小心谨慎地进免鸡貂或狐狸对他们的侵 
扰，但却情愿被狮子吞噬，面且还以为这很安全 "( Lockc ， 1963,卜327)。 

8关于女权主义政洽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潜在问题，特别明确和有意义 
的讨论见 Phillips( 1991 . pp. 146ff) a 

9 关于“难于治理”的话语在 70 年代中期讨论尤为激烈，按说它反映的 
是战后工会运动暂时的和保护性的力量，这是在早已逝去的充分就 
业的条件下发生的事情 &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 Kii ^0987 );Pier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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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评论，见 Pknon < 1986) 0 

11 约輪 * 梅杰 (JoJui Major ) 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的经翰就提供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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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ouM 1985 ); Moufe (1992 >; OM 1985 沁 ( 脚 ）； Pbulani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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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可行的社会主义? 


189 


对于许多市场社会主义的俱导者来说，支持市场社会主义 
的关键论据(据说这一论据抵消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许多 
不完善性和潜在的不连 贯性) 就是这一理论承译自己具有更大 
的可行性。他们广泛接受一个论断，即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 
运作的社会决不要实行全盘的社会改造。按照詹姆斯•扬克的 
说法，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范围广大的经济机制 
和社会事务计划方面的差异……是如此之小，以至可以忽略 
不计 ”<1992， P ,13)。 约翰•罗默在论述自己的模式时 （1991) 也 
承认，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收人分配仍然还存在着不公平现 
象，市场规則也傾向于敢励人们自私和敌对，而不是人类本性中 
的共有和合作特征。甚至戴维*米勒，尽管他对市场和传统社会 
主义目标的结合非常乐观,也承认市场化形式的社会主义将意 
味着至少要收缩两个“基本的杜会主义 S 标”： 自觉地指导社会 
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促进合作行动范围的扩大 （ Miller ， 
1991， p .406) e 实际上在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那里，在社会主 
义议程的 范围和纯洁 性方面所丧失的东西要多于市场杜会主义 
承诺的增大的可行性桥能提供的东西。根据亚历克•诺夫的见 
解，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是:它 应该描述“一个孩子在其有 
生之年所设想的、在绝大部分发达世界能够存在的那些事锖，而 
我们不必制造或 接受一 些不可能的或不切实际的关于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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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经济的假设 "<1991|209>。 

190 这种关于可 以实现 的社会主义议程由何构成的观点显然是 

根据什么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种实践经验得出的，同时 
它也参考了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可能性，即，任何一种根据 
理性的支配全面改造社会的尝试都会滑人反向乌托邦的泥潭。 
但是它应更多归功于一种理念，即 :从我 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出 
发，现实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期望世界“天翮地覆”，而是要坚持 
渐进的改良。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改革可能不是很完全的 
(而且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些改革至少代表了在较为长 
期的转变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它们是有意义和有价值 
的。另外，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建议越是温和，它们的成功机会也 
就越大。 1 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自觉地比其正统先驱理论少带一 
些英雄气，那么其倡导者就可以认为，它至少是“ 一种切实的、可 
行的社会主义” ( N < we f 1983 ,p 上)。 

就是这种断言，即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一种可行的社 

会主义，我要在这最后一聿里进行分析。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弄 

清这种关于可行性的主张究竞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有 

两种含义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 ，针对传统计划经济形式所暴露出 

来的弊端，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构建这样一种可行的经济 

理论模式，它要把市场和社会所有制结合起来，同时能够满足某 

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标准和尺度。这里的 

问 題是: 市场社会主义能否提供一种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既在理 

论上“可行”又能符合这些经典的经济标准(特别是根据它所体 

现出来的效率)。我们在前面的大部分章节讨论了这种模式的 

发展及其合理性。在缺乏更多现实经验的情况下，以及考虑到 

围绕这一模式的概念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最好还是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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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的可行性主张描述成为一种争论激烈但情有可原的见 
解。 2 然而，还存在着第二方面广泛得多而且更为重要的可行性 
含义,它是我们这里争论的焦点。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显然首先 
是作为一种政 治战略 的核心因素被提倡的，中左翼社会和政治 
力量能眵围绕这种政治战略被动员起来。的确，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那样，人们拥护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温和性"的一个原因 
是他们相信:正是这种温和性能够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处于不 
断被围攻之中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可行纲领。它被举荐为一神社 
会主义纲领,不是为那整过于乐观的梦想者而是为那些在历史 
性失败年代仍然坚持不懈和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们所设计的。在 
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是因为 
它代表着在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实行一种社会主义政 191 
治方案的可能性。总之，正是这方面的承诺（在20世纪流行的 
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被认为失败了的条件下提供一个清哳明确的 
社会主义 纲领) 证明了我们有理由集中这么多的注意力关注市 
场社会主义模式。 

我在这最后一章想要考察的正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可 行性； 

由于对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提出支持的“硬件”看来经常是 
对制度变革的论述，所以我就集中关注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 
过程。我尤其是要考察这种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论述能够克 
服困难的程度，这些困难被认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阻塞了 
传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首先分析一下市场社会主义 
者自己对这种转变过程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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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 


鉴于我特别对那种将市场社会主义当作发达西方政治战略 
的倡议感兴趣，所以我就把自己对转变过程论述的分析限制在 
这个范围内。然而在这一分析过程中，我要公正地指出一 点:许 
多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却把这种倡议看作是在当代世界秩序中 
这种变革的希望最黴的理由。我们知道，早期嵌式的市场社会 
主义被当作是医治苏联集团先存社会主义政权之弊病的药方 
(见本书边码82 — 83; Nove ，1983 和1991)。一些评论家把当代 
市场社会主义视为转变后的东欧国家，或者中国甚至古巴的市 
场经济选择方案(见 Roemer , 1994, p .122)。 在“过去”的东欧国 
家，它被荐举为改箪已经存在的社会所有制同时又不滑向不受 
限制的自由放任市场资本主义的一条道路。身处当代资本主义 
世界的约翰 •罗默 ，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有机会成为那些在集 
权政府统治下的、远未能够改善其工人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发展 
中国家实行改革的道路，他认为，在较为成功的发展中资本主 
义国家(如韩国)把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可能性较小。 
可能性最小的是在发达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西欧、北美和滇大 
利亚)提倡实行市场社会主义，这里私人所有权关系根探蒂固， 
而且更有可能通 过 4 * 社会民主主义妥协道路”而不是“私人资产 
的国有化 ”来取 得进步 ( Roaner ，19 W ， p . l 22)。 （当然这种預测 
对于那些将市场社会主义当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战略的人 
来说可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因为他们正是感到传统的社 
会民主主义政治故略已经“元气耗尽”。 4 )这样我们应该承认，我 
们正在讨论的是这样一种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许多 (但 




不是全部)市场社会主义者自己都认为它是希望最小的选择。 

但不论如何，这里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那些把可行 
性当作自己模式之王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改革道路的论述竟是如此之少。戴维•米勒敏锐地觉察到 
了这个问题，强调“巨大的困难并不在于制度本身 t 而在于找到 
一条向这种经济转变的道路 ”（1991， p .414)。 然而米勒自己的 
著作《市场、国家和社会》显然还是主要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基础 
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他确实(简要地)谈到了转 
变机制问逦。他似乎把这种转变看作是一种渐进过程，其中有 
同情心的政府将会支持各种关于利润分享和共同决策的计划， 
促使工人买下他们自己的企业的全部产权或组成新型的合作 
社 。 然而，任何一个政府在占尽优势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大环 
境中要实现上述计划，都面临严重的困难0米勒极为谨惧地总 
结说：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将对这种转变十分有利 . 如果国内 

继续支持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和更具参与性的工作组织形 
式。但是这一道路将会是漫长的，而且我们应该把市场社 

会主义当作是指导思想，而不是为下次选举准备的纲領。 
( I 991 f p ,414) 

亚历克•诺夫 （1983 和 1991) 则更为明确地关注设计有可能向 
“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转变的环境。可是他对发达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中转变过程的评论大多局限于对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 
布化战略和財富再分配的批判上面。至于他所设想的那种可行 
的社会主义赖以实现的政治过程（以及支持 基础〉 ，他接下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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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论述。他坚持认为“人们预见到的危险并不是投票拥护‘复 
辟资本主义’”<»0^，1991，!>.347)，可是关于使“投票选出社会 
主义"成为可能的那些更重要的政治支持和制度支持问题，他完 
全没有涉及。 S 格兰德和埃斯特林主编的论文集《市场社会主 
义》 （1989) 在对转变过程的论述方面也是闻样薄弱。或许较为 
切实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索尔•埃斯特林自己揍写的论“工人合 
作社”的文章（1989)。其中埃斯特林考察了社会所有制可能得 
以实现的不同方式和手段。他描述的最激进的一种形式 是:所 
193 有权的社会化需要规定那些受委托的工人 对一定 规模以上的全 
部企业进行控制，将现存的全部股票转化为挣利息的公司偾券, 
由一些相互竞争的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管理 （ Estrin ， 1989, pp . 
191—192). 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大的政治方案本身却是基于这 
种预先(非常重 要的) 假设而制定的，即 “一 个市场社会主义政府 

(已经)当选上台，并毫不含糊地要求变革生产领域的各种关系” 
(1989, p . l 91)。 

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不愿意直接去设想制度变革的机制， 
但詹姆斯，扬克的著作《修正的现代社会主义》 (1992) 却是一个 
引人注目的例外。这本书包括了扬克对美国向市场社会主义转 
变的详细说明（当然这是确切无疑的“硬件”! ） D 尽管实用主义 
是扬克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调，但它几乎没有扩展到他 
对政治变革过程的论述。他认为“迈向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 
运动基本上是一场反对愚昧和偏见的启蒙运动”。他设想这种 
“启蒙运动”是“一个特殊利益团体 # 发起的，“其中心目标就是实 
现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团体的名称可以暂定为‘实用进 
步社会 ’ （Pragmatic Pn 期 ess Society )”。 他接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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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进步社会可能较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在最初阶段准备起 
草法案。这个确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法律草案的名称 
可以称作“经济公平 法”。 该法案将列出那些不在社会化范 
围之内的事物，明确规定社 会化的 程序和时间表，确立公共 
所有局，规定公共所有局的权力范围和限制，规定对大规模 
发达企业挣得的资本财产收益的社会红利分配，以及处理 
诸如外国所有制等一些次要的问題。 （1992， p .280) 

这种示范性法案“将促使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得以较为順利和 
迅速地实现，只要这种转变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的话” 
(1992， p .280)。 扬克还考虑到这种纲领可能在职业经济学家中 
获得(很含糊的)支持，但认为它不可能(当然特别不可能)获得 
一些社会团体或运动的支持，诸如工会、新社会运动或者甚至包 
括民主党。可以说扬克对市场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及 
其影响作用的预期更为雄心勃勃(和深思熟虑)。 6 扬克是一倥 
职业经济学家，他对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着重关注 J 與 
实际细节问题。我们可能没有理由期望他作出相应的关于转变 
政治的论述。但不论如何 * 他的社会变革的政治方案却是极难 
令人信服的,它越过了两个世纪以来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和那些 
在政治科学领域几乎达成全面共识的判断，竞然主张依靠纯道 
德说教的变革力量。扬克在“甘于冒险行事”方面显示出了巨大 
的勇气，并对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作了頗有预见性的论述。 

但是他的方案必然会走向政治决策的“乌托邦”一端 * 而不是“实 

用的 M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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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评价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发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制度 
变革的政治的论述是非常袓略的。但正是这种粗略的论述告诉 
了我们某种关于理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转变过程的方法。我 
们已经看到,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论述中井不声称 
自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发明者。我们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他 
们大体也不想为自 S 特殊品牌的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手段提供 
—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述。实际上，他们所倡导的是传统的社 
会民主主义沿着“议会民主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法则。当然, 
确实有—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在特定的发达资本主义政策环塊中 
僵导宪法改革，还有一些人至少将合作企业看作是新型民主自 
决的场所。然而,不论他们希望将来实现多少制度性的革銪，他 
们一般都是在现存的宪法秩序内致力于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改 
革。在发达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条件下，革命(这里理解为实 

行急遽的超越宪法之外的 变革) 看来是不受人们欢迎的,也是不 
可行的。 

据此我们认为，不管市场社会主义方案具有怎样激进的意 

圈，它也不得不逐渐推行，而且为了响应民主公众的恰当形成的 

意愿，它还将被不断修正，甚至出现逆转。 7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 

社会主义最好被理解为是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意图的表 

达，这个政党致力于上台执政，而且希望通过实际存在的自由民 

主国家制度来实施自己的立法纲领 D 于是将市场社会主义和较 

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并不是对转变过程的论 

述 P 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希望在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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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加福利国家"方案及其依赖的选民基础不再发挥作用的情 
况下，获得更广泛的选举支持和保持一种切实有效的经济。因 
而将市场社会主义和较为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 
(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是变革方案的内容以及获得政治支持的 
潜在基础，而不是改革方案可能糗以实现的政治机制。如果实 
际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市场 社会主 
义是否真的能够提供一种转型政治的可能性，以避免那些被广 
泛认为是阻挡了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进步伐的弱点。 


三、 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选举社会主义 的困境 

就是在人们把社会主义当作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之长期性政 
治目标(当然这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的情况下，在关于这 
种社会变革赖以实施的合理手段问埋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 
论。例如，在20世纪初的欧洲造成左翼分裂的分歧，经常首先 
表现在关于向预期社会主义目标之合理转变形式的争论上，而 
对这一目标的可取性却争论甚少。 * 这种争论被人们用简单的 
形式表达出来，简约成了“改革或革命”之间的对立，可是这又很 
容易令人误解。然而很有必要强调的是，根据这种划分，市场社 
会主义和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都 M 于同样的改革倾 
向，这种倾向赞成以现存的宪法方案为媒介促进社会主义目标 
的实现。更为确切地说，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差不多完全是一种 
选举社会主义 (Electoral Socialiam ) o 我们面临的问埋是:市场社 
会主义是否是 一种比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更有光明前途的选举 
社会主义形式。 

任何一种对选举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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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都必然要从分析亚当 * 普热沃尔斯基 (Adam Przewoi ^ kO 的权威 
性著作开始 （ Przeworski ， 1977, 1980和 1985; Ptzevrorski 和 Spra¬ 
gue, 1986; Praeworski 和 Walieistein , 1988; Praeworski ， 1991 )。在 
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精彩、简练的文章中，普热沃尔斯基以其 
196 令人叹服的缜密分析，提出了反对沿选举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 
可能性。普热沃尔斯基的论述是根据那些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和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战略困 
境而展开的。从历史上看，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曾经面临着三个 
战略难题:是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还是在外部推进 
社会 主义; 是单独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支持还是寻求多种力量 
甚至非阶级力董的 支持; 是强调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改革还 
是将所有的力量和精力投人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中去(|^^- 
ski ,1985， P .3)。 普热沃尔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民主游 
戏规则驱使社会主义者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利用参加选 
举的方法解决上述这些战略难题，在工人阶级之外寻求支持，追 
求在现存制度内直接实行变革。可是当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除了 
参与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抉择时(“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选 
举否决权从来就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种参与受制于下面 
这种特殊的矛盾广如果社会主义运动确实得到了工人们的广泛 

支持，参与选举政治是必要的，然而正是这种参与看来阻碍了最 
后目标的实现 ”（1985， pp . 10,13 )。 

有两个重要特征构成了这一矛盾。第一，当社会主义的领 

导人进人民主过程时 ，虽然 他们相信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构成了 

或即将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任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 

阶级从来就没有构成过选民的多数。这种“少数地位和多数原 

则”的结合迫使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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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支持(普热沃尔斯基把传统的工人阶级非常狭义地界定为 
“在采矿、制造、建筑、交通和农业领域就业的工人，也包括其不 
活跃的成年家庭成员 "MP^ewoiski 和 Spmgti e ，，】 986, P .35) D 但 
是这种寻求联盟的做法本身就意味着在最高纲领的社会主义议 
程上作出妥协，同时也冲淡了阶级利益政治。试图扩大社会民 
主主义政党吸引力的做法在后果上被证明是适得其反，因为那 
种使社会主义政党在工人阶级之外获得支持的东西，也同样是 
遣散工人选民的东西。这样 ，当社 会主义者寻求其他人的支持 
时，他们侵蚀了自己在工人中的力量源泉。为了在选举中获胜， 

他们不能维持自己的纯阶级性，而他们始终不会完全放弃自己 
的工人政党身份。他们看来在哪一条战线上都不能获胜 ”(IW 
wotski , 1985, p . l 06 ) o 

参与矛盾也表现在纲领方面。因为一旦社会主义领导人被 
迫放弃: T 资本所有权直接社会化的最高纲领目标(这是寻求超 
阶级多数的迫切需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致力于现存资本 J 97 
主义经济的成功，这样他们也就是为资产阶级谋取福利。在这 
种经济条件下，大部分投资都源于资产阶级。按照普热沃尔斯 
基的说法，“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不受触动的话，为了雇 
佣劳动者的利益就变成了不得不允许资本家占有利润 "（1985, 
P .43)。 在投资功能没有实行社会化的条件下，所有社会阶级的 
经济福利（以及任何一届政府的选举前途)都从属于满足私人资 
本投资者的积累需要。这样,“资本家的物质利益在目前得到实 
现，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在将来得 
到实现的必要条件 ”（1985， P .139)。 “资本主义的危机”不符合 
任何人的利益，当然也对工人不利，因为“经济危机，如果 没有政 
治转变伴随的话 ，就会变成雇佣劳动者肩上的重负 ”（1985 t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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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 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 示）。 

普热沃尔斯基将这一论点加以扩展，得出了一个看来更为 
矛盾的结论，即参与政治意味着：即便工人们相信社会主义能 
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还是理智地选择资本主义而不 
是社会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阶级妥协政治将投资功能留 
在私人手中的话，那么工人福利（和收益流纛）的长期最大化 
则要求他们积极维持一个长期资本积累的环埦。然而情况也许 
是，即便我们假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福利或许能够得到 
更好的实现，但决不会存在这样一个分界点，在 这一点 上为了 
工人 的利益 而发动 向新型社会秩序的转变过程这种假设建立 
在普热沃尔斯基的命题之上 :从资 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 
然会引发经济危机，并包括一个跨越凹谷的过程(“转变凹 谷”; 
见图8.1)。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福利将被降低(尽管是暂时 
的)。 

正像普热沃尔斯基假设的那样，如果“向社会主义转变意味 
着工人福利的恶化，如果工人可以选择与资本家合作的方式以 
提高自己的物质条件”，那么“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就不能从工 
人的物质利益中推演出来”（1^«01^，1985|177)。即便我们 
假定社会主义潜力的最髙点位于资本主义潜力最高点之上（见 
图8」），但工人面对的仍然是向下的曲线，进入转变凹谷。在 
这一凹谷中，工人的物质利益促使他们维持现状,而不是希望实 
理什么光辉灿烂但十分遥远的 、一 种难以确定的社会主义未来 
的利益。即便转变过程通过某种途径得以启动，普热沃尔斯基 
观 仍然认为，在民主条件下，也不可能在民主公民坚持将转变过 
程逆转之前就达到转变低谷上升的部分 (1985, pp 」76 ff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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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概利 


社会主义潜奐 

最离点 


资本主 X 
潜势最高点 

自前的工人 
檷利状况 



BBS .1 K 耷 P 9 眘 •(来 濕于 Ftew € nld ，1965， p 」7 S : EBl 3) 


四、对普热沃尔斯基观点的 评价: 
阶级和选举抉择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的反对 意见看 来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涮了惟一黯淡的前途。他与约鞠•斯蕾拉格 ( JohnSipmgiie ) 合写 
的著作 < 纸制石:选举社会主义的 历史》 ，最后得出了“选举社会 
主义时代可能结束了”这一结论 （ I ^ woraki 和 Spa^/ty 1986, 
185) 声然而，尽管人们钦佩普热沃尔斯基的明晰论班和坚定立 
场，他的结论还是受到了坚决抵制,他的论雇也遭襄了持续不断 
的批评。其中许多批评意见集中在普热沃尔斯基对变化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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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潜在的阶级联盟及其政治影响的论述上。一些人反对 
普热沃尔斯基的极为狭隘的工人阶级的特性描述 （IWorski 和 
Sprague , 1986 f p * 35; Pizeworski , 1985, p *91) 0 尽管这个定义支撑 
着他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取得多数地位的努力遭到失败”这一结 
论 ，但与此同时，它与普热沃尔斯基自己的这一理论观点也不一 
致，即实际的阶级形成在某些程度上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这 
199 是由政党领导人进行有效战略决策的能力大小所决定的 （ P ^ e - 
woraki » 1985， pp .47 一49; Sainbury , 1990, p , 33) 0 实际上，在普热 

沃尔斯基的批评家中，很少有人回避他的一个意见，即在发达的 
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工人阶级只构成一个少数群体 ( 即便时常是 
一个实际的少数)。但是，人们对他的进一步主张提出了更多的 
实际反对意见，这个主张是;要在工人阶级之外取得对社会民主 
党的支持，只能以瓦 解严格 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为代价。普热沃 
尔斯基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关系，在吸纳中间阶级和吸纳工 
人阶级这两种做法中间存在着一种 抉择： 当社会主义政党集中 
力量动员联盟的支持时，它们就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取得和维 
系工人对它们的支持 ”（1985, p . 106)。 

普热沃尔斯基承认，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围绕超越产业工人 

阶级直接利益的纲领性因素(他举出了呼吁“诚实政 府”的 例子) 

成功地动员工人和“非工人”。可是提出这些超阶级的问题（以 

及向“公民 ”或“ 人民”吁恳)意味着降低了对工 人本身 的呼吁，从 

长远来看，这必然会损害社会主义政党动员这一核心选民层的 

能力。这种抉择最为可能在下述情况下表现出来:（1)有一个比 

社会主义政党更左的阶级政党可能会吸引持不满态度的工人的 

选票;(2)有一些公开坦诚的或纯粹语言上的党派可能以另一种 

认同为基础吸引工人，因为这些工人的阶级认同已经被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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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超阶级吁恳弄得模糊不清，以及 （3) 不存在一个强有力 
的、单一的全国工会组织，它本可以代替政党使工人围绕自己的 
无产阶级集体认同和利益而联合起来。普热沃尔斯基对很少进 
行这种抉择(如丹麦和挪威)的和更多采取这种抉择(如比利时、 
法国和1933年前的 徳国) 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选举战略（和运气) 
进行了对比，以支持自己的理论观点。 

一些评论家反对这些关于选举抉择的主张。例如塞恩斯伯 


里 ( Saimbiiiy , 1990) 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经验对普热沃尔 
斯基的立场提供的支持就很有限。虽然不断变动的选举支持结 
构(以及一些变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较为复杂，但是塞恩斯伯里 
坚持认为选举抉择的发生（至少是在直至1985年的时期）在很 
大程度上仅限于丹麦。总之，她认为“在选举抉择的存在和左翼 
选举运气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 （ Sainsbtiry , W 90， pp .38—41>。 
在英国，工竞在近些年的选举中遭到了惨重失败 t 而这一情况没 
有包括在普热沃尔斯基的正式统计分析中。当然，英国工党可 
能也受到某些政治交易的影响，但是正如金 ( King ) 和维克海姆- 
琼斯 ( Wkkham - Jones ，1990) 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根据工党 
进行超阶级吁恳而失去传统无产者这一设想去理解选票的大量 
流失，那么这种理解必然是牵强酎会的。 U 马克•利竒巴赫 
(Maife lichhich ) 对五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1975年以来获得的 
阶级选票作了比较研究,他发现:其实本来应该建议一些政党最 
好追求一种纯粹工人阶級的选举战略，而另一些政党可能会更 
好地集中吸引中间阶级。然而只有在澳大利亚工党那里，在吸 

引中间阶级选票和吸引工人阶级选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抉择结 
果 ( Lichbach ， 1984 1 439— 448) 0 

对普热沃尔斯基的阶级抉择论鼷提出的最为系统的批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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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可 _ 来自 齷伯特 •凯奇切特 (Herbert Kitschelt ) 的著作《欧洲社 
会民主主义的转变： K 19 W )。 的确,凯奇切特试图 類倒普 热沃尔 
斯基的逻辑。因而他争论说，根本 不存在 什么政治问想或经济 
利益能使社会主义政党只向传统蓝领工人吁恳的做法 < 例如，与 
此相反的是向所有雇佣劳动者吁恳)变得有 意义。 实际上，社会 
主义政党在"狭义的工人”及其同盟者中获得支持的形式所表现 
出 来的并不是一 种抉择 ，而是一种 乐队彩车效应 (bandwagon ef - 
fecu 意指起 SI 壮大声势的作用。——译者注)，在这两个群体辛 
获得的支持是同时增加(或戚少)。这些运动不是发生在包含着 
固定不变的阶级地位、选举机会和战略抉择的环境中 t 而是发生 
在一种持续变化的环境中，其中社会主义政党与其他社会和政 
治主体共同面 对着一 个明确界定了的但却是真实的战略选择范 
围。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依据凯奇切特的观点，正是那些能够最 
好地利用这些“选举机会”的社会主义政党成了普热沃尔斯基所 
设想 的面曲 着最严重的选举抉择成胁的政党。凯奇切特考察了 
普热沃尔斯基在 《纸制石》 中阐述的观点，认为“正是在普热沃尔 
斯基和斯普拉格所 预簡的 ……存在着最大灭亡可能的条件下, 
社会主义政竞必然会蓬勃发展起来 ”( Kitechelt , I »4， P .56)。 在 
当代条件下，那些最少被蓝领选民“捕获"的政党，以及对工会认 
同程度 ft 低的政党,也是最能够作出成功的跨阶级纲领性呼吁 
的政党。同样，那巻在历史上曾经很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 
已经不是一种威胁(劂除不满意的蓝领选民）,而变成了一种资 
源，其选民可以被那些“更新的”社会主义攻竞所畈纳。凯竒切 
特总 结说： 

知果说80年代在阶级交易结构和玫觉选举的成功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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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某种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正与普热沃尔斯基和斯 
普雷格所预期的_4。那些在容易发生严重抉择的环境中 
运作的政党&经功地改善了它们的选举境遇。相反， 
那些面对中等或溫和程度的选举抉择的政党做得蔌差。 

(KitschelU 1984， . 64-^65 ;着重号本书作者加） 

五、对普热沃尔斯基观点的 评价： 201 

转变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提出的保留意见对我们这里的分析很重要，尽 
管我们不再广泛地 一一 讨论它们 ^ 这些保留意见反对普热沃尔 
斯基的观点，即向某种民主的社会主义形式转变的成本是人们 
难以承受的。第一个回应意见认为，普热沃尔斯基等人认可的 
“ 转变凹咎”可以在不抛弃经济改造或民主(或二者都不抛弃)的 
情况下被跨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t 普热沃尔斯基在后来的关 
于东欧从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可能性的论述中 （ 1991 )，自 
己也提出了一些跨越转变凹谷可能性的线索。这里，普热沃尔 
斯基再一次强调“转变凹谷”的问题，但同时他也提供了 一个较 
为精细的时间范围棋式和一些实行改革的战略。普热沃尔斯基 
所描述的两条重要转变途径同图 8.2 中的激进战略 < R ) 和渐进 
战略 ( S > 相对应 & 激进战略提供了一条时间捷径，但经济低谷较 
深。渐进战略中的经济生产萧条程度较小，经济福利损失程度 
也较小，但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 

如果把普热沃尔斯基关于从报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论述202 
描绘得较为乐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现实条件下，他预测了在 
渐进战略和激进战略之间摇摆不定、重复发生的政策失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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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 2 改革战贿。 S : 起绪 虎； R : 激进 改革; G : 期进改革 

(来潭于 Pksewoiski ，1991， p *163: 图 4*2) 


经济改革和民主制度面临的实际威胁等,但他至少考虑了一种 
经 济制度经过暂时的低迷期而成功地转向另一种经济制度，同 
时维系代议民主制度的可能性。 这样： 

如果人们相信改革后的来来足以比现状优越，也能足以弥 

补目前的条件恶化，那么他们就会投票支持想要跨越凹谷 

的政觉。而且如果选民对未来信心十足，他们就会选 

择激进战略，尽管这比渐进战略要付出更洧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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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zeworski»1991 T p ♦ 164} 


当然，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这些条件下选民的信心得 不到回 
报，这可能会启动一个使改革松散瓦解的过程。还可能出现的 
情况是，尽管可以动员选民支持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但或许根本不要期望人们选举支持那种从发达资本主义向市场 
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 13 但不论如何，普热沃尔斯基对转变过程 
的修改论述至少提出了那种包括暂时的经济衰退和维系民主制 
度的转变的可 能性。 

第二种回应坚持认为，普热沃尔斯基的悲观态度是由于他 
的模式过于简单化所导致的 ，理性选择的 逻辑在这里没有被充 
分严格(和充分详细)地运用于揭示先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 
主体所面临的实际（和变 化的） 选择。一些评论家指出，实际上 
普热沃尔斯基错误地描述了集体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谋求 
联合的形势,也夸大了某种特定的资本可以自由运作的程度。 

因而，从形成“共识的物质基础”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雇佣劳动者 
在长期大规槙失业的条件下对可能破产的担心必然会影响其对^ 

工资的要求，同时，在可能与资本积累的长期利益经常调和的情 
况下，多数雇佣劳动者不会就条件待遇进行谈判。而且，劳资之 
间的这种长期妥协得以在其中发生的“制度化信任”环境也渐浙 
失去了现 代雇佣条件的特征。雇佣劳动者当然要承担任何“资 
本主义危机”的代价，但是在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积累的持续 203 
环境中，那种有系统地为雇佣劳动者提供长远利益的条件根本 
就不存在。 

与此同时,尽管资本提髙了自己的国际流动性，但它自己也 
面临着制约。依照金和维克海姆-琼斯的观点 ，“ 撤回投资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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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是十分昂贵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资本家 
不得不把（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管理下）可能低一些的利润与 
由于负投资、低增长和可能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更低的利润作 
一番比较 ” （King 和 Wickham - Jones ，1990， p * 407)。虽然对 

投资决策的私人控制和资本流动性的提高陚予了资本巨大权 


力，但是，甚至资本代理人也不得不被迫根据外部约束、有限 
的选择以及对其他重要主体（包括国家、其他资本，甚至工会 
代表）的未来决策难以确切知晓等具体情况来决定他们的行 
动。在现实世界中，知识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体制提供的 
支持也是有限的，同样，选择也不会像在普热沃尔斯基模式中 
的情况那样清晰明确。考虑到 w 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程度和 
战略不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 其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府， 
甚至从事根本性改革的政府，都要努力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 
这样，依据乔那斯 * 庞特森 (Jonas Pontuason ) 的观点，“至少可 
以这样 考虑： 从事激进改革的改革主义政府可以运用胡萝卜和 
大棒相结合的方法维持充足的投资率 T 即一方面对私人投资实 
行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在控制资本外逃和囤积财富上实行大 
摔政策，可能还要用公共投资部分地代替私人投资” （1992 a , 
P . 19)。 

当然，如果这只是对那种在凯恩斯福利国家旗号下所采取 

的激进社会民主主义战略之政治取向进行重新描述的一种方 

法，那么它就不是使我们从普热沃尔斯基模式进一步向前发 

展，而是让我们回到了作为整个研究之依据的那个问題上来。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的一 

个理论前提是不再可能追求这 样一种政治： 它以塑造私人资本 

所有者的投资决策为依据，让国家通过行使再分配职能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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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程度的平等。人们认为这种战略越来越分檄了社会民主主 
义的支持者，也瓦解了对其最有利的选举联盟基础。不管市场 
社会主义者自己对转型政治的论述是多么模糊，有一点他们却 
很清楚：现在必须要面对投资功能社会化这一问题。在这神情 
况下，决定性的挑战 就是： 这种激进的转变是否能够贏得公众 
的初步允诺，并能够在获得足够支持的条件下得以推行。为使 
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看来至少要对雇佣劳动者承担的经济代价 
进行限制，而且转变期越长，这部分人可能情愿承担的代价也 
就越有限。 


这把我们带到对普热沃尔斯基的观点所做的第三个回应意 
见上来 C 那就 是:可 能不需要通过一个重要的经济低迷期而推 
行一种合理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战略 & 戈斯塔 •埃 斯平-安德森 
CGosta Esping - Andeisen ) 在《政治反对市场》 <1985) 中对“通往权 
力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论述就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正如埃斯平-安德森所设想的那样，挑战在于发现这样一种战 
略:它符合自由议会民主制的宪法要求，但它既能够解决重大经 
济决策的直接社会化问题，又可以避免那种人们无法接受的转 
型成本。他自己提出的方法就是倡导某种形式的麻 员基金 。迄 
今为止，有关雇员基金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献非常多。 W 这里我们 
只关注一下下面这种形式的雇员基金就足够了,它就是人们最 
为广泛讨论的、鲁道夫*麦徳纳 （Rudolf Meidner , 1978) 所倡导的 
那种形式，它把雇员基金看作是一种由(迪区、地方和国家的)雇 
员集体所有的投资基金。它们的建立要经过一段很长的 时间。 
在这期间，每年要把一部分用于企业再投资的利润的所有权从 
原来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作为集体的雇员那里。麦德纳设想, 
如果每年的转移率是20%，那么在25年至30年内，这种“缓进 



的社会主义”就可能使雇员成为企业的控股人 （1978, p .59)。 所 
以埃斯平-安德森认为,从原则上讲,麦德纳的建议界定了这样 
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战 略：实 行对经济决策的直接的公共或工人 
控制，但这要通过一种 渐进主 义方式，以避免资本外逃的威胁、 
生产不足的低谷和国内动荡，而这些正是较为传统的转变战略 
经常潜含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看来推翻了普热沃尔斯 
基的那种使通过选举方法转向社会 主义的 战略成为不可能的逻 
辑。 


六、向市场社会主义 转变: 
政治上的支持 


面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普热沃尔斯基严格界定的论题也开 

始显得不甚清晰了，而且现实选举过程中较为粗糙的计算看来 

也使他精确的代数派不上用场。可是，尽管普热沃尔斯基的观 

点被证明不是什么公理，但它们还是提出了选举制社会主义的 

205 倡导者所面临的一些严峻挑战。这里我想特别考察一下市场社 

会主义对这些挑战的回应能力。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有两 

个领域看来尤其重 要:政 治支持和转型政治。 

出于本书第一_分所广泛讨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工人阶 

级的衰退”形成的挑战并不像普热沃尔斯基假设的那么严重。 

我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原因很 清楚: 为什么“狭义界定的”工人阶 

级同其他社会群体比起来，被认为拥有更明确地对抗资本利益 

的利益(尽管近期一些论述在国内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领域 

生产性工人之间利益划分的著作甚至使这个问题变得十分不清 

晰）。 1 S 不太清楚的问 题是： 为什么社会主义纲领对于如此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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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阶级(例如，公共部门中的体力工人)之外的社会群体不 
应具有至少同样的吸引力。实际上，我并不相信这里最突出的 
问题是阶级结构问题（至少像普热沃尔斯基对这个问题所理解 
的那样）。普热沃尔斯基关于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 
具有独一无二的强烈向往的假设是源于这一观点 ：其他 社会群 
体的消费正是取自这些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在社会 
化中具有最为迫切的物质利益。然而社会主义最髙纲领应该获 
得的支持曾经就是局限在这一群体内。从特征上讲，他们与更 
为广泛界定的工人阶级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如充分就业、社 
会工资和广泛的福利国家，等等）。我们或许应该在其他地方 
(可能在知识分子范围内）寻找对社会所有制的长远支持。简 
单地说，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最高纲 
领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群体，这种社会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转变 
的热望已经被社会主义者的非工人选民的沉重力置所挫伤。而 
且从历史上看，很难说“挟义界定”的工人阶级曾经迫求过把 
他们和广义界定（例如，可能围绕雇佣地位来界定）的工人阶 
级明确划分开来的那种利益和政治目标。因此，当代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发生的阶级结构变化（特别是传统蓝领制造业领域的 
缩减）可能对社会民主主义调节资本主义的传统形式（凯恩斯 
主义和福利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但对那种原本切实可行 
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来说，情况并非这么严重。我们还可以进 
—步说，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之（正在衰微的> 少数地位可能 
不是我们寻求“为什么缺乏进人社会主义的选举途径”这个问趣放 
的答案的正确场所。 

这样论述实际上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力童获得选举支持问题 
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确实，传统蓝领制造业和冶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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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人数的减少使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传统上汲取很多选举 


支持的源泉日渐枯竭，但是我们不能将其视为“核心”的耗尽，这 
个“核心”在以前曾倡导一种激进的社会化战略。我们也不应认 


为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一直就很少作为一种狭义界定的工人阶 


级的“贫民”政党而存在）不能从其他地方吸引选票^社会主义 
政党在维持自己的选举支持方面的确遇到了困难，但是现存的 
其他党派(包括右翼和中右翼的主流党派)也同它们一样面临这 
个问题，而且社会主义政党自70年代以来获得支持的记录所表 
现出来的多样性也说明，选举运气不一定就会直截了当地从阶 
级结构的变化中读出来 。 W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结尾，我曾指出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问 
题并不是它们已经不能吸引选举支持(尽管吸引和保持支持者 
可能变得更加困难较为困难的实际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政党 
现在看来只有抛弃哪怕是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纲领(这祌纲领 
在传统上致力于“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才能获得支持。就 
是这种更深层次的挑战,据说市场社会主义者能够加以克服。 
其倡导者主张,市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这样一种替代 方案: 它不 
仅具有获得持续支持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在目前的(看来也是非 
常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实现社会化政治纲领的战略。 

相信市场社会主义纲领能够以淸晰和可行的社会主义方案 

为中心动员一个由新老支持者组成的联盟，这是否现实呢？如 

果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种论述的力童，那么我认为这可以清楚 

地说明为什么建立在自我管理基础上的政治可能会吸引一个新 

的(可能是正在扩大的)选民群体 & 正如凯奇切特指出的那样， 

如果在左翼政党的潜在支持者 r 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在数量 

上正在减少冲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倾向’•的话，那么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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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承诺更多自治和自主的政治经济就可能顺利地去争取一个新 
的(和扩大的)雇佣劳动者群体，而且能够为支持这种政治经济 
的政党提供选举资本。同样，如果选民的自我界定不仅源于他 
们曰渐破碎的职业认同,而且也同样源于他们在消费领域的经 
验的话，那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一种承诺不仅仅代表有207 
组织生产者局部利益的社会主义可能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在 
社会所有制条件下依赖于市场，还有望能够转移开许多对社会 
主义持有的敌意，人们认为这些敌意是由于社会主义与中央集 
权国家密切相连而产生的。（而且我们还应留意的是，当代选民 
对“和善的”跨国公司的怀疑态度，与他们曾经对“有远虑的”国 
家所持的怀疑态度一样强烈。)如果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战略现 
在被广泛地认为已是不可行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什么实行 
那种带有可行性光环的政策将有选举优势。在市场经验看来非 
常普遍的地方，支持一种与市场逻辑共存而不是反对它的社会 
主义形式，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而，当我们把市场社会主义描述成为一种较受欢迎的社 
会主义战略时，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问题。第一，虽然我们生活 
在一个越来越受市场驱动的世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必需品的 
消费者，但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劳 
动市场上不很积极。 I 7 市场社会主义看起来仍然像 一种“ 雇佣劳 
动者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传统的凯恩斯福利国家 
比起来，它2^处于正式经济活动之外的人的吸引力看来要小得 
多。第二，人们现在还无法断定国家的福利要素是否已经变得 
很不受欢迎。的确，人们抵制税收的活动有所升级，对特别‘‘不 
应得的”福利享有人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但有调査证据表明， 

仍然有相当多的选民支持由社会提供主要的福利服务(包括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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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和补助金等)。 18 尽管目前福利国家面临着实际的改革， 
但这不等于说一种最受欢迎和有效的改革措施就是新右翼所抛 
出的解散福利国家的建议。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有能力改善 
自己的选举运气，重新以福利国家改革设计者的面貌出现。第 
三，正如埃斯特林和勒 * 格兰德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市场社会主 
义不考虑种族和性别问题” （ UGrand 和 Estiin ，19 S 9, p .22)。 他 
们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点，那就 是:它 缺乏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 
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的远见。然而正是这些社会群体和这些问 
题，是社会主义者在其他情况下应该认真对待和解决的，这是为 
了适应争取新联盟和进行“纲领性革新”的需要。在通常情况 
下,这些利益群体之所以被看作是潜在的同盟，正是因为市场看 
来不会頋及他们的要求。女权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以其不同的 
方式指出，现存的市场体制根本不能满足妇女和环境的需要。 
当然，他们也坚持认为妇女和环境的利益可以依靠市场得到很 
208 好的满足。^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生态-社会主义者或许相 
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使这些利益得到提高，但是如果市场本身 
不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加以组织和控制，看起来上述利益也就 
不会得到满足。 

最后这一问題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问题上来，即市场社会 
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我曾以一定篇橱指出过，期待社会主 
义的市场化形式成为实现“国家最小化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 
的愿望不过是一种幻想。根据现实的选举支持的政治看来，显 
然没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愿意在一夜间抛弃数百万公共部 
门工人的潜在支持，它也不应该停止保护那些其使自己免遭贫 
穷的惟一方法就是支持国家的人的利益。事情还不只是这些, 
我曾经这样指出过，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在很大程度上 



利用国家来对市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管理。那种将权力转 
交给未加改革的市民社会的做法对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吸引 
力。 市场(以及市民社会中的许多其他制度)都需要加以监控， 
这不是国家是否需要做的问题，而几乎是一定要把它们置于国 
家的最终权力管辖范围之内，正是这一点使国家制度改革成为 
任何一种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秩序之运动的不争的（甚至可能还 
没有得到公认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者僵导重 
新界定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做法(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 
的赫尔德的双重改革模式)变得更有意义，而不是 期望一 种完全 
置于社会化市场管理之下的社会秩序的出现。 

总之，看来在适宜的条件下(这将必须包括对政府管理能力 
的信任），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自我管理可能会成为革新的社会 
民主主义纲领的一个基础 D 但是在争取获得最大程度的选举支 
持方面，在可顼见的情况下还很难看到它能成为这种选举战略 
的确定性核心内容。 

七、市场社会主义和转变政治 


上述情况促使我们最后必须对作为一种政治转变方案的市 
场社会主义主张作出明确的判断。对于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来 
说，这可是根本性的问題。 我 从那种争议很少的观点开始 t 即从 
短期和中期来看，任负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前景都不是很受欢迎 
的。而且我们要承么，人们设想的任何一种政治变革的可行性 
必然都是推测 怯的。 考虑到这些限制性的条件 t 实际情況仍然 
是 :在可 讨举的替代模式中，至少从转变过程方面来看，市场社 
会主义别没有前途的。这里我把自己的评论限定在两个问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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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 : “渐进主义的必然性”和全球经济的政治环境。 

人们时常认为俱导市场社会主义的动力来源于当前这个时 
期的一系列独恃情况。它们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特权地 
位曰渐失去信任:选举的不稳定性 增强; 雇佣劳动者中间政治利 
益 分化; 对国家能力的尊重日渐减弱。正是这些诱导人们转向 
市场社会主义的同样情况，看来也要求任何一种社会民主主义 
的变革战略今天比以往更须建立在“渐进主义的必然性”上。然 
而,按照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对合作经济所作的讨论,看来在实践 
中任何一种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变都要求进行一场快速和彻底 
的变革。有趣的是，这正是奥斯卡 •兰格 （Oskar Lange ) 的观点 
(1938, pp . 124—125).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ater ) 近期关于合作 
经济的文章(1明8)看来也支持这种观点，他特别强调了处于资 
本主义大海中的"合作主义岛屿”的困境。这样，可能的情 况是: 
成功地推行一种合作经济实际上要求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应在相 
当短的时期内转移到合作领域。这可能有助于维护那种认为市 
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激进理论的主张，但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战略 
不得不被抛弃(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对大规模社会化的民 
众支持)的形势下,人们儿乎不会相信它 是一种 较为可行的选 
择。实际上，同那种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将“关键经济部门”国有 
化的非常传统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了的)政策比起来， 

人们也很难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倡导的激进社会化战略更方便 
可行= \ 

我们把市场社会主义和另一种“替代姑会民主主义的战 

略'即雇员基金倡议，作一下简单的比较，也许对我们这里的讨 

论有所帮助 Q 雇员基金的提倡也是为了"想 越”传 _凯恩斯福 

利国家政治，是一种直接解决投资功能社会化问题^ r 法。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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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基金社会主义的历史较为复杂也颇具争议(尤其 iapomusson ， 
1992a 和 1992 b ; Esping —Andersen, 1985; Higgbis 和 Apple ，1983; 
Meinder, 1978,1980 和 1993 厶不论其广泛的优点和使其衰弱的 
弊端如何，雇员基金社会主义至少对怎样推行一神激进性质的 
但却是 渐进的 战略作了连贯的阐述(在书面上)。通过股份红利 
的增长而不是没收充公来使所有权渐进转移，目的是为了避免 
发生资本外逃和向社会所有制转变过程中经济衰退的问题。然 
而，在曾经最为确切有效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中（以及面对着 
雇主和其他人的撖烈反对），雇员基金社会主义曾作为一种战略 
追求但一再遭到压制，最后终于被抛弃了。我在这里并不想对 
瑞典的雇员基金经验作出评价(关于这个问題，本来应该有很多 
话题要说)，我只是把自己限定在这种判断上,即在有利的条件 
下，一种比市场社会主义战略更为温和和浙进的转变战略遇到 
了强烈的抵制而归于失败。这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可 行性来 
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我们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战略将不得不在其申推行的国际 
经济环境考虑问题时，上述反对和抵制显得更具强迫性 D 这里 
的情况也颊具讽剌意味。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这一情况;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追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或社 
会民主主义战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破 
坏作用）。这样，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必须看作是重新对社会主义 
的市场化形式产生兴趣的原因之~。可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却 
正是一种“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收人政策、 
充分就业和国家范围内对公民权的认同(所有这些我们都能在 
市场社会主义纲领中找到)很难维持下去，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得 
不去“学习爱恋市场' 如果考虑到在广泛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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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合作企业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就很难看到如何“在一国范围内 
实现市场社会主义'但我们更难看到如何在全球范围推行这种 
制度。也许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有所裨益的是期望在一种 
自我管理经济中，社会主义可能在私人企业内的微观层次上产 
生。问题在于:尽管这种自我管理经济本身是一种很理想的方 
案，思管它也可以成为企业管理的更为“社会化的"的形式，但这 
与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不是一 回事。 至于自我管理经济如何 
发展，以求逐渐地和最后达到确立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的程度，目 
前还没有看到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论述。 


八、 结论: 是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吗？ 

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成为“讲究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 

种手段，以求转变传统社会主义声望降低的选举结果。但在实 

211 践中，或许只有把“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标签贴在更为合适的 

“社会市场经济”(鼓励充满生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求扩 

大公共 垠务) 上，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计 

划就是将除了规模非常小的资本之外的全部资本社会化，这确 

实是一个极为激进的目标，对于捍卫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 

括市场的社会主义”的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那样，传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批评经常遭到 

这样的反驳:他们是在同“资本主义市场”争论，而不是伺“社会 

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争论。但不论如何，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这种 

较为激进的方案能够站得住脚的话 (这对 于它成为一种真正的 

社会主义模式很重要），那么我们很难断定它是否具有其倡导者 

所声称的那种增大的可行性。使市场社会主义看起来可行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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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它同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使它具有社 会主乂性廣的 
东西却正是使它变得不可行的那些因素。 

注 释 

I 根据詹姆斯•扬克的说法 < l 992， p .278),“ 温和表述的实用的市场社会 
主义在戏剧性和言辞力量方面的损失 ,（ 人们相信>多于其在基本的 
可信性和合理性方面的 收获' 

2关于这种观点.即至少亚历克+诺夫所建议的模式“的确是一种‘有效 
率’的社会主义 t 但并不比传统中央计划更为‘可行'同资本主义混 
合经济没有什么区别％可参见 Nud (1992 f p .20). 

3罗默 <1994， pp +123—124) 举出了一些国家，如南非、萨尔瓦多、墨西哥 
和巴西，作为极有差异的例子。 

4 对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精力衰竭”的确切论述，见 &ping- 
Pmd ^ onimS ), 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同意罗默的见解。 
例如戴维 * 米勒就认为 T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看来在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中有很大的成功机会，因为在市场制约下的劳动具有同样的经历, 
但是这里的雇员们发现自己被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所挫 
败， ’ （ Miller ， 1991, p .414 ) c 

S 稂有意思的是.人们注意到在 《可行 的社会主义》第二版 （1 W 1> 中，诺 
夫对投粟拥护恢复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的论述显得更没有把握了 & 

6关于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政府的一个方面的论述，见 Yunkcr 
(19 S 5). 

7对这神可逆性的优点的论述，见 Yunker (1992) t pp .281 — 284。 

»见 Pietsond 明 6) ; Hin ^<1983) fl 当然，对于战后的许多社会民主主 
义者来说，转变的思想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例如英国的 Aiv 
t% Crosland), 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说社会主义还没有建立的话，传统 
的资本主义也一定已经被超越了<见 CiodUnd T I 964) 0 

9 关于转变问®的更有力的列宁主义论述，见 EmmanueK 〗 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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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些批评家认为,普热沃尔斯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思一定会使他 
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普热沃尔期基对此目应道:他 44 不会成为弗拉 
基米尔 * 伊里奇的追®者,而会成为另一位伟大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 
家乔洽 *康 斯坦丁诺维奇，西姆的追 雄 者” Cft = e *«« skM 985, P .239)。 

11值得注意的批评童见包括 Hi 明 Uis 和 AfpM 1963) ， LicUbach ( 1984)^ King 
和 Wictham _ Jm 6( 1990 ),SakiabuiyC 1990) » Kibcfa^(l 鄉和 l9H) a 

VZ 很难说淸为什么社会主义政觉没有尝试 围嫌雇 佣劳动者的共异利益 
来扩大动员自己的支持力*，这一群体要比昝热沃尔斯基所说的“狭 
义的 1 C 人”广泛得多。 

13薔热沃尔斯基碥实承认，这种转变的特殊条件在实 K 中根本不适用 
于东欧任何一个从指令经济向市《经济转变的 国家。 

14例如参见 Gspbtg - Ai « k ( scn ( 1985) ; Mekkier ( 1 9 SO ) ; P 供 tusacn 


(1992 a 
15 Swenson 


和 b ); Plenan (199 U 和 b 〉; Meidiier 0993)« 
(1991)。 也见 Dwleavy 和 Hiafaancb (1985) 


1« 对这一问鑷的筒法论述 ，见 Kh 8 cMt (1994， pp +41^7)。 

17 普热沃尔斯基早注意到这个问*的人之 一( PwewwkUm )。 


IS 关于这方 面的筘 要论述，见 PSmoit ( l 99 U )， T ^4 or - Go ^<1989) 0 
»即便寒些强烈主张运用市场 来解决 环塊河®的人也认为，只有在以 


往 厲定的 （国家）梅架范围内才有可餹解决问雇。参见 IW , 


Mariandya 和 B « d 9 i « r (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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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结尾，我曾大胆提出过 判断: 不管历史上的左翼 
看上去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但没有证据确凿无误地表明一种世 
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死亡”。然而，如果说为社会主义撰写讣 
告还为时尚早和过于夸张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能从本书开头几 
聿的评价材料中发现 :传统 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 
基础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无 论在理 论上抑或在实 
践上都是这样。裉据这种情况，如此毅设看来是合 理的： 社会主 
义的政治命运在未来的任何复兴，都可能需要对社会主义思想 
中 的一些 最基本要素进行相当深刻的反思。其中也许最重要的 
是要重新评价社会主义者对持国家和市场的态度。回想起来， 
社会主义同国家的长期联系并不总是偷 快的。 在管理经济生活 
和社会生活方面，国家并没有行使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那种重 
新分配资源和机会的职能。更糟的是，特殊的国家失败又经常 
被描写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失败。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不合 
理性和无效率同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方案无一例外地不中用 
比起来，似乎只是小巫见大巫。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录下，我才考虑那种经过修正了的“市 
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基本主张。不管人们如何表述它,我认为应 
该这样来界定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它仍然希望在制度层面表达 
社会主义的某些核心 价值; 这种制度应建立在现存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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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和政治力量的基础上，同时致力于解决那些使早期社会主义思 
想遭致削弱的最严重弊端。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市场社会主义 
承诺通过实行下述经济形式来拯救社会主义的预期目标 :绝大 
多数商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同时对资本实行社会所有。 
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 好处， 同时又克 
服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所有弊端。毫无疑问，市场社会 
主义者试图取得对其新自由主义对手的最后胜利，其方法 是:宣 
告市场经济(在社会所有制条件下）是履行社会主义陚予普通 
(劳动)者权力之承诺的最好方法。这种承诺经常被认为是社会 
主义者的主要追求。 


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一系列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而 

具体的保留意见，最后得出了我认为是极为不利的结论，那就 

♦ • 

是，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条件下，这种战略都是不可行的。这里 r 
我想更扼要、更一般地表明 : 为什么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不能成 
为左翼重新确定战略的基础。 


、关于市场 


当代世界市场无孔不人的力量和顽强性不可能不给人留下 

深刻的 印象; 如果考虑到某些简单的(和相当不可能的)假设，新 

古典主义解决供求问题的优雅风格也令人难以忘怀。显然在任 

何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具有敏锐預见能力的人所看到的社会主 

义未来），市场可能要继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市场社会主义 

者试图利用市场的这种普遍性，他们采取机敏的论辩策略以求 

挫败新自由主义者，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接受后者关于市 

场的大部分观点，但同时又通过引人一种非常瀲进的资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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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建议而对其接受的观点加以改造。然而这种巧妙的做法 
最终难以奏效，其原因 在于: 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谈论的市场被证 
明是同新自由主义者所谈论的市场没有相似之处。依照最坚定 
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最好的社会秩序应该是能够保障那些 
自由地签订合同的个人之间的市场式交换具有完整性，而不管 
这种交换的特殊具体结果如何。当然，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也 
认为,在范围很广的情况下，市场能够提髙个人的选择自由。但 
是，几乎没有市场社会主义者赞同更进一步的主张 ; 巿场结果， 
也正是因为它们是市场的结果，所以它们就应该受到尊重。即 
便是它们在被普遍认为具有破坏性后果时，人们也应尊重 它们。 
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干脆就不接受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结果 
(不管这种结果是 什么) 听之任之的前提。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值 
得注意的前提。很难想象任何现存的体制(包括最自由主义的 
体制)会遵循市场所要求的最苛刻形式去服从“市场规则”。可 
是，如果市场真的表现为一种可以被干预的过程,那么它们就不 
再车有“真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加给它们的中心性或权威性 
Ta 最后，市场社会主义者倡导市场的做法是出于功利性考虑， 
新自由主义者却不是这样。同诸多类似的观点一样，市场社会 
主义者关于市场的观点具有暂时性，它们随时可能根据实际结 
果被加以修正。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设想一种市场于其中发挥非常重要作 
用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市场的普遍性比过去更加广泛了，甚 
至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体網下，情况也是这样。如杲我们要解 
决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最优程序，而且还有实际中的“次优”选择 f 
那么市场看来将会在各种不完善的现实世界形势中提供一种 
“次优中的最优结果”。但是，不管市场化社会主义中的市场如 



何具有普遍性，它们也不会具有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所占据的 
那种裉本性地位。甚至那些把市场确实看作是提高自由的工具 
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是通过与其他价值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 
方法，来证明市场提高自由的能力。当然在实践中，甚至最“自 
发的”市场也必须在具体的宪法和制度框架中运行。但是 t 从特 
征上讲海些渴望“包含市场的社会主义”的人正是明确(和反复 
地)希望璽新构建市场能在其中合理运作的社会和劁度框架。 
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更广泛和更具想像力地利用 
市场,这奄无疑问是能够做到的。但把社会主义改造成“普遍的 
市场秩序和社会所有制”的特殊混合物，这一点却是绝对不可能 
的。 


二、关于国家 


这就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的立场。 

这里的困难与我认为厲于对市场的态度方面的困难相辅相成。 

很清楚，如果考虑到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市场交易结果的主张的 

实质,我们可以淸楚地看到他们为什么倡导国家要发挥最小的 

作用。我们也知道，消除社会主义同一种过分自负的、无效率的 

国家的有害联系，是市场社会主义要点的一部分。对于社会主 

义者来说，干脆以最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处理方式“抛弃国 

家”，这几乎是不可 能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不管市场社会 

215 主义者的“使命声明”说了些什么 t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关于制 

度变革的蓝图实除上都为国家继续发挥实际的作用留下了空 

间。如果市场交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适当营造起来的话，市场 

就只发挥市场社会主义者要求它所起的作用(一种同新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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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完全不同的目标)。我们也反复看到， 只有在 市场运行的条 
件已经由某些外部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家)确立起来的地 
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才允许市场发挥作用。譬如，勒•格兰德躭 
允许市场在福利领域发挥特别广泛的作用，但同时又希望这种 
市场只允许在国家已经(反复地)对消费权力进行调配以有利于 
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的地方发挥作用。这里，正如他们关于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重建市场的讨论一样，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关于利 
用和通过各种“辅助性制度”来促成公共干预的实现方面，可以 
提出许多有趣和创新的观点。他们这些观点的主要弱点 是:也 
许是因为他们竭力摹仿新自由主义理论结构以及力图同国家社 
会主义形式保持距离，他们往往会忽视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 
家形式的本质。他们反复强调不能简单地抛弃国家的支配权， 
但他们肯定不会满足于利用“原样的”国家。的确，国家权力已 
正在按照与社会主义者对公共权力的实质和界限的重新理解相 
一 致的方式重构(不仅在民族国家层次上，而且在趄国家层次、 
地区和地方层次上)。同样濟楚的是，不管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 
主主义者对市场信奉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不可能乐意于利用“原 
样的”市民社会。不仅仅是国家或市民社会本身霱要人们重新 
对其加以考虑，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要人们重新思考。要 
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按照本书第七章 ( pp . iai — 
182) 所讨论的双重 民主化 过程来进行。 

三、关于社会所有制 

显然，社会所有制是市场社会主义工程的核心部分 P 在详 
细说明社会所有权柢念的实质、确立社会资本的多方面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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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将其同国家或“工人”所有制区分开来等方面，人们已经投 
人了很多的精力和才智。然而上述种种说明还很不够，用乔尔 
杰维奇 ( Dejoidjevic ) 的话说，它们存在着“语义上的矛盾”(见以 
joidjevic , p . l 52) o 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并且被冷酷无情的批 
评家们死死抓住。然而，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希望在这一 
领域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笞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们至少要质问一 
些恰当的问題。 和一 觖流行的认识比起来，所有权的性质一般 
被证明是极为模糰的东西。曾经被详细说明的私人所有制也被 
证明不是市场经济的准绳，而是一种具有限定性的方案。现存 
市场经济所依赖的许多投资也被证明不是来自奉行节俭的冒险 
资本家的腰包，而是来自于在大规棋 养老基 金中积累起来的“迟 
发工资”和那些管理数目庞大的较小储蓄者之集合资源的机构 
( G . ThMupecii ， I 990 s pp ,144—146) o 这不是马克思所預期的“在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问題 （ Man ， 
1972, p ,429). 可是所有制形式已经是如此的多样化，错蓄和偾 
务管理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我们必然希望能够产生一 
种新的所有制形式 t 以求至少能够满足社会财产所要求的一些 
标准(如见 Roemer ，1992 a >。 当然,这种新型所有制看起来不可 
能与社会化经济的古典社会主义形式极为类似。但在这种古典 
形式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所有权的彻底社会化并没有 
取得无条件的成功，因而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应该找到一种逐步 
和渐进的变化形式，这无论如何也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探 
求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在目前已是势在必行，但采取的形式不再 
是 20 世纪 30 年代及其以后的凱恩斯社会民主主义。但不管这 
些变化在实践中是如何地逐步和渐进，只要是杷生产性资源的 
社会所有制问题提上日程，那么一种修正了的社会主义除了釆 



取激进方式外，几乎没有多少其他选择了。 


四、（市场)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呢？ 

当20世纪蹒棚地迈向其终点时，没有多少人会对社会主义 
的前景持有乐观 态度; 虽然我拒绝接受那种关于社会主义崩溃 
的极为神秘的叙述,但这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已经站在社 
会主义向前迈进的新时代的门 黴上。 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这种 
地 步即; “左翼”(这一名称需要某种更好的表达 ) 应该抛弃其沉 
重的社会主义包袱，围绕某种创新的，或者至少是较少受人怀疑 
的组织原则而重新构成？ 

按照本书开篇部分的分析，我的回答是“没有'或者至少是 
“还没有”。我认为从本书第一部分所叙述的论据中可以清楚地 
看出，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 
“历史使命”、关于“进步事业”的普遍认同、关于社会主义的“真 
理”等等)几乎都必须要统统抛弃。然而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即 ：不是 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为这些世界历史性概括的总和，而是 
视其为资本主 义的“ 解毒剂” (尽管 这种解毒剂在临床上不很有 
效)。在由解构释放出来的“创造性破坏”旋风中心，许多人们非 
常熟悉的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既定概念（“国家”、“社会”，以及尤 
为明确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被席卷而去。然而在随 
之而来的概念迷雾中，我仍然可以辨认出一些东西的极为朦胧 
的 形式： 如果说这些东西不是单一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们必定 
就是那些可以被有效地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关系、制度和实 
践。只要对资本主义关系、形式及其替代方案的分析还有意义 
的话，那么从社会主义方面作出的思考就很有价值。然而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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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环境中，我们最好不要把社会主义政治想象成为达到人类史 
前终点的东西，而将其视为一系列指导思想，表明 一神没有止境 
的政治过程。 

尽管这里和别的地方叙述了许多令人气馁的事情，但这种 
重建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前景并非就水远暗谈无光了。看来很淸 
楚,新自由主义复兴的潮头巳经退去。这部分是因为:就新自由 
主义是一种体现在政治实践中的观点而言，这种实践在目前看 
来的确失败了。现实世界的商品化或多或少地发展着，但这无 
论如何不足以构成一种社会普遍秩序的开竭。与此同时，世纪 
末的全球资本主义看起来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更 
好些。的确，一旦失去了世界共产主义和许多成效不佳的社会 
民主主义制度这些极好的比较参照物，这种资本主义在许多方 
面便更无吸引力了。正如我在本书前面一些地方指出的那样， 
或许正是曾经存在过的种种社会主义形式所遇到的那些严重问 
埋才使当代资本主义看起来像一个宠物。而且,尽管那种宏伟 
设计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众心目中可能不会引起更多的共鸣， 
但那种较为世俗地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渴望是否也极为普遍地 
不受欢迎,现在很难这样断定。社会主义政党同许多其他政党 
一样,在保持选举支持和党员人数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我们 
要看到有许多证据表明，民众还是继续支持公费医疗保陣、国家 
提供教育、实行充分就业政策等等。与此同时，新右翼的矛盾思 
想中有这样一种令人奇怪的 假设: 那些敌视“工会会员资格枷 
锁”的雇员应该永远欢迎那神在典型资本主义企业中现存的权 
力等级结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合理质疑:至少 
在一些西方国家,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承 
诺的东西助长了民主公众中的怀疑主义，不如说是他们在取得 



这些东西方面的无能使然。正如我在下面要指出的那样 t 我们 
也不能认为目 前所有 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会决 
定性地 、单方面地于 社会主义事业不利。 


五、超越市场社会主义吗? 


我在本书前面的论证中表明，当代关于社会主义经验的著 
作的一个明显弱点就是过于认真地看待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 
主张了 C 我们知道，尽管社会主义一直充满着“伟大的思想 '但 
其实践者的目标一般来说却是温和得多。我们也承认，没有什 
么很重大的事情马上要改变。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执政中，西 
方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们都不会乐意提出极为醒 
目的纲领性变革。一旦看到自己又恢复了执政地位，他们便试 
图推行那种自己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奉行的政策，尽管这 
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和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这或许是 
不容忽视的目标。我们知道，能够同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力置达 
成“和解”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如果“胡乱应付过去”就能 
够使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在收人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达到诸如瑞典 
那样的水平，那么它看来仍不失为一项重大成就^然而，根据本 
书开始部分所讨论的那些变化，人们很难看到这种“胡乱应付过 
去”能够提供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临时解脱而已^我们 
必然要寻找一种较为激进和长远的办法来回应当前的形势。根 
据我的判断,我们不能完全确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为这种澈进 
的选择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础，而且很奇怪的畢，如果考虑到我曾 
经对可行性所作的那些论述，那么我怀疑这是因为市场社会主 
义在重新反思社会主义思想时一直不够激进所造成的。在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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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问题上——关于市场、关于国家，而且最重要的，关于所有制 
问题——他们已经把讨论转移到一种新型的和有希望的方向上 
来，但是要充分发挥这些创造性观点的潜力，他们需要向纵深推 
进 D 

219 当然,他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这是通过正视左翼中的 

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不是所有的偏见都是没有根据的)和富于想 

像力地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的理论来实现的可 

是我们已经看到，市场最终不能践行市场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 

所有概念性工作。虽然多样性和多元化受到了市场社会主义者 

的欢迎，并且在他们的市场经济形式中得到了麸励，但是市场社 

会主义者最终不可能像真正的市场普遍秩序的倡导者那样对实 

际结果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把市场程序本身赞誉为一种最 

重要的价值，所以他们也就不能被恰当地重新说成是“左翼哈耶 

克主义者”。但是如果市场不能做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那 

许多制度性工作时，那么这就为他们另外两方面的创造性设想 

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我认为这两方面的设想具有很强的论战力 

量。第一方面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我已经试图同那些坚持认为 

社会主义目标可以在民主的标题下简单地“重写”的人拉开距 

离，但我确实坚持认为一种更为激进的民主化观念至少在原则 

上对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陚予民主权力的形式颇有助益^本书 

第七章已经用了一些篇幘讨论了民主化 N 题，其中我指出有一 

些特别有力的证据支持把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虽然不是完全 

扩展到工作领域)。而且我还认为，虽然它们长期以来在市场社 

会主义者自己那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者将会 

很好地充分利用它们。但是关于民主问題的争论也有助于解决 

本书第三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些意识形态和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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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代形势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所有的 真理性主张或对“有 
根据的”知识的呼吁都会遭到 怀疑; 社会主义(至少就其包括一 
些较为宏大的认识论主张而言)就是这种怀疑主义的主要牺牲 
品。然而在这种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必须要在政治 
上采取行动和作出艰难的抉择。 一 个较为可行的回应策略就是 
更多地求助于实用性的思想模式和决策方法。 1 至少有一些实 
用主义派别极为关注民主和共识形成 r 合理的”或“不合理 
的”），并在存在着认识论的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将其视为最 
适当的决策形式。因而那种使我们的知识要求变得更具哲时性 
(使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真理”面临着威胁)的情况可能更为趋 
向实用主义，而这反过来又有利于那种与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追 
求的经济民主化相适应的民主决策形式。实际上，那种把民主 
说成包含着“保护性”和“发展性”逻辑的惯常描述，正是极为有220 
效地抓住了我们在当代提高民主决策程度的过程中所努力寻求 
的那种品质。 

这就促使我们再谈一谈社会所有制问题。我认为，重新考 
虑这个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独创性的惟一最巨大的力置 D 仍然 
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许其人数越来越多，还是像以往那样 
坚持“所有制无关紧要”的立场。这无疑是不正确的 (80 年代那 
些贪婪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者看来认识到了这一点>。不错，凯恩 
斯坚持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重要的'克劳斯兰德 ( Cn >- 
sland) 也坚持 认为“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 Keynes ^ 1973, p. 378; Crosland t 1964 f p t 34 ) 0 但是，这两个人之 

所 以坚持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国家 有能力 指挥经济活动，而 
无须 将私有经济財产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这意味着对经济的间接公共控制之有效性变得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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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指国有化的情况（自然垄断除外。自然垄断的公共控 
制的合理性并不是以“社会化”为报据的，而且自然垄断在任何 
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无可争辩的）。奄无疑问，传统形式的国有化 
既不十分理想（只有当人们接受了那种被广泛地归于莫里森 
[ Morrison ] 的观点时，即社会主义就是“工党所做的那些 事情％ 
莫里森式的民营企业才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也是完全不坷 
行的(我们毕竞考虑到了全球经济力置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奉行 
干预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权力这一情况>。但不论如何，还存在着 
一种不同的和强有力的社会生产性资源的“社会”所有制方案 P 
新自由主义批评家们把注意力转向市场社会主义者在界定“社 
会”所有制(这里社会所有制不再仅仅是“国家"所有制的委婉称 
呼)的可行制度 秩序时 所遇到的那些尖锐性难®，这是理所当然 
的事情。但是，这个弱点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 :在更 
为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和在更为基层的地方提高决策的有效 
控制。我们不要忘记，所有制本身的特性并不是奄不含糊地有 
利于新自由主义 立场。 新自由主义者在对现存所有权进 行制度 
性管理 方面确实做得不错，但我们对其认真考察一下就会发现， 
他们提出的 标准性 论据看起来都是明显地摇摆不定。我们当然 
不应 认为; 对所有权形式进行深人的调査就会展示出右翼将占 
尽所有的最美旋律，拥有最令人信服的论据。 

我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市场社会主义日程令人奇怪 

地遗漏下的(几个)问題之-“生态的迫切性”问题，那么上 

述那些关于民主和所有制的论据将会大大得到增强。当然，我 
们活动的精确的生态极限现在还无法知晓，可能也无从知晓。 
然而，尽管我们对自己利用外部环境的精确极限还缺乏知识，我 
们确实明白这样的极限_定存在着，而这将会对我们的政治思 



维产生深远的彩响。例如，这必然会进一步削弱那些占有私人 
財产的标准要求，而让其他人也以某种形式占有“同样多同样好 
的”财产。更一般地讲，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面临着有限的集体资 
源(尽管这些资源可能仍很富足），而且因此禁止无限制地使用,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有力证据支持更为集体性地控制人 
类的有限资源 & 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反对市场的趋向。的 
确，如果考虑到我们已经知晓的市场的效率特征，我们可能更强 
烈地傾向于利用市场来提供特殊的商品和脤务。但正如那些既 
倡导市场又同情生态极限的人所发现的那样，这种条件下的市 
场只能在政治上已经给定的环境中运作 （ Pearce , Maikandya 和 
Barbier ，1989)。攀握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当然要包括对市场 
的利用，但这决不是以全球范围内市场普遍秩序的制度化为前 
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拥有更为迫切的理由探求(民主 
的)制度化形式，藉此我们会作出(公正的)有约束力的和自我克 
制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制定这样的政策 :它们 
能眵以可信的、连续的和(我认为结果将会是)淅进的方式，强调 
社会主义纲领中受欢迎的因素。市场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对这一 
改造过程作出重大的贡献，但我 怀疑: 市场社会主义本身能否提 
供一套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注 释 

1我在这里使用“实用的”一词，并不是在其蜕变的、恶化的“无原則的” 
或“机会主义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与其早期傾向于实贱和经验的思 
想相接近的哲学含义上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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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本书原名为《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新市场社会主 


义》，经原书出版社 (Polity Press ) 和作者克里斯托弗 •皮尔 森教授 
本人的同意，采用现在的书名《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 
命运和前途的探索》，以适合中国读者。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和分析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 
的著作。作者克里斯托弗 •皮尔 森是英国诺丁汉大学 （ Notting ¬ 
ham University ) 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 
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 还有: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 
政治》 (1986 年） 、《超 越福利国家? >(1991 年） 、《同 安托尼.吉登 
斯的 谈话: 理解现代性》 (1998 年) 等。他在90年代发表的一些 
文章在西方理论界有较大的影响，主 要有: 《“例外的” 美国: 是第 
一个新国家还是最后一个福利国家?》 （1990 年）、《福利国家和 
社会民 主：通 向权力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再研究》 （1991 
年 K 《民主，市场和资本:是否存在民主的必要经济限制? >(1993 
年）、《“后福特主义”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年)以及近期发表的一些关注西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 
的文章等。 


本书运用新颖广泛的资料认真分析了苏东剧变前后社会主 

义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会主义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理论以及意识 

形态三方面考察了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境况和面临的极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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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 问題。 作者对西方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死亡”论进行了 
冷静的剖析和驳斥，指出现有证据并不能真正说明那种颇有争 
议的所谓“社会主义死亡"的种种观点是能够经受得起检验的， 
认为西方社会主义如果能在新的环境下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更 
新，仍具有回答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的力量。作者在分析苏东集 
权计划模式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 


困境的基础上，指出目前西方社会主义面临的这种困境的直接 
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中市场的普遍化 t 而在西方重新兴起的市场 
社会主义理论在回答“这种迎面而来的特别挑战”的过程中，是 
一种“最为深思熟虑的，也是最富冒险性的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 
作出反应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玫治的尝试”。接着作者对西方市 
扬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总体介绍和概括,展示了市场社会主义 
理论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公有制、市场、国家、效率、公平、 
自由和民主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诠释了市场社会主义 
的理论动因和主旨。作者随后用较大的篇幅对西方市场社会主 
义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主要内容包括 :市场 社会主 
义、西方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 
间的理论冲突和 联系; 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理论和社会所有制 
理论; 市场社会主义组织经济的主要模式合作社或劳动管理型 
经济 (Labour Man^ement); 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组织形 
式，即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国家的 作用;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 
实的可行性和 条件;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局限等等。 

从宏观上看，作者从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出发，既考 
察了西方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普遍性 
问题，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尝试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新社会主 
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使读者对这一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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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流派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为人们预测和分析西方社会 
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和独特的认 
识方法。从微观上看，作者提出和分析的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 
问題，如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 
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社会所有制的形式、效率和公平、国家和 
市场的关系等等 ，都是 西方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共同 
关注、研究和力图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有着实质的区 
别，但是又有许多相关和相通之处。如，社会主义和市场如何 
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 
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_，等等。皮尔森的这部全面系统地介绍 
和评价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著作，对于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 
值。同时，作者所展示的西方社会主义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 
题，其中许多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应认真关注并努力 
解决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 
吸收和借鉴各种有益的理论成果，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从本 
书中得到助益。皮尔森教授在为本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指 
出，中国的经济体制不可能采取本书所讨论的西方市场社会主 
义模式，也不希望它成为美国模式的翻版。但中国的独特模 
式，市场和国家相结合的模式，“将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在探索那些符合 2 1 世纪新生活形式要求的社会和经济 
组织新形式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 
当然怀有同样的期望。 

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分析问題的方法和立场不同， 

作者在本书中的—些说法和结论我们是不赞同的，但这不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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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参 
考、吸收和借鉴。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首先得到了作者皮尔森教授本人的概然 
帮助。他在版权转让方面作了大置的工作，才使得翻译工作顒 


利开展。在翻译过程中，逢疑难之处，译者通过电子邮件与他进 
行经常性联系和商讨，否则本书的问世定会延宕。最后他又专 
门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序言。本书的顺利出版，也是译者对皮尔 
森教授的最好回报 C 

中围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张金鉴研究员，对本书的译稿提出 
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他多年来一直从事马列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他审读了部分译稿，将丰富的理论和 
实际工作经验倾注于本书，使译者受益多多。在与出版社联系 
沟通方面，他又不辞辛劳，促成了本书的及时问世^在此我向他 
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莫大的感谢！ 

中囯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现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室主任佘文 
烈研究员，对本书的翻译工作十分支持 & 他是国内著名的研究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专家，在他的带领下，研究室市场社会主义 
研究课题组取得了一些喜人的初步研究成果，目前正向纵深推 
进。本书的翻译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他在百忙之中抽出 
时间审荬译稿.在理论上进行了总体把提，最后又慨然作序。这 
里我向他深表谢忱！ 

东方出版社的郇中建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作了多方支持和精 
心指导 工作; 编辑王一禾女士负责本书译稿的审校，她的认真细 
致态度和译审才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她提出的建设 
性: E 见中受益匪浅 t 这里向他们二位一一申谢！ 

由于本书涉及经济、政治和哲学各领域的知识 t 加之译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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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限，译文中一定存在错误、不足和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提出 
宝贵的意见。 


赛辉 

1999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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